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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程恩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并总是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创新的。科学地与时俱进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品质和根本要求，也是它具有非凡的认知解释力、实践改造力和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和现代化提出了强烈的现实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方向上持久地开拓创新。这不仅要求我们牢牢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从丰富的经济实践活动中探寻经济规律，提炼经济理论，而且需要我们怀有开放的心态，真诚地了解、借鉴和吸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今国外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经济具体实际的结合为主题，阐述了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资源。“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遴选和翻译出版国外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典性著作，供国内学者学习研究和借鉴。

本丛书第一批翻译出版的10本著作，都是经过十分严格的遴选程序挑选出来的。首先，我们请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国外数十位经济学家推荐了100多部专著，又约请了国内外20多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向我们推荐近30年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创新性贡献并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性著作，总共收到30多种推荐著作。我们从中选择有2人以上推荐的著作，然后对其内容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影响力进行了全面评审，在此基础上最终精挑细选出10种著作进行翻译出版。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作本身是具有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界具有持久影响的经典之作。为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规定，著作的翻译者必须是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实际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且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著作的校对者必须是长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一般要求有正高职称。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力图把这些经典著作高质量地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虽然属于经典性的学术著作，但除了个别著作含有较多数理模型和数学推导外，大都以文字叙述为主，内容并不晦涩，现实感强，可读性强，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资本主义也颇有价值。因此，它不仅适合高校和党校系统等经济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可作为教学或研究的辅助教材或参考资料使用，而且也适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党政干部、高校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阅读参考。

本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在丛书取得中文版权和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田文主任、赵丽编辑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丛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上述单位和人士，以及所有对丛书的翻译出版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尽管我们力图通过严格的规定和细致的工作，使丛书能够以完美的面貌呈现给读者，但是错讹和疏漏恐怕还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将来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二〇一四年五月

（作序者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英文国际期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批判思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学部委员、教授）


前言

这一论文集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SSA）这一资本主义进化理论，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及其危机，并将SSA理论运用于解释2008年爆发的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以应对这一危机。编者和作者聚焦于自1980年以来出现并蔓延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等资本主义形式，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化程度的加剧，提供了该学派的最新理论成果。同时，这一论文集还囊括了对美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分析。

特伦斯·麦克唐纳是爱尔兰国立大学高威分校商业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是《爱尔兰是殖民地吗？19世纪爱尔兰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2005）、《管好你自己的事：实用的经济学》［与大卫·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和基思·沃尔诺克（Keith Warnock）合著，2001］、《无人居住的爱尔兰：塔拉，M3和高威的公共空间》［莱昂内尔·皮尔金顿（Lionel Pilkington）和艾妮·倪·莱姆（Aine Ni Leime）合著，2009］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增长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与迈克尔·里奇和大卫·科茨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这些论著的作者、合著者或合编者。他目前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全球化、美国与爱尔兰经济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

迈克尔·里奇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并在劳动与就业问题研究所担任所长。出版过十三本有关劳动、劳资关系和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包括《种族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981）、《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美国劳动的历史转型》（1982）、《资本主义制度》（1986）、《积累的社会结构》（1994）、《美国和日本的工作及收入》（1997）以及两卷本——《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和《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

大卫·科茨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之前出版的论著包括《俄罗斯的转轨：从戈尔巴乔夫到普金》（与弗莱德·维尔合著，2007）、《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制度的解体》（与弗莱德·维尔合著，1997）《美国大公司的银行控制》（1978）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1994）。他目前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变迁、社会主义经济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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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自从1994年我们的论文集《积累的社会结构：增长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Kotz et al，1994）发表以来，不同学科都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在SSA理论提出后30年，并且距离我们上一册论文集发表逾10年之际，我们又推出这本新论文集，旨在阐明SSA理论的现状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应用。SSA理论旨在解释经济的长期相对稳定与危机交替发生的原因。鉴于此，这一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2007—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潜在原因。

SSA理论是由大卫·戈登大卫·戈登（David Gordon）、理查德·爱德华理查德·爱德华（Richard Edwards）和迈克尔·里奇迈克尔·里奇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提出并形成，它将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长期增长和停滞的周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改变的周期联合起来。与传统均衡经济学的光明景象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似乎阶段性地伴随着程度上异乎寻常、持续时间上异常久的危机。而且，与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期望相反，资本主义并没有陷入永久萧条和停滞的状态。紧接着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相对活跃并稳定的增长与积累时期。SSA理论正是试图解释这种长期的过快扩张以及长期的停滞和紧缩。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任务由于战后社会秩序的危机而变得尤为紧迫。这一时期的美国被描述成“大滞胀”。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向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发出了挑战，并促发了一场革新经济理论的风潮。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而SSA理论则构成了另一个可选性的回应。

SSA理论认为，战后扩张促使二战末资本主义迈向新阶段，这与巴兰巴兰（Baran）、 斯威齐（Sweezy）、欧内斯特欧内斯特（Ernest）、曼德尔曼德尔（Mandel）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认同的始于20世纪之交时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类似。SSA理论分析认为，“大滞胀”是这一战后资本主义阶段中产生的危机。（Gordon，Edwards，Reich，1982；Bowles，Gordon，Weisskopf，1990）。此外，SSA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新阶段资本主义与其危机的增长和停滞相互交替的周期。每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都以其新的SSA为特征。

SSA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资本主义为一个有史以来固有的矛盾体系，其特点是由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而引发危机倾向。这些危机倾向可能会阻碍具体的积累过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投资决策一直以来都不稳定，经不住由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变化多端的预期和周期性失衡而导致的大波动。而且，它易于进入停滞与萧条的自我强化阶段。

SSA理论认为，这些固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一套能够在缓和与分化阶级矛盾的同时，稳定资本家们长久预期的制度来得以缓解。这种意义上的制度是广义层面上的，具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特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市场这一特殊组织以及竞争机制；而政治制度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则是美国及其各类机构和相关政策；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包括了政治意识形态、高等教育体系以及宗教信仰体系。在积累过程中，任何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都互容互持并且支持积累过程。因此，每一种SSA都包含着一个相对统一的结构。

当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产生的时候，许多利润率决定因素都得到了保障，对于利润的长期预期逐渐稳定化。较高的投资水平导致了扩张和增长。起初，这一扩张动力强化了SSA，为其巩固提供了资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张过程最终破坏了积累过程。这一破坏可能源于日益增强的阶级矛盾、商品和资源市场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饱和或其他原因，其中一些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倾向，而另一些对某些SSA而言则是特定的。当制度不稳定，利润和利润预期下降，投资率随之下降，而投资率的下降则进一步破坏了SSA制度。随着不稳定的制度机构之间互相动摇，SSA的综合特性使得衰退加速。SSA停止巩固积累，因此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在停滞的状态下，矛盾日益聚焦于恢复利润率和积累的条件。由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力量对于制度具有不同的偏好，那些试探性的尝试容易受到诸多力量的阻挠，一套成功的制度必须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创新。因此，新的SSA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停滞的周期通常很长。然而，最终总有一个政治经济项目就能打败其对手，或者能暂时达成妥协。新的SSA建立了，更快的积累再次开始。

SSA学派已经能对美国历史这一动态过程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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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中小企业市场结构掌控着具有竞争力的SSA。劳动力的控制战略既简单又直接，但最终由于同业工会组织得以阻止。那时，国有基础设施总体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贸易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并且促成了由古典自由主义组成的主要意识形态。虽然SSA学派对于在破坏某一SSA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他们一致把矛头指向了由无限制的竞争、实际工资的增长、竞争中形成的过剩生产力、黄金和金融结构的作用的矛盾引起的价格下跌所导致的利润挤出。这一危机通过产生新的垄断SSA得以解决，其特点是拥有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软弱的公会以及在拉美和亚洲实行扩张主义和创立美联储制度。而后这个SSA在大萧条时代被终结，SSA学派将其归咎为：工资的提升慢于利润提升而导致的需求不足；证券市场的投机泡沫崩溃；对美国进一步海外扩张的排斥。

大萧条导致了长期的制度改革，包括新的财政机制和国家在经济中扮演角色的扩展。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战备品需求的刺激下经济才得以复苏。新的SSA随着凯恩斯的福利制度在二战后被巩固，工业联盟足够强大来支撑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以及新一轮的“冷战”。70年代的滞胀标志着经济膨胀期的结束。战后SSA的衰退和瓦解伴随着利润的挤出，资本—劳力一致性的结束，价格/薪资盘旋上升，欧洲及日本的竞争加剧导致国际秩序动荡，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这两个时期的石油价格快速上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新的SSA，我们称之为当代SSA。我们将在下文中具体讨论当代SSA。

SSA理论与另两个试图解释当今政治经济格局的理论有相通之处。它们均产生于法国的调节理论，以及由皮特·霍尔皮特·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基奇大卫·索斯基奇（David Soskic）提出的资本主义多样性学说。

调节理论

尽管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很早就提出“调节”一词，但该理论一直到米歇尔·阿格里塔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Aglietta）于1976年在法国发表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中才真正成形，并由其他包括罗伯特·博耶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在内的法国学者发展下去。阿格里塔研究的一部分是为了证明“阶级斗争下的社会管制的制度化是再生产的核心进程”（阿格里塔，1979：29）。他将这种理解应用到了资本主义的调节及危机中（AgliettaAglietta，1979：19）：

这种理论立场使得我们能够构想出连续再生产的断裂引起的危机，察觉为什么危机的时代是社会创新繁多的时代，理解为什么解决危机的方法总是涉及无法逆转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而后，罗伯特·博耶罗伯特·博耶成为了巴黎学派调节理论的领头人。以下我们将对他的理论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博耶（Boyer，1990）审慎地定义了一系列中间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积累机制”，它包括生产的组织、价值的分配以及与生产可能性相一致的社会需求的有机构成。积累机制是有条件的，并且被进一步的中间制度形式再造，归为五个方面：货币约束的形式、薪资关系的构造、竞争的形式、在国际调节理论中的位置以及国家的形式。这些制度形式合在一起组成了调节的模式。积累的机制和调节模式相结合便是发展的模式。而调节学派的目标则是“解释发展模式的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Boyer，1990：48）。

调节理论和SSA理论的共同点促成了塞缪尔·鲍尔斯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罗伯特·博耶罗伯特·博耶的合作（1988，1990a，1990b），戈登和里奇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博耶的巴黎学术研讨会时也讨论过这些共同点。科茨（1994）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他认为二者都是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进程和对这一进程起调节作用的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SSA近似于“积累机制”和“调节模式”二者的结合。此外，两个学派都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一系列的阶段，各个阶段以根植于特定体制设置的特定形式的积累进程为特征”（p.86）。一旦体制无法继续满足积累的条件，出现长期性的结构危机并造成积累率下降，这些阶段便随之终结。这些危机直到满足积累条件的新体制出现才会结束。

科茨认为调节理论更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强调了生产关系和阶级收入分配，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所关注的资本家投资决定论。调节理论定位了积累调节理论中的长期危机的根源，而SSA理论则是从SSA机制的衰退中寻找出危机的根源（更贴近于调节理论中的调节模式）。

由博耶和塞拉德塞拉德（Saillard）主编的《调节理论：技术发展的水平》中（2002［1995］），介绍了调节学派出现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支。奥列维尔·法弗罗奥列维尔·法弗罗（Olivier Favereau）（2002：315）对这两个分支进行区分，即调节理论1：“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分析”；调节理论2：“与这种分析不同，是基于制度形成的动态方面”。

最近，调节理论更强调制度的作用，即在调节模式中占主导地位，不仅在成功调节的时期有影响，而且在危机的产生中也起主导作用。阿格里塔（1998：56）总结了这些发展：

……不同的调节机制与调节模式的框架相吻合。这种吻合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都有自己的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对调节模式的服从不会是对任何已有的法则的遵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独特存在，可以被称为增长的调节机制。相反的，增长机制的消耗，预示着不确定性时期的到来以及危机和变化，而这通常是由于调节机制协调作用的失败造成的。

这种模式提升了增长的调节机制在制度间作用的活力，积累的总体法则不再占主导，每个增长的调节机制都是特定的并由一些遵从体制的机构组成。相似的，制度间协同作用的失效——或者说调节机制的失效——拉开了增长的调节机制危机的序幕。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组成和衰退以及扩张和危机的交替出现的描述汇集在了SSA理论的相关描述中。

资本主义多样性学说

资本主义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学说，由皮特·霍尔皮特·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凯斯大卫·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于2001年创立，对长期以来欧洲、美国、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路径进行了总结（Crouch and Streeck，1997；Hollingsworth and Boyer，1997）。其中的一条路径对比了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以及英美世界较多的以股东为中心的相对弱化的资本主义。另一条路径对比了雇主和工会集中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团主义者的协议可以协商，以及另一种非雇主集中制的国家。VoC方式与调节理论和积累理论中社会结构的相似之处可参照以下（Hall and Soskice，2001：3）：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一种新的相对资本主义诞生了，在这种新的主义下，我们将产业监督、国家革新系统和灵活的生产管制体制合在了一起。受到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强调企业的运动，并将其从新的生产监管下的大量生产中剥离了出来。

除了生产的社会系统，霍尔和索斯凯斯还强调了金融体系的特性和国家的角色。在2001年的书中（Hall and Soskice，2001），阐述了两个主要的现存的工业国中资本主义的变形。其一，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由自由市场经济（Liberad market economies，LMEs）组成。其二，以德国为代表，同时包括日本、瑞士、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以及北欧诸国，由协调的市场经济（Coordinafed market economies，CMEs）组成。霍尔和索斯凯斯（2001：16）主张“LMEs和CMEs间不同的政治经济机制产生了不同的企业战略”并且“机制补充的出现加大了两者的区别”。更准确地说，因为这些补充，VoC学派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完全发展为英美模式。尽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中有一少部分集团向英美模式发展，但最终在2007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终结，这次危机同样侵蚀了英美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一种资本主义被证明比另一种更好、更完善。

在包含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权限关系、国家的特性以及金融系统的本质方面，VoC方法与SSA方法很相似。两种方法都强调为了系统的成功运转，机构性补充是必需的。VoC的方法还引发了对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机制的研究（如Streeck and Thelen，2005）。然而，它对于其中联系的分析依然不足——这点在全球化经济中显得尤为重要——它只在最近才展开了对制度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讨论，而这也是SSA理论的核心（Hancke et al.，2007；Hall and Thelen，2008）。然而，它提供了不同制度的重要分析，这些分析对于理解不同国家及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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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如此，它对我们理解英美正在寻求的经济危机的仿真模型贡献很大。

最近的历史性进展

自从1994年我们的SSA理论论文集发表以来，有五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既影响了SSA理论，也影响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第一，1980年左右，机构、政策和思想的转变经常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一个被证明是持久的但颇有争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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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力量的平衡毫无疑问地转向了雇主。第三，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加深了一体化程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第四，资本主义使得金融化程度更高，因为金融部门不仅代表了更大份额的经济产出，金融本身也参与到实体经济中，并且带来实体经济的诸多变化。第五，2007—2008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本文撰写之际（2009年6月），标志着当代SSA进入了危机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特征是解除商业管制，国企和国家责任私有化，废除社会项目，市场力量扩张到社会新角落，大大削弱工会运动，回归到不受限制的竞争以及之前被否决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重现。SSA学派想要尽力明确当代SSA下的所有机构是如何以新自由主义为中心的。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许多特点只在许多国家机构的边缘部分起作用。比如，格林格林（Glyn）（2001） 和雅克比雅克比（Jacoby）（2009）认为，西欧许多国家以及日本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范围非常有限。鲍尔斯、爱德华和罗斯福（Roosevelt）认为：在美国，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减弱；税收在1980年作为GDP的一部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而且国家的许多管制活动也没有被消除。在他们以及杰姆斯·加尔布雷思杰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Galbraith）（2008）看来，虽然长期以来政治保守派要求建立一个更小的国家（仍然是理论上的），一旦他们当权并对国家支出有更大的影响力时，他们发现重新定位比掌管它更有利。本卷在第二章利皮特（Lippitt）、第三章沃尔夫森（Wolfson）和科茨、第四章科茨和麦克多诺对这一观点作出了反驳，并举例说明新自由主义是以新的SSA为中心的。

学术界一致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力量被迅速削弱，并且一直延伸到了欧洲大陆和日本。这一转变的发生，部分是由于雇主反对工会，部分则是由于把工作迁徙到海外所造成的威胁。结果，所有这些国家中劳动力收入下降，而且工人间的不平等也与日俱增（Reich，2008a，2008b；Brown et al.，2009）。在美国，由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的大部分被资本家和CEO获取。大部分部门的工人消费确实增长了，但其结果却是贷款上升了。富人的收入增长与实体投资的相对增长不匹配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泡沫。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许多分析家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那些起初抱怀疑态度的人引用了一战前几十年内国际经济相互之间高度联系的事实，声称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进入“国际化”新阶段。然而，到了90年代末，大众普遍认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发生了。这一共识基于对以下事实的积累，即当前随着物资、服务和资本的流通，资本主义确实达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层次。而且，相对全球化的早期阶段，物资的生产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在周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许多国家的许多行业生产过程开始纵向发展。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认同促进了对全球和国家的SSA之间关系的分析。本卷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全球化和SSA理论。

第四，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资本主义越来越“金融化”。金融机构和事务所在工业化国家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而且非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当代SSA中新机构特性的作用需要专业的考核。第六章塔布（Tabb）和第九章博耶提供了类似的分析。

最近，大多数SSA的文献开始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中期的某个阶段确实出现了一个新SSA的观点（Reich，1997）。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以及其他发展在新SSA的出现中都发挥了作用。正如我们已经指明的那样，当代SSA的许多方面还存在争议，包括其巩固的时间，如何理解其主要机构，相比旧的SSA，新的SSA对资本积累到底有多有利。本书许多章节都谈论到了这些问题。

第五个进展是2007年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全球的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本书撰写之际，要准确地评价这一危机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有一点很明显，即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当代SSA进入了危机阶段。仅仅几个月，当代SSA的重要机构便开始快速瓦解。

在第四章中，科茨和麦克多诺提出（在当时还是尝试性的）引起从扩张到危机这一转折的原因。他们明确了自1980年以来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来自当代SSA的特征，并且二者协同作用导致了危机：（1）劳资之间，家庭之间不平等的加剧；（2）不受管制的金融部门越来越热衷于投机和高风险的活动；（3）美国一系列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即2002年左右开始，2007年消逝的大量房产泡沫；（4）高度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在一个主要国家引起经济和金融危机后迅速蔓延到全球。

如果当代SSA正进入危机阶段，SSA理论所面临的挑战将包括评估各种重组积累过程中的体制框架新方案的潜力。这些探索性努力的胜利以及对于改革的抵抗力度将决定当前SSA是否能够持续，但在危机模式下，则将决定资本主义是否会重组，当前生产组织是否会被其他组织形式完全取代。而商业要恢复稳定和消除对市场的管制是最不可能发生的。

在本书撰写之际（2009年6月），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新方案。美国、西欧和中国已经宣布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支出。确实，凯恩斯主义需求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惊人的速度复苏。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体系被部分国有化，而且关于国家管制金融体系的必要性也达成了一致共识。一旦特定的提案被提上日程，这些协议就会引发争论。

正如科茨和麦克多诺在第四章中所说的，自由主义（从经典意义上来说）的SSA很快就会被建立了。然而当下的改革措施正围绕建立一个新的、受国家管制程度更高的SSA。这样一个SSA需要创立并测试新的体制结构，还要安排必要的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妥协，而这些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实现。这一论述表明，危机的周期很可能会被延长。这时就出现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当前SSA的全球性特征，而第二个关注的则是修正当前社会秩序中的收入高度不平等问题。

生产、贸易，尤其是金融的跨国化，使以国家为导向的再生产战略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经济相对自主，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却大大削弱了这一自主性。比如，随着进出口部门成为各经济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刺激方案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但是既存的跨国控制结构主要是用来促进对贸易管制的解除而不是协调财政政策。

还有一点也很明确，即重新管制金融的措施必须具备国际规模，而且必须包括新的、更具影响力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然而，随着参与者的增加，要把跨国金融这个妖怪再次放入管制的魔瓶就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对未来的重组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发展给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注入了几亿低薪工人。美国作为全球消费中心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工厂这一现状并不一定持久。如何适应中国大规模又快速的经济发展也许是全球资本主义重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SSA学派需要对这一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与SSA理论有关的进展是在伊斯兰国家、印度以及布什时期的美国崛起的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这种进展可以被理解为对当代SSA的某些群体边缘化的回应吗？这种变化将会在未来的重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还有一个与SSA理论相关度不高的更近期的进展值得关注，即美国政府越来越想干预其远在海外的军事。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打败了越南，对美国军队的干预被局限在其传统的基地——拉美。90年代，在老布什政府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中东和欧洲发生了一系列由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2001年后由于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军事干预与日俱增。

全球SSA似乎需要一个能够支持全球机构的霸权力量。这一干涉趋势是否表明为了维护全球系统的稳定，需要建立一个霸权统治？还是美国单边主义这一极端例子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将被奥巴马政府修正的反常现象？奥巴马政府有能力重建一个世界强国的联盟来有效重组全球资本主义吗？这些问题需要用SSA的方法来进行后面的研究工作。

最近通过大选崛起的拉美左翼给SSA理论的理解带来了更多挑战。这些变化的政治范围很广，从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社会民主政体到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更激进的政府。它们似乎都源于对当代SSA关于拉美人口负效应的反应。这些运动持续的时间当然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它们得以生存下来并继续扩大影响，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关的国家又该如何重组呢？它们是当代SSA危机的预示吗？它们最终会成为新资本主义重组的一部分吗？

之前讨论的国际原因对各种类型的重组都提出了问题，而且它们有可能加深关于体制创新的矛盾并延长危机的阶段。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当前SSA下的极度不平衡的回应。这不仅仅是道德或伦理问题。处于社会底层和中层人民的工资停滞导致需求只能通过贷款的增加来得以维持，这预示了将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泡沫。财政救市不能解决长期有限的消费者需求和消极的投资前景这些问题。短期财政刺激项目也不够，尤其是如果它们没有很明确地要提高生活标准和改变不平衡的模式。如果把高阶层现在和未来收入永久性、大量地转向中层和底层人民，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但是这种改变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基于经济的考虑而发生。这种改变有可能只是作为对有效的人口运动的回应。发起这样一个摆脱传统的长期紧缩和弱化劳工的运动，将会是一项长久的任务。

如果我们是对的，即当前SSA正进入一个长期的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为了更广泛的公平正义而奋斗，这一努力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这一阶段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使许多人遭遇困难和痛苦，但与此同时，我们长期以来面临的危机也许正在为社会发展赢得更多机会。对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一时刻的特征的更深理解会使我们能更好地欣赏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和范围。本书旨在提供这样的理解，同时也指出对SSA的理解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争议。

本书综览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在第一章中，泰伦斯·麦克多诺将带领我们全面回顾自1994年出版以来的SSA文献。其中包括了大卫·戈登大卫·戈登与其同事的近期作品，他们用SSA方法来解释宏观经济模型。同时此章也论述了“空间化学派”，即认为当前的劳动力控制战略正围绕迁移和实际迁移带来的威胁展开。由于迁移的威胁只有在地区差异存在的情况下才会具有牵引力，空间化学派分析认为美国各州是总的SSA的分区，每个州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动态。第三方区域关注的是SSA框架在刑事司法制度历史中的运用。这一章也介绍了许多其他理论、历史的问题，如最近的SSA文献，并提到了本书后几章对于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讨论。

在第二章中，维克托·利皮特维克托·利皮特对SSA方法下机构的概念下了更严密的定义，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是什么给予了SSA结构的完整性？为什么SSA会瓦解？为什么SSA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又为什么它们历久弥坚？SSA理论和过分果断以及历史偶然的关系是什么？利皮特还讨论了阶级斗争在创造SSA活力元素中的作用。在附录中，利皮特检验了2007年末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否代表了当代SSA的最终危机。他认为新自由主义SSA，因其内部严重的矛盾导致了其早亡，因而周期相对较短。

在第三章中，马丁·沃尔夫森马丁·沃尔夫森和大卫·科茨大卫·科茨修正了SSA的定义，认为SSA是促进盈利的体制性结构，是资本积累的机制，但并不一定就促进本身很快地积累。这一重新定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持久性向SSA理论提出挑战的回应，作为新SSA的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快速积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SSA，包括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高度控制，也展示了一个较为缓慢的积累，而基于劳资协议并受管制的SSA下的积累则快得多。与利皮特、科茨和沃尔夫森不同，关于这两种SSA是否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他们持不可知的态度。

第二部分讨论了全球化与当代SSA的关系。在第四章中，大卫·科茨大卫·科茨和泰伦斯·麦克多诺认为，新SSA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以稳固，那个时期SSA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全球新自由主义。这一SSA中的主要机构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一系列政策、一定数量的机构体制，还包括资本、物资、跨国货币、跨国生产分工、通过贸易的生产再整合、跨国企业供应链的更自由的流通。这一SSA 的特点还包括劳动力权利的削减、空间化的劳动力控制战略、金融化、被“挖空”的民主国家、车间的灵活专业化和精艺生产化。科茨和麦克多诺认为，这些机构组成了一个连贯的机构来促进盈利，并为积累提供构架。这一SSA同样包含着一些引致经济危机的矛盾。

在第五章中，迈克尔·华勒斯迈克尔·华勒斯（Michael Wallace）和 大卫·布雷迪大卫·布雷迪（David Brady）直接把全球化和劳动力控制过程联系起来。利用通信和交通的创新，企业能为它们的经济活动从众多的地点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一不断提升的空间灵活性使公司通过迁移或迁移的威胁来削弱并控制劳动力。

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大了，金融利润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也提高了，并且金融优先权正日益掌握着决策权。在第六章中，威廉·塔布威廉·塔布讨论了当代SSA的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导致了金融膨胀，风险的日益加深和不稳定，其严重后果在2007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显现出来。塔布认为，这一危机引致当前SSA的衰退。在结尾部分，塔布区分了SSA中的阶级—国家关系，当代SSA中的跨国化和之前几章的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和阶级关系的全球化特征提出了全球性的治理关系的问题。在第七章中，埃姆林·纳顿埃姆林·纳顿（Emlyn Nardone）和泰伦斯·麦克多诺认为，类似于国家的跨国机构开始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并没有衰退，但它们的活动现在被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管理网络中。作者们在考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以及全球化的一些方面是否会替代性地衰退。

一些SSA学者讨论了全球意义下的当代SSA，而其他学者则继续戈登等人的传统，从国家层面上来分析SSA。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美国当代的SSA。在第八章中，塞缪尔·罗森伯格塞缪尔·罗森伯格（Samuel Rosenberg）详细描述了当代SSA中劳动力的地位。他首先通过观察二战后SSA中劳动力管理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性质建立了背景。然后罗森伯格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产生当代SSA的政治经济环境。他仔细分析了“雇主冒犯”和80年代的去工会化。考察了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对劳动力影响，并讨论了在经济危机下，新自由主义时期劳动力关系的生存前景。

在第九章中，罗伯特·博耶罗伯特·博耶讨论了过去几十年中CEO们急速飙升的报酬。他认为，这一飙升是出现金融导向或积累体制下的SSA的证据，并运用了调节理论这一术语。认股权的分配以及金融市场等诱因使管理者有权将其内部力量转变为更多的报酬和财富。博耶认为这一结果源于实际的执行官和金融家联盟来削弱工人的诉求能力。他认为这一体制性妥协构成了美国特有的新积累政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次贷危机那么严重。

在第十章中，苏珊·卡尔森苏珊·卡尔森（Susan Carlson）及其合作者讨论了刑事司法制度，这一点在之前SSA的构架中并没有给予持续的关注。他们认为，刑事司法制度作为物资和劳动力来源的直接市场，并在社会秩序中发挥间接合法作用，这两方面角色都具极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这些角色的特性在每种SSA中各不相同。如此，对于SSA中所讨论的市场组织、国家政策和其他机构，司法系统的特征遵从SSA的建立和衰退节奏，不仅在不同SSA理论中各不相同，在同一个SSA理论中也会各不相同。

第四部分在资本主义边缘运用了SSA分析。对SSA理论的一种批评认为SSA理论运用的材料太局限于美国的经验。然而，SSA理论运用的材料在稳定地拓宽到了牙买加、韩国、南非、希腊、印度和中美洲国家。第四部分中的章节更新了之前在南非所做的分析，并拓展到了墨西哥和中东。在第十一章中，杰姆斯·海因兹杰姆斯·海因兹（James Heintz）认为，与对SSA方法的批评相反，大量的经验表明存在一种分离的SSA。不仅如此，SSA还提供了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这使得SSA的分离结束。在详细地讨论了后分离时期后，海因兹总结认为现在要判断新的SSA是否成功还太早。

在第十二章中，卡洛斯·萨拉斯卡洛斯·萨拉斯（Carlos Salas）对此做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认为新的SSA于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后在墨西哥已经开始。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第一种墨西哥SSA理论不同，现在的SSA不以内部需求为导向而从美国和美国市场寻求投资。结果，墨西哥经济成为了高度极端化的经济。一端围绕国际投资、需求和金融组成并且提供了一小部分高薪的工作；在缺乏国家再分配政策的情况下，另一端是一种非正式的市区的自我雇佣和小企业，再造了劳动力人口。

在第十三章，凯伦·普法伊费尔凯伦·普法伊费尔（Karen Pfeifer）将SSA理论运用到了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约旦和科威特的战后经济中。普法伊费尔认为SSA分析提供了对这些区域的两种主要理解。第一，由美国引领的战后SSA为这些地区发展自己的经济提供了国际环境。第二，普法伊费尔发展了区域SSA的概念，在这三个国家中SSA各有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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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SA学术界关于美国历史上各种SSA的确切特征和时间跨度存在差异。这里我们展示了较常见的一种。


 [2]
 关于日本的比较分析，参见Brown （1997）。Jacoby （2009）提供了详细的关于金融和劳动力如何在不同的机构中互相融合的讨论。


 [3]
 “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对美国读者而言需要一些解释。在美国政治对话中，自由主义指的是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为普通人谋利，并限制商业的权力。在欧洲，拉美和世界其他国家，自由主义的意思恰好相反，指的是限制政府干预经济，并支持“自由市场”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取的是后面一层意思。


第一篇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第一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状况

本章概述了自1994年以来，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状况。首先，回顾了大卫·戈登大卫·戈登在1996年英年早逝之前的最后贡献，以及大量的来自社会学科方面的贡献，包括“空间化”学派的创立并拓展了戈登、爱德华和里奇的原著《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著作将积累的社会结构框架的应用在地域上进行了扩展，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将其应用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下文的第一章就可以纵览诸位作者如何将积累的社会结构框架应用到特定制度的分析及其历史研究当中。随后，对近10年来这些研究的理论贡献进行评析。最后，本章就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滞胀危机以来SSA是否有所强化进行了一番探讨。如果SSA确实得到强化，那么当前的经济危机则由SSA的分裂而导致；而如果它并未得到夯实，那我们眼下所见证的不过是一种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战后SSA瓦解的延续罢了。

最近十年的回顾

大卫·戈登大卫·戈登最后的工作

大卫·戈登大卫·戈登持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在借鉴了SSA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几种经济模式。戈登和长期合作伙伴塞缪尔·鲍尔斯塞缪尔·鲍尔斯和托马斯·魏斯科普夫托马斯·魏斯科普夫发展和深化了其对资本主义力量、利益和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Gordon et al.，1998 ［1994］）。戈登（1994）、戈登（1997）也将这项研究纳入战后时期美国广泛的宏观经济模型的构建中，戈登（1997）还将他的建模技术应用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之间不同的劳工管理体制和行为准则之间转变的定位问题。

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利用SSA—激励模型来解释战后时期积累的过程。在此模型中，投资主要取决于预期利润，预期利润取决于资本主义潜在力量的指数。他们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投资停滞，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基本权力的下降和货币主义旨在恢复这一权力的“冷水浴”来解释［Gordon et al.，1998（1994）：254］：

我们已经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战后的美国，证据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低迷的美国投资总额源于以下两点。第一，源于开始造就战后繁荣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逐渐腐化；第二源于为复苏20世纪80年代经济而实行的保守的经济政策而带来的高额的间接成本。

大卫·戈登大卫·戈登曾一度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宏观模型对美国战后经济增长和衰退进行SSA分析。而这一模型既可阐明同时又能检验随时间推移的SSA的动态特征。大部分的初步工作由鲍尔斯和魏斯科普夫合作完成。然而，最后这项工作的攻坚阶段是他单独完成的。他有时把这项研究称为“大卫的荒唐事”（ Boushey and Pressman，1997），并计划把整个运转模型称为LAPSUS模型，即“失误”，正如词典里将其定义为“陷入错误，异端，或罪恶”（Gordon，1994：160）。

戈登计划写一本书，将这几个非正统的宏观模型和较为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方法进行比较。戈登（1994）提前发表了这一研究的一部分，比较了四种非传统模式。强调了其中之一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另一种是卡莱斯基（Kaleckian），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变种，第三种则是马克思主义模型。第四个是上述提到的LAPSUS模式，也就是他所谓的SSA路径下的社会结构主义。这种模式与SSA框架一致，同时包含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见解。戈登对使用这样的模型进行预测并无兴趣，而是试图对比各种模型的特征，即动态的相互关系的准确性。毫无疑问，他非常满意社会结构模型的良好效果。

1994年，戈登（1994）将其建模才能应用于定位劳动力控制管理体制的过渡期，也就是相应的累积的社会结构体制的过渡期。其中劳动力控制管理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戈登能够为战后SSA的劳资和谐和具有战前垄断的SSA特征的驱动系统建立模型。利用滚动回归，每个模型都能很好地说明在各自的时间区间内生产力增长的变化，同时也能解释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缺口，而在此之前，没有模型能说明这些（Gordon，1994：154）：

在这两个生产力系统之间的过渡，从目前的定量分析陈述里可以看到，它们提供了历史上对制度重建过程的一致的解释。在这里，我们确实钦佩艾尔弗莱德·马歇尔艾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观点，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确实存在“跳跃”。

由戈登及其合作者发起的这一传统已由艾瑞克·尼尔森艾瑞克·尼尔森（Eric Nilsson）发扬。尼尔森尼尔森（1996，1997）等人利用和戈登等人相关的一个演化模型，更进一步探讨战后劳资和谐崩溃的直接和最根本原因，他认为，这一崩溃是由盈利停滞引起的雇主对和谐的攻击。分析认为，美国霸权地位的丧失仅仅是因为盈利能力的停滞不前和不断蔓延的劳资和谐的崩溃。

大卫·戈登大卫·戈登的最后一本书《利润与措施：美国工人的企业压榨与精简管理的神话》，出版于1996年，详细和通俗地解释了副标题的两个问题。戈登指出，美国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已经在最近几年停滞不前。他还指出，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已越发膨胀，增加到欧洲和日本公司的3倍。关键在于，戈登认为这两个发展是相关的。追求一个聚集利润的管理方法以补偿由于“平均”支付所引起的对工人经济激励的下降。这些集中在政治经济两个相关的方面，戈登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SSA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这个工作。不过，这项研究推动了来自SSA框架内的分析。

在1997年和1998年，迈克尔·里奇迈克尔·里奇先后用两篇文章回应了戈登最后的研究。在其中一篇中，里奇（1998）接受戈登“平均”的观点，但又提出了一些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公司管理层膨胀尺度的问题，里奇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是被夸大了。在另一篇关于SSA理论的“回顾和展望”的文章中，里奇（1997）对戈登的后期作品进行了更多方面的回应。里奇讨论了受其影响的作品，既有积极也有消极影响的一本书即《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书中包括美国工人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学讨论、美国强调和平的劳工关系延续的产业关系以及低工资和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新古典主义讨论。他还详细介绍了70年代的政治背景和那一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循环的左翼学者的阶段学说。最后，他确定了向一种新的SSA形成方向上的定性转变。所有这些框架的构成，主要在于SSA聚焦于标志资本主义各个不同时期的定性特征。他还批评了后期的一些工作对于标准计量经济学的过度依赖。这一点会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

进入社会学领域

有趣的是，抛开上面描述的一些例外情况，近来SSA框架常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之外，被应用于社会学科的学术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内，SSA的理论已经获得了第一个“学派”，即伴随着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力控制的学说“空间化”的出现，这是在美国决定一个新的SSA建设的重要基础的机构体制因素，戈登、爱德华和里奇的研究界定了工作结构和劳工市场组织的无产阶级化、同化和分化三个历史时期。格兰特格兰特和华勒斯（1994）界定了第四个时期为空间化，即空间化过程围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雇主使用搬迁的威胁和真实的搬迁来作为一种劳工控制的主要形式，这种观察描述迅速地将资本流动和资本主义重建中的劳动力控制问题联系起来，由于这期间劳动分工将工作分化成简单部分，并且劳动部门的高度整合分化使得不同工作可以在不同地方完成，这种新的劳工管理策略可以实施。通信和交通的发展也使得这一管理策略成为可能。这使得资本家可以协调和控制美国遥远的角落和世界范围的劳动力资源（Grant和Wallace，1994：37）。

由于这些因素，布雷迪和华勒斯（2000：95）增加了地域政治安排，如NAFTA和WTO，它促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格兰特格兰特和华勒斯认为：由于这一策略的本质特点，不同空间位置应该有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新的SSA中，本国境况成为重要的经济区位，因为国家必须与其他国家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经营的环境以吸引或保持流动资本。这一论点可以从格兰特格兰特（1995，1996）、格兰特格兰特和哈钦森哈钦森（Hutchinson）（1996）的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

犯罪学领域的一些作者也在使用SSA的分析。卡尔森和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Michalowski）（1997）和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和卡尔森（1999，2000）一系列文章研究了SSA影响的变化和伴随着SSA变化，失业、犯罪和入狱的程度和方向之间的关系。巴洛巴洛（Barlow）（1995）通过研究美国联邦犯罪审判的法律，发现在SSA衰退期之后的停滞期社会控制体系加强了，这拓展了巴洛巴洛等先前的研究（1993），它描绘出社会控制策略在资本主义历史不同时期的变化，作者发现社会控制体制的创新主要集中在SSA瓦解后的经济收缩期。

美国之外的几种积累的社会结构

对SSA理论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的材料仅仅取自美国的经历。而它的应用范围已经缓慢地稳步扩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Hamilton）（1994）建立了加勒比式经济的实际工资、价格和生产力的模型。丁（Jeong）（1997）确定了一种在韩国始于1961年的国家资本主义SSA。丁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SSA经历了瓦解。杰姆斯·海因兹杰姆斯·海因兹（2002）通过详细描述种族隔离国家制度，回答了将SSA分析应用到战后时期的南非的早期批评。他的分析通过系统研究机构体制和政治的稳定对南非稳固的资本积累的影响深化了之前的研究。米哈伊尔米哈伊尔（Mihail）（1993，1995）使用一个来自鲍尔斯、戈登和魏斯科普夫的框架研究来模拟希腊战后SSA的发展和消亡。

哈里斯-怀特（Harriss-White）的（2003）《印度研究》为很多前沿打下了新的基础。它专门针对哈里斯-怀特称之为88%的印度。这是居住在大都市以外的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比率。在她的研究中，SSA的框架应用于第三世界的经济的特定外围地区。部分地由于学科性质，这本书比之前的努力更加详尽地处理了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积累过程的影响。哈里斯-怀特广泛地使用了田野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领域的方法。这本书没有涉及随时间推移研究其驱动力，但是寻求在某一个时间点对机构关系作一精细的描述。我们以后会回到这个问题。

同样，2003年，在威廉·罗宾逊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的《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迁与全球化》中运用SSA框架，描述了五个中美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深度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罗宾逊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范围更加深远的主题背景下，即用认同和合并已经存在的国家结构的、新的、全球化的SSA来代替战后国家中心的SSA。罗宾逊认为，这个新的全球的SSA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内部的跨国集团，即过渡资本主义阶级的阶级规划。罗宾逊认为，这种过渡到一个跨国阶级和跨国资本主义的过渡，表现为国家范围的多数地域过渡。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过渡是远离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体制，以及其相关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并向一种特定出口形式发展。

社会积累结构内的几种特定体制

对SSA框架的一个重要借鉴是，历史上特定机构体制必须要在SSA形成和瓦解的动态过程中来理解。事实上，该框架在《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中首先形成，为分析不断变化的车间作业管理关系提供一个历史背景。这由哈兰德·普雷切尔哈兰德·普雷切尔（Harland Prechel）（2000）在他的 《大企业和国家：历史过渡与企业改革》（19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有进一步的陈述。

这项工作涉及公司变革中的基本形式以及公司内部实行管理战略的转变。普雷切尔认为，企业基本形式的转变发生在当企业发现很难从内部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源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时。而在SSA衰退之后，公司面临的挑战会变得更加尖锐，内部筹资变得更加难以在危机时期获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寻求重组或是由其融资者被迫改组。在这些时期的资本主义阶层也会动员国家管制中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其改变。在转型时期公司会基于一些信息做出重大决策，而公司会经常更换对于这些信息的财会术语。

在这个框架内，普雷切尔确定了SSA衰退的三个时期和探索寻求较快的公司转变的领域。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末见证了有限公司的出现，最终成为公司主导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企业转变到多部门的形式。财务会计的投资回报成为成功的内部标准。第三个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其特点是企业将它们部门重构为子公司，以及多层次附属形式的出现。放弃一体化财务控制，公司力求根据分散的相关成本和质量的数据决策。

在他们的教科书《当代建筑公司的经济学》中，斯蒂芬·格鲁内贝格（Stephen Gruneberg）和格雷厄姆格雷厄姆（Graham）（2000）基于SSA对英国的房地产的“房产供应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丹尼尔·沙罗斯丹尼尔·沙罗斯（Daniel Saros，2009）详细分析了一个美国进步时代的钢铁业例子。他非常关注对另一种治理结构中的对立的劳动关系的个案的本质理解。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现状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SSA理论框架内的研究在近10年来回到了它的根本。科茨等人（1994b）确定了几个与SSA理论并行发展并对其有影响的相关理论。这包括了广泛的传统微观经济理论的大量发展。到1997年，里奇（1997）认为，关于与这些问题最相关的理论派别背离了这一理论原来的意图。理论试图再次强调SSA理论定性的和制度本质。他明确了最初的理论视角，即源自马克思主义者的关于生产、分配 和政治的阶级冲突的观点，源自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观点。他强烈地认为“我们赋予政治和经济的周期化假设、相对因果关系的或内在的特性，应该是源自制度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经济调查”（p.2）。随后的SSA理论普遍把这一立场作为出发点。在对管制学派与SSA途径进行比较的时候，科茨（1994）总结出管制理论更唯物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根源。这种情况如今颠倒过来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正是SSA途径的灵活性有些反对创新的必要性。哈里斯-怀特（2003：14）总结了这种方法的特点是：

一个雄心勃勃的理智议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这样一个持续变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如何通过形成阶级冲突和资本竞争性的集中之间的冲突破坏稳定？……在很大范围内，将积累与其制度矩阵相联系……没有一种关于制度矩阵中不同元素相对重要性的普遍假说，也没有重要制度或者力量中的特权列表。

这种灵活性允许特殊性的论点可以用于特定的地域或者历史的循环中而不需要新的广泛的概念的详细说明。这往往被批评为理论的弱点，但也是一种潜在能力。该框架已被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给很大范围的情况和机构体制提供了分析的指导。

然而，维克托·利皮特维克托·利皮特（2005）在他的《资本主义》中对SSA框架的基础进行讨论。引入超定的概念，利皮特认为，SSA的结构完整性由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创造和维持。与笔者不同的是，利皮特认为，由SSA决定的扩张期和接下来的危机期的长度不是不可预知的，而是有延长趋势。这是因为维持一个SSA的相互关系，由于它们是由机构体制的惯性支持，往往会改变缓慢。成功的发展给积极寻求SSA的稳定者创造利益，与此相似，标志接下来的SSA复杂的相互关系只会延长危机期的时间周期。

利皮特（2004：27-8）比以往的作者更关注对制度的明确定义。

我们可以在两个主要方面想象一个制度。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个组织，如世界银行或大学；制度更广泛的含义是特定社会的偏好、风俗和期望。而这些词语都经常被用于SSA分析，这里强调第二个用法。而且，第二种用法，可以被扩展或收缩，并且它的广义形式通常更有用。例如以联盟为例子，是第一种意义制度。集体谈判将是第二种意义制度的一个例子，一个狭义的应用。而劳动关系的国家系统也是第二种意义的，而且是广义层面的。

这个定义使得制度的概念更加清楚并且强调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传统对于SSA框架的重要性。

进一步创新涉及在不同的地域和时间的尺度上使用这个概念。该框架已经应用了比“长摇摆”要短的数个间隔时间。此外，它已被应用到亚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空间上。

汉密尔顿汉密尔顿（Hamilton）（1994）发现这个方法还可以应用于牙买加15年间的经济史，大量的空间化学派的研究都聚焦于类似的时间框架上。同时期，哈里斯-怀特（2003）把这个框架运用到印度社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的切面，或如她自己所说的“静态，作为在印度经济巨大复杂性上加一个有用的分析秩序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发展一种有关不同时代或阶段的历史演变理论”（p.239）。

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和卡尔森（2000）主要关注在SSA不同时期中的区别。使用戈登、爱德华和里奇使用过的术语，并且将20世纪的美国分成以下几个阶段（pp276-277）：

（a）探索1，1933年至1947年，（b）巩固1，1948年至1966年，（c）衰退1967年至1979年，（d）探索2，1980年至1992年和（e）巩固2，从1993年到现在。

他们认为，“SSA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和国家的社会关系。它影响经济边缘化措施和犯罪与惩罚的模式的强度和方向”（p.277）。因此这些类型的因素“不能跨越SSA阶段线性分析，因为这些变量的社会学意义可能根据SSA的每一个阶段的定性的性质而不同”（p.277）。

米歇尔·那不勒斯米歇尔·那不勒斯（Michelle Naples）（1996）对二战后煤炭工业劳动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在这一背景下，她所关注的是在特定时间点内SSA的构建和衰退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她从SSA框架得到几个预测性的概括，并探讨其在煤炭工业的战后历史可能的描述。在这些假说中，她找到下面时期相关的概括的证据（Naples，1996：112-113）：

G1对于元规则体制创新、变化和挑战在后期发展和长期的危机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

G3在新型霸权的SSA的早期发展阶段中，世界观的不同和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G7在一个部门的劳动关系不是静态的。新规则的逻辑已在大规模地被应用，以便国家工会、百姓民众以及管理关系的整套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丰富完整。

除了被应用到不同的时间尺度外，SSA的框架已经被应用在不同的空间尺度。空间化学派特别重视SSA的存在和构建的影响是以怎样可解释的方式产生地域级的不同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以美国联邦系统内的州级政府作为空间单位，在空间化的美国SSA框架下，这一单位会发生制度变迁。佩鲁西佩鲁西（Perrucci）（1994）进行了“中西部走廊”的相关分析，日本在汽车产业向美国六个相邻州的地点投资。佩鲁西佩鲁西这里认定SSA的出现是基于“嵌入式社团”。

劳堡劳堡（Lobao）等人（1999） 研究了比州更低等级的县的国家SSA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他们着眼于地域内核心制造业的影响和对于收入不公平的公民收入的政府补助。他们发现，国家级的安排在1970年能通过地方级的关系反映出来，而在1990年由于地方制度能够根据更大制度背景下的变化调整惰性和复杂方式，国家的变化不能很明显地在地方体现出来。阿瑞纳阿瑞纳（Arena）（2003）使用SSA框架为背景讨论了单个路易斯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黑人城市政权中的阶级冲突。

虽然应用最普遍的是国家级的，但是对SSA的框架是否可以应用到更大的全球规模这一问题的答案却是模棱两可的。该框架的创始人经常声称，没有超越对美国的特定制度分析的可行性。科茨等人（1994b：4）认为，其他国家在战后时期的SSA是不同的。然而，SSA的学派经常被与有国际影响的长波和管制理论混为一谈。戈登（1988）的确将框架应用于“全球化经济”，上面关于其他国家的分析证实了科茨等人的预言，被认定为加勒比型经济，关于韩国、南非、希腊和印度88%的SSA与描述美国二战后的时期有很大不同。在分析当下危机时期时，这一结构是否应当继续保留？这一问题构成了近些年SSA可能的构建中的部分争论。

20世纪70年代后是否巩固了一个新的SSA？

在当下SSA文化中，正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当下经济危机之前的时期见证了SSA的巩固，尽管这一立场并不是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正如下文所述）。由休斯顿休斯顿开始，一些分析家（1992）认为，一个新的SSA的轮廓已经非常明显（空间化学者；Lippit，1997；Reich，1997；Michalowski和Carlson，2000；Went，2002；McDonough，2003；Bowles 等，2005）。这种新的SSA的特点是从1973年到现在的多种制度变迁。每个作者提出了一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列表，但在每个列表中总体格局是相当类似的。

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出现了质的变化。全球化不仅仅是全球化的贸易，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投资的全球化。全球的金融转移的集中与跨国投资的扩展和通信机构的进步相结合，第一次诞生了跨国、全球化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也日益跨国化，因为生产过程分散在全球各地，因为他们面临全球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可以被资本的过度流动带入相互竞争中。

全球化的这一过程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加强了劳资关系中资方的力量。公司已经重组，缩减规模并重新设计。仿照日本的精益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已被引入。重新返回到受限的政府与新自由主义视角下对追求不受影响的市场相一致。国家组织，如EU、WTO已经越来越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实施了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的借款自由主义议程。最后，苏联和东欧的前盟友突然恢复了资本主义，接着是中国资本主义逐渐恢复，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第一次几乎扩展到全世界。

对于这种SSA的类型有很多种提议。空间化学派提出了一个空间化的SSA，强调方法的创新和劳动控制的规模。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和卡尔森（2000）指出，计算机网络的SSA是集中于技术创新的结果。温特温特（2002）只是简单地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麦克多诺（2003）更偏好于全球新自由主义。鲍尔斯等（2005）确定了跨国的SSA。

术语的区别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空间化学派，利皮特、卡尔森和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将SSA的范围限制在美国。鲍尔斯等也是这样，虽然他们认为，将美国经济纳入跨国经济关系是与新的SSA的基本区别。温特温特和麦克多诺所说的SSA在更广义的层面，但没有明确地域界限。罗宾逊则为支持全球化特征的新的SSA进行了专门辩证论述。

有一种观点普遍认为几种SSA首先是国家性质的，而这一点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那是否有可能将这种观点同以上所提到的第二种观点调和呢？这种和解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观察到国家界限的跨越正是这个SSA涌现的诸多定义性特征的一种的话。因此说SSA超出一个国家领土或者世界的一个地区不是进行理论创新。更确切的可以这么说，SSA的性质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的跨国扩展。

这并不需要二战后期的国家分析做任何修改。在这个或更早的时期，SSA主要是以国家形式存在的。这一结论直接源于经济融入政治、思想和文化制度中，而这些有时候在国与国之间差异很大。温特温特和麦克多诺曾间接地、罗宾逊则明确地认为，这个条件会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改变。罗宾逊（2004：74-5）以下列方式描述变化关系的特征：

随着资本从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中解脱出来，并随着全球化的开始，获得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新的巨大力量，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从复制凯恩斯主义的SSA，转向服务全球化积累的新模式的普遍需求和跨国资产阶级，这一转变过程涉及再分配项目的反转……随着世界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跨国化，一个新的全球SSA对现有国家和社会结构的转变有重要影响。

罗宾逊或许对这种假设的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变并不一定导致同一性的强调不够。事实上，将空间化学派关于将美国内部州级的不同推广到全球级的论点是积极的。精确地说，正是这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之间的差异，当它们被放置于一个更大的全球结构中时，再生产了资本积累。

认为新的SSA被巩固的观点并不是毫无质疑的。菲尔·奥哈拉菲尔·奥哈拉（Phil O’Hara）（2000，2006）极力主张，最近的制度变革加起来构不成一个SSA。相反（O’Hara，2000：285）“他们往往倾向于加深结构长波的不稳定和危机趋势”。奥哈拉在许多方面都支持这一观点。他声称一些机构，例如撤销商业管制规定和弹性生产运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巩固和广泛的补充。其他机构，主要是缺乏管制规定的金融系统，它们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来源。还有其他一些综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新的矛盾对立。奥哈拉认为，国际竞争加剧的结果是大规模产能过剩，当它与工人阶级收入被限制结合时，就会同时产生严重的需求不足。这些分析大多是预见性的，但奥哈拉并没有对新的危机进行预测，而是认为这个时期更准确地被看作战后SSA危机的持续，而不是开始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在两篇文章里，科茨（2003）和沃尔夫森（2003） 都同意奥哈拉的观点，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制度不会导致一个新时期的快速膨胀。然而，他们却将这种观察作为另一种不同分析的基础。沃尔夫森（2003：260） 论述道：新自由主义不会是新SSA的危机，也不是旧SSA的危机……旧的SSA早已不存在了。在沃尔夫森和科茨看来，由于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需求及其实现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它不可能总会带来新时期经济的稳定增长。

然而，科茨（2003：263） 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套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型连贯的制度。然而，因为它还没有促进经济的充分增长，而不能也不可能成为一种SSA。科茨假设两种制度结构（IS）的存在，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这两种制度虽然解决了连贯性，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自由的制度结构（LIS）的特征是：有限的国家调控，超越劳务力的对资本的积极支配、高度竞争和宽松自由的市场理念。不同的是，管制的制度结构（RIS）所具有的特征是：受政府干预、适度竞争、资金和劳动力的适度调配、企业之间的互尊行为，以及能够意识到政府和其他非市场体制的积极作用。虽然两种经济体制结构都能有效地带来经济盈余，但只有管制的经济制度结构才能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因此，基于SSA的传统定义，只有管制的制度结构才能被称作真正的SSA。科茨进一步假设，自由的制度结构和管制的制度结构的交替作用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由任何一种制度结构所带来的危机都可部分地通过构建和引入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来解决。

尤其是鉴于2008年全球危机，很难否认由奥哈拉、沃尔夫森和科茨所发现的一些危机趋势的事实。然而可以这样认为，其影响被推迟得太久以至于不会阻止长时期的发展。奥哈拉的关于这些长期增长趋势的讨论，间接假定、制度框架只有在没有内在的危机趋势的情况下才能适当地存在。确实，过去的制度框架中的一些危机趋势只是在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之后才变得明显。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之交实行的垄断结构可以说从它诞生起就携带着消费不足的趋势。这种趋势源于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压制、垄断政治和投资市场的寡头的领导以及国际市场的帝国瓜分。更进一步，如列宁认为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内部携带着一种走向民族的国际化的不稳定趋势，这种趋势的结果是世界大战，现在（至少从北美的观点）仅仅才走到了一半。思考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明白对危机趋势的安全识别，不一定必须排除支持发展时期的制度框架。

文献中的整体趋势是认为已经存在一种新的SSA，例如李明启（2004，2005）在SSA框架内的研究已经间接假设新自由主义SSA已经存在，并开始分析可能导致其衰退的矛盾。他认为，需求不足的问题将扮演主要角色。劳工力量的下降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这反过来促进了金融投机活动，以其作为投资与创造实际投资需求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质疑，以及资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风险抑制了政府需求的增长，这导致了作为世界需求的主要支撑的美国现今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通过大量的借款和债务来维持，但这不能成为长远之计。

同时，李明启还认为对“绿色经济”的关注是SSA持续的主要威胁。增长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将会导致石油存储的快速消耗。即使不到石油物理供应的高峰，对全球变暖的预期也要求能源消耗的减少，这也会导致类似结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油价上涨和世界需求和贸易的崩溃已经确切地证实了李明启的分析。

结论

最近10年见证了戈登、鲍尔斯和魏斯科普夫关于战后SSA衰退的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共同成果，也见证了SSA视角已经扩展到对美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SSA已经涉及犯罪学家对劳工控制和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当中。在这一背景下，在SSA 中，阶段的概念已被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同时SSA自身在更短的时间尺度上及其对地区结构的影响也已经被研究。对SSA的分析研究已被扩展到新的地域。新的制度的历史也因此开始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制度是否应该以一个新的SSA的巩固为特征，专家们已经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在理论层面上，SSA理论框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源部分。虽然这已经重塑了一定的理论关联，但一些问题还是有待解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19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性质的确定问题。它是危机期的继续，一种新的SSA，抑或一种别样的东西，诸如LIS。尽管它只是经验主义分歧的一部分，但引发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特定的SSA，积累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迅速且持续地满足其特定的制度结构呢？一个相关的问题则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的趋势该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从中期平稳地缓和为长期呢？

对影响特定区域内的经济氛围的亚国家结构的认同，加上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跨国SSA的假设，提出了在不同地域、国界，制度结构之间是如何相关联的问题。战后，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共享一个共同的国际环境，而这种国际环境影响制约着每一个国家的积累。然而，具体的分析表明它们的SSA各有不同。不同国家的SSA共有一些国际性的制度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可能模型。另一方面，空间化学派用正在出现的空间化的SSA来分析美国区域变化。事实上，一种新的SSA的特点就是制约甚至是要求发生地域性的变化。

结果是，不同的地方机构能够被内置在一个首要的国家SSA中。这种单一的首要的国家SSA对地区差异性的包容是不同地区结构的地理关系的第二种模型。这紧接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家差异性的表现能否用这种方式看待。

第三个理论问题再次被尝试性地提出。伴随着SSA分析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源部分，近来发起了将SSA分析框架应用到葛兰西葛兰西（Gramscian）“霸权”的概念上（Arena，2003；Harriss-White，2003）。格兰特格兰特和马丁内斯马丁内斯（Martinez）（1997）认为，SSA之间的制度变化、SSA间的不同阶段的变化，改变了人们对于理解同种境况中的不公正，以及在这种境况中自己的能力和他们对于性质这些问题的解释构架。这些进展又提出了组成SSA的制度性质的理解问题。SSA框架普遍强调构成连续的SSA的制度的不同特征，以此来影响利润率和积累过程。这种趋势保留了处理新领域新时期下的SSA方法上的灵活性。然而，也遗留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SSA的制度之间是否有着一些相对恒定的关系？是否有关于制度构建的一些恒定不变的原则，它们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动力原则是否相一致？例如争夺霸权。这比国家对积累过程的支持更明确。与此相对应，是否必然存在比马克思主义矛盾和危机趋势的研究更明确的制度消亡的一般原则？

在过去的十年里，有关SSA理论框架的研究显示，分析SSA的方法在学术上是活跃的，并且随着新发展带来不可预料的挑战而不断拓展其视野。将来的研究必然会聚焦于在SSA理论所预言的增长和停滞的长周期的背景下，研究当今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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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SA理论及其起源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意在解释每50年到60年的一个“长期波动”，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为特征，标志着资本主义每一次增长的明显阶段。因此，美国20世纪早期的增长特点是产业调整巩固、大规模生产以及引进“科学管理”。二战后的SSA以国家的发展为标志，美国处在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SSA以资方和劳方之间、资本和公民之间的有限竞争以及黯然的“和谐”为标志。第二种SSA将在后面做进一步分析来支持和澄清在此所做的理论探讨。

SSA理论关注的是维持长期增长的机构设置。从狭义上来说机构就是组织（比如大学和银行），从广义上来说是由文化、习惯和预期组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具有典型的国家或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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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义范畴内可以进一步区分，这也许会涉及一些非常具体的，如集体协商，或者更广泛一点来说，一个国家内的整个劳动力关系系统。虽然这些广泛的含义通常在SSA分析中最有用，但是这里我们将对这三种意义上的机构都加以讨论。

有时候SSA字面上代表了战后SSA中的“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或“美国霸权”（Gordon，Weisskopf，Bowles，1996：233）。美国霸权绝不是先前所说的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机构，可以将其设想成一种包括系列机构，包括从美国和他国之间的关系性质（基于一系列的互信预期和行为方式），到基于美元这种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

资本家或企业家在有吸引力的利润率下才会投资，但是他们必须对其期望的投资成果有很高的信心，而这一信心只有通过一套稳定又有利的机构体制得以保证。这套有利于投资的机构体制，就是“积累的社会结构”，或SSA。SSA的创始人大卫·戈登大卫·戈登、理查德·爱德华理查德·爱德华、迈克尔·里奇已经对其下了清晰的定义（1982：25）。

我们认为资本积累过程是寻求利润和再投资的微观经济活动。个别资本家（或公司）雇用特定的劳动力在规定的机构环境内运作。我们希望能把这一过程与其环境分离开来。

于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内在界限把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个别资本家的盈利活动）与机构内容（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和市场）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定了外在界限，如此一来积累的社会结构就不单纯是“社会其他方面”的简略表达法。我们不否认，社会的任何方面或关系都潜在地，或者说实际地，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积累过程；尽管如此，区分这些直接地，明显地制约资本积累的机构以及那些只略微涉及资本积累的机构是不无合理性的。因此，比如，金融体系就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而运动项目却没有。

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诉求形成了SSA理论的基础。一方面，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欲弄清最终引起系统变化的资本主义核心矛盾。另一方面，许多理论家已找到对过去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长期循环或波动的解释。在第二组里，我们尤其注意到了康德拉季耶夫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1935）和熊彼特熊彼特（Schumpeter）（1939）的贡献。康德拉季耶夫康德拉季耶夫将美国的长期循环视为与替换长期资本的需求相联系的过程，而熊彼特熊彼特则关注导致投资繁荣的大规模创新，从活跃到逐渐减少直到新一轮的创新产生。

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比那些以长期循环为中心的文献更丰富复杂，虽然许多早期新马克思主义作品随着马克思假设资本主义即将崩溃而走向了死胡同，它们想要指明引发最终崩溃的中心矛盾（比如利润率下降或消费不足）（魏斯科普夫，1996）。虽然延续这一理论传统的研究工作大有进展，但SSA理论则打破常规，关注资本主义的恢复能力——其在长期的相对停滞和危机中自我恢复与更新的能力。这一远见使得SSA理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独特阶段，以及伴随其发展的长期循环。因此，当代美国资本主义与半个世纪前盛行的系统大不相同。

David Gordon最先在他的作品里提到将这两条理论诉求合二为一组成SSA理论。他1978年的论文《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研究了美国自19世纪早期以来长期循环的定量证据，把它与支持（或未能支持）积累过程的机构体制结构联系起来，并逻辑性地将其与马克思的主义矛盾与危机理论相联系。接下来的一部论文（1980）则引发了在理查德·爱德华理查德·爱德华和迈克尔·里奇迈克尔·里奇合著的《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中对SSA这一“最终明确”的理论（1982）的早期论述。随后最全面的SSA理论研究是由大卫·科茨大卫·科茨、泰伦斯·麦克多诺与迈克尔·里奇迈克尔·里奇编辑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增长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1994）一书。此书囊括了诸多评定SSA理论状况以及这一理论所引发的问题的论文。虽然许多讨论SSA问题的论文在此书出版前后陆续涌现，但这本书的宽泛和精巧为后面笔者将讨论的理论问题提供了逻辑参考。稍有不同的是，笔者所讨论的问题是由大卫·科茨大卫·科茨在他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解析》这篇富有思想性的论文中提出的（第三章科茨，麦克多诺与里奇编辑，1994）。

这些问题罗列如下（1）是什么提供了SSA的结构完整性，是什么使它不仅仅像是一张影响积累过程机构的“洗衣单”？我们可以在SSA中论及核心机构或核心组织原则吗？（2）为什么SSA会崩溃？阶级斗争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3）为什么SSA要花很长时间去建立，为什么它们能够持续很久？（4）SSA理论与多元决定性和历史偶然性概念都认为仅依靠机构体制不能导致快速的积累以及伴随而来的长期增长，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仅仅解释这些问题的抽象概念是不合时宜的。因此，笔者首先简要讨论两种SSA：美国和日本的战后SSA。在这些讨论中，通过把理论运用到特定的机构体制的框架中，将有助于澄清这些理论探讨。笔者在别处已经详细讨论过第三种SSA，即美国的新自由主义SSA，这些理论探讨对其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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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声明，运用一般经济理论中普遍适用的演绎法无法“证明”SSA的重要性，甚至是存在性。而用归纳法假设SSA的重要性时，需要讨论两个中心议题：（1）假设SSA的存在是否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的故事，其中包括每个国家发展的长期循环和独特阶段？（2）SSA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动态，以及形成其经济特征的推动力吗？笔者相信接下来的论证将对两个问题给予明确的肯定回答。

美国战后的SSA

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投资、生产力和实际工资方面迅猛发展。大卫·戈登大卫·戈登、托马斯·魏斯科普夫托马斯·魏斯科普夫及塞缪尔·鲍尔斯塞缪尔·鲍尔斯（1996；bereafter GWB）将这一“黄金时代”归功于SSA的形成，然而这一SSA之后的崩溃使美国进入一个缓慢增长和实际工资停滞的时代。在1948年到1973年间，生产力增长率达到平均每年2.8%，但是在1973年和1995年间迅速下跌到平均每年1.4%（商务周刊 12/1696：31—32）。而在1995到2004年间，生产力增长再次飙升到3.0%（Baumol与Blinder，2006：134）。虽然由于机构体制总是处于成立和分解的状态而使得SSA的时期无法准确确定，但这个迥然不同的生产力增长率模式和战后SSA的出现相一致，并延续了将近25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崩溃，之后被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SSA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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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WB，能证明早期繁荣的核心机构的组成部分是（1）劳资和谐，劳方让步于企业管理权以换取实际工资提升和工作安全保障；（2）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遍布全球，美元的强势限制了美国公司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并加快其海外扩张；（3）资方与公民和谐，其中经营方同意接受社会保障，医疗和其他福利配备以换取公众最小程度地干预其公司盈利；（4）在国外经济体依然处于战后恢复时，在国内进行寡头垄断，进行一场资本家之间无声的竞争。资方与公民的和谐，暗示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日益广泛的作用，这与“冷战”期间国防开支的增长共同确保了总需求。

虽然GWB没有在其分析中涉及，但马丁·沃尔夫森马丁·沃尔夫森（1994）的论文指出了（5）战后SSA金融体系的关键作用。接下来将简要论述这五种组成部分，意在阐明其与理论议题的关系。

劳资和谐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中心矛盾。正如GWB所言，资方对劳方而言要么“太强”，要么“太弱”。如果资方太强，工资就会下降，但相应会威胁到总体需求的维持，从而导致消费不足这一潜在危机。生产利润将会很高，但是销量却会由于购买力有限而缩水，这将阻碍新投资。劳资和谐是保证平衡的一个方法，在维持生产利润的情况下保持总体需求。通过推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革新（在此协议下，劳方关注安全和现有工人而不是未来工人的利益），这种和谐也为有利可图的创新提供了平台。

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是二战的一个副产物。随着日本和西欧的大量工业生产力被战争摧毁，美国经济强势复出。另外，在199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得到同意的固定汇率保证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并促进其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复出。这使美国能从国外低价购进原材料和半成品，并推进美国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

劳资和谐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中有其根源，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在那时提出的。这一协议所讨论的问题在大萧条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这证明了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能满足人们关于就业、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和其他一些战后支持SSA的机构体制一样，劳资和谐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并得到1946年的充分就业法案支持，在此之下美国承担宏观经济管理责任以维持充分就业，随后扩展到其他福利措施如医疗保险（1965年写进法律）。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保证了全民接受资本主义以及其盈利。资方与公民的和谐表明，机构体制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因而SSA可能包含之前建立的或之后创建的机构体制。

国内和国际间的有限竞争是战后主要工业中盛行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以及国外孱弱的工业经济体的自然附属品。事实上，这一战后的SSA主要由两种不相关的因素组成，其中之一的寡头垄断很显然是机构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历史偶然，即在战后重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业经济体无法在美国市场内实现有力竞争。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与“美国霸权”因素共同作用。历史偶然因素将在下文的理论探讨中详述，但现在我们应当注意到，SSA成分间的重叠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有助于解释每一个SSA的独特组成。这一点也将在下文的理论探讨中详述。

马丁·沃尔夫森马丁·沃尔夫森（1994：133-134）认为，“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金融成分从三个重要方面使得美国经济迅猛增长：稳步上升、提升盈利和管理阶级矛盾”。沃尔夫森尤其注重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改革，包括商业和投资银行的分离，禁止支付活期存款利息，规定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引进联邦储蓄保险，加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控与管理。虽然这其中许多改革措施在20世纪80—90年代被取消了，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否认其在战后繁荣时期所起的作用。当外部条件以及与之互动的机构体制改变的时候，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作用的机构在另一段时期内并未发挥作用，这一点也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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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机构在战后的SSA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为国际金融体系奠定基础，同时这一体系通过把美元作为储蓄货币，支持国际贸易扩张来营造战后投资环境。有意思的是，这些机构变化先于战后“黄金时代”，而后有助于保证一个稳定的、有利于战后扩张的低利率的金融环境。

日本战后SSA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以平均每年9.7%的速率增长，而且这一增长率在接下来的20年中维持在平均4%到5%之间（Hirata，1995：41）。然而，随着1989年末股市崩溃和房产泡沫，GDP增长率在之后的18年中骤降至1.3%。历史模式再一次与战后SSA相一致，持续了大约35年后崩溃。组成战后SSA的一系列机构体制非常独特，它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既互相支持，又使积累保持高速率，经济增长也非常明显。主要机构体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与国家的紧密联系，经常被认为是“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2）商业集团的企业联盟体系，典型的是由领头银行和交叉持股进行组织。

（3）“终生”就业（当时直到55岁）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年薪制度。

（4）家庭体系。

（5）教育体系和职业模式。

家庭体系对丈夫和妻子的劳动进行明确的分工。妇女被认为在生过孩子后该退出劳动力市场。妻子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的教育。丈夫则可以自由工作到深夜。同时，孩子在异常严酷的教育体系里被寄予厚望以获得成功。进入名牌大学或有良好的推荐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般大学或高中毕业后他们将开始一生的工作，有两年的试用期。任人唯贤的教育体系和家庭体系创造了下一代的忠实员工。

就读于国家大学的尖子生有望从事公务员这一有着高社会声望的职业，在政府的权限内拥有能够深入影响公司的权利。他们在50岁左右退休后，多数会成为这些公司的顾问或高级执行官，或在公共机构担任领导管理职务。其他的则步入政界，竞选成为议会议员。在婚姻分工体系下，富裕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政府官员，认为这是最有保障和声望的未来。家庭财富有制造一些政治生涯的可能性，因为这确实需要花费大量钱财。

众所周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官僚必须是尖子生，他们拥有诸多权利，前途一片光明。在日本的体制下，每个部门必须支持和保护它所负责的公司。当官员退休后，他们将在之前监督的公司里担任议员或官员。同时，他们在政府部门的职位则由之前指导过的年轻官员接任。因此，这个所谓的“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体制的部门之间互相扶持，犹如一张无缝之网：政府和企业紧密相连，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教育、家庭和终生就业体系。

商业集团的企业联盟体系同样在日本战后SSA成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类公司以不同的方式支持联盟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因此银行被指望提供贷款，帮助企业在国外寻找市场和供应商。这一联盟体系的关系通过交叉持股得以巩固。他们不仅加速了经济的迅猛增长，而且为那些在教育体系里获得成功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安全做出贡献，相应地为支撑盛行一时的家庭体系提供足够的动力。虽然这里简要描述了日本战后SSA，但也有助于弄清每个有着SSA功能的机构体制都是互相支持的，它们协同作用，加强SSA的稳定并使其持久。

SSA的整体结构体系

当我们论及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组成一个特定SSA的各种机构体制间的联系。而且，当我们说SSA崩溃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整个结构而不是某些个体成分的瓦解。这反过来也说明各种机构体制必须以某种方式相联系。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是什么造就了一个SSA的结构完整性？

在SSA学术界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卫·科茨大卫·科茨（1994：65-67）认为在一个SSA中，很早就建立了一套核心机构体制，这个核心促进组成整个SSA的其他机构体制的形成，并与其互动（Kotz，1994：65）。

这个机构体制的核心必须能够很好地稳定阶级矛盾和竞争，并保证市场长期发展。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以下几个机构体制可能组成了这一核心：垄断/金融资本、压制工会以及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美国二战后扩张的机构体制核心也许是和平的集体谈判、经济的军事化以及美国攀升到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泰伦斯·麦克多诺（1994）意欲从单个机构或作为新SSA“统一原则”事件的角度来解释SSA的结构完整性。因此，他发现美国20世纪初的SSA建立在盛行于世纪之交多年的经济寡头垄断之上，而二战则成了战后SSA的基础。科茨和麦克多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关注在SSA形成早期一系列有限机构体制或事件，这为组成整个SSA的其他机构的形成做出很大贡献。然而，两人之间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科茨关注的是一套作为组织原则的机构，而麦克多诺则发现了一些外因，比如二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关注一系列已经形成的机构体制发展的核心机构的基础上，科茨虽然能解释核心和“周边”机构的关系，但依旧无法解释组成最初核心的机构中的整体结构体系。麦克多诺则通过只关注单个组织原则而避免了这个问题。

然而，由于只关注单个组织原则，麦克多诺的注意力则从他自己认为的更为有力的方法中分散出来。根据戈登1980年的文章，麦克多诺（1994：76-77）写道：

是什么把SSA纳入一个整体呢？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在Gordon早期的一篇关于SSA框架的论文里有所提及。在此文中，戈登（1980）提出，“个体机构间的互相依赖创造了一个联合的、有着统一内部结构的社会结构，即一个复合的整体，实际上，其内在结构数量比个体机构关系的总和还要多（P.17）”。戈登认为这个统一的内部结构是“任何一个组成机构中的变化很可能在整个结构中引起反响，从而在其他所有的组成机构中造成动荡”的原因（P.17）。因此这个完整的结构是SSA框架的核心……（而且）这些机构间的关系对每一个SSA而言都是独特的，具备历史的偶然性。

戈登的形成理论，引起关注组成任何特定SSA的各种机构间的互动，与多元决定原则非常相似。也许主要差异在于戈登似乎认为每个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随着另一个机构，一个外部实体的变化而变化。多元决定的思想表明机构体系从来都不是完全不同的实体，每个机构由其他机构所形成，并包含其他机构的元素以及与之互动的社会力量。实际上这一区分证实了戈登的看法，因为它不仅仅是影响每个机构的外部变化，因为“外部”机构至少被部分地内部化了。

科茨和麦克多诺发现戈登、爱德华和里奇所著的《分化的劳动与劳动力》中所提及的SSA理论基础存在着不足，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方法。戈登、爱德华和里奇（GER）没有特指任何核心的机构体制，而且承认外因，尤其是提到了二战（P.31），这也许在决定SSA形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然而，这些分析并没有成功地延续戈登早期关于什么造就了一个SSA的结构完整性问题的讨论，通过给出一张明显不同的SSA机构体制列表，GER把这一问题留给了科茨 和麦克多诺来回答。为了寻找一个核心组织原则和一套核心机构，科茨和麦克多诺没有沿着更有希望的研究方向走下去。戈登本人在引用麦克多诺的话时提到过这些。

关于什么造就了一个SSA的结构完整性这一问题，可以基于戈登关于机构体制间的互动这一理论之上，这一点是依照决定的概念，Resnick和Wolff在《知识和阶级》（1987：ch.2.）一文里详述了多元决定的概念。雷斯尼克雷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Wolff）根据阿尔都塞阿尔都塞（Althusser）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即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是互相决定的。雷斯尼克雷斯尼克和沃尔夫在讨论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作品时写道（1987：88）：

每个独特的社会过程是由所有其他社会过程的互动组成的，每个过程“自身”包含了所有其他过程组成的截然不同的且矛盾的性质、影响、时间和方向。在这一意义上，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认为每个社会过程“包含”与多元决定紧密相关的复杂矛盾。以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每个社会结构只作为一个特定的、独特的矛盾集中体而存在。

虽然雷斯尼克雷斯尼克和沃尔夫的多元决定的概念关注的是每个社会过程被与之互动的其他社会过程“多元决定”，他们的理论框架可以延伸至机构体制间的互动、机构体制和社会过程以及机构体制和“外生”事件或条件之间。也就是说，机构形成和变化的不断进行的过程是由以下互动引起的：（1）任何一个特定机构体制的内在矛盾；（2）与之共存的其他机构体制；（3）外生事件；（4）所有的社会过程。所有这些元素互相决定。正如在解释起因时必须拒绝“本质论”（授予经济特权，比如高于其他说明社会过程的力量）一样，任何想要授予特定的SSA 整体结构体制的一套“核心”机构体制特权，或者核心机构和事件的想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说明任何一个特定SSA的整体结构，重要的是要避免孤立地概念化机构体制，并且要认识到各种力量的集合才能创造和维持每个机构体制，即包括其他机构的力量，整个社会过程和外生事件（历史偶然）。考虑到这些力量也许最终会破坏每个机构体制以及其所处的整体结构，必须承认这些因素的互动与内部矛盾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用这种方法来研究SSA的整体结构与戈登和 GER早期的研究十分相近，他们不认为哪个特定的机构是首要的，而且明确认为“‘外生’力量也许非常重要”，他们认为二战对战后SSA的影响是很重要的（1982：31）。然而，GER并没有分析组成SSA的机构体质、外生事件以及各种互相破坏的社会过程的方式。这样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理解SSA的整体结构以及为什么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而且，当内部矛盾的作用放在这些互动里一起考虑的时候，导致SSA最终崩溃的这些力量变得尤为明显。

多元决定和美国战后的SSA

虽然在这里不太可能一一列举关于多元决定以何种方式造就了特定SSA的结构完整性的例子，但至少我们可以粗略地考察一下美国二战后的SSA以表明这一论证的逻辑。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说明了美国二战后SSA由五种机构体制组成（其中四种由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提出，第五个由沃尔夫森提出）：劳资和谐、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资方与公民的和谐、资本家间无声的竞争以及有利的金融框架。下文将讨论这些机构体制互动的一些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在过程中互相促其成形。这些通常由外部事件和不断发展的社会进程所斡旋的互动有助于解释SSA的结构完整性。

劳资和谐可理解为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中对“战利品”分配的认可。当然提升实际工资、工作安全和其他各类福利是要花费许多钱的。企业愿意“购买”与劳方的和睦，并通过二战后的SSA的其他元素提供的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使这种境况得以拓展。强势的美元与低价原材料以及美国霸权是分不开的，并且政府作用下稳定的宏观经济、政治寻求盈利挑战的缺失（两者都是资方与公民和谐的一部分）、国内外无声的竞争以及低利率，所有这些营造了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保证与劳方的和睦的话，公司会有相当高的盈利。没有这些互为补偿的条件，资方是否能这么乐意接受劳资和谐就是个问题了。

我们只要关注一下美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形成的新SSA这个反事实的例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其中许多是国际竞争，美国公司被迫降低成本以维持和加强其盈利。由于劳动力成本是公司最大的成本（平均占了总成本的2/3），不惜一切降低这些成本就成了很自然的事，结果就是实际工资和工作安全程度的下降。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后SSA的劳资和谐程度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如此，全球金融危机使新SSA于2007/8年底走向终结（参见附录），资方和劳方之间的鸿沟使然。

当然，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也是历史偶然，因为这完全是因为二战中其他竞争者的落败。即便如此，稳定的国际秩序为日本、德国以及欧洲各国这些以出口为主来恢复经济的国家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环境。固定汇率持续贬值，使其在经济恢复后变得更具竞争力。亚洲四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当然也在这个环境中繁荣起来。美国强权统治下的和平有利于那些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帮助欧洲和日本恢复元气，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以形成其合理的制度，尤其是加快其出口增长。

因此，海外的经济增长扩展了美国市场和投资机会，而且也有利于其他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国家（CWE）。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涌现出大量与美国公司竞争的外国企业，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固定汇率摇摇欲坠。最初，二战后世界经济长期的扩张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市场和投资机遇。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通过持续加强竞争破坏了战后的SSA，并且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固定汇率摇摇欲坠。这是内部矛盾的发展导致的主要机构以及SSA最终瓦解的最好的例子。

资本与公民的和谐必须从历史偶然角度以及其他组成二战后SSA的机构加以理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经有了社会保障，这是对大萧条时期的贫穷和不安全的政策回应，也是阻止更多激烈变化的举措。GI法案（1944年公务员重整法案）、马歇尔计划（1948）维持了战后几年的总需求，这之后出现的冷战起到了同样的功效。美国的郊区化和50年代总体繁荣营造了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追求的实现与公司利益追求达到了明显的契合。这时，并非有许多人准备挑战这一观念“……对国家（美国）有利的必然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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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资方与公民的和谐的垮台反映了与之互动的机构，其自身内部的矛盾以及历史偶然的变化。战后生产和消费的迅猛增长是以忽视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某种程度上，空气、土地和水质的恶化将使人们意识到要规范和限制企业活动。同时，在60年代，年轻人纷纷参加种族平等和反越战运动，这使得他们成为了更活跃的一代。随着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活动家们很自然地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环境议题上。他们成功提高了公民意识，也引发了政治结果，就是产生了充分规范企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盈利的立法。

有限竞争的时代也并非是不持续的。欧洲和日本的重建起初为美国企业拓宽了出口和投资机遇，但国外一旦开始恢复，来自外国的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固定汇率使得美元节节败退；它们之前赋予国际商务的稳定性转而成为了对美国商业非常不利的竞争的推动力。

在国内，来自外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破坏了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当新型竞争出现的时候，公司被迫更加注重降低生产成本。正如美国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状况那样，高成本的劳动力和高成本的管理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劳资和谐和资方与公民的和谐再也无法维持。换言之，无声的竞争，这一战后SSA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他两个核心成分的建立和延续至关重要。

在战后黄金年代发挥很大作用的金融机构以及稳定的低利率，在其他机构和外部环境改变时也变得动荡。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法案和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分别创造了国内和国外的低利率。随着国外经济的复苏，迫使固定汇率转换为浮动汇率从而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通胀压力在60年代由于越战、能源价格以及1973年OPEC的崛起而显得尤为严重。而70年代的滞胀反过来使联邦储蓄委员会通过在80年代早期提升短期利率来有效控制通胀，而两位数的通胀率导致了30年的国债利率超过了14%。利率骤升同时也加速了美国企业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虽然美国战后SSA的组成部分有所不同，但很显然的是它们之间是互相强化的。劳资和谐和资本与公民的和谐带来劳方的和睦并且最小化了管理威胁，使美国企业从强权统治下的和平所创造的全球经济的扩张中获利。国内外的低利率和有限竞争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除了战后SSA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互相强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经济理论的作用必须予以承认。凯恩斯主义为美国的“黄金时代”提供智慧的牢固剂，带来的是广为接受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主要作用。当然，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一接受程度由于冷战的主导作用而被多元决定了。然而，即便是除了军事支出，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G.T.法案、州际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支出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导致的总需求的稳定提升同样也在战后SSA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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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简短的回顾有助于我们理解，维持战后繁荣的一系列机构体制是互相依赖的，并且每一个机构体制都有与之互动的其他机构、盛行一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外生事件来多元决定。由于多元决定的过程使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组成了一个精确的结构，而整个结构的瓦解通过以下几个互动也可以解释：（1）SSA组成机构里的变化；（2）许多机构内部矛盾的发展；（3）外生事件的影响力。根据这一论述的逻辑，我们无须假定一个核心机构、事件或一系列机构体制来理解SSA结构完整中蕴含的逻辑。

为何SSA需要多年才得以建立，又为何能长久持续

根据以上论述，SSA中每个机构体制的出现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和其他机构的互动形成的。这些相同的力量赋予SSA某种持久性，这种持久性通过每个机构体制所产生的受益群体而得以加强。比如在劳资和谐中，双方政党都得到了它们渴望得到的实际利益。只有当支持的机构以及外部条件因为资方和劳方间潜在的矛盾浮出水面改变时，劳资和谐才会崩溃。这种改变只有在经历一段延长期才能够发生。

尽管非常有理由预期机构体制的变化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过程，有些作者仍然不相信SSA能够解释长期波动。泰伦斯·麦克多诺（1994）认为SSA理论“更像是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而非特定的长期波动”（P.72），而且也没有原因表明为什么SSA引发的扩张时间如此的持久（P.78）。他认为GER（1982）三人的观点“并不令人满意”，机构体制本身的性质是持久的（P.75）。虽然麦克多诺同意GER的观点，认为每个SSA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否认机构本身的性质是持久的，认为这一点在之前的讨论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他在认为没有原因表明为什么SSA引发的扩张时间的持久性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一个特定SSA扩张的长度是受其内部矛盾强度以及外生事件的作用影响的——我们可以预期建立一个持续更长或更短时期的SSA。

如果机构体制被看作习惯和习俗，以及人们期望别人和自己的行为模式，那么，当然它们改变起来就很慢。如果一套特定的机构体制出现在一个特定的迅速积累的历史关键点，那么这套机构将会持久，因此也会有较长时间的相对繁荣。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机构可以持续如此长久。所有的机构体制通过互相预期来持续存在。比如在日本，人们见面或互相介绍时行鞠躬礼，而美国人则是握手。不鞠躬或不握手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人们不假思索地保持各自的机构体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构体制可能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在社交场合，美国人通常拥抱或亲吻脸颊来表示欢迎；这一机构体制变化在美国已经上演了几十年，但还是不尽完善，而且也不包括商务问候的情况。

SSA机构体制还有另外的支撑。最重要的是，每个SSA创造了广泛的利益群体；之前的劳资和谐正好提供了一个例子。那些从既存SSA中获利的人意欲维持这一SSA，并反对公共政策倡议以及其他任何能破坏这一SSA的变革。而且，每个SSA所特有的主导意识形态，比如美国战后凯恩斯主义，都为其机构的组成部分提供了支撑。因此劳资和谐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来保证老人的生活，并为各类社会问题负责。这样一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很难削弱了。

鉴于以上所有原因，SSA趋向于长久持续。然而，它们并不是无限持续的。随着机构体制内部矛盾的出现，变化是在所难免的。这些变化发生在社会进程的各方面，历史偶然外在环境、机构间以及特定机构和外生条件间的多元决定关系。没有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段可以让SSA永久持续下去，因为其持久性依赖个体、总体结构的实力以及最终破坏它的相对力量。虽然SSA持续较久，其所能持续的时间段则各不相同。

当一个SSA确实崩溃的时候，维持它的相应的社会一致性的契合也随之粉碎，紧接着的便是一段伴随紧张的社会冲突的时期。这些冲突包括但不局限于阶级矛盾。为了恢复和加强盈利，公司开始裁员并降低在职员工的薪水；而工人们开始抵制这一切。然而同时，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劳动力环境中，妇女的机会更受限制，而且诸如反歧视行动这类措施使得那些声称是“反歧视”的受害者们面临更大的挑战。税收限制激化了潜在盈利者之间的竞争：税收是否应该用来支持社会保障、改善教育或帮助农民？或者是否应该降低税收来帮助私房业主、处于高边缘层次的人或者是广大纳税人？这些矛盾在全面停滞和增长缓滞时期更为激化。要解决这些矛盾既困难又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且，组成先前SSA的无数机构体制中的各部分以及利益相关者和思想过程被不可避免地残存。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美国工人觉得“不公正”，因为他们的实际工资没有上升，而工会却固守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已不可行的议价战术。因此新的SSA的建立只能伴随着或多或少持续的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内，以一套新的机构的形成为标志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立了。

之前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SSA需要多年才得以建立，又为何能长久持续的原因。如果机构体制仅仅被认为是习惯、习俗和预期，也许本该是这样的，那么机构体制的变化必须经历很长时间才能产生。虽然特定的SSA的持续时间各不相同，但SSA理论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期波动和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

阶级冲突在SSA形成和瓦解中的作用

大卫·科茨大卫·科茨（1994：55）认为，稳定阶级冲突和竞争是SSA形成的核心。阶级冲突无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之一，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例子中看出其影响，公司设法从劳动力中获取最大价值，这与工人要满足自身需要以及其他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社会需求相冲突。然而赋予阶级冲突特权而剔除其他社会冲突，则会限制我们对SSA本质以及形成SSA所需时间的理解。

性别和种族冲突也是影响SSA形成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还应当知道，社会充斥着无数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影响着SSA的体制结构和形成。比如社保和医保涵盖工人和老人，而这些权利的高额成本增加了那些为退休人员在卖命的工人们的税额，其中也包括为了那些已从社会资源中分离出来的其他相关人群，比如孩子。除非这些权利规划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否则税率在21世纪中仍将大大上升。虽然退休人员或临近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以及与孩子间的间接冲突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但是这些权利的增长通过提升商业成本和税收而影响了SSA的形成过程，因此减少了积累的利润和可利用的资源。

另一个在SSA形成或消亡中发挥作用的非阶级斗争例子是环境运动。当授命处理工厂垃圾、控制碳排放或增加合规的文书工作时，环境法规将在很大范围内影响商业成本和收入，也确实会影响整个行业。环境问题在其他非阶级冲突中也可能发挥作用，比如城市和农业关于用水问题的冲突。因此，圣地亚哥城的工业发展就被高价用水所限制，因为它的水价比加利福尼亚州农业用水高出十倍之多。

和阶级斗争一样，代际的、环境的和其他非阶级的斗争几十年来纷争不断，不是你赢就是我输。当找到能确保合意的盈利和预期的、解决阶级和非阶级斗争的方案的时候，才可能促进SSA的形成。这种决议可能包括妥协，比如劳资和谐；或者也可能包括一方的胜出，比如在刚刚瓦解的新自由主义SSA中资方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只要是其结果有利于通过有利润和可预期的投资来实现积累就可以了。

美国新自由主义SSA形成于20世纪80到90年代，于1995年左右退出历史舞台（参见注释3的解释：1995年作为起始日期）。因为新自由主义SSA表明，资方在长期持续的斗争中是有可能击垮劳方，而且只要外生条件合适，可以持续维持有利于积累的条件。在80—90年代，一些欠发达国家的迅猛发展以及原先一些共产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迅速为美国企业开拓了市场。这意味着，对他们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再那么依赖国内需求的水平，因此国内停滞的实际工资开始和投资利益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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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到导致SSA瓦解的原因时，阶级和非阶级斗争都发挥了作用。然而，正如美国战后SSA的崩溃那样，像OPEC的崛起这样的历史偶然事件以及组成SSA的机构体制内部的矛盾的出现依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基于政府支持的出口的增长最终被日元的浮动和增值逐渐削弱。理解SSA的形成和崩溃的进程，有助于我们明确非阶级和阶级斗争两者的作用，以及两者的多元决定。

这里所提供的关于SSA的理解是反正统学派的。每个SSA以及组成它的机构体制，是由现存机构体制、社会进程和斗争以及外在力量/历史偶然多元决定的。SSA之所以能持续很长时间是因为它们在相关机构中产生了有利变化，或者是成功地产生了支持者，或者是因为机构体制的本身变化就很慢。然而，当内部矛盾最终出现，以及破坏它们的社会力量和机构体制发生变化时，所有的SSA都崩溃了。当崩溃发生，在新的SSA形成前必定经历长期的阶级和非阶级斗争。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经济经历的长期扩张和停滞可以被理解为SSA形成和崩溃的方式，每一个SSA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定阶段。

附录：2007—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SSA的崩溃

如果SSA理论为深入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提供了有用的见解，那么它也应当能为理解当代的发展提供框架。2007/8，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标志着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SSA的终结。“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其特征是疯狂地相信市场的作用。在2008年秋季国会开始前，艾伦·格林斯潘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承认他觉得没必要管制大型金融机构的行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组织，尤其是银行和其他的组织的自我利益足以完全能保护自己的股东和公司股本”（《国际先驱论坛》10/24/08：1）。正如战后SSA的特点是凯恩斯主义一样，刚刚崩溃的SSA的特点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其特征是：反税收、主张较少的政府干预以及相信无管制的自由市场的作用。

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论及自由主义SSA，但是关于其本质和崩溃的一些发现将有助于弄清这一章所讨论的理论问题。笔者已经说过，SSA长久持续，但是没有特定的持续时间。如果有人想知道SSA崩溃的原因，那么他应该首先寻找其潜在的矛盾，然后考虑它们与外部因素互动的方式。当潜在矛盾严峻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定SSA的持续时间就会比一般的短一些。简要地考察一下新自由主义SSA，就能发现其中的矛盾异常严峻，这恰说明了它维持时间相对较短。

有不同的方法来列举新自由主义SSA的主要机构体制，但是以下几点似乎涵盖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劳资关系的紧张；（2）有利于投资的金融机构变革；（3）管制的解除；（4）企业性质的制度性变化；（5）受限的政府管制；（6）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7）对小型企业有利的资本市场（Lippit，1997，2005）。从1980年里根里根总统大选开始到1994年席卷国会的共和党，这些都日益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征。直到其中几个之间的内部矛盾、外部变化以及其他机构体制互动而导致2007/8年金融危机为止，这些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也许新自由主义SSA最主要的制度性特征是资方的力量大于一切劳方。这反映在私营机构中急剧下降的联合利率、实际工资的停滞以及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特征：收入分配不均状况的不断发展（www.marketwatch.com，3/30/06）：

2005年第四季度国民收入的税前利润达到了11.6%，达到自1966年夏以来最高水平……同时，发给工人的工资和薪水所占的比重则降到了56.9%。除了1997年一小段时间以外，这是自1966年以来劳动力收入所占比例最低的一次。

到2007年，中等家庭实际收入比2000年要低（Kotz，2008：9-10）。这个经济现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核心的潜在矛盾：虽然停滞的工资使得生产获得了高利润，但是购买这些经济产物的购买力则显得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且频繁衰退。

实际上有很多方法来暂时回避这个潜在的问题：资产价格上升（通过财富效应来支撑消费）、信用扩张、出口增加以及不依赖当期消费的投资等。然而，最终如果它不以上升的劳动力收入的大众购买力为基础的话，SSA的扩张将日益脆弱。在新自由主义SSA中，股市和房产泡沫导致了财富效应，驱使家庭储蓄为负数。
 
[8]

 现金支出按揭再融资、房屋净值贷款以及信贷有助于维持消费增长，但其根基摇摇欲坠。正如大卫·科茨（2008：10）所发现的，作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家庭债务从1982年的59.0%上升到2007年的128.8%。最终，以债务金融的SSA携带着危机的种子扩张到其自身。

第二个主要矛盾是新自由主义扩张的管制解除。这当然也降低了商业税务执行费用，提升了利润和投资。但是解除管制意味着拒绝偿还在2007年中价值45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弥漫着市场，尤其是债券保险允许违约投机，即使那些没有问题债券的人也有机可投（Time，3/17/08）。房屋首付从曾经的20%降到0%，按揭经纪人可以在没有或几乎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做生意、放贷。不受管制的信用评级机构可将由按揭支撑的担保评为“AAA”的等级，而评级的费用则由支持它们的华尔街公司支付。如资方对劳方的权利一样，解除管制的机构促进了SSA的扩张，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是始于里根里根时代限制政府管制的承诺。由于需要公共机构的补充投资来支持私营企业的扩张投资，政府管制的缺失则充满了潜在的缺陷。受限的政府管制对资本的吸引力是低税收，并提高了资本的税后报酬。然而，陈腐的基础设施和医保体系的成本上升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全球变暖/环境恶化最终带给私营企业严重的投资利润威胁。

最后，作为内化为SSA的一部分全球化与其他机构体制一起，相互影响支撑着SSA，但最终还是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当SSA顺利运行的时候，全球化则通过为国内就业市场提供更多的选择（境外转移或是国外采购），即使在无法控制工资的情况下维持需求，以及通过提供额外的投资机会来加强资方对劳方的力量。然而，当金融危机确实来临时，国内外的银行都发生次贷危机，全球衰退意味着国外需求不能把美国国内经济从低迷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本书撰写之际（2009年5月），目前的衰退已经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状态，这显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SSA的瓦解。这确实是一场系统危机，因为已经不可能再恢复旧体制和SSA。随着金融体系以及其他领域内温和的改革，其机构内部矛盾终于引发了瓦解。美国资本主义将再次被迫重塑自我。

正如每个特定的SSA都会延续很长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一样，形成一个新SSA的时间也不确定。但有一点很明确，新SSA的形成需要更复杂的制度、高额公共支出以及更高的税收。抵制这种改变的措施早已实施过，比如抗议税收运动。事实上，奥巴马政府采纳的刺激法案（最终被写入法律）在众议院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人士的投票，而在参议院内也只得到了三票。围绕劳工组织、医保和权力改革、税收和环保问题展开的激烈的阶级和非阶级斗争，作为新SSA形成过程的一部分必须得以解决，并且还将决定新SSA创立并起作用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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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许多人视SSA为全球现象，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平行（CWE）。虽然对某些目的而言CWE很实用，它所关注的确实是地理上分散的经济活动间的联系，而SSA的核心概念没有此种看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各不相同——比如日本的“终生”就业制度，与美国的轻易解雇雇员大相径庭，因此讨论全球的或国际的SSA是没意义的。


 [2]
 关于第三个SSA的完整解释见Lippit（1997）和Lippit（2005）。


 [3]
 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来区分1995年左右的新SSA的时间段。我们有理由相信新SSA的主要特征成型于1981年的里根里根总统时代，那一年里根里根解雇了空航管制员，因此这一特征在1995年左右完美建立。在1994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当他们在众议院中获得54个席位的时候，共和党人40年来第一次抓住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实施了一套保守政策，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8月22号那天签署了法案“重写了60年来的社会政策，结束了联邦政府对穷人的经济帮助，推翻了福利项目”（《华盛顿邮报》8/23/96：A1）。而且，1995年卡特卡特彼勒罢工意欲维持典型谈判的原则，但最终在4年的激烈冲突中瓦解了。新SSA限制了政府的作用，确立了资方优于劳方的权利，因此在中期时得到确立。正如附录里解释的，新自由主义SSA由于其激烈的内部矛盾而比正常的SSA的时间要短。


 [4]
 东亚的各种商务集团提供了一个例子，表明在一段时期内支持SSA的机构在另一段时间内却阻碍SSA的成型。韩国的Chaebol和日本的keiretsu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其战后SSA。比如Chaebol在军事政体下给予支持，促使高程度的杠杆作用成为可能，因此推进投资快速扩张。当韩国民主化，商业和政府的关系改变时，高额Chaebol债务使整个经济面临严重的金融风险，这一风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变成现实。


 [5]
 Charles Wilson，前通用汽车总裁，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下做国防部长时举办听证会时发表的观点。


 [6]
 虽然凯恩斯意识形态在支持组成各种战后SSA的元素中起主导作用，每个SSA都有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与那些元素互动来支持他们的进化。


 [7]
 关于1995年美国新自由主义SSA的完整论述请参见Lippit（2005）。从鉴定新自由主义SSA的日期来看，由于其机构从里根里根总统1980年当选以来被逐渐实施，有理由认为SSA由那个时期开始。无论它起于何时，但有一点很明白，那就是它由于2007年8月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夭折了。正如附录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SSA寿命较短的原因是其内部激烈的矛盾。


 [8]
 2005年，美国个人储蓄利率（作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降到了-0.5%，自1993年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跌到负值（www.msbnc.com/id/11098797/）。


第三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重新定义

引言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是非传统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在经济史中具有重要影响，将理论分析与具体的制度研究相联系。为理解资本主义随时间的演化过程，以及不同国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提供了基础。至少，SSA理论为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中出现的阶段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解释的平台。

然而，我们认为SSA理论在揭示过去几十年中的经济现实时遇到过困难，SSA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终结，在十几年的危机和挣扎中，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在美国和英国形成了，它削弱了政府的管制，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这种模式很快成为世界的主导，被广泛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收入的差距增大，消减产业与金融市场管制，增加公司决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财政政策减少对富人的征税和缩减社会项目，货币政策强调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减少失业，以及相应缓慢的经济增长。

我们应当如何在SSA理论的框架下来理解新自由主义呢？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中出现了新的SSA吗？还是将这一时期理解为旧的SSA的危机更恰当呢？

我们认为，现在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并非二战后SSA危机的延续，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至少从20世界8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新的、相关的制度结构。另一方面，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个新的SSA存在着一个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增长已经低于标准值，而SSA理论认为一个新的SSA能够大力推动经济的增长。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在二战后SSA期间，在1948到1973年间，每年为3.98%，而在危机年份，即从1973—1979年，每年为2.95%，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从1979年到2007年，每年平均为2.96%，这与二战后SSA危机阶段没有重要区别。如果有人声称一个新的SSA属于1990年，结果也是一样。在1990—2007年间每年为2.99%，由于没有精确的国民收入账目清单，数据有一定差别，但差别不大（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2009）。

我们提出了一种对于SSA理论的新定义。使用现行的SSA理论来解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困难，使得我们重新考虑了SSA理论的一些基本方面。再接下来的两章节中，我们对现行的SSA理论进行了探讨，结论就是应该摒弃把SSA和快速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假设。

在“阶级矛盾”部分，我们提出了理解SSA的新平台，这一平台可以理解为（暂时）缓和阶级矛盾的制度结构。随后的章节里SSA形成两个分支，即“自由的”和“管制的”，这取决于资方与劳方的相对力量。于是通过对SSA进行重新定义，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的SSA。

“SSA和资本危机”部分，分析了两种不同的SSA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和危机。我们认为始于2008年的严重的经济灾难代表着新自由主义SSA危机期的到来。“自由、管制SSA和增长率”部分，讨论了在管制的SSA中经济增长比在自由的SSA下更快的论点。最后一章节总结了我们的论点，尽管其中的史实例证来自美国，但这些结论广泛适用于SSA理论。

当今的SSA理论

早期的SSA理论注重制度结构所提供的稳定性。戈登、爱德华和里奇（1982：23）写道，“没有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生产中的资本投入将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将这个外部环境称之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积累的社会结构包括积累过程中涉及的制度的总和”，他们认为制度结构所提供的稳定性促进了资本的投入和经济的增长。

最终，SSA不再促进增长，或是增长破坏了SSA制度的稳定，或是制度为进一步增长设置了障碍，“当报酬减少时经济仍然保留相同的积累的社会结构”（Gordan，Edwards and Reich 1982：34）。当SSA不再能持续有效地促进积累时，一般就被称为旧的SSA（虽然在两种SSA中都会存在短期的经济萧条，也称为“危机”）。当持续的SSA不能很好地起作用时，这时的危机需要制度的重建以克服危机，“我们可以把经济危机定义为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制度结构的重建以重新恢复稳定和增长”（ Gordon，Edwards，Reich）。总的来说，每个SSA组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定阶段。

后来的理论构想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结构如何提高资产阶级力量方面。“战后美国的社会积累的制度结构通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而得到了巩固”（Bowles，Gordon，Weisskopf，1989：167）。资产阶级的权利带来了利润，“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经济角色的权利使其获利成为可能”，而利益，反过来导致了增长，“资本的积累……是资产权利地位和稳定最基本条件”（ Bowles，Gordon，Weisskopf，1987：44）。

虽然可以很容易解释战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但是无论将哪一种SSA理论构想应用于新自由主义制度都会存在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极低的失业率，劳动者的力量增强了，他们能够提高工资，这导致了公司利润的减少。从较早期的观点来看，这破坏了劳资关系，从而破坏了其带来的稳定性，因而破坏了战后的SSA。而从最近的观点来看，这是作为SSA基础之一的企业力量的直接挑战。

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危机。企业和工会为收入分配而斗争，工资和物价的盘旋上升证明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占据上风。未预期的通货膨胀给财政机构带来了负面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战后SSA制度已被侵蚀，剩下的也不能再促进稳定、盈利或者是经济增长。战后SSA处于危机之中，从而1973年被公认为是标志着SSA由良好运转过渡到了危机时期。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资方的力量重新恢复，它通过对国家的影响来实施一种新的制度结构，约束性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失业，美元升值促进物资外流，从而降低了工资和削弱了工会。新的里根里根政府可以秉持“自由市场”的观念，长久以来对工人的境况缺乏考虑，对工会存在广泛敌意，削弱市场的管制，减少富人税收，废弃劳工保护制度。

在美国产生“自由市场”经济和新自由全球经济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它重写了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则以及其规则绝对的对资方有利。例如，企业此时十分清楚政府基本不会干涉其劳工、环境政策或区位决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明白了管制壁垒将不会对它们合并金融业务有任何限制。不受资本控制的机构投资者，知道他们可以漫游于全球以寻求最高报酬。大公司必须遵守与其他公司相互尊重的职责与义务让道于没有限制的竞争，工会集体议价让道于拮抗反对。原先从内部提拔高层管理者的习俗变成由CEO任命，这导致飞速上升的开支和公司对CEO忠诚度的下降。

早期的SSA理论认为，新的制度结构应该能同时带来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公司力量的增强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发展。但是，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GDP增长仍然比战后SSA低很多，和SSA危机年代基本一样，基于SSA的基本观点，很难相信在增长缓慢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有一个新的SSA。

SSA、利润和增长

前面讨论的两个SSA版本，一个聚焦于稳定性而另一个注重资本力量的增强，二者都认为SSA作为一种制度结构能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是SSA被认为加速经济扩张速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认为，从一些历史的标准来看，对连续的SSA必然能迅速促进积累的质疑是有根可寻的。

很难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将SSA和快速增长联系起来。戈登、爱德华和里奇（1982：26）写道，“如果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各组成部分相对稳定……资本家会觉得在扩展生产力上的投资是安全的”。上述谨慎论断并没有为SSA会加速增长的观点提供扎实的基础，也没有解释带来资本家力量增强的SSA必须意味着经济增长加速。而资本家力量的增强应该解释为在总收入中占有更多的份额，而并不意味着增长将会加快。

戈登、爱德华和里奇的表述是SSA理论中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他们从以下方面开始分析（Gordon，Edwards，Reich，1982，23）：

资本家做生意是为了获得利润，从把他们的资金（货币资本）投资到原材料、劳动力、机器、建筑和其他生产所需要的商品开始，到组织劳动过程，最后将产品卖给劳动者，资本家将其财产重新转变成货币资本。

在上述引用段落之后，戈登、爱德华和里奇接着对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几种方法进行了表述，即资本家在获取利润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过程以及在各个过程中如何依赖制度的支持。他们还举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系列制度可以创造一个对生产性投资决策具有实质影响的环境，这种生产性投资形成了资本积累。他们把这种制度结构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然而，他们接下来写道：“我们进一步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会交替地刺激和抑制资本积累速度。”（Gordon，Edwards and Reich，1982，25-6）在用很长的篇幅定性讨论制度支持创造利润的方式之后，给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每一个SSA在它们有效运作的较长时期内可以增加积累速度。

我们有理由认为制度对于解释为什么资本积累在特定时期相对较快中有着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SSA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新的SSA会带来快速的积累。我们也有理由假设快速的积累需要一个能促进快速增长的SSA，但这并不意味着SSA将会促进快速增长。明确一个SSA能否促进增长，有助于考察SSA产生的过程。

关于引导SSA产生的过程，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我们假设一个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作为这一制度中的主体，或者至少占据其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将会在新的SSA的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他阶级和团体，也会在SSA的产生中扮演一部分角色，但这一过程至少需要资产阶级主体部分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基于这些假设，我们来考察支持新SSA产生的资产阶级主体部分产生的条件及其目的。

通常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单个资本家的目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为了获得利润，前面讨论的三个步骤都需要适当的制度支持。因此，可以认为单个资本家希望在每一个获取利润的过程中获得制度的支持。进一步的，能够支撑高利润率，或者比以前更高的利润率的制度，将会得到单个资本家的支持。

制度当然不能由单个资本家所创造。制度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其产生和维持需要广泛的参与。竞争和个人主义使得资本家之间任何目的的合作都变得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然而，历史表明，资本家，至少在某些特定时期，可以合作以创造保护他们核心利益的制度。经常是其自身和其他阶级和团体联盟，因为要产生相应的制度所需要的社会力量比资本家自己的能力要大得多。尤其是当现行的制度不能有效地支持其获取利润，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时，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人们会设想资产阶级，至少是其中大部分，会克服由资本主义产生的离心力，而齐心协力地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核心利益。

没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能够永远有效地运作下去。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冲突最终会破坏SSA对资本主义核心利益的有效保护。在接下来的危机期，我们能期望资本家最终会与其盟友一起建设一个新的SSA来保护他们的核心利益。

每个新的SSA制度形成了一个框架，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利润，而且还为了资本积累。正如SSA文献中所论证的，SSA通过某种方式来维持稳定以及特殊的劳资关系决策，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过程。然而，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的高速积累并不是单个资本家核心利益，通常也不是资本家能够克服合作的困难来重建社会的制度基础。因此，考虑到资本在创建新的SSA中的主导地位，没有理由期望新的SSA能够加快积累的速度。快速积累因其提供了快速增长的实际产出，从而改善工人阶级与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然而，资本主义是一个竞争系统，资本家往往缺乏远见。一般情况下，驱动资本的是可以获取利润以及获取相对于投入资本的高额利润。

资本主义确实显示了对于积累的强大驱动力。这一驱动力是其核心特点之一。没有资本积累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存在都是令人怀疑的，没有一个“逐渐变大的馅饼”资本主义将在冲突中被抹杀。不过，即使给出利润率，积累过程的速度仍是充满变数的。利润除了积累外还有很多用途。

新自由主义的例子在这里非常有意义。正如前面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甚至是相对于以前的危机时期。然而，它提高了总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从而最终提高了美国的利润率（Wolff，2001：318； Dumeni，Levy，2004：24）。到2005年，在美国最富有人占人口总数的1%，他们占总收入的16.78%，几乎是1979年和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iketty，Saez，2007：table A3）。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将个人收入转移给资本家的成效。鉴于这样的情况，虽然经济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有谁会指望资产阶级的主体会提议消除新自由主义，并用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呢？

因此，我们理解的SSA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支持资产阶级从中牟利，并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并不一定会产生“快速”的资本积累率。SSA理论和长期波动理论之间的历史联系应该被切断。这样做会提高理论的说服力和逻辑性。同样重要的是，这将使我们能够理解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SSA的基础和应用SSA理论的制度结构，我们已经在这种制度结构下生活了超过1/4个世纪之久。

阶级矛盾

即使否认SSA和快速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SSA来理解，在当前SSA理论中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困难：什么是使得制度能够形成SSA的基础？这种战后SSA制度据说只针对于战后的特定时期，因此并不一定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指导。然而，根据文献中的一些见解，并从阶级矛盾的视角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戈登、爱德华和里奇 （1982：31）认为，“一个成功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的……“将反映促进其形成的阶级力量的结合（和其他社会影响）”，科茨（1994：55）指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就是缓和阶级冲突并引导使其不要过度破坏积累”。

我们认为，构成SSA的制度，包括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和。这些矛盾指的是哪些？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劳资矛盾。其他还包括资方和劳工之间的矛盾冲突，即集团内部之间为了统一的冲突和斗争，也可以代表国际层面的那些矛盾。我们说的矛盾对立是冲突的一个辩证关系组，这也可能不是一个敌对的冲突。在一个矛盾中的两个群体，虽然有暂时的平衡，即斗争的暂时缓和，但总是处在相互斗争中。

SSA的制度和这些矛盾的暂时缓和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劳资矛盾的缓和，为产生一个新的SSA提供了基础。

这个矛盾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缓和。无论是劳方强大到足以挑战和分享权力，或资方可以压倒劳方并支配境况。这场斗争的结果在工作场所和劳动力市场直接体现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劳方强大到足以挑战资本，从而能够赢得工会合同，改善工作条件，在核心产业中建立新的医疗和退休福利体系，并随后在二战后期促进生产收益的共享。相比之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方力量更加强大，这意味着工会比重的下降，工作条件恶化，福利逐渐消失，以及工资停滞不前。

这里也间接意味着影响资方和劳方之间矛盾的缓和，而这对于SSA制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缓和矛盾的方式，决定了资方和劳方对国家的相对影响，而这反过来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SSA的共存。

自由的SSA和管制的SSA

我们认为，SSA有两个类型。我们将其中一个类型称为“自由的”SSA，另一个称为“管制的”SSA。当我们对这两种不同类型SSA的性质进行分析时，选择这一术语的原因很明显。这两种类型在五个方面有所不同：（1）劳资矛盾的暂时缓和方式；（2）国家对经济的作用；（3）资方的内部矛盾；（4）劳工的内部矛盾；（5）主导意识形态的特征。

正如前面所述，我们认为两种不同类型的SSA之间的差异在于劳资矛盾暂时缓和的不同方式。一个管制的SSA体现了劳资关系缓和的一种方式，其中劳动力掌握很大的权力，这使得资本不得不接受，因而产生劳资和解。自由的SSA体现了劳资关系缓和的另一种方式，其中资方不接受劳方的和解，从而是实现了对劳方的高度主导优势。

在管制的SSA中，劳动力可以通过集体契约或者其他方法影响资方的市场行为。尽管市场行为也受到来自其他经济机构特点的限制，管制的SSA最显著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多种方式限制资方的自由市场行为。一个自由的SSA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原则之上，也就是说，国家在市场中对资方行为进行有限的管制，这是“自由”一词的历史来源，在这样一个没有约束的市场，其特点是员工竞争压力、资本自由流动和“底线竞争”，职工生活水准往往会明显恶化。

自由的SSA中，受到较少的监管的资本主义市场行为与资本对劳动高度的优势之间的联系是什么？管制的SSA中，国家对资本主义约束的行为和资本与劳动力力量的相对平衡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这肯定与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有关。国家是使得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中的一部分能够在各个层面行使其权力的最重要载体。毕竟，国家拥有合法的权利行使强制权力，这主要是通过颁布或加强法律法规。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法律框架给资方拥有相对于劳方较为可观的力量。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所有，并通过简单地强化私有财产业主的权利，使国家的强制力倾向于资本家的利益。在资本主义早期，国家经常以这个名义镇压工人的斗争。在某些时期，工人阶级能够抵制生活水准的恶化，获得新的权利，例如集会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权利已成为新的法律和法规的一部分以及国家调控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延伸。通过法律和法规维护了更多的工人权利，例如相关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工作时间最高限度；通过各种国家的强制计划减少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面临的经济不安全因素。

因此，尽管一些国家的管制有利于资方，而另一些国家管制有利于劳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管制的加强与工人阶级权力的增加有历史联系。在这期间劳动者的权力增加已经很明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权力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管制的体现。其间资本已经可以通过削减或消除国家有利于劳方的政策和限制资本行为“自由”的法律项目来更充分地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说明了自由SSA中，资方拒绝向劳方妥协与国家对资本方行为有限管制之间的联系，也说明了在管制的SSA中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和国家对资方的管制之间的联系。

强调严格执行知识产权的观点似乎与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活动中的自由观点看似不一致。我们认为，这里不存在矛盾。自由主义并没有放弃加强私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它反对限制私有财产权利行使的法律和程序，同时支持国家加强这些权利行为。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与在自由模式中国家的有限作用是相一致的。

自由的和管制的SSA在资本内部矛盾各层面也存在不同。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在资本家的竞争本性，在自由的SSA中竞争往往是自由和残酷的，而在管制的SSA中的竞争往往是相互尊重和悄无声息的。在管制的SSA中大资本家对其他资本家的相互尊重的行为说明，管制的SSA不仅仅意味国家对市场活动施加限制。相互尊重的行为是资本家自行实行的竞争管制的一种形式，虽然某些国家的法规和政策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在两种不同的SSA中，竞争的性质是在劳资关系上的不同。自由的SSA中，竞争更激烈，给资本家施加压力，使其采取任何手段以削减劳动力成本；而管制的SSA中，相互尊重的竞争促使资方向劳方让步。

两种不同的SSA之间的另一个区别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自由的SSA中金融和产业资本相互之间更加独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机构倾向于直接追求金融和投机收益，而不需要服务于产业资本的积累。而管制的SSA中可以通过国家监督、资本家的实践或是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制约金融部门的作用。

两种SSA之间的第四个区别体现在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自由的SSA相比于管制的SSA，其中的工人更趋于竞争，而后者使得工人之间更加团结。在自由的SSA中，加强了的竞争反过来加强了资方的力量，而在管制的SSA中，工人之间的竞争有助于工人力量的增加。

自由和管制的SSA都各自具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即完全不同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起着加强并为其相应的制度辩护的作用。自由的SSA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宣扬个人主义，对竞争不加约束，“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措施会危及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相比之下，管制的SSA的主导意识形态则是警示不受限的市场活动的危险性，坚持文明竞争的优势，并表明政府调控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的贡献。

因此，资本主义矛盾的缓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可以由自由的或者是管制的SSA所体现。这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资之间固有的根本矛盾造成的。换言之，如果劳方强大到足以限制资本，那么工业和金融市场也可能受到限制，如果资方可以更充分地支配劳动，它很可能引发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产业和金融市场的高度竞争。

自由的SSA和管制的SSA相互交替似乎有某种历史趋势（Kotz，2003；Kotz，Wolfson，2004；Wolfson，2003）。卡尔·博兰尼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对其中原理给出了看法。

在《伟大的变革》中（Polanyi，2001，1944），卡尔·博兰尼卡尔·博兰尼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试图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不加限制的市场将资本从广泛的社会管制中解放出来，由此产生不稳定性，使工作条件趋于恶化，并加深工人阶级的贫穷和受剥削程度。但是自由放纵的思想从未完全成功。因为它不可避免受到反对这一思想的运动的抵制，这些反对运动尝试着将市场经济限制在广泛的社会中，并控制资本的力量，至少这代表着劳动者和它的同盟的部分胜利。

尽管嵌入式经济，或管制的SSA，不可避免地触碰到自己的问题，并被自由的SSA所交替取代，但是在资本主义中存在一种长期趋势，即国家相对于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增强。因此，后期自由的SSA相比早期的自由的SSA，国家起了更大的作用。虽然每个新自由主义SSA已削减了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但是这些削减不能让国家的作用返回到较早时期的SSA的状况。

最后，我们的理论可以应用到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这与所有自由的SSA的特点一致。资方以更具侵略性的姿态面对劳方，使得劳方的权力大大下降。通过私有化和减少管制使得国家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削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与以前的SSA相比变得更加激烈。金融资本成为相对于产业资本更为独立的资本，追逐金融利润，这一行为或许对产业资本积累并无益处。工人之间的竞争相比之前SSA更加激烈。并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主导。

SSA和资本主义危机

虽然在自由的和管制的SSA中都会出现经济问题和短期的中断或危机，然而危机的性质，则根据SSA的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一个自由的SSA中，资方有能力抑制工资的增长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收入分配，这往往导致总需求不足以及生产能力过剩，即企业的生产超过他们的销售。竞争的加剧与需求的乏力相互作用，导致“强制性”投资环境 （Crotty，1993），其中公司被迫在劳动力集约型的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降低开支，并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此外，自由的SSA通常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Wolfson，1994）。在投资者寻求越来越高的投资回报的竞争环境中，无管制的金融市场导致了金融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管制的SSA受制于“利润挤压”的危机。在劳动力有较强议价能力的制度背景下，低失业率给企业的利润带来了压力。对战后SSA经济危机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个结果。魏斯科普夫（1979）和科茨（2009a）都发现，在管制的SSA期间，出现短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工资提高对利润挤压。相比之下，科茨（2009a）还发现，利润挤压并不是导致新自由主义时期危机的原因 。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导致两种不同SSA消亡和崩溃的危机倾向是不一样的。在战后SSA的末期，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的强劲增长进一步增强了劳方的力量。正如戈登、魏斯科普夫和鲍尔斯（1987：49-50）所指出的，资方的力量和利润也受到国际竞争对手和国内为争取职业安全、医疗运动以及环境保护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寻求产品安全等的挑战，其结果是顽固持久的利润挤压的危机，经过70年代十年没有结果的努力，资本最终在80年代早期占得上风，但是这仅是通过将之前管制的SSA用一个新的自由的SSA取代来实现的。

由此看来，自由SSA，即新自由主义，可能已经进入其衰退期，随着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新自由主义最终带来了金融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威胁到SSA的存在。这可以理解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强制性投资趋势的结果以及由新自由主义产生的金融机构日益增长的不稳定。科茨（2009b）把2008年的危机视为新自由主义衰落时期的开始，并进行了解释。

正如二战后的SSA中，资方在面对劳工议价能力增强的反应一样，我们能够预测资方在任何一个管制的SSA崩溃以后，都会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来确保其相对于劳方的主导地位。此外，由于长期自由的SSA的危机阶段可能涉及由于劳工议价能力薄弱而导致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是采取增强劳方力量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将意味着一种涉及与资本分享权力的新的制度结构，而这可能会改变收入分配并解决总需求问题，这与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况一样。虽然这些推论中的任何一项并无逻辑上的必要性，而且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外的制度仍然具有实际上的可能性，但是这与历史上美国管制的和自由的SSA之间交替趋势相一致。因此，我们希望看到在危机唤醒和新自由主义瓦解的情况下创建一个新的管制的SSA。

自由、管制的SSA与经济增长率

引入管制的SSA和自由SSA的概念和理论为分析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提供了新方法。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有理由预测，自由SSA相对于管制的SSA，经济增长更为缓慢。第一，自由的SSA因其通常会降低实际工资和公共支出，往往会产生一个长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第二，自由的SSA通常会通过放弃国家反周期的支出和税收政策，或者通过减少社会福利项目以降低“社会自动稳定”的有效性，或是通过放松金融部门的公共管制，而造成宏观经济水平的不稳定。这使得制度体系更容易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萧条。第三，自由的SSA中的激烈竞争将使企业管理者关注短期战略，这与促进资本积累率的长期投资相违背。第四，一个独立的和缺少管制的SSA的金融部门，往往将长期生产性投资分散到投机活动中。

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提供了经验证据，即美国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不仅仅是比在鼎盛时期的管制的SSA慢，相对于之前危机期的管制的SSA也无明显加快。科茨（2003）提供的证据表明，美国从1900年起两个自由的SSA和两个管制的SSA期间，两个自由的SSA时期比任何一个管制的SSA时期，经济增长速率更慢，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实证工作以确定增长速度和SSA类型之间是否有普遍联系。

无论SSA是否促进快速积累，自由和管制的SSA都会促进获利过程，并在危机开始前都有促进高获利的趋势。这里我们重新定义了SSA的概念，使得SSA理论更加有说服力并与历史证据相一致。我们还将使用SSA理论来分析当代新自由主义。

仍须进一步考察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否这两种类型的SSA中的一种，持续时间（包括SSA有效运转期间和下一个新的SSA被创造之前的危机期）比另一种要长。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是否任何一种SSA比另外一种要更快地进入危机期。由于对各种SSA确切起始和结束日期以及危机阶段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有着不同意见，关于这点的历史证据是不充分的。此外，我们不能仅从理论的角度透彻地讨论是否应该预期这两种不同的SSA各自作为一个整体而有着不同的生命延续，或者是在危机出现前有着不同的持续时期。这是一个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的话题。

总结和推论

总的来讲，我们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对SSA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第一，SSA和快速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应当予以明确。资本家创造一种SSA制度的目标是促进牟利，由此产生的制度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推动快速增长。第二，SSA在暂时缓和资产阶级矛盾时起到了作用，尤其是缓和资方和劳方之间最基本的矛盾，构建SSA的特定制度结构代表了各阶级之间权力的相对平衡。第三，SSA的性质将取决于阶级矛盾被暂时缓和的方式。自由的SSA强调“自由市场”的方式，代表着资方占据高度的主导地位。相反，管制的SSA对资本施加更大的限制，并代表劳资妥协的境况。第四，自由的SSA和管制的SSA中经济危机性质是不同的。管制的SSA可能遭受“利润压缩”的危机，而自由的SSA更容易遭受总需求量不足、产能过剩、“强制投资”和金融危机。第五，管制的SSA相比自由的SSA经济增长速率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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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全球化和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第四章 全球新自由主义与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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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析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从1980年左右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对于如何描述这些变化、资本主义最近几十年来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命名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等问题却没有统一定论。我们认为，“全球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很好地把握了当代社会的现实。

在欧洲，自由主义长期以来指的是主张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有限干预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各国政府在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普遍不如二战后那么积极。这并不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过去一贯奉行自由放任的路线。常（Chang）（2002）的研究表明，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每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积极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后起发达国家，其政府甚至比最早崛起的几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更为积极。然而，一旦工业化得以完成，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大萧条之前的经济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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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和二战之后，新的国家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在这些国家中，政府积极调控宏观经济和核心经济部门，使一些工业国有化，并且提供了一系列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社会计划。同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前地加大了对国际经济的管理力度。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措施都被认为已经过时，并沦落为早期“不成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产物，甚至“资本主义”一词也被“混合经济”等术语所取代。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无法预料。时间似乎从1980年左右开始倒转。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重新回到了放任市场的取向上。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来描述旧思想体系的新版本并不为过。起初，大多数不赞成新（旧）变化方向的分析家认为，这只是由“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旧体制的危机所引起的暂时现象。然而在25年后，我们发现，这一新取向并不是短暂的回潮，而是代表了具有一定持久力的资本主义新形式。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连贯的多级统一体，其核心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政策、理论和意识形态。我们将在本章后篇中讨论新自由主义体制，但这里仅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其他主要维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标志是：赞颂个人选择、市场和私人财产，认为政府是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益的天然对立面，采用极端个人主义的概念来界定社会。其主流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市场”版本。这一理论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和罗纳德·科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等名字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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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政策三部曲。第一部曲“自由化”，是指使市场和公司从国家管制解脱出来，包括解除货物和资本（虽然不包括劳动力）跨国流动的障碍。私有化是指把国有企业转让给私有者，把原先由政府直接承包的服务业外包给私企。“稳定化”这一误称则是指将货币政策转向仅仅专注于防止通胀，而不再致力于减少失业或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则以削减商业和富人的税收为导向，并同时减少或消除各种社会计划。

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下，政府是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还是仅仅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来重新确定其导向。在此我们不作详细讨论（参见本卷第三章）。很明显的一点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国家已经减少或消除了许多对工人阶级直接有利的计划，却采取了诸如严格实施知识产权等一些直接辅助资本的措施。也许日益增长的政府激进主义的最清晰例证就是干预阶级斗争以削弱工会运动。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镇压矿工联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解除空航管制员联盟，就是典型的例子。促进“竞争性”已经成为政府行动在社会许多领域的试金石。

然而，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反政府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不只是粉饰橱窗。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废除的政府管制计划中，有一些计划是完全或部分地响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这些计划包括对电力和交通等领域的管制或公有。而这些领域是大多数资本的关键投入要素。另一个例子是被大大缩减的反垄断。它允许拥有市场控制力的巨头企业自由行动。这直接地影响了使用其产品的企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资本主义获取利润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被削减。显而易见，在早期阶段，大多数资本曾经支持包括政府管制、甚至在一些领域施行公有等在内的有作为的政府，现在倾向于借此机会获取市场操纵力，尽管这样做对资本也有不利的一面。

一些分析家喜欢用“全球化”一词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当代时期这两方面紧密相连。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管制的废除以及政府的总体“空洞化”，助长了生产、贸易和阶级关系的全球化。资本管制是在战后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斗争中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促进其废除，而由此带来的资本自由流动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从而有利于资本。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还有另外一面。在战后SSA的后期，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了。由于在主要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受保护的国家市场被不断增加的进口竞争所破坏，大资本对原先有作为的政府管制体制的支持开始动摇。由于大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威胁到其生存的竞争，他们转而反对政府管制和昂贵的社会计划，因为他们现在认为，这些阻碍了他们与外国对手竞争的能力（Kotz，2002）。

因此，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全球化，全球化也促生了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我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可被很好地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的出现。此外，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更多地基于全球化这一层面而不是基于“国家—政府”这一层面，因为在当代“国家—政府”层面的主导制度比先前SSA时期内更加多变。因此，我们认为，“全球新自由主义”一词很好地把握了我们所讨论的当代SSA的本质。

全球新自由主义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新自由主义的重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和英国。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理论早在7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在1979年，即罗纳德·里根里根就任的两年之前，吉米·卡特卡特总统的施政突然转向右翼，倡导解除商业管制、缩减社会计划。随着保罗·沃克尔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货币政策也转向只专注于制止通胀。1981年里根里根就任以后，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步伐越发加快了。

在卡特卡特施政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同一年（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迅速带领英国走向新自由主义重构的道路。上文提到的里根里根和撒切尔对工会的成功打击都是在他们执政后不久发生的。

美国的例子表明，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的构建比战后SSA的构建过程快得多。战后，在美国建立SSA需要建立政府管制经济的新制度体系，同时也需要在激进的劳工运动和最初不愿妥协的资产阶级间达成阶级妥协。美国开始建立新制度结构是在1933年罗斯福政府就任时，但是直到1948年左右才成功建立了新的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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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建立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则仅仅需要在确立资本支配劳动的稳固地位的同时，废除政府管制结构和各种计划。而这些要求在适宜的条件下能够更快地得到满足。虽然美国在1979年左右才开始重构新自由主义，但到了80年代早期已经基本完成——英国的情况亦是如此。到了80年代早期，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所有本土核心制度。后文将讨论这一点。

很难说全球新自由主义是基于传统SSA理论中的新SSA。关于SSA的早期文献认为，SSA是影响资本积累过程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即促成快速的积累制度体系（Gordon，Edwards，Reich，1982：22-26）。然而，从历史比较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根据SSA理论的标准版本，每个SSA诞生后都会在一段时间内有效运作，促进快速积累。最终，SSA停止促进快速积累，这使得停滞阶段开始了，即SSA的危机阶段。停滞阶段会一直持续到新SSA出现，来代替旧SSA恢复高积累率。因此，每个SSA具有两个阶段：SSA有效促进快速积累的第一阶段，以及SSA成为快速积累障碍的第二阶段。

因此，根据标准的SSA理论，如果全球新自由主义是新的SSA，那么一旦全球新自由主义建立，它的积累速度将比以往SSA的危机阶段更快。本卷第三章的数据表明，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GDP增长并没有比在前一次SSA的危机阶段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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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举例说明新自由主义转型加速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参见“为什么全球新自由主义应该被视为SSA？”部分的数据）。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应该被视为一种SSA，但不是基于其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同意修正本卷第三章中对SSA的解释。该章节认为，关于SSA的早期文献从来没有举出令人信服的例子来表明每个连贯、持久的资本主义新制度结构促进积累速度达到某一历史标准。相反，尽管由此引致的资本积累率或快或缓，作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框架，这样的制度结构促进了利润获取。如果把SSA重新解释为一个连贯、持久、作为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框架促进利润获取的制度结构，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来表明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是一种SSA。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分析各国出现的、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核心制度，来对这一观点加以例证。

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各种国际制度

国际经济的新发展包括资本、商品、货币的国际流动显著增加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扩张。在这里，重要的是分割跨国生产并通过贸易重组这一过程的能力。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关系的跨国化的必然性是相当重要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各种国际金融制度在内的多级跨国管理体系应运而生。最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现存超级大国。

伴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出现，国际转变围绕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这一论点当然是有争议的。一些人发现，国际活动和资本主义一样历史悠久，因此现在强调全球化是错位的、服务于削弱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阻力。本章认为，作为当前SSA重要的、互相强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确实应该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前时期的全球化可以分为两个分开的、但并非完全无关的发展：资本流动增加、地理范围扩张。商品、资本和货币的流动障碍已大大减少了。撤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以及政府善待国外直接投资，是这一问题的关键点（Bryan，1995）。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集装箱运输和其他交通运输革新一样，都很重要。通过国际金融活动的大规模集约化，在生产资本层面和货币资本层面资本流动性都增加了（Bryan，1995）。

这一新建立的流动性的最终结果是，生产被分成多个跨国的、通常相距较远的环节，然后再通过贸易和跨国企业内部的运筹经营把这些环节整合到全球生产链中。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设置在世界上能够以最高盈利的方式实施这一过程的地方。按此方式配置生产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资源的绝对规模和集中获得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全球不同地区条件的全面掌握。这一点通过以相互持股和合资协议的方式创建跨国资本集团来实现。曼纽尔·卡斯特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2000）所赞赏的联合组织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无论是国际还是各个国家内的，保障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国际或各国内部的法律体系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发展是随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理上的巨大扩张。东欧体制的瓦解使颇有影响的苏联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型。在中国，毛泽东以后的改革则开始了相似的但更为缓慢和慎重的转型进程。这些转型为全球资本主义获取原材料的大规模供给、巨大的投资机会、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类新的大市场敞开了大门。对欠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发展也标志着经济支持和军事支持的替代来源的终止。这些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因为它们标志着“冷战”和欠发达国家替代发展模式的结束。这些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发达国家“没有替代”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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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与创造国际劳动分工的资本早期国际商品流通不同。自从商品流通具有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可能性，商品流通就不是决定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首要因素。的确，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通过进入国际商品流通可能已经暂时得到巩固。资本主义生产运营向以前不发达地区的重新广泛布置，使得这一转型时期得以结束。

与全球生产一体化一起，全球货币一体化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因为这一全球化促使资产阶级跨国化。这确实是金融全球化的根本意义。使废除资本管制的货币循环和世界市场的电子链接全球化，将那些有权分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剩余产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这伴随着生产全球一体化，包括向欠发达国家的拓展。因此，将资产阶级跨国化与工人阶级跨国化联系到一起。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新葛兰西葛兰西学派（Cox，1987；Gill，1994；Gill，Law，1988）、阿姆斯特丹学派（Overbeek，2001； Pijl，1997，1998；van Apeldoorn，2004）以及政治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2004）已经研究了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在国际关系中霸权地位的确立。

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货币循环的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如果金融资本具有足够的流动性，那么它可以把全球的获利能力的标准强加于它所经营的地区。如此一来，哪怕是相当本土化的经济决策也能参与全球经济，只要经济核算形式参照全球经济的条件来实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也产生了矛盾性结果，即同时也导致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并通过相互持股、合资办企业和严格外包机制等形式使得合作得到加强（Castell，2000：77-215）。一股合并浪潮巩固了跨国资本，从而导致更大实体公司的诞生。

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创立跨国机构以管理这些经济关系的问题。罗宾逊（2004）则把跨国政府的出现理论化。与传统“国家—政府”体系的成员不同，实行跨国管理的新机构并不专注于对某个特定地区的统治。这些机构具有分层并且有重叠、存在于多重地理范围的特征。必须注意到，它们通常是通过国家间协议和条约才得以创立。虽然这些机构还不成熟，但是，它们有时可以通过控制市场准入或实行意识形态霸权和影响，而在这些国家享有有限权力（参见本卷第七章）。

WTO也许是这些发展的范例。它通过成员国间的协议得以创立，来加强贸易规则，以准司法途径来审判违规者，实施罚款或其他制裁。其他这类机构包括OECD和G8等正式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三边委员会以及各种NGO等非正式组织也会参与其中并且越来越多。这些机构提供建议和有影响力的政策方案。欧盟和NAFTA等区域性组织也已建立。同时，传统的民族国家依然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加强了新自由主义方案并追求“竞争性”。毕竟，资本主义需要在必要时可以通过军队和监狱等设施实施高压统治。除非一个既具备此种能力又合法、真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诞生，民族国家将继续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全球机构是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复合体，其“国家性”程度仍有争议，因为它将国家主权与其他治理形式结合在一起。

除了WTO，占主导地位的跨国机构就是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这些组织负责结构调整计划对发展中国家贷款偿还和援助方面的落实。这些结构调整计划由一揽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构成，其中包括：向国外贸易开放经济，浮动汇率，私有化，消除管制，取消补贴，以及减少社会开支。这些政策的强制实施，标志着许多国家的急剧转型和积极的进口取代发展政策的终止。

一个重要的国际制度变化涉及了美国霸权的恢复和扩张。除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其军事实力却依旧受到压制而发展滞后。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有足够的政治雄心来创建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日本可以说不”的日子已经在经济停滞的状态下一去不复返了。确实，所谓的三边主义也不过是未来学家的猜测罢了。因此，苏联的瓦解使美国成为仅存的军事超级大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这种相对增长导致了美国势力下的地区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一直在谋求其在中亚和苏联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原材料控制权。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与伊朗的关系也异常紧张。美国的帝国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最主要是通过NATO的拓展以及欧盟的扩张而稳固地插手东欧。

另一种类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机构涉及资本的本质。

首先，大公司之间竞争的性质改变了。以前这种竞争一直是彼此相顾，并受到谨慎管制的。当大型企业为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的时候，它们通常会回避价格战，因为这会削减整个行业的利润。全球新自由主义发现，这种大公司间彼此相顾的行为被不受限制的恶性竞争所替代。世界各大企业间又开始了激烈的价格战。

其次，大公司CEO的选聘流程改变了。以前CEO们都是从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即从那些长期在公司效力的经理中挑选出来。而现在外部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取代了这一做法。如此一来，CEO这一高位通常都被外人占有。以市场为基础的CEO选聘流程提升了CEO们的薪水，因为大公司都为争取一流的CEO而竞争。除了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行为。CEO们的职业生涯不再与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或许只是在就职的公司工作很短时间就跳槽至薪水更高的其他地方。这使得CEO不再致力于通常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会产生绩效的长期生产投资，而是致力于投机取巧以使公司股价在短期内飙升。但这却是以牺牲股价长期良好发展为条件的。

最后，全球新自由主义下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改变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获取了对非金融公司的有力控制地位（Kotz，1978）。在二战后的SSA中，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严格管制金融机构，迫使它们对非金融资本的资本积累发挥辅助的积极作用。在新自由主义下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出现了，其特点是金融资本高度独立于非金融资本。在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下，金融资本从与非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中脱离出来，转向通过纯金融活动来盈利。同时，许多非金融公司开始直接参与金融活动。这一进程引入了“金融化”一词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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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卷第三章讨论的，贯穿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主线是这一SSA中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全面的支配地位。政府作用的变化加强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优势。资本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正使雇主们倾向于降低员工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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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国内制度

一些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国内制度涉及资本—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本质。其他则涉及经济中国内政府的作用。我们会依次对其作讨论。

首先，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国家中的工会运动明显衰弱。这改变了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过程。以前，工会和雇主间的集中议价代表性地决定了经济中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变化通常被描述为向“市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转变。然而，这一术语太过模糊。劳动和资本的相对议价能力一直是工资和工作条件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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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决定的新进程的较准确的描述是主导权几乎全部转移到了雇主一边。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雇主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只有当他们考虑雇佣合格的员工时才会受到限制。正如表4—1所示，4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上涨比在受管制的资本主义阶段要慢得多。这个由雇主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制度当然很有利于获取利润。

表4—1 所选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实际时薪增长率（年度平均增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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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旧SSA中，存在一个劳动分工体系，其中一些工种属于“主要部门”，而其他一些则属于“次要部门”。与次要部门的工种相比，主要部门的工资相对高，附加福利好，而且工资会随着资历增加而上涨，有较高的工作安全保障。虽然主要部门中的一些工种是非工会化的管理以及专业或技术工作，但该部门的一部分工种包括工会化的工作。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主要部门的许多工种转变成了同在旧SSA下次要部门工种相类似的工种。薪水下跌，福利减少或消失，工资上涨更不稳定，而且连工作安全保障都没有。在许多部门，雇主用临时员工来代替正式员工。雇主们打着“劳动力市场弹性”的旗号来实施这些举措。这一旗号实在很讽刺，因为理想的“弹性”只是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一方即雇主而言的，而不是站在工人的角度考虑的。雇主们拿着“弹性”的借口来任意摆布员工，而员工们则失去了保护自我利益的能力。

再次，新自由主义时期还引入了新的生产体系。为了代替旧SSA下相对死板、廉价、大规模的生产技术条件，许多工业转向了弹性专业化和准时化生产等新体系。

最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生产地点模式发生转变，即所谓的“空间化”出现了（参见第五章）。利用改善的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转移生产，或者说生产的实际转移作为威胁手段来更加有效地控制劳动力。虽然资本主义企业选址总是有从高薪地区向低薪地区转移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尤为显著。这已然成为现有资本用来控制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主要手段。

许多全球新自由主义国内制度涉及政府的职能。我们将讨论六种这样的制度。第一，国家宣布放弃使用旨在达到较快经济增长和低失业水平的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手段。在旧SSA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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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那一时期平均失业率较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各国政府宣布放弃鼓舞人心的财政政策，转而追求平衡预算，而货币政策则重新以预防通货膨胀为目标。这一举措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以合理化。这种理论认为，即长远来看，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都不能带来较快经济增长和较低失业，反而只会导致较高的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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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如表4—2所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平均失业率比受管制资本主义时期要高得多。

表4—2 五个国家的平均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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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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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减少或废止退休保障金、失业补偿金、残疾人士保险和教育津贴等计划，政府提供的“社会工资”锐减。员工不得不更加依靠自己的财产来支付这些开支。

第三，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的负担分配也转移了。对资本和富人的税收减少，上述财政支出的负担就转移到了赚取工资者和其他群体的身上。

第四，原先由政府机构和政府雇员提供的多种公共服务改由政府资助下的私人企业提供。尽管我们认为，有些公共物品不能简单地由追求利润的私有企业来提供，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有企业在提供这些公有物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公共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交通、社会福利项目、教育和职业培训、对公共机关的餐饮供给、公立学校、犯人囚禁，以及保安、警察和军队等各种强制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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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秉持着政府天生就是低效率的，而资本主义企业则具有最佳效率这一观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公共服务外包给予支持和肯定。同时，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对于开辟获取利润的新领域的渴望，为此类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大推动力。然而，难以理解的是，私有企业既要向其股东发红利又要向其执行官发高薪，却比运营良好的政府机构以更低价格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如果有节约成本之处，那可能就是像私有部门那样通过劳动合同条款由工人以较低的工资、较差的福利、较糟糕的工作条件来提供公共服务。这样的成本节约并不是具有经济效率的，而是把收入从劳动力转移给资本。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政府生产部门的较高工资、较好福利和较好的工作条件，来自于“贪婪的”公共部门职工及其工会在当选官员的纵容下，从倒霉的纳税人那里榨取的“垄断租金”。根据这个观点，把公共服务转包给私有企业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劳动力萎缩，使工资水平恢复到合适的“市场决定”水平。

第五，被视为一国经济福利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和自然垄断企业，在旧SSA下曾受政府管制或实行国有，而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很多案例中，这些企业被解除了管制并私有化。在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现象出现在交通、通信、电力、重要金属（比如钢）、军事硬件和金融机构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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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或实行公有所产生的成本大于好处。其成本主要包括：阻碍可能削弱自然垄断的技术进步。他们认为，国家没有理由对重要部门进行管制或国有化，因为私有制和市场力量总能最好地调节国家经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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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服务外包方面，在工人此前具有强大工资谈判能力的部门，压低工人工资和利益是一个隐秘议程。由于这些部门被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了，一轮残酷的新竞争很快就压低了工资和利益，尤其是在交通部门。

第六，新自由主义时期见证了更具抑制性的社会控制政策的实施（参见本卷第十章）。因为对穷人和工人违法行为的刑期都延长了，所以美国监狱人口飙升。虽然这里不涉及自由论，但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这些政策却使由于与不平等程度加深相联系的社会更加混乱，社会关系更加紧张，将边缘人口和边缘群体排除在政治之外等原因而必须实施的。

为什么全球新自由主义应当被视为SSA

列出反映全球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各种制度还不足以说明全球新自由主义构成了SSA。为了使人们相信全球新自由主义是SSA，我们必须能举例证明，全球新自由主义是推动获取利润并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塑造框架的、连贯持久的制度体系。虽然在本章末尾我们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未来现在还不确定，但是新自由主义历久弥新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因为它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连贯的制度体系。这一点也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核心制度都互相联系，而且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相一致。这些意识形态和理论促进并崇尚市场、私有财产和个人选择，而对在工会和政府较活跃阶段占优势的集体行动、集体供给以及集体选择加以贬低。

全球新自由主义在多方面促进获取利润。第一，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提高了资本相对劳动的议价能力。这导致了工资上涨缓慢，避免了由高福利和良好工作条件引致的成本，也使资本劳动过程进行较严格的掌控。第二，解除商业管制为资本追逐利润提供更大的自由。在政府管制商业的体制下，政府可以向资本收费，以补偿追逐利润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但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这一社会成本则由整个社会分摊。第三，维持社会运行所需的一般成本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所需的特殊成本，都需要政府项目通过税收来支付，而现在这些税收负担从资本转移给劳动者和其他社会群体。第四，通过私有化、解除管制和外包公共服务，各个全新的生产部门都向追逐利润的活动开放。第五，追逐利润活动的地理范围通过对物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的放开而大范围扩张。这就产生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

有经验表明，全球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追逐利润。如图4—1所示，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在SSA后半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开始下跌。到80年代中期，利润率又开始恢复，到2005年升到了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综合利润率也具有类似规律（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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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美国和欧洲三国的利润率

注：“欧洲利润率”是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综合利润率。

资料来源：美国，Wolff（2001：318，图1由Wolff向作者提供的数据系列）。欧洲，Dumenil 和Levy（2004：24，图3—1，由Dumenil 和Levy向作者提供的数据）。

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构，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构建了资本累积的框架结构，而且以特定方式塑造了这一资本积累过程。而全球新自由主义塑造资本累积的方法有多种。

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影响了资本积累获取基金的渠道。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大公司的很大一部分利润用于支付分红和股票回购，正如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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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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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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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减少了可用于积累的内部资金。从而资本积累倾向于依靠借款来为资本积累筹款。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以市场基础的金融性资本配置要比未分配利润的再投资更有效率。然而，这需要假定外部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实经济状况。而这一点是不现实的。外部投资者跟随潮流并且很容易被业务熟练的促销员和公司财务报表的肆意粉饰所迷惑。这就使资本积累过程具备高风险和不稳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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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美国非金融企业税后利润净分红百分比

资料来源：2008美国联邦储蓄体系，资金流转表F.102。

虽然高利润率能鼓励资本积累，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将由不断积累而形成的产出销售出去。通过限制工资上涨和政府支出，全球新自由主义使不断增加的产出销售依赖于奢侈品消费的增长、比工资上涨还要快的劳动阶级借债消费以及以对未来利润和需求增长的膨胀性预期为基础的生产资料购买。不像在旧SSA下的富人那样低调，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新贵们不再隐藏其对奢侈品的挥霍。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投机泡沫浪潮，夸大了对未来利润增长和需求增加的预期
 
[19]

 。

在理论分析的层面上，与较早的旧SSA或后来危机时期的旧SSA相比，新自由主义促进资本快速积累的趋势并不明显。一方面，高利润率将促进高积累率，因为利润是积累的动机，而且利润是积累基金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高利润率并不能确保高积累率。利润不是自动地用于积累，而是流向各种形式的消费，或流向最终对真实积累没有帮助的各种金融投资。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中，有许多限制资本积累步伐的途径。本卷第三章讨论了这些途径，包括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特征：总体需求增长不足的趋势、宏观经济不稳定、阻碍长期生产投资的无限制竞争以及试图生产投资中转移基金的独立金融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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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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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美国非金融企业新股净值占现金流百分比

注：新股票净负值表示非金融企业所回购的自己公司股票超过了当年新上市的股票。现金流是内部资金总数加上支出的红利。

资料来源：2008美国联邦储蓄体系，资金流转表F.102。

我们在本卷第三章中提到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GDP增长并不快于在旧SSA下的危机阶段。表4—3展示了六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这六个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GDP增长率都明显慢于战后的受管制资本主义时期。只有英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GDP增长率明显快于在此前的危机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GDP增长率最快的是中国。虽然中国随着时间推移解放了经济，却没有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相反的是，中国采取的是国有制、计划与市场化、追求私有利益相结合的模式。

表4-3 所选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image: ]


新自由主义制度和全球化的不均衡分布

在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各国的国内体制结构有些差异，但是其制度都具有当时SSA的政府管制特征。在许多西欧国家，国内SSA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征，而日本的SSA则更具集团主义特征。以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美国具有一种类型的政府管制SSA。在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体制非常普遍。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各国的上述国内制度都涉及具有很强政府主义色彩的国内体制，而且都与那一时期的国际制度相适应。

在此层面上，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与之前的SSA有本质区别。各国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发展很不平衡。以前，国家社会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引入了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体制。因为它们废除了旧体系，很快建立了资本主义，大多数完全就采用了新自由主义体制，尤其是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苏联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士气彻底受挫而被遣散，已经无法再采取有效措施来抵御新自由主义。20世纪80和90年代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也被迫遭受实质性的新自由主义重组。这在拉美国家尤其普遍。

然而，一些国家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群体的抵抗阻止了国内制度进行彻底的新自由主义重组。由于工人阶级抵抗的受挫为新自由主义重组创造了可能性，美国和英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明显地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尽管这两个国家仍保留了政府在旧SSA中的管制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一些职能。

在一些主要西欧国家，一种“社会新自由主义”出现了。在社会新自由主义中，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商业管制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等一些新自由主义特征都得以吸收，但福利只被少量削减，而且工会依旧有很强的能力。在一些北欧国家，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体对社会民主的支持，阻止其被废除。大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依旧在运作，只是稍微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方向。

许多亚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其国内制度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日本尽管一直说要进行“改革”，但只是在个别方面向国内制度的新自由主义重组迈出了步伐。虽然旧的终生雇佣制变弱，使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失业高潮开始了，但是集团主义模式依旧保持相对稳定。在20世纪80到90年代，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迅猛发展。

也许在新自由主义趋势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例外就是中国。通过以市场力量和私有企业来逐步取代中央计划和国有财产，并向世界资本市场开放，中国从1978年开始打破政府社会主义。然而，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相反的是，在中国，通过旨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的宏观政策、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对主要银行实行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对贸易和资本的流动管制，国家依然保持其对发展进程的控制。中国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废除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教育资助，并将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的国企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国内体制的不均衡分布是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重要特征。这可以通过各国不同的历史来解释。这些差异甚至有利于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这一SSA下追逐利润和资本积累。以全球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全球化生产组织，也从这些差异中获利。因此，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和生产的不同环节可被分配到最有利可图的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可以设在社会民主机构能为之提供合适环境的国家。而中度劳动密集型生产可以安排在东欧这些经济全面开放、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却相对便宜的国家。而高度劳动密集型生产可以安排在中国，因为那儿工资很低而政府具有管制职能，维持着秩序并且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此外，中国的政府导向型发展使其经济快速增长。在为美国提供了廉价消费品和所需的大量金融支持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表面上看，当代SSA下全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前一阶段相比有很大差别。战后政府管制的SSA可被视为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国霸权的特定形式等一套适当的国际制度进行国际对接的一系列国家政府管制的SSA。比较而言，跨国层面的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存在形式相当单纯。其新自由主义原则在WTO、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发挥着全面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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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新自由主义是由当地结构镶嵌于其中的一种跨国性结构。而当地结构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顺应程度则各不相同。

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矛盾和危机

资本主义下的SSA没有一个能永恒存在。每个SSA都存在着最终会被激化的矛盾。SSA内部矛盾的激化最终会导致结构性危机。在危机阶段，各群体、各阶级之间的冲突是旧SSA解体、新事物取而代之的实现手段。可能的结果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新SSA，或者废除资本主义并且建立另一个新体系。

当代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有许多矛盾。第一，快速增长的利润和停滞的工资之间的强烈失衡将会引起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随着政府支出增长有限和放弃扩张性宏观政策，这一问题变得尤为严峻。第二，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投机性特征使得金融脆弱性与日俱增。而解除金融管制，无限制的竞争和CEO市场所形成的短视理念，使得金融部门越来越具有投机性的特征。第三，由于富人们不断增长的利润和家庭收入追逐着有限的生产投资机会，房产泡沫崭露头角。如果泡沫破碎（它们最终必然会破碎），会严重破坏金融和经济。第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高度一体化往往与主要国家的商业循环同步。结果，任何金融危机或严重的衰退都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掌控。第五，美元的双重职能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它是全球贸易和储备的货币；另一方面，美国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的持续大规模赤字与全球经济下美元的最终支付手段职能相联系。而后一职能往往会削弱前一职能。第六，资本对劳动的掌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体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造成了一个潜在问题。在新自由主义下，一方面，不平等程度大大提高，百姓不安全感上升，而公共服务减少；另一方面，现有富人（在一定程度上不劳而获）变得更富有，无产出的金融投机者用各种手段攫取各种收入。这一鲜明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引发一场严重的叛乱。第七，全球新自由主义下无计划、混乱的经济增长类型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快速损耗以及全球气候急剧变化。要应对这些危及人类文明延续的威胁，就需要把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表面上看，在2009年1月，早期矛盾的一部分已经被激化，促使全球新自由主义SSA进入危机阶段。虽然现在还不能透彻地分析这一过程，但是一些尝试性的考察还是可以做到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即将崩溃的首要标志可能是近几年左翼在拉美大选中频频获胜。而这些国家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已经引起十分严重并广泛蔓延的灾难。这标志着各种新的发展道路即将出现。巴西和阿根廷与全球新自由主义最极端的一面决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则更为激进，它们正努力全面取代资本主义。

2007年，美国巨大的房产泡沫开始破碎。紧接着，2008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并很快蔓延到了全球金融体系。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因其持有的价值几万亿美元的按揭证券和金融衍生品骤然贬值而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破产。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迅速放弃了此前的自由市场模式来拯救风雨飘摇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许多主要金融机构由于注入了公共资金而得以生存下来，而其他金融机构则在实际上或法律上被国有化。到2008年年末，全球实体经济部门的快速倒退开始与金融危机相伴随。所有分析家很快纷纷宣称，这是记忆中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美国、西欧和中国都宣布了大规模的政府购买计划，复苏了在中国从未被抛弃、但在西方早已销声匿迹的凯恩斯主义。

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似乎标志着全球新自由主义SSA进入了危机阶段。在本书撰写之际，上文提到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前四个矛盾似乎对危机负有直接责任。它们是：利润和工资的不平衡、投机性金融部门、房产泡沫产生的必然性、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全球的全球高度一体化的金融和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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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危机的深化，上文提到的其他矛盾也可能开始发挥威力。由于经济状况变得更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不足信了，我们可以看到，拉美各地暴动泛滥。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不平衡将引发诸多问题。虽然反对者无疑会坚持认为在经济危机时期任何增加商业成本的事情都不能做，倡导抵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经济导向可能在政治上得以加强。

在本章撰写之际，关于经济重组的讨论随处可见。SSA理论不能预测经济重组的进程。然而，SSA理论又确实表明，维持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全球体系的新道路将在各种阶级和群体之间的斗争中出现。至于这种新道路是资本主义主导的SSA新形式，还是资本家和选民之间的新妥协，抑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现在还无法确定。

参考文献

Boddy，Raford and James R.Crotty 1975."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7，1：1-19.

Bryan，Dick 1995.The Chase across the Globe
 ：International Accumul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for Nation States
 ，Boulder，CO：Westview.

Castells，Manuel 2000，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Blackwell.

Chang，Ha-Joon 2002.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Anthem Press.

Cox，Robert 1987.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umenil，Gerard and Dominique Levy 2004.Capital Resurgent
 ：Roots of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Stephen 1994."Knowledge，Politics，and Neo-Libera3 Political Economy".pp.75-88 in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ed.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Gill，Stephen and David Law 1988.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and Wheatsheaf.

Gordon，David M.，Richard Edwards，and Michael Reich 1982.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tz，David M.1978.Bank Control of Large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Interpret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pp.50-71 in David M.Kotz，Terrence McDonough，and Michael Reich，eds.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iism".Rethinking Marxism
 14，2：64-79.2009."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1：3：305-17.

2010."Financialization and Neoliberaiism".In Gary Teeple and Stephen McBride，eds.Global Rule in Crisi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forthcoming.

Maddison，Angus 1995.Monitoring
 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cDonough，Terrence 1994."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in US History".pp.101-32 in David M.Kotz，Terrence McDonough，and Michael Reich，eds.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ECD.2000.World Economic Outlook
 ，www.oecd.org/.

2008.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ebsite.

Overbeek，Henk 2001."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echanism：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pp.168-483 in Ronen Palan，ed.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London：Routledge.

Piji，Kees van der 1997.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Verso.

1998，Transnational Class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Robinson，William L 2004.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various years.United Nations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Number 13 （January to June 1959） through Number 57 （January to April 2003）.

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00.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

U.S.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08.Website http：//www.federaireserve.gov/datadownload/. Statistical Release of June 3，2008.

van Apeldoorn，Bastiaan 2004."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rojec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Special Issue 7，2：110-12.

Wolff，Edward N.2001."The Recent Rise in Profits in theUnited States".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3，3：315-24.

World Bank 2005.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

大卫·科茨 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系

特伦斯·麦克唐纳 爱尔兰国立大学经济系




 [1]
 James Miehls 和Ann Werboff提供了研究协助。


 [2]
 即使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在一些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政府在调节大萧条前的商业中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比如，政府对一些工业的有限管制构成了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一部分（Kotz 1994：68）。


 [3]
 这一理论有许多版本，比如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但所有这些理论都有这一共同的基本假设，并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自我调控效果最佳的实体。


 [4]
 Kotz（1994：66）认为，美国战后SSA的核心体制——和平的集体议价、美国霸权和经济军事化——建立于1948年。同样可参见Mcdonough（1994：122—3）。


 [5]
 在认为新自由主义SSA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前提下是有可能找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数据的。1995年开始，美国股市投机泡沫推动经济5年快速增长。然而，除去那一时期的快速增长，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鉴定1995年是新自由主义SSA的起始年份。认为新SSA起始于快速增长时期是种赘述——确定新自由主义SSA的起始时间，应该以制度创建的分析为依据。而且，自从2000年股市泡沫崩溃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并不快。


 [6]
 由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直到1989—1991年才开始正式向资本主义转变，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较明确地具有资本主义特征，这要比其他国家形成新自由主义SSA其他主要制度要晚一些。然而，80年代早期中国便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苏联及其欧洲CMEA搭档也开始重新调整经济，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借贷。


 [7]
 参见本卷第六章和Kotz （2010）。


 [8]
 第三章讨论到，自由主义SSA的核心特点——其中当代SSA就是一个例子——是通过资本相对全面支配劳动力获得资本—劳动矛盾的短暂稳定。相反，战后SSA等其他所谓“受管制的SSA”，通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妥协来短暂稳定其矛盾。


 [9]
 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工资和工作条件。


 [10]
 在那一时期的一些国家，如果失业率下降到如此之低，以至于随之上升的劳动议价能力严重削减利润，政府将转向并使用总需求管理来减缓经济，并恢复资本对利润的榨取能力（Boddy，Crotty 1975）。


 [11]
 关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巨大财政赤字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这两次赤字是见利忘义地使用凯恩斯主义手段来扩张经济、增加共和党重新当选的机会。我们认为，这两个时期巨大的财政赤字是由其他几个原因引起的：（1）供应学派理论，即认为减少税收会刺激私人投资；（2）通过减少税收而把收入转给富人；（3）两个时期内都不断上升的军事开支。


 [12]
 与平均GDP增长率的有关时期相比，平均失业率的有关时期不能有重叠。因此，表4—2中的第二阶段始于1974年，而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


 [13]
 2007年，布什政府甚至提出将某些联邦征税事务外包。然而，最终被认为是回到中世纪的“税收农业”而被否决了。


 [14]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迫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即使供水也被私有化了。比如说服人们以高于汽油的价格购买瓶装水而不是以极低成本从水龙头接水喝，在发达国家也会发生类似情况。


 [15]
 解除管制的实际进展并不总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建议的那么顺利。例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没有必要，应该废除，但是国会一直走上这愚蠢的一步。


 [16]
 图4—2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后明显偏高的红利支付比率。2005年这一比率的骤降既反映了当年利润迅猛上升，又反映了分红支出下降。


 [17]
 如图4—3所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新上市股票净值总是大于零，表明非金融企业总体上从售卖新股票中筹得资金。80年代早期后负的新上市股票净值表明，非金融企业在输出资金而不是从股市中融资。2007年，股票回购净值飚升到了现金流的58%。


 [18]
 大笔红利支出和股票回购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公司经理执着于公司股票的短期绩效，而不是公司的长期经济表现。


 [19]
 高利润和显著向富有家庭转移的收入创造了大量比生产投资机会更好的可投资基金。这便产生了投机房产泡沫，因为超额基金找到了通往如企业安全和土地的资产的渠道。


 [20]
 文中所引述的第三章部分关注的是自由主义体制的一般结构。


 [21]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Joseph Stiglitz，开始批评20世纪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时，他就被突然辞退了。


 [22]
 不平等的主要作用，虽然在危机研究中并非经常被提及，但是它刺激了房屋贷款尤其是按揭贷款的快速且不可持续的增长。基于SSA理论上的新自由主义危机分析，请参见Kotz（2009）。


第五章 全球化还是空间化？世界范围内劳动过程的空间重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的学术研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普遍（Brady et al.，2007年综述）。虽然有些人认为全球化（Skiral，2002）是作为世界系统整合的百年的长期过程存在的，但有些人更侧重于世界最近几十年的变化。虽然关于全球化概念的差别很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以前许多地方、次国家或国家水平上的现象日益在全球尺度上相互关联。全球化意味着社会、文化和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多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与此同时，地域性的自治权和主权在不断弱化。

由全球化所带来的改变和那些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所讨论的转变很相似。传统学者主要侧重于金融资本、新自由主义和其他全球化体现的出现作为新的SSA主要标志。SSA理论已经有许多改进（Kotz，McDonough，Reich，1994），我们认为，SSA学术偏离了戈登、爱德华和里奇（GER，1982）劳动过程转化是每个SSA的定义性特征这一前提（Wallacc & Brady，2001）。带着恢复劳动转变中心地位的目的，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扩展SSA理论。第一，我们认为，在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处在一个新的SSA的巩固阶段。我们把它称为SSA的空间化，其前提是劳动过程和技术系统控制的空间结构重建。第二，根据爱德华（1979）理论，我们认为每一个SSA都带有一个劳动控制系统，这是透彻理解SSA的前提基础。第三，我们试图在全球化和SSA文化之间构造某种联系。

尽管全球化和空间化这两个研究分支能够相互支持，但是它们经常是相互交叉的。对于研究全球化的学者来说，我们认为，空间化为全球化程度加深提供了内在逻辑。对于研究SSA理论的学者来说，我们认为，GER的核心前提是SSA结构的动力在于劳动过程，这一核心前提提供了一个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的视角，应该被保留。通过重观和激活这一核心假设，SSA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理论提供一个独特的和必要的纠正。我们把这一章组织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研究全球化和SSA的理论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第二，我们回顾美国先前的SSA和它们控制系统的历史发展。第三，我们给美国最近的SSA提供一个空间化描述。

全球化在SSA理论中的位置

在之前收集的科茨等人关于SSA理论的一些文章里（1994），其中有一篇比较出名的文章是戈登对全球化争论的尖锐批评。戈登挑战了全球化的创新性，推翻了全球化影响工人的例证，对全球化有可能改变美国的经济提出质疑。在戈登这篇短文发表后的15年里，发生了许多大事。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批评可能不够成熟。毕竟，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年里，全球化经历了最重要扩展，而且上升到了高峰期。例如，通过充分的民主，贸易变得更加开放，从1960年占GDP 43.8%到2000年的80.6%。尽管美国贸易远低于西欧水平，但是也有了显著的增加，从1960年的9.6%到2000年的26.3%（Brady et al.，2007）。还有，美国贸易和投资开放度在1990年仅为GDP的22.9%，但是在2000年提高到占GDP的37%还要多。
 
[1]

 一些人宣称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夸大的成分，例如富裕的民主国家国际经济交流仍不成比例（Alderson，2004），但是上升的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等的事实现在很难辩驳（Brady et al.，2007）。然而戈登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的文章之后国际贸易、投资、移民急剧增长当然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Sutcliffe，Glyn，1999）。

全球化有多重含义，包括文化、政治和经济全球化；斯克莱尔斯克莱尔（Sklair，2002）将其称为“普遍全球化”；自从当代资本主义系统出现以来国际经济长期整合的历史和20世纪初期的全球化浪潮。这一文献至少跨越了社会生活的六个方面。第一，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意味着市场的开放、资本跨越国界的渗透和全球工人的更方便介入。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有时候会以劳动过程的转变为中心，即工作组织的改变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力量的改变（如Bonacich，Appelbaum，2000）；第二，在社会文化领域，全球化为交叉文化联系、生产、意识形态和行为的文化渗透和其他方面的全球化意识（例如多元文化和环境主义）创造了很多机会；第三，在政治领域，全球化意味着国家政府向国际组织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世界政府机构转变（Frank et al.，2000）；第四，在技术领域，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已经导致“距离的消失”和全球生活的超融合；第五，在金融领域，存在着调整和巩固金融市场，外汇交易监管削弱与作为积累的驱动力的企业家和商人的敏锐相对抗的金融资本出现的趋势；第六，在意识形态领域，拥护自由市场、私有化和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所扩大，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痛恨国家影响经济效率，采取专门货币措施来稳定经济（Harvey，2004）。在这六个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与在法律或刑事机构、卫生保健和医疗、娱乐、环境甚至是体育等诸多领域方面的创新相互影响、关联。

考虑到全球化背景的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研究的几个主要领域。大量的研究考察了全球化是否会引发非工会化。一般来说，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全球化并不能真正解释跨国的工会化的不同，因为这是由绝大多数机构驱动，但国际贸易和移徙导致国内工会化程度的下降（参照Baldwin，2003 ； Lee，2005； Sassoon，1996）。例如，马格纳尼（Magnani）和普伦蒂斯普伦蒂斯（Prentice，2003）认为，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工会化程度的下降无法用全球化来解释，凯（Kay）（2005）表明，全球化实际上促进跨国劳动组织的形成。然而，布雷迪和华勒斯（2000）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破坏美国国家工会组织和工会密度。韦斯顿韦斯顿（Western）（1997）发现，贸易开放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工会化程度的下降。雇主往往通过全球化生产来避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灵活和明确工作安排以及对付工会（Alderson，2004）。正如韦斯顿韦斯顿（1997：195）所述，“植根于国家组织机构的国民组织的统一性，常被一个新兴的国际体制氛围所挫败”。也许同样重要的是，管理者及雇主利用全球化威胁论博取劳动组织的让步，以破坏工人进入工会的组织和招募（Brady and Wallace，2000）。

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一个旧争论是关于非工业化的（Bluestone，Harrison，1982）。自从1988年布卢斯通布卢斯通和哈里森哈里森呼吁注意非工业化，越来越不平等的“U型大反转”，以及将这些趋势和“全球化策略”相联系的那一刻起，许多专家就分析了贸易及投资对生产工作岗位的影响。有些专家找到证据表明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伴随着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例如，奥尔德森奥尔德森（1999：718）显示：“全球化在发达工业国家独立的非工业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其他人则认为全球化对富裕的民主国家的制造就业至多只有温和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全球化的水平很难成为非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全球化主要涉及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因此对中国或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最后，人们发现技术、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在推动全球化的非工业化中更有影响力（Alderson，1999）。针对这些研究，布雷迪和丹尼斯顿丹尼斯顿（Denniston）（2006）提出了全球化与制造之间的关系曲线。起初，全球化通过分化导致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增加，这其中涉及产业专业化和跨国就业。但是，接着更广泛的全球化导致了非工业化。随着经济由适度全球化过渡到高度全球化，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企业搬迁生产设施相仿同构
 
[2]

 （DiMaggio，Powell）和生产空间化（Brady，Wallace，2000）的饱和，又将反过来破坏制造业。最终，生产收益和全球化都有助于非工业化（Alderson，1999；Brady，Conniston，2006）。

相关文献分析了全球化对特定产业和公司行为的影响（例如Anderson et al.，2001）。这项工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例如，斯克莱尔斯克莱尔（2002）通过在加利福尼亚州采访全球化公司成员来说明“全球化”在公司词汇和行为中的使用和意义。此外，科德布施科德布施（Kurdelbusch）（2002）表明，由于产品和资本市场日益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公司实施浮动薪酬计划。这些研究文献涉及全球化是如何影响不平等等更广泛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认为全球化有助于高级技术溢价和蓝领工资份额大幅度下降，美国非制造业和制造业员工收入差距增大（Bardhan，Howe，2001；Dasgupta，Osang，2002）。社会学家往往更关注全球化危机，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劳动力地位，使得管理者和资本家权力扩大，能够寻找到更便宜的工资（Brady，Wallace，2000）。奥尔德森奥尔德森和尼尔森尼尔森（Nielsen）（2002）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和移民促进了不平等的U型大反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富裕民主国家经历了这一过程。有专家表明，美国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不平等，减少了工人收入（Brady，Wallace，2000；Dasgupta，Osang，2002）。最终的共识是，不平等的国别差异或资本主义多样化在高度全球化下始终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富裕的民主国家增长的不平等上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分由于哈里森哈里森和布卢斯通布卢斯通最初认为的全球化让报酬丰厚的工人具有可替代性，关于空间化的讨论同等重要，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是全球化如何改变工人和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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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力量以及如何触发弹性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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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不幸的是，这种精确的机制在全球化的文献中才刚刚开始研究。

除了这些文献之外，许多关于劳动和工作的方面在全球化文献中很少受到关注（Brady et al.，2007）。一些研究探讨全球化如何影响工人的经验，尤其是跨国公司（例如Blair-Loy，Jacobs，2003；Ono，2007）。例如，舍韦舍韦（Scheve）和斯劳特斯劳特（Slaughter）（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员工对于不安全的感知。然而，全球化研究普遍忽略了就业的主观方面，例如满意度、自主权和异化等（参见Gille，O'Riain，2002；Graham，1995）。其危害是，全球化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SSA文献和GER（1982）劳动过程的核心内容。这就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SSA理论为将全球化置于历史背景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将全球化及其后果和对工作的其他影响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全球化对工作和劳动过程的影响源于对劳动的空间结构调整。

积累的社会结构和劳动控制系统

在我们开始对空间化陈述之前，我们来讨论一下先前的SSA的历史轨迹，为空间化的产生提供历史背景。GER的开创之作，《分工，工人分配》（1982）将SSA描述为便于资本积累复杂的整合的制度安排。包括核心技术体系、市场组织方式、货币信贷制度、政府参与经济的模式、限制资本主义内部竞争机制和军队在保护资本主义市场通道的作用。重要的是，GER注重处理冲突体制的创造和消亡。事实上，他们定义的三个连续的长期波动是：无产阶级初级化、同化和分化，其重点在于阶级斗争中劳动过程的广泛重组。

SSA的特征是连续的探索期、稳固期和衰退期，正如每个SSA出现，并最终的表现一样。每一个衰退期也是一个探索期——在旧SSA下的资本主义扩展的障碍让道于新的积累的探索性策略及调整。每个新的SSA通过探索性调整为振兴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途径，同时解决控制和空间化劳动力的关键问题。尽管原作把重点放在劳动过程的阶级斗争上，但我们认为在随后的SSA的文献中，对劳动过程的重视可能已经减少）（Brady，Wallace，2001）。

爱德华（1979）增加了一个对工作场所控制系统的令人信服的描述，这历史性的调和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地带”。爱德华认为，不同控制系统的周期性出现，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之前控制系统效率下降之间的固有矛盾。当控制系统占优时，劳动力就相对薄弱，当控制系统开始衰退时，工人抵制资本主义的特权就变得更加容易而且有更广阔的成功前景。爱德华对资本主义控制系统落涨的描述基本上与SSA的兴衰相吻合。事实上，我们认为，控制系统是处理资本—劳动之间冲突的关键机制，尽管这在GER里没有明确指出（1982）。每一个SSA都有一个主要的控制系统，通过策划工人的合作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控制的基本危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含蓄的但又至关重要的SSA和控制系统之间的桥梁，正如我们回顾先前的每个SSA所发现的。

接下来，我们为SSA和控制系统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以此为新时期的空间化和技术控制提供一个分析基础。表5—1列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论点。

表5—1 SSA和主要的控制系统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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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个SSA，无产阶级化对资本主义车间或工厂工作的工人进行更稳定的监管以寻求更可靠和集中工作效率。这种SSA及其简单的控制系统在19世纪20—40年代进入探索时期，在40—70年代进入巩固期，70—90年代进入衰退期。在此期间的主要变化是，现在工人在资本主义的屋檐下并朝资本主义方向劳动。大多数工人保留自己的生产方式，往往拥有自己的工具。不过，这种新的关系本质上是冲突性的，工作人员必须服从于一个新的工业方案。在爱德华（1979）称为“企业控制”的一系列简单控制下，资本主义企业家直接监督日常运作，通常资本家又是工匠。企业家的控制是随意的、反复的，有时甚至是笨拙的，但通常十分有效，因为工人的忠诚和模糊的生产过程的阶级性激发了辛勤工作和企业家的亲自参与。企业家的辛勤工作和亲自参与激发了工人的忠诚，模糊了生产过程的阶级性。持续增长带动公司扩张，这对企业家的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资本主义企业家对日常运作的监视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企业的增长也超过其初始值，企业家将权力下放给更广泛基层领班和监工，这是一种简单控制的分析形式“等级控制”。虽然公司稳定增长的问题得到临时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损害了忠诚度。

当无产阶级化下降时，两个事实引发了工作场所控制的新的危机。首先，工厂条件恶劣和工厂管理人员任意行使权力，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变得透明。其次，工人获得关于车间生产的垄断性知识，平衡力量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伴随着19世纪末期由经济危机的这两个因素标志着的第一个SSA无产阶级化的消亡，人们开始努力探索构建一个新的SSA。20世纪初出现几个争夺资本主义注意力的“实验”性控制系统，这些系统试图解决简单控制的危机。爱德华论述了资本主义福利、科学管理、公司工会等的演变和最终灭亡，其原因在于试图重建简单的控制。然而，每个系统的失败教训都被纳入接下来的SSA中。

在无产阶级化之后，接下来的SSA出现同化。同化促进了分工，细化工作，但也破坏了工艺工人的技术。在同化之下，技术控制用机器技术将大公司员工捆绑在共同工作节奏之下，此时资本家的直接监管不再现实。在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SSA开始了它的探索期，在19世纪90年代到一战期间进入巩固期，并在世界大战期间进入衰退期。同质化的特点是，首先，通过对工艺工人直接、固定的监视工作，效率可以增强，获得更多的产出，新技术的应用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相对于失败的实验控制系统，同化的成功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组织。具体来说，机械化生产产生了更详细的分工，加强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雇主对劳动控制。技术控制的典范是流水线控制，其中包括机械设计和规划工作流程以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和更有效的工人控制。正因为如此，它是客观的并且缓和了早期系统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它减少了领班的作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使劳动过程“合理化”，损害工人的工艺知识并把他们变成半熟练或不熟练劳动者（Braverman，1974）。

技术控制，努力创造了更大的剩余劳动力蓄水池，通过将工人分解成不可交换的部分，成功地重新控制资本主义。但是，这样做只能产生昂贵的副作用，即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深相关冲突。实际上，资本家技术控制的行动激励工人集体抵制工业工会和空前劳动军事力量。在大萧条时期，资本家不仅面临经济危机，而且面临新的控制危机。

二战之后，为解决先前SSA的问题出现了分化，分化的SSA和伴随它的政府机构控制系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入探索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又进入巩固期，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开始衰退。我们认为，20世纪过去的25年代表着分化SSA的衰变期和下一个SSA的探索期，这一分化试图分层工人力量，分解工人对职业、行业、种族、性别和阶级路线的忠诚。分化通过“分解和征服”的策略颠覆了同化，即将劳动市场分为垄断/主要的和竞争/次要的分化。

为了瓦解工人的团结，不同部门的工人归属不同的组织、奖励和调动制度。主要部门取得稳定、高薪、保障的工作与晋升机会，并通过适当的过程解决抱怨而成为良性的权威系统。次要的部门特征是微小、低薪、无晋升机会并且任人行使权威。从而分化加强了：工会保证员工的安定并获得经济馅饼中更大的份额，从而有组织的劳动力和垄断资本之间达成资本—劳动的协调，资本和国家福利达成协调，这保护了脆弱者和美国公民，美国因此成为全世界主导地位的霸主（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f，198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化巩固期，这又引发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战后黄金时代”（Arsen，1991）。

鉴于技术控制受限于技术组织，政府机构的控制植根于公司的社会和组织结构。政府机构控制的书面规则和程序包括管辖的职位分类制度、工作条件、工资和晋升、评价和纪律以及解决不满。政府机构控制对分化进行补充，越来越多的工作类别伴随着自主权、奖励和机会的差异。在工会的工作场所，通常这些程序设计能够得到工会的同意，以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工作保障。

政府机构控制非常适合垄断部门主导的大型公司的大规模运作。政府机构控制的隐蔽性和客观性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常规化管理推进了结构性机会与工人资历的草率联姻，而不是由管理者个人来决定。不像以前的控制系统那样将工人推到极限，公司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生存并且发展它们在组织日常事务和工人正常工作的能力，而不是追求最高生产能力”（Edwards，1979：157）。由于对工作的专业化和常规化，政府机构控制在标准生产和大型消费市场上获得统治地位。

通过撰写《竞争地带》，政府机构控制的矛盾显示出了“与魔鬼达成协议，虽然暂时解决了麻烦，但却意味着长期灾难”（Edwards，1979：157）。首先，政府机构控制下就业机会的增加，意味着工人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发泄对工作的无聊或不满意引起的沮丧。其次，在长期劳动合同和生活费协议的帮助下，政府机构控制加快了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从可变成本转向固定成本的速度，从而挤压资本主义的利润，尤其是在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因此，政府机构的控制体现了拥有高工作保障的工人所需的忠诚和工作分配灵活性的愿望之间的矛盾。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劳动国际化再也不能调和这个矛盾。最后，政府机构控制潜在的政治化阶级斗争，通过相应的规则和程序与公司内部追求经济民主和公民权利的广泛运动产生冲突。

空间化和技术控制

分化SSA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开始进入衰退期，这也正是下一个SSA的探索期。自2000年以来，我们提出的新的空间化SSA经历了巩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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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dy，Wallace，2001）。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对政府机构控制的低效率的替代品的实验，（例如工人参与、质量圈和利润共享），试图将政府机构的控制在表面上人性化，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核心。相比之下，目前的空间化SSA引入劳动力的空间分工和空间重新部署的威胁，从而消除工人潜在的抵抗和瓦解工人对地域和国界的爱好。空间化是伴随着技术控制（Burris，1993）出现的，这其中涉及计算机的运用、信息技术和科技知识，并通过地域遥远的网络组织来组织和指挥劳动过程。

空间化优先考虑雇主对业务运营的地域安排优化的要求，以维持靠近劳动力市场、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需要。此外，空间化涉及劳动过程的改组，使得具有不同的工作任务的劳动过程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并在盈利和控制上都没有损失。少量工作任务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雇主可以通过再定位或用再定位来威胁，以达到规范工人、侵蚀工资和维持静态的劳动力供应的目的。简而言之，空间化使得资本家在新的全球经济下能够更广泛地使用更加便宜和弱小的劳动力。

空间化通过下列方式变得更加可行：（1）工作任务模块化的增加（例如将工作分解为相离的部分，由于高度整合的劳动分割使得不同的模块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完成）；（2）先进的运输技术；（3）先进的信息和电信技术；（4）新的解决经济整合和自由化问题的地方政治协议，许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有足够的常规化工作任务（点1），在交通、通信以及贸易的技术创新（点2，3和4）使得整个工作部分可以发生地理互换。

然而我们认为，雇主追求空间化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空间重新部署本身，而是让灵活积累的成熟系统成为事实（Rubin，1996）。在获得顺从的劳动力从而有利于灵活积累上，空间重新部署的威胁往往被视为和实际再定位过程本身一样有效。因此空间化对于重新诠释由罗森伯格（Rosenberg）（1991）定义的劳动灵活性的三个方面：工资的灵活性（工资调整以适合劳动力市场状况）；就业灵活性（根据需要改变工人数目或工作时间）；功能灵活性（根据生产需要改变单个工人的工作任务）。

实体经济变化的这30年，标志着分化和空间化探索时期的衰退。20世纪70年代是“非工业化的十年”，其中由于工厂关闭和/或业务转移，上百万的蓝领失去工作（Bluestone，Harrison，1982），非工业化标志着新的“资本的过度流动”开始（Bluestone，Harrison，1982），资本可以迅速流向低工资的劳动力蓄水池，这首先出现在美国的“阳光地带”，然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其他发达国家（Brady，Denniston，2006；Brady，Wallace，2000；Grant，Wallace，1994）。与此同时，娴熟的通信技术让美国公司在舒服的总部就可以监测到全球的日常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幸保住工作的美国工人面临经济奖励和工作保障日益减少的前景（Wallace，1998）。长期影响是中等工人工资结构的严重削弱，使得资本家能够宣称劳动过程的灵活性，并给工人传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信息。

虽然非工业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在20世纪80年代“非工会化的十年”，见证了雇主对工会攻击的扩大。在这一攻击的分水岭时刻，里根里根（Reagan）总统打击了空中交通管理职业组织（PATCO）的罢工，这标志着一劳永逸的资本—劳动协议消灭，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灵活积累阶段出现的雇主—工人关系的规则。为削弱工会，雇主采取的新策略充满了空间化的标记：离间（使两个遥远的工会组织的工厂或工会和非工会工厂有矛盾并相互斗争）；两级工资结构（给新员工比从事同样的工作的老员工更低的工资和福利）；外扩（给非公会工厂更低的报酬做部分分配给工会员工的工作）以及家庭工业（一种特殊类型的外包工作，工人在家里完成工作）。

非工业化让道于对20世纪90年代的“减小规模的十年”，其中大型企业大幅度削减其劳动力队伍，并采取多种形式的临时工作来扫除政府机构控制的残留（New York Times
 ，1996；Wallace，1998）。森尼特森尼特（Sennett）（1998：49）估计，到1995年，美国被裁减了13万至39万工人。减小规模、临时劳动和工作保障的缺乏是新的灵活性公司标志，也是空间化工作结构重组清晰的体现，临时工人时常提醒长期工作者他们拥有的工作到底是多么的临时（Budros，1997；Smith，1997）。在减小规模的过程中，在AT&T裁掉超过12000的工人，一位经理陈述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临时工人”（Andrews，1996：D1，D6）。民族志研究人员在研究20世纪90年代临时工人的时候提出：永久和临时的工人都是“分开和征服”策略的受害者，其中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和怨恨对方，对工作成果不满，工作更没有保障，管理更严格（Henson，1996；Parker，1994；Rogeis，1995）。

虽然空间化意味着多层次（即地方、区域、国家、跨国和全球）空间化劳动分工，这与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许多现存的全球化观点都明确地纳入空间化的主要特征中。吉登斯吉登斯（Giddens）（1990：64）确定了全球化的主要特点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化”，换言之，全球化可以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强化了的社会关系把相距甚远的地域联系起来，从而远处发生的大事可以影响当地发生的事件，反之亦然”。还有人指出，全球化隐含着通过对时间和地域的压缩使得世界“缩水”（Harvey，1989；Mittleman，1996）。卡斯特（1996：92）简明扼要地定义了空间化，认为全球化经济的本质是“能够在全球尺度上实时地作为一个整体工作”，卡斯特还设想了一种全球的信息和资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界限自由流动的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许多新的组织形式正在出现（DiMaggio，2001）。

弹性积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诸多方面，例如外包和即时存货控制系统，需要跨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合伙企业、合资企业、转包合同以及与独立合同之间建立的临时关系——伴随着传统的吞并——组织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许多这些新的安排，如国际汽车工业的合资企业——故意超越国界，以利用由某个或者另一个伙伴探索市场优势，以获得经济规模，信息共享或诀窍，或者是简单地分担在混乱或快速改变的市场中不稳定性的风险（Hollingsworth，1998）。这些新的组织安排，进一步深化了代理商、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组织成为全球化网络生产的一个节点，并成为引导国际资本和信息流动的管道。因此，在空间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接近哈里森哈里森的（1994）“无中心的集中”，虽然分散，但是资本的力量增强了。

正如我们在前一部分中的讨论，任何一个SSA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控制系统，空间化需要一个根本的新的劳动控制系统，以使资本家能在不集中和地域分散的情况下维持有效的控制和协调。根据贝弗利·伯里斯贝弗利·伯里斯的（1993）《工作技术》，我们认为，技术控制系统能够允许灵活性和协调性，以便于空间化下工作（关于技术专家政治论的更早讨论参见Akin，1977；Alvesson，1987）。在技术控制手段中，可以把更早期系统的原理包括进去，它集中在工作场所中使用计算机技术和在创造中使用技术专长，传播和解释计算机化信息。在工作场所中使用电脑同时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自治的、创造性的和自然的工具（Hirschhorn，1984），或是一种让心态麻木的日常化的工具（Shaiken，1984）。从工作场所电脑化的大量文献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计算机化工作真正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并不是由计算机本身决定，而是由资本家、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决定并按照他们的利益组织的。伯里斯（1998）认为，计算机技术比以前的工作环境技术都更灵活和富于变化性，从而为工作的组织带来更广泛的应用。

技术控制手段在从以下四个方面与盛行的空间化趋势相一致。第一，虽然以远距离工作和电话会议为特征造成了电脑和相关技术的分散化，但仍存在一种潜在的控制中心化。在某些情形下，工人可以对日常活动的速度和流量具有自治权和决策权，并在这种气氛中工作，这保证了在手工技术中盛行的工作概念和执行一体化。但是在更加日常化的工作中，执行任务主要是电脑化的过程，工人变成看管机器的人，他们监控系统的运行和产出的质量，并且报告损坏和故障。

有人认为，技术控制决策往往倾向于“算法控制”的特点，尽可能减少“由计算机执行的自己控制的规则（算法）的决策”（Appelbaum，Albin，1989：252；对照Vallas，1999）。算法控制普遍存在于医疗技术师、汽车机械师、面包师、保险理算师、机械师、旅游代理、银行出纳员、股票经纪人和UPS运送人（Sennett，1998）。在极端情况下，技术控制有可能破坏传统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利，危及与客户或顾客交换的机密信息，或破坏许多行业中标志性的自主权和专业判断。因此，技术控制最终的前提是日常化非常规的工作活动，而且管理监控尽可能比以前的任何控制系统更紧密、更全面。

第二，正如空间化能够转变全球经济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技术控制则会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技术知识的两极分化（Burris，1993）。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涉及了二分法。主要是介于：分析、操控和翻译计算机系统的人或设计和修理系统本身的人员；文职工人或只是收集、存储和执行计算机信息日常化（算法化）操作的数据登记人员（Kraft，1977）。专业知识的分化是重组核心和临时工作场所边缘的关键轴，在这些工作场所中，一些重要的人仍然是永久性雇工，一些不重要的人被裁减或者成为临时工。因此，技术官僚的控制，不仅是雕刻资本主义企业的精简和平均的外表的主要力量，也是塑造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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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非正式文化的重要特点。

第三，技术官僚控制促进社会网络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这强化了现行的空间化的内部组织网络的模式。电子邮件、互联网和其他计算机通信系统改变了僵硬的等级界限，这一界限限制了官僚机构的社会互动，产生了更密集的、更有活力、更流畅的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在组织内部横向和纵向压缩，并超越了组织界线。这些通信的新模式在工作组织的“去分层”做出贡献；工人之间自发的、不正规，甚至偶然的相互作用跨越传统的地位和权力的界限，以及组织间联系的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电脑通信使得新的“网络组织形式”成为可能，它的运作有利于威廉森威廉森（Williamson，1975）的促进市场和领导层之间的分化（DiMaggio，2001；Powell，Smith-Doerr，1994）。技术控制的网络工作功能可能带来内部组织协调例如强化工人的问题。例如：专业的、电脑化的通信服务更有可能提高协作和更高效率的服务，对于所有的工人，它具有潜在的民主化功能，并以一种跨过全球管理者目的的方式允许工人集中资源和共享信息。（Wellman et al.，1996）。

第四，技术控制产生了一个新泰勒泰勒（Taylor）主义，即技术控制思想体系中工作场所的决策是由技术追求驱动的，而技术被认为是只有技术专家能理解，超越了普通工人的理解范围（Burris，1993，1998）。这是寻求泰勒泰勒设想的以“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完成工作任务或组织者的目的。泰勒泰勒设想要求把技术专家放在首要地位，并次要考虑其他所有因素。此外，这一设想倾向于非人工化的管理控制，并把工人对工作中更加苛刻的条件的抱怨完全归咎于计算机，而不是管理人员。重要的是，技术控制的思想体系优先于讨论交替安排，这掩盖了本来可能被发现的政治选择，这些政治选择主要是关于工作重组，并使新地位和权力安排合法化，在权力结构中将技术专家放在关键的作用上。这样，技术控制思想体系的微观动力补充了使经济空间化的宏观水平的“低路”心态（Gordon，1996）。这两种意识形态有着确定性、底线性的心态，注重盈利能力和管理控制，排斥提高劳动者生活质量和素质工人的人类潜能的倡议。

结论

本章主要通过探讨劳动过程的中心作用和主要控制系统的形成来谋求振兴SSA理论中的一个原有核心焦点。我们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期摆动是一个称为空间化的SSA涉及工作的空间重组，以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对资本积累过程控制。技术控制系统对空间化进行了补充，它集中于把计算机的力量转移到组织经济活动不同的节点和工作领域技术专家的支配权。这种SSA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种新的灵活的积累系统。该系统的风险转移到工人，远离雇主，并通过将资本主义积累的体制嵌入一个灵活的网络来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并旨在实现大规模用户化产品和服务的目标。如果最近的趋势显示出任何迹象的话，工作没有保障，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将肯定是空间化SSA特点。

我们描述了关于空间化的讨论，展示了当前工作场所的转变如何反映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趋势，说明了积累过程中危机是怎样产生和解决的。以前的每一个SSA通过发展一种恰当的制度来方便资本积累。重要的是，每个新的SSA为实现这一目标，注重对劳动过程基础的重新安排。无产阶级化通过让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厂和车间里受到更频繁的监督以实现更为可靠和理想的工作效率。同化强化了劳动分工，这种细致的劳动分工简化了工作任务，破坏了工人的工艺技巧。分化试图通过分化工人的忠诚来对工人力量再阶层化并调整奖励方式，而职业、行业，性别和阶级可以分化工人的忠诚。空间化通过引入劳动空间化分工和再定位对工人威胁以化解工人的反抗和瓦解他们对于地域和国界的偏好。

每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都依靠一个主导控制系统，这一系统试图通过寻求与工人的有效合作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控制的根本性危机。简单的控制可以通过工人对资本家的忠诚使工人达到最佳状态，企业家正以他们自己的努力为他的员工提供榜样。当资本家的直接监督变得不再现实的时候，技术控制企图利用机器技术，将在资本主义大型企业中的工人捆绑在一个共同工作节奏下。政府机构控制试图使用包括多种等级的权利、地位、经济奖励的等级安排，并期望以此作为一种推行方式来激发“例行工作”，以促进公司繁荣。技术控制注重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和技术专长，并通过网络和组织来组织和引导劳动过程。

SSA理论断定，当每个积累系统达到成熟水平时，可能给新的积累和控制创造新的潜在危机。因此，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未来的半个世纪空间化SSA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虽然社会预测是冒险的，但是可以预测某些广义模式。首先，虽然目前空间化充满着巩固资本和分化劳工的特征，但如果工人之间国籍和种族的分歧能够被克服的话，新时期完全有可能产生工人集体反抗资本主义的机会和策略。其次，积累过程与常见的计算机技术同步，给工人集体沟通、组织，挑战技术专家和资本家的权威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再次，高端和低端工人之间的劳动成果差异的加剧以及公民作为消费者和工人的经历的差异，将会使工人的生活质量和权利受到更多的关注。最后，技术能力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日益加剧，技术能力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住房以及支持全球人口舒适，经济体系的不平等性在全球范围内则会产生大量的贫穷、饥饿和绝望的人群，两者之间矛盾的加剧将可能引发对当前系统的合法性的危机（Przeworski，1991）。

无论如何，21世纪的工人将在一个没有界限的经济领域内进行越来越多的工作，这一领域中没有国界，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时空界限，虽然这种界限已在多个世纪以来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无疑会为世界范围内工人工作的前沿，同时也为学者创造出许多新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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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平均贸易和投资开放程度在1975年达到GDP的53.4%，2000年达到136.1%的高点，2003年下滑到100.5%。这个平均值部分是由西欧的小国高水平投资流推动的，像比利时、荷兰和爱尔兰。贸易和投资开放程度比西欧以外的国家上升或下降得慢一些。不管怎么样，美国从1960年的18.2%翻倍到了2000年的37%（2003年是31.9%）。


 [2]
 模仿同构指的是这样一种群体行为：在不确定环境下，一些组织模仿其他成功组织的行为。


 [3]
 例如，Choi（2006：78）认为，由于全球化进程对镇压工人有积极作用，“公司”加快地理移动，工人害怕从谈判桌上失去工作，只好接受更低的分红。


 [4]
 全球化触发的机制变化产生了易变性、不确定性和工人无保证性等问题，而且破坏了管理—劳动关系的社会合同。


 [5]
 空间化理论的实证应用，参见Brady和Wallace（2000）； Grant（1995）； Grant和hutchinson（1996）； Grant 和Wallace（1994）。


 [6]
 Kunda（1992）认为这样以下两个部门的工人控制形式存在微妙的区别：如果专家能够通过加班、自愿分配有挑战的工作、与工作场所的有影响力的知情人建立社交达到组织目标，并且能够说明这些目标的识别和国际化，专家就可以采用“规范控制”；反之，非专家要采用更强制的、更实用的控制方法，与有影响力的工人脱离信息往来。


第六章 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金融化

引言

社会积累结构（SSA）具有生命周期。它们诞生于与衰落的旧SSA的对抗性关系之中。从概念上讲，它们最初出现在一个批判性的时刻。此时，已经弱化的制度性调节和制度规范被废除，而制度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预期已经形成。新SSA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考虑到了在稳定条件下重建的积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把SSA定义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科茨和沃尔夫森在第三章中持这一观点）。相反，应该把SSA定义为：几十年内经济的稳定性以及规定这种稳定性的制度构建一个决定性整体的方式（见第二章）。

出于对20世纪20年代的财政超支与危机作出反应的前车之鉴，SSA在30年代建立起来并在战后时期得到巩固，它抑制了财政金融在经济中财政的作用，这种SSA在70年代大萧条滞涨时期衰落了。新SSA开始于80年代中期取代了旧SSA，并迅速给金融带来一种极大的、最终根本难以持续的作用职能。笔者同意这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一种国家凯恩斯主义的SSA在战后时期被联合起来得到巩固，并最终导致了终止于70年代的大萧条滞涨时期。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SSA可以追溯到罗纳德·里根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获胜之时（当然，不是所有的SSA的起始时间都与具有转折意义的竞选完全一致）。新的SSA具有以下特征：劳动相对弱于资本，保持从而形成了生产能力与工资之间的相应差距；本质上与以往不同的竞争全球化（即可用“跨国经济”一词来概括的复杂商品流通链和生产场所多元化，而不是以前以各种制造业在中心国、日用品生产在外围国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曾在国内受政府保护的寡头企业的固有地位及其前景被推翻；借贷资本和投资资本的流动。

在这一章中，笔者主要考察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几个方面：国内层面和全球水平层面的金融创新，以及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解除管制所带来的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就像科茨和沃尔夫森在第三章中所指出的，在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时期，尽管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并没有使随着SSA施行而负债累累的大多数人受益，却使富人增多。这种不平衡性，即债务杠杆的脆弱性，进而引起的总需求的脆弱性和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不足，使得这一时期具有特定特点。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可能在21世纪前十年中的最后几年就结束了。当然，现在下定论还太早。据笔者估计，SSA理论家还将就新自由主义的时期划分问题继续展开争论。此外，在SSA框架下，如何把阶级关系和政府关系加以理论化，以及跨国SSA在现阶段是否已经出现等问题，同样需要加以研究。笔者会在本章结论部分再讨论这些问题。

新自由主义SSA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既在旧的国家凯恩斯主义解体方面具有消极作用，又在创建新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关系中具有积极作用。前者可以看作是危机阶段，而后者可看作是与积累相关的制度的建立过程。由于可能缺少对变化的辩证性质的评判，所以经历转变时期的观察者无法理解，表面上经久不衰的调节体制在崩溃或解体时所形成的推动力量是如何成为将新的社会元素并入SSA萌芽的必要前提。

因此，许多分析家开始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倒退至已不再存在的一种资本主义的尝试。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有人不愿意把战后SSA制度下具有较大风险、更不稳定的全新阶段只看作是危机时代。但这一阶段已持续数十年。安德鲁·甘布尔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2006：21）已经指出，经过一段时间才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新’的含义上确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特点，并且是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关系重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自由主义具有全球一致性。它的主要原理、观点和实践是相互强化的。关于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新的分配方式摒弃了政府供给福利的资格假定和政府的管制地位及参与，从而有利于解除管制、外包和私有化。一方面，资本—劳动者之间的新冲突具有弹性，表现为失去工作的代价较高、工资和津贴具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新冲突表现为个人主义取代了团结、对工会的认可以及更高程度的工作保障。在先前的世界体系中，较富裕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是核心—外围关系，前者是工业化国家，后者作为原材料的提供国。现在，新型工业经济的出现取代了核心—外围关系。而原来的核心制造国则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其商业服务和高科技部门的增长已经变得独有特色。因此，资本—资本之间的关系被全球化。复杂的商品链表明，在生产过程中，技术娴熟的企业之间存在复杂的合作—竞争模式，供应商和承包商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

从国家凯恩斯主义SSA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转变

金融部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加速这种发展的需要。就像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触发全球危机一样，这种金融占中心地位的SSA的衰退是相当突然的。一种新SSA正在形成。是否能够洞察以下这种转变，对回顾从国家凯恩斯主义SSA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转变是十分有用的。从SSA的角度来看，尽管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所引发的经济危机程度较深，但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终结也是意料之中的。

在战后SSA中，银行与制造业公司之间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使得欧洲的社团主义和日本政府主导的银行模式受益。与战后SSA不同，全球新自由主义赋予英美的金融集团特权。它关注短期的利益最大化，更好地适应资本大量重新调配、部门快速重组、缩小规模、关闭企业的需要，并关注所持股票的市值。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全球经济发展减速且更不稳定，导致利益追寻者沉迷于一系列的金融投机。而这些金融投机活动的潜在获利机会是由浮动汇率、半外围的新中心快速增长等偏差造成的。在每一次新情况的适应性调节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业，为认识变革性元素提供了途径，并就新时代的积累体制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怎样允许金融部门占有生产中创造的、较大份额的剩余价值？在这点上我们认识到以美国为基准的金融体制（包括在伦敦市与其他地区的附属机构）的重要性。在这一体制下，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者通过重组集团结构使股票市值最大化，从购买股份、合并和金融套期保值策略中获利。第二，到现在为止，这一体制现在有几十年的历史并展示了明确的倾向性。现在，它的成功恰恰带来了一种威胁其自身稳定性的扩张逻辑。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它的内部矛盾呢？

金融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结构的核心。而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标志，可能还有其他事件。但是笔者强调以下方面的重要性：（1）运输业和通信行业巨大创新和成本降低所引起的生产重组——这些生产重组已经扩大了商业的范围，从而鼓励了那些需要资金支持的大型重组；（2）计算机辅助的数字分析技术与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进步能够在市场评估和风险评估方面以低代价及高复杂程度进行精确计算，并分析发展新金融工具的风险；（3）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的终结给通过金融革新带来机会，从而防范不断增加的外汇风险；（4）作为公司治理主导思想的股票市值最大化原则的成功实现——这一成功为管制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上述第一方面的发展，重新评估各种资产，开辟了市场，鼓励兼并及复杂的供应网络及商品链。第二、三方面的发展导致金融工程学的出现，以及创新型金融产品使用的发展和迅速扩张。衍生工具的激增推动各种资产价格运动的投机性买卖，并允许超出直接购买能力举债经营。由于高杠杆率，在交易中实现小额收益的金融精算策略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利润。这些机会刺激人们去寻找开发资产价值的各种方式方法。结合列举的第四方面的转变，对于在管制资本主义时期与强势工会签订合同，并与社会伙伴达成政治和解的企业来说，这些发展迫使它们摒弃以前的看法。

提出金融化测量方法的格丽塔·克利普纳格丽塔·克利普纳（Greta Krippner，2005）注意到，我们生活在金融世界里，这一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大大小小的美国公司的经营随着华尔街的节奏而变化”（Krippner，2005：173）这一点已成共识。在将这种发展理论化时，笔者认为：金融化是当代社会积累结构的核心特征；如果金融创新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那么英美资本主义模式也已经主要依靠金融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金融化已经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方式，并产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化风险。

金融化作为SSA的关键词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从金融产业对其他经济活动的主导性而言，金融市场强有力地决定着总体经济状况，并成为新SSA的核心特征。也就是说，股价、币值和利率决定了劳动人民的经济前途。而劳动人民又受投机者的摆布。这些投机者左右着集团的策略及政客的选择。金融活动在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正是新SSA的重要特征。

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文章的以下内容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从国家凯恩斯主义SSA到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转变，强调金融业发挥的核心作用。第二部分讨论在当代金融业怎样继续重组市场。最后一部分从全球角度讨论这种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内在的软弱性和危险性。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中金融的核心作用

伴随着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从国家凯恩斯主义社会积累结构（SSA）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SSA）转变的重要性逐渐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把关注点首先放在贸易对于国家经济重组过程中的影响上。人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认识到，全球化和解除管制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SSA）相伴随，并使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SSA）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实现。每个阶段中主导这一过程的因素不同：第一阶段，即1950至1970年，贸易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国外投资起主导作用；最后，从80年代早期开始，金融自由化起主导作用。关于第三阶段的重要意义，纳雅纳雅（Nayyar，2006：145）写道：

有两个方面：工业化国家解除对国内金融部门的管制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表在其资本账户引入可兑换性……自80年代中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金融全球化，与管制和控制的废除有关。

事实上，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金融管制全面解除之前，金融化的趋势是明显的。当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寡头竞争下国内（相对的）平静的生活遭受来自外国企业的压力时，国内生产商（常常是国外生产商子公司的拥有者或是与国外供货商有外包协议的生产商）的利润更有可能再投资到金融资产而不是投在工厂和设备上。魏斯科普夫、鲍尔斯和戈登（1983：389）注意到金融资产的增加。而企业中金融资产占全部可利用资金的百分比，从1959—1966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73—1979年的25.8%。

在一篇比较有引用价值的文章中，保罗·斯威齐保罗·斯威齐 （1994：11 ）刻画了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性转变：

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轨迹伴随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而改变。很多人（尤其是激进主义者）在很长时间内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宝座是在几百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交易所内。尽管这些实体在分配资源及其他重要事务上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还有一点需要加以重点考察。即这些交易所的占有者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金融资本，因为它通过金融市场来进行全球网络运营。换句话说，真正的权力与其说在交易所内，不如说在金融市场上。

斯威齐接着说，对首席执行官们（CEO）的这些分析同样适用于行政官员，因为金融市场决定着行政官员们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不仅适用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监督下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导人，而且居于核心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在内。行政官员们一般还没有怀疑金融市场的效率。的确，行政官员们向曾经在其竞选获胜中做出主要贡献的金融部门请示，哪些是金融部门需要的政策，而哪些是不愿讨论的议案。斯威齐不仅列举了克林顿政府财政政策的实例，而且列举了在金融市场下克林顿政府卫生保健改革失败的实例。

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间，金融业已经以超过实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增长（Tabb，2007）。美国金融部门在其巅峰时期创造了企业利润的40%。在英国，金融服务业创造了GDP的25%。在其他国家，虽然金融业不像英美金融业那样占支配地位，但重要性不断增强，因为英美体制把其金融创新产品带到了当地市场，而国内体制仿效了这些策略。所有这些行为的核心就是债务的增长、安全系数和借贷标准的恶化、高杠杆率、金融资产比重增加。而这些金融资产更具流动性，并被证实比最初预想的风险性更高。到2008年中期，金融资产已给大银行带来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有很多方面会产生债务。债务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增的实际工资和失去工作的高成本（Farber，2005）。这促使信用等级低的低收入家庭从银行借贷来维持消费水平。劳动力市场上停滞的工资和购买力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市场对美国企业施加重组压力的结果。具有大量现金储备的公司成为私人股权公司的目标。这些私人股权公司通过支付溢价进行操控，从而能够收购并重组企业（售出或闭门歇业、缩小规模或以其他方式抽取资金，在这些公司重新上市之前使其负债累累）。

全球化和境外生产给工人们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工资和薪水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2005年达到创纪录的最低水平。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01年（经济开始好转的年份）的7%，上升到2006年初的12.2%。而同期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却下降3个百分点。在2001到2005年之间，美国家庭债务以高于总体经济增速60%的速度累积。金融部门的发展还有其他原因。国内或跨国的企业并购和收购活动，依赖债务的金融化和承担；国际导向的企业学会了回避外汇风险并且把应收账款证券化，而银行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新产品。这些发展都提高了利润并扩大了金融服务部门的规模。

正式宣告金融化时代到来的最早的标志之一就是证券化的扩张（即把非流动性资产转变为流动资本的过程）。通过捆绑期望现金流（信用卡应收账款或者“飞机租赁费”）并把它们打包成售出资产，买方得到可支付的未来现金流，而卖方得到一次性支付的款额。证券性抵押贷款允许银行廉价售出它们发起的贷款并创造新贷款。这种证券的买主随处可见，现实房地产市场的上升趋势，较低的违约率，及发行基金的低成本，都推动了金融业务通过向实际信用状况薄弱的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而扩展到次级市场。

在这个市场中，大银行是主要参与者。它们通常建立子公司、提供贷款，并将二者捆绑，以证券形式将其中大部分售出。这些证券赢得高信用等级并被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购买。发放贷款的银行销售这些证券。无论证券的买者还是卖者都没有尽职调查或者担心如果利率上涨会发生什么。而负有还款义务的变息贷款者会很容易支付不起。结果，在2007年次级市场的崩溃中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金融奇才们设计出一种可以出售商标专用的实体（SPE），称作“浸泡的油炸圈”。在公司继续经营业务（带有广告支出等限制，以便保护新所有者的投资）期间，这一实体拥有商标。SPE所有者的回报与其他业务相分隔。因此，即使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评级较差，这种公司证券仍可获评AAA级别。由于有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公司能够以低成本筹集资金，而收购者可以拥有安全的投资。即使公司自身濒临破产，资产仍然可以合法划分。这种想法很简单。很快，资产的债务抵押债券包（例如，包括抵押债券）的目的，在于出售在放松信贷与低违约率的时期看似安全的金融衍生品的衍生品。然而，因为这种债务抵押债券包的实际资产基础很小，并且其中大部分都牵涉累积债务，所以对其持有者来说，较小的贬值可能转变为大的损失。这一点在2007年次级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之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类似的进程在美国企业所有制中发生。金融化时代的较短时间范围同样也证明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日益重要，表现在股票持有者的行为以及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高杠杆率工具的使用激增等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家庭拥有90%的股票并把持有股票作为长期投资。由于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和其他共同基金变得更加重要，而且它们的绩效反映在每个季度排名表中，它们和公司经营者一样，受短期股票价格最大化动机的驱使。直到80年代，由于股东利益占据支配地位，成交额获得极大的增加。

如果说股东不再像企业所有者一样行事，不如说他们对公司长期发展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关注股票价格的短期变化，不断买进和卖出，成为投机者。这就是他们与企业所有制的不同之处。英国雇主组织领导人、同时也是吉百利—史威士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Schweppes）（该组织感到分散自己所持股票以使其升值的压力）领导人的约翰·桑德兰德约翰·桑德兰德（John Sanderland），在2006年CBI的年度会议上说（Stern，2006：11）：

“也许我的看法已经过时。但是我所说的股东，指的是其利益与公司的成功和前景紧密相联系持续超过三周的股票持有者。……我真正关心的是促进我公司的股票交易，就像对冲基金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打个比方，如果它们是赌场的筹码，我会持此观点。”

在管制资本主义下，企业被认为是专注于长期发展的整体。而在金融资本主义下，公司被理解为一种资产的组合。这一组合的一部分可以通过买进和卖出而使投资者利益最大化。认为可以从公司资产中榨取更多价值的收购公司，逐步收购那些看起来表现不佳（这一术语可仅指这些企业拥有大量资金储备，从而可以以其自有资金收购其公司）的公司。收购公司可以控制并利用多余的公司储备，将公司的部分资产售出并重组其他部分，然后再售出。这一杠杆工具允许金融系统中的私募股权公司、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不断增加系统中的风险，使得该系统早晚要崩溃。这一金融系统不受管制，废除或者违背战后SSA的基本原则。

甚至在新的企业所有者通过售出非核心资产而抽取了大量酬金、红利和回报之后，公司还必须利用可获得的资金储备和获取贷款能力，使公司减少被收购的可能。虽然在管制资本主义模式下，高债务水平是管理制度较差的标志，但新标准则是可以掌管所有资产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从公司撤出的流动性资本，听任高水平债务就要求管理上严格降低成本。非金融性公司机构内部拥有很少的员工，并且在物资设备、研究以及发展上花费很少。

随着金融工程化开始支配公司决策，“融资资本充实”变得更加普遍。私募股权公司可以收购一个公司，然后它们拥有的公司就可以借到资金给它的新股东支付红利。这种公司的债务拖欠率上升，但出资收购的私募股权公司却常常获得巨额短期利益后脱身撤出。通过减少劳动力、退休金支出和其他商业费用，这个公司再次以一个貌似运转良好、有成本效率的公司上市之时，那么新公司市值通常高于收购价格。

养老基金渴望高回报，从而来兑现对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中退休工人迅速增长的承诺。因此，养老基金投资于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大量收购公司，通过对工人施加压力来降低工资和养老金成本，从而还清用于控制公司的贷款。这一情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对冲基金的这些做法会迫使其竞争对手也这样做。这样，养老金状况会发生突变。

与融资收购活动增加的趋势相一致的是，“冻结”退休金计划（从而使加入计划的会员不再从中获得利益）的公司数量在迅速增加。在2007年，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退休金计划被冻结。据估计，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五年会比翻番还多。在英国，金融化比在美国更大程度上支配着经济，而大约70%的退休金计划被冻结或简单终止。由雇主提供的医疗保健也发生很明显的类似情况。公司摆脱了这些义务，而工会被迫承认特殊目的机构，而由特殊目的机构来接管本由公司来承担的一次性总付义务。即使这个特殊目的机构不能在将来几年履行健康保健义务，就像退休金计划对退休者的承诺一样，公司也不会负有法律责任（Wighton，2007：3）。

在2006年，在从上市公司到私募股权公司的“去股份化”交易中，企业中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成为私募股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被私募股权公司收购。尽管大多数这类交易在纽约和伦敦交易所内进行，但这种现象正变得全球化（Smith，Cohen，2007：1）。因为与收购的总成本相比，私募股权公司自有资金微不足道，所以这些交易依赖于以最低成本借取资金的可得性和私募股权公司借钱收购的利息成本可抵扣程度。这一避税手段变相增加了私募股权公司的价值。

私募股权公司价值的增加额度取决于市场导致大量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尽管历史上的违约率很低，但银行愿意为这些交易提供贷款。因此，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不断增加。因为借贷方有资金需要处置，所以银行仍然放宽条款并提供低息贷款。因为私募股权公司可以为这些业务筹得大量资金，并且LBO基金加入了“俱乐部贷款”来分担风险，更大的收购改变了公司面貌。其代价是制造杠杆的极端性。而在利率上升和预期逆转导致银行要求债务偿还并拒绝延缓支付债务之时，杠杆将无法为继。

对冲基金对美国金融化发展具有危险性贡献。对冲基金是产业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占2007年美国和伦敦股票交易市场所有交易额的一半，并且是不透明的债务市场的主要力量。这种债务市场规模是股票市场的1.5倍。在这两种市场上，对冲基金被看作是依赖于非公开信息的交易和违反内幕交易法规的多变市场。但是对冲基金并不像其他主要市场参与者一样受到严格监管。对冲基金转手较快，而且高度杠杆化。典型的“2和20”补偿方案（2%的收益作为管理者酬金，而20%的收益作为利润）鼓励并大大犒劳了冒险活动。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这种基金在遵循相似的经营策略。根据SEC的数据，这类基金在2006年掌控2.4万亿美元资产。由于更多的资金涌入这些金融工具，参与者的增多压低了利润，并且刺激了更为冒险的行为。这就为严重的系统化风险产生创造了条件。因为深度金融市场的存在，参与者普遍认为，他们可随时售出所持的这些金融产品，因此对冲基金以大量金融杠杆为赌注，而对信用衍生品未采取对冲措施。隐蔽基金借款者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正如莫里斯·德斯坦莫里斯·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2005：8）提到：

“大量涌入对冲基金交易。银行面临来自于其他为对冲基金服务的服务提供商的强大竞争，从而对冲基金是银行非常重要的客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靠这种由银行来负责监督对冲基金风险管理活动的管理模式呢？”

主流金融理论家认为，投机者在利用市场的无效率并预测市场变化（ParedesParedes，2006）。但是，出现从众误差的可能性常常被忽略，直至出现广泛、普遍的巨大判断误差。由于成功的对冲基金吸引了缺乏技能、投机取巧的市场参与者及其缺乏经验的客户，高回报的潜在成功机会可能与投放在市场上的对冲基金数量并不相称。当对冲融资转为庞氏骗局（Ponzi）融资、借款来偿还债务利息时，面临严重的损失的不仅仅是那些高度杠杆化的参与者（Minsky，1992）。“明斯基拐点”（Minsky Moment）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本章描述的金融工具扩张，可以看成卡尔·马克思所说的虚拟资本急剧增加。虚拟资本指资本所有权不以（或尚不）物质形式存在的纸质所有权凭证。可以说，金融体系以在未来才实现的回报为基础。而这种回报是可能无法实现的期望。由于资产与负债的比率已经增加，这种回报的期望支撑更多的虚拟资本。如果借款成本比较低、按历史标准看违约率适度，以及对看起来价格猛涨的金融资产的购买活动很普遍，风险会收到回报的希望不会受挫。在某一特定点（这一点在事前从不清晰，即使各种警告也会增加回报期望），投资者开始质疑这种投资的安全性。在那一点上，投资的资金可能会减少，或者只在有较大保险性和较高利息的条件下才有新的资金从事投资。这一点在2007年体现了，而且在2008年损失惨重的全球经济中十分明显。

对严重资产评估损失的担忧会引起信用衍生品的惊人增长。这（理论上）使得投资者购买这些衍生品防止违约及其他价格下降的风险。这些衍生品主要由银行巨头售出。据说截至2006年年中，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 Bank）持有2.2万亿美元的信用衍生品敞口。衍生品合同的存在产生了道德风险。投资者由于购买信用衍生品而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借款者并不担忧，因为相信自己是受保护的。结果，他们也许没有密切监控投资者，或者根本就没有监控。那些出售复杂衍生品的机构同样没有监控投资者。对于这些发行者来说，如果在远程市场中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巨灾债券（Catastrophe Bond）等神秘产品上出现投机活动，这些衍生品可能被证实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这些衍生品具有很高的非流动性，并不像早期保险性的金融创新品那样可以被很容易地售出。尽管个体投资者和当地发行者的损失可能并不是国际性监管机构制定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但投机规模已急剧增大。这就出现了系统脆弱性的问题。在2008年，一些风险承保机构被发现没有足够资本来履行他们的承保义务，而这些机构本身也倒闭了。

寻求投资机会的资本量不断增加，反映出对风险几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而的确存在一些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在非流动性市场条件下，一些新型复杂金融工具可能将市场衰退趋势加以放大（IMF，2006：7）。尽管艾米利·松顿（Emily Thornton，2006：54）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即“迄今为止”回报已证实了风险（实际上，账面利润及其股票价格运行良好），但是这种回报增加了赌注，而且可以说，是“在华尔街上演的最大风险游戏”。这种杠杆崩溃的影响巨大。而这一崩溃不仅由市场情绪所触发，而且由贸易未能与在高杠杆化、相互依赖的市场上的连锁反应相协调而触发（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的崩溃所构成的威胁是如此，十年后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现象在近几十年非常普遍。尽管主要银行采用了被认为是比较发达的风险管理工具，债务的迅速增加和高杠杆提出了有关系统稳定性的严重问题，正如越来越焦虑的《全球稳定性报告》《国际资本市场部门关于市场发展和发行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年发布两次）所指出的那样（Schinasi，2005）。但这些警告被忽视了。

重要性急剧上升的一种工具是抵押贷款债券（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抵押贷款债券是按风险等级合并、然后分段（部分）售出的打包贷款。因为最安全的部分获得了高信用等级评价，从而可以很容易名列前茅，所以抵押贷款债券便拓展了债务市场。这有效地将垃圾贷款转变为AAA级有价证券。抵押贷款债券非常成功，从而其使用规模急剧扩大。那些持有信用等级垫底的部分投资者吸收损失，而那些持有信用等级较高的部分投资者却受到保护，因为如果投资失败，损失不可能平均分配的。大卫·亨利大卫·亨利（David Henry）（2006：90-1）解释了抵押贷款债券的重要性：

“事实上，许多不为人知的，抵押贷款债券正为整个经济充气。抵押贷款债券的贷款是由借款公司资产来担保。这就意味着，与在2001年和2002年违约浪潮中遭到洗劫的无担保债券相比，一旦面临破产时，抵押贷款债券可以保留更多的价值。通过以更好的条款为现存企业债券进行再融资，以及为企业在上次衰退中恢复并发展提供资金，抵押贷款债券已经推动违约率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通过增加手中持有的垃圾贷款，对冲基金的积极性上升。而经济已开始增长，使得公司能够偿还债务，并提升了抵押贷款债券投资者的信心。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正如亨利所发现的那样，这种巨额资金的可得性正推动着这些越来越不可靠的且“偿还时间可能很快就到期”的交易。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风险分析家发出警告，很多挤进抵押贷款债券的人不明白他们面临的风险，因为在经济低迷时期其损失是巨大的。到2008年，一些债权无人购买，而其余债权不能再筹得资金或支持其较高的追加利息支出。

如果银行不再保持其所发放信贷的风险，或者银行完全迂回于贷款再转卖的信用市场，进行初始信用创造的机构很少担心信贷风险。此外，这些机构还有增加这种信贷量的动机，而不担心贷款质量。尽管保值措施降低了个人风险，但它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更多信贷持有者之间的扩散风险会使更多的参与者进入。在经济低迷时期，这些参与者可能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这就为全球体系增加了脆弱性，因为，关于谁持有多高水平的风险，进而谁是可信的履约人，都一无所知。相信自己受到保护的个体趋向于逃避风险。

在以前的SSA规范下，银行可以延长贷款归还期限或者对条款进行重新谈判。但在新的SSA体制下，债权人的分散使得上述方案非常困难。银行自信地为一些债务抵押债券提供担保。如果这些债务抵押债券蒙受损失，银行就保证（现已证明，这是相当愚蠢的）将这些债务抵押债券返还至其账簿。这一情况在2007年年初发生。而此时，大宗交易者已蒙受巨大损失。在2008年，花旗银行及其他美国银行被注资多达数千亿美元。瑞士银行（UBS）和世界上其他银行都分别损失了数千亿美元，而由纳税人的巨额税款来出资挽救。来自这场失败的全球损失在一到两万亿美元之间。

风险已经集中。美国金融管理局（2004）的银行衍生品报告显示，五大商业银行的衍生品占据了衍生品名义总金额的96%；对于五大商业银行中的四家来说，其银行敞口相当于基于风险的自有资本的230%或更多。对于银行和对冲基金来说，高杠杆已成为一般规则。这是令人担心的（Geithner，2006）。无论系统风险是什么，对于投机者来说，有太多的钱可赚以至于不能保持谨慎，直至恐惧逐渐战胜贪婪。即便面对普遍损失，这场游戏似乎在停顿之后又重新开始。仍有待历史回答的问题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的金融化，是否意味着陷入金融危机的衍生品数量将结束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并引起新SSA的出现。笔者断言，（情况）就是这样。

金融主导的SSA终结了吗？

如果说现有体制有可能达到其极限，或者说，现有体制是与金融化紧密联系、向全球扩展，并拓展使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和债权的全球新自由主义SSA，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吗？在结束语部分，笔者提出几点建议：（1）不受控制的金融化所形成的系统风险是实质性的；（2）再分配增长的自由制度框架，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在这种框架下，总体经济增长率很难令人钦佩，而经济增长的利益压倒性地流向高层管理者，却以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3）作为SSA，新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性越来越有问题；（4）我们有可能看到新调节主义制度结构出现。

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破裂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受管制制度结构的回潮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具有引起收入和财富较大的不平等、经济的较缓慢增长的内在趋势。这一趋势遇到的政治阻力不断增加，从而产生了对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抵制。这是因为，随着危机深化，当选的官员开始勇于采取措施以创建新经济发展模式。尽管一些官员继续相信可以通过向银行注资而固守旧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在扩展全球新自由主义SSA的成功是值得质疑的。

大卫·科茨大卫·科茨 （2003）、科茨和沃尔夫森 （本书第三章）已经指出两种体制结构的存在，并将两者加以对比。一种是以战后SSA要素为特征的调节主义制度结构，在国家激进主义、干涉主义者保持经济稳定性、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市场失灵以及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合作等方面起积极的作用。另一种是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有限政府调控以及尖锐的劳资关系为特征。在此，本文将这种自由主义制度结构称为全球新自由主义。与在调节主义制度结构下的经济增长相比，在自由主义制度结构下经济增长较慢。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所称作再分配增长的过程，或者如大卫·哈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05）通常描述的剥夺式积累。哈维用这一术语描述剥夺某人资产或权利的过程。他打算通过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将水资源、卫生保健和教育加以私有化。这些公共物品已经成为权利并逐渐在私有市场上进行买卖交易，却剥夺了那些无力支付市场价格的人获取公共财产的权利或者公民权利。这一术语恰当地描述了全球新自由主义体制下所发生的一切。

一个自由体制的SSA存在很多潜在的固有问题。这种自由市场时期以消费不足为特征，因为金融管理者缩小企业规模，压榨工资和效益以偿还债务，而政府支持累退税制。收入向上层的再分配被误解为有益的经济增长，因为一般工人的实际收入状况被忽视了。金融增长和积累下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可由美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法国以及德国的企业投资总额来衡量（Stockhammer，2004）。

金融市场总是有效率的，以及政府干预减缓了经济增长等两个假定在主流经济学家、财经媒体和顺从的政客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无法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总体经济增长比调节主义制度结构主导时期缓慢。当经济开始衰退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信息不对称盛行和金融市场不完善，并开始从非正统金融制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金融进行探索 （Arestis，Stein，2005；Wolfson，2003）。这甚至使得主要金融机构的代表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接受对于他们的不负责行为的指责，并提出自我管制的方案作为回应。而就任前曾当过华尔街投资银行管理者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保尔森（Paulson），则提出扩大美联储职责（但是并没有更大执法权）的方案。这两种方案都回避了严格的金融管制。

在社会层面，核心问题是：如果承担债务的能力下降和新的恐慌出现，依赖于金融化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通过推动股价值直至榨取每一盎司的剩余价值和使企业债务负债累累，而不允许这些企业以其传统意义上的储备来渡过难关，金融化在经济衰退时期诱发大规模的破产。在2000年，纵观本章所强调的美国经济的显著特点，理查德·弗里曼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2000：20）提出：“美国经济，可以很快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典型资本主义模式的日本和德国、20世纪60年代第三条道路典范的瑞典那样，继续其充分就业的新繁荣。”虽然在这一预测后互联网泡沫就破灭了，但金融化进程在一个简短的插曲之后继续。

最近，我们已经注意到，新的积累中心出现了。在2008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在过去五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按购买平价计算）中，中国占1/4，巴西、印度和俄国大约占1/4，所有新兴发展中国家共占约2/3。虽然金融部门遭受严重损失，并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扩散性影响，但是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可获取的巨额剩余储蓄和将英美金融制度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机遇，宣称新自由主义SSA已经达到了顶点，似乎还是有些草率。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基金已经流入美国经济。

然而，随着危机的蔓延，以及这些经济体遭遇相似的难题，上述流动已经停止。因为这些经济体自己的金融部门也出了问题，而其出口下降。一种可能性是，所有这些都可以以某种方式被克服，金融化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并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继续发展，而主要金融机构和资产的所有权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广泛地分布。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但是考虑到金融化造成的损害，这种可能性又似乎不太可能变为现实。

即便这真的发生了，金融化过度扩张的逻辑可能将引起全球范围内更大的金融泡沫。因为金融风暴的阴云已露端倪，花旗集团首席执行总裁查克·普林斯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评论道：“当音乐停止时，在流动性方面，事情将会复杂化。但是只要音乐还在继续，你就得站起来跳舞。我们仍在跳舞。”但不久之后，音乐就停止了。普林斯不再担任CEO，花旗集团公布了惊人数额的损失，金融机构宣布大规模裁员，从而导致股市下跌。

对于那些无知地购买华尔街附有“有毒废品”（无法收回的抵押品）的证券化资产的人们来说，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杠杆化导致的严重损失具有全球连锁反应，并对美式金融化的未来提出了令人不快的难题，甚至提出了未来以美国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平衡问题。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不断变化的平衡，不仅仅提出了相对来说无管制的金融化造成的损失以及作为SSA的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性等问题。它同样也提出了在紧密联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如何将SSA理论化的问题。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脱离美国霸权。新SSA的理论化将不得不关注世界体系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新型重要跨国公司、主权基金和其他参与者将与核心国家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

结论

本章的分析，既像其他类似研究一样回顾了SSA理论的概念重建过程，又回顾了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本质，以及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在结论部分，笔者将讨论与新自由主义SSA的金融化相关的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特别是，笔者将讨论SSA理论学家如何试图解释全球化（或者有些理论家更喜欢用“跨国化”）的，是否在阶级和国家层面上存在单一的新兴全球SSA，以及国家在催生新SSA、保护现存新自由主义SSA的权力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新SSA的阶级分析

笔者以阶级分析开头。在第三章中，通过集中讨论典型资本家，科茨和沃尔夫森构建了新SSA形成方式的分析框架：

“有人期望个体资本家赞成支撑每一步营利过程的制度。而且，支持高利润率或比以前高的利润率的制度，将会获得个体资本家的支持。”

然而，笔者认为，正在向新授权的金融资本手中积累的较高利润是以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本为代价的。流通领域的再分配是说明金融化增长的核心。正是金融家对生产者的霸权及债务增长的影响，推动了SSA的扩张（Tabb，2007）。这种可能性超出了沃尔夫森和科茨提出的分析框架。他们的框架集中讨论资本的整体利润。

SSA理论化的一个核心方面是SSA中矛盾或冲突关系的理论化。而这种SSA是最初提供稳定性但最终垮掉的制度。正如所讨论的，跨国公司和后期的金融化的崛起导致资产阶级内部各群体之间的新平衡。如果股东利益最大化取代此前SSA对包括工人在内的其他股东的尊重，短期思维逐渐胜过企业的长期健康运转。由于银行没有收入上限、地理流动性限制和功能约束，他们对新的金融产品做出回应。这些新的金融产品不仅包括衍生品，而且包括以房屋净值贷款（home equity loans）形式与工人阶级家庭达成的信贷协议，以及很容易获取信用卡的金融工具。

尽管金融部门债务和资产膨胀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这种SSA建立在一种尖锐冲突的基础上。冲突的一方是金融资本利益，另一方是经济整体增长率、众多非金融企业收入以及劳动人民收入。正如笔者所说明的那样，制造业企业对于上述发展十分不满。现在说“资本家”同意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就会忽略阶级内部冲突的中心地位，当然也会忽略与新SSA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并从中受益的职业阶层与遭受损失的职业阶层之间的划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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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新自由主义SSA中的作用

笔者同意科茨和麦克多诺在第四章中的观点，即阶级关系的跨国化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和后续SSA的一个核心方面。然而，他们认为，这种跨国化可能导致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甚至导致美国式跨国组织的出现。笔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赞同。各国都不愿将主权让与某个考茨基式考茨基式（Kautskian）的超国家机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仍然激烈。而在目前危机中，这种竞争已经导致工人和资本家更加依靠本国政府以寻求保护来对抗竞争者。欧洲社团主义政府与英美金融化之间的矛盾，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先前外围国家政府与不愿放弃权力的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国际谈判中显而易见。这种矛盾表明了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优越性。这三个组织是根据在全球国家经济管理机构（GSEGIs）中实施软法治理框架的协议目标而成立的。在全球国家经济管理机构（GSEGIs）中，强国（而不是一个全球政府的构想）压制弱国是可能的 （Tabb，2004a）。

至于在历史上以美国为主导的GSEGIs成为跨国政府的努力，此前将华盛顿共识政策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必须用于对抗众多拉丁美洲政府的典型模式。这些拉丁美洲政府受新自由主义支配的时间最长，而现在已减少了GSEGIs对其命运的影响。东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国货币储备，同样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独立性。虽然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一些最贫穷的政府（尤其是负有巨额外币债务的东欧各国政府）重新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借贷机构，但是治理结构调整的要求则比过去少。在目前的危机中，GSEGIs能否充当跨国政府，还很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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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茨和麦克多诺指出，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以“限制政府开支增长、放弃扩张性宏观政策”为特征。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政策，放弃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从而使福利国家的规模和范围减小。然而，虽然从里根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靠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不同，但是小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新自由主义SSA中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SSA的财政政策并非限制政府开支，而是缩减社会项目而增加了军队开支。更重要的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特殊增长范式以债务依赖和扩张乏力为特征，而且并非美国所独有。而这特征是由于国家债务、个人债务和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以及增长模型产生的系统不稳定性造成的。

因为金融部门对就业和经济刺激的贡献作用必须由一种新的主导部门或一些部门（目前尚不明确）来代替，所以旨在于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政府刺激作用将在过渡过程中变得更加重要。当然，应对当前危机需要政府在社会消费方面的支出发挥较大作用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存需求、吸引社会投资创造就业，而且要重建在新自由主义SSA中忽视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联邦政府通过为未来可能的主导部门不断加以激励和引导，来代替和重组衰落的基础产业。这一职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在新SSA中的持久性基础作用，目前还不够清楚。

大众媒体和学术文献都认为：1980年至2009年间是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时期（即使这不是特定标签），但这一时期已经终结，而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已经开始（DemirovicDemirovic，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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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的各位编著者已经怀疑这一方法。笔者对TCC/TCS视角的使用及局限性的观点，参见Tabb（ 2009a）。


第七章 全球新自由主义及跨国国家结构的可能性

在第四章中，大卫·科兹和另一位学者提出了：为了解决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导致了一种新的SSA的出现。这种新的SSA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科兹和麦克多诺认为，这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多层次的现象，包括新自由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政策中，试图去除任何阻碍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激进措施尤为突出。这些措施构建起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这是它们之间众多联系中的一种。新自由主义促进了全球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以资本为基础引导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降低了利润率，资本开始寻求逃避规制，并且以资本外逃作为恢复利润率的一种方式。而且，生产全球化的结果是弱化了劳动，强化了资本有效地追逐利润的能力，即提高利润率的能力。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各种制度中，国家层面的转型必须考虑在内。事实上，一国之内国家结构和政策的当代变化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并进行了一些分析。全球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之一。国际竞争被视作是政府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且，一些国际化的机构，如国际贸易组织、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到。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性重构过程中，它的跨国性本质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居于中心地位的重要特征。

本文的中心目的是解释这些最新发展的特点。假设国际化的SSA必然伴随着国家制度的跨国特征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现有的国家机构的本质和概念，却使这一命题难以成立。目前，民族国家合法的政治机构的概念模式已经普遍存在。把这一模式延伸到理解全球甚至地区性的政治机构却存在着问题。

目前，主权国家的概念是由其领土界限所规定的。国家的法令只能在已经界定的范围内运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些国际机构无法存在。只是它们的形式和力量源于主权民族国家所签订的协议，并且无法独立于这些国家。事实上，这种国际性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SSA中尤其突出。这一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许多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人们自然也会希望，这种国际安排在国际新自由主义的SSA中也能够得到运用。当从一种SSA变为另一种SSA时，国际机构的某些方面会发生变化，但是那些机构的基本特征不会发生改变。

而且，前面已经指出：夸大由于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而导致的民族国家权力被剥夺的范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民族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依然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它通过建立法律框架以及其他措施，以确保生产的有序运行。政治权力运用的关键是能否在一国之内，甚至有时是在国家的界限以外有效地运用权力。在当代世界，通常是民族国家拥有运用这种权力的能力。本章所讨论的并不是力图把当今民族国家的作用最小化，而是讨论在整个变化的国际政治框架中，民族国家的角色，而非其重要性。

除了前文所述的国际机构的力量，本章的主题是讨论那些参与国际经济管理的机构被假设为具有跨国性的特点。尽管各种各样的民族国家的结构仍然是这一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和国家的领土范围，因此民族国家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我们并不会在传统的民族主权国家模式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一种跨国机构。事实上只是在强调新出现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传统特点的基础上，对政治和监管机构进行重组。

为了支持这种讨论，本章余下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一个新概念，即可以发展跨国国家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基于传统的SSA理论的民族国家与SSA关系的描述。接下来的一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概念的一般术语、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家历史上的波兰尼（Polanyi）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双重运动”指的是一方面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反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接着，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大利学派中的葛兰西葛兰西学派的观点分析国际机构，并讨论了跨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威廉·I.罗宾逊沿着这一研究方向，继续提出了跨国国家机构（TNS）的概念。这一部分的最后，我们运用“新中世纪主义”的观点更具体地分析这种TNS的新特征（“新中世纪主义”，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乔格·弗里德里希提出的分析“后国际”体系的一种范式。指的是国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下面一章，我们首先勾画出正在出现的TNS的大体轮廓，接着论述了TNS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坚持。接下来该部分论述了新出现的国际人权与波兰尼的第二部分运动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了TNS与全球新自由主义SSA之间的联系。在结论部分，将讨论那些新国家组织和全球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似乎是危机的第一阶段。

论跨国政府

本部分的目的：首先，重新评估在国际背景下，传统的SSA模式在国家中的地位。第二，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波兰尼和一些创新性的现代方法运用到跨国国家的分析之中。

SSA理论与国家

SSA学派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积累过程的经济研究，而不是研究更加社会化和政治性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巩固和促进了积累过程。另一方面，SSA经常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诉诸这一理论基础，以证明SSA的范围是与民族国家相连的，麦克多诺（1994：79）指出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分析的前提：

既然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是任何SSA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每一特定的区域甚至民族而有所不同，因此把SSA看作一种民族的或区域的现象，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是合理的。

然而，那些民族SSA的国际环境并没有被忽视。国际制度和安排是现实存在着的，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看作不同民族SSA的共同特征。在过去，在民族国家是主要的国家形式的体系中，这种国家形式专有的研究方式有很多（Kotz et al.，1994：308-09）。然而，这种分析需要加以修正，以更好地适应全球性和跨国性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全球范围积累过程的产生，而这些越来越成为当代政治经济的特征。这种再考虑认为SSA理论准确地说是国别层面上的，具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排除强调美国这一案例。然而，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发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强调资本主义跨越民族边界的趋势。

民族资本主义的基本元素（阶级关系、生产、商业、财政）已经超出了民族制度的限制。随之而来的是超越先前制度约束的管理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内部经济框架。这些趋势，可以被看作“跨民族”或者“超民族”的，即超越了以前的民族性的SSA，这样在原来的SSA学派内的，以民族为中心的研究，就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新兴的全球SSA不能被定义为民族SSA的发展，它们自身的积累逻辑来自世界经济的发展。

尽管区域性的国家依然是控制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力量，但它们的作用和功能越来越受到全球资本的挑战，非国家因素的作用在增强，技术和通信的进步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提高了全球组织生产的能力，这些发展，可以描述全球化过程的特征，通过国际性制度挑战由单一国家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功能。

国家和市场

然而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它挑战了我们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传统观念。在任何试图理解全球SSA的复杂性的尝试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日趋增强（Gill，1994：75）。

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两个关键性因素相互作用，已成为决定资本主义积累率提高和降低的一个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Sehwarz，2000）。然而，国家和市场不能分开分析。资本积累成功与否取决于两方面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压力，另一方面是社会的供求。

这种调节过程可以用卡尔·波兰尼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的一个术语进行描述。波兰尼定义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运动”。第一种运动，是在经济活动中降低国家的地位，即通过干预使市场行使以前由政府执行的生产和分配功能；第二种运动，是社会发展起来的、相反的、阻止纯粹市场机制作用的机制，即由国家对过度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干预。

20世纪70年代末，在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政策之后，经济发展面临通胀与失业并存的棘手问题。国家开始强调波兰尼“双重运动”的第一方面，即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强调市场机制的发挥。这种政策转变的部分结果可以从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出现看出。然而，波兰尼运动描述的是民族国家体系中调节资本主义的过程，目前则由于生产的全球化使国家在尝试实施“波兰尼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一国政府很难采取措施以限制跨国资本，这需要一系列的结构和机构的创新。

这些因素提供了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管理方式的动力。在经典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现代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并且部分体现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体现了一个阶级对别的阶级的统治。按照这种传统，全球生产关系可以看作阶级关系的全球化。

葛兰西葛兰西和跨国资产阶级

新葛兰西葛兰西学派（Cox，1987；Gill，Law，1988；Gill，1990）和阿姆斯特丹学派（Pijl，1984，1998；Overbeek，2001；van Apeldoorn，2004）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论证了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它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考克斯考克斯最大胆的尝试是试图把葛兰西葛兰西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中（Linktater，1996）。最根本的是，按照波兰尼学派的观点，把国家调整和再调整运用到国家的跨国分析中，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必然涉及国家结构的重新建构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这一过程导致了劳动权力被削弱，相反资本的结构性的权力在增长。他运用葛兰西葛兰西学派的观点强调：通过强制或非强制的手段，国内最重要的力量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一致，接着便开始支持如何更好地重构国内经济。因此考克斯考克斯（1987：254）提出：“需要调整国家内部结构，以便最好地把全球共识转变为国内的政策和实践。”

考克斯考克斯提出：国家的国际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对国内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其后，在战后体系中，实现了某种妥协，国内需求与国际资本的需求形成了某种平衡。这体现在国内的福利体系为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调节。目前，许多福利国家的职能被部分的削弱，因为跨国的力量开始成为国内的统治权威。

国家和世界经济关系转型的根源不是由于全球资本或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源于重新平衡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其他束缚全球生产的因素。根据考克斯考克斯的论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经济管理的主要方面规避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管理没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这是通过实践、通过合约、通过立法以及正式的法律规定来实现的。

按照考克斯考克斯的观点，这些过程伴随着国内阶级的全球化，随着资本和经济的国际化，阶级关系开始走向分裂化。各种阶级关系的国际化导致了国家的国际化。随着民族阶级日益相互渗透，国家改变结构以适应这种越来越突出的变化。跨国阶级最早从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产生，但是它们对国家的背叛也导致了国家主权的丧失，权力随之转到了从事跨国生产的资本代言人手中。因此，考克斯考克斯提出，国内阶级的全球化并不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主义。通过资产阶级在全球基础上的相互关系，建立起了跨国的统治和霸权地位。

跨国国家机构

从以上观点出发，政治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威廉·罗宾逊分析了跨国国家机构（TNS）出现的可能性，以体现跨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Robinson，2001，2004，2005），罗宾逊（2001：166）这样描述TNS：

ＴＮＳ是多层次和多层面的。它把不同的、渐变的国家性质的、功能性的机构联结了起来，这些机构有不同的历史和发展轨道，并把不同的机构、组织和地区前后联系起来。这种超国家的组织是经济和政治的，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这些超国家的组织机构，在政策制定、全球治理以及全球经济管理方面，慢慢地代替了国家机构。

按照罗宾逊的观点，这种新出现的机构是通过提供必要的工具，以允许全球积累过程中新阶级关系的形成，代替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由民族国家的霸权力量所起的作用。

我们希望强调：罗宾逊以及我们对TNS这一术语的使用，不会与民族国家的终结相混淆或相联系，或者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国家相混淆。从性质上来讲TNS的概念与以前的民族国家的变异体具有不同的地位和能力。它不仅可以被看作一个新出现的网络体系、论坛、机构和地区，也包括了以前存在的正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结构。

新中世纪主义

尽管这些国际机构终止了一些国家的某方面的主权，但这些国家机构并不必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它们并不依靠对权力的垄断来行使权力。尽管罗宾逊注意到：应该把TNS看作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族国家的方式，并且指出了这种新结构或者说一系列结构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本质，但他并没有提供一种理解这种新发展的一个统一的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关系理论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新中世纪主义”，用它来描述国家体制的现代发展和中世纪时期运用松散的双重力量和权力来管理的体制的内在联系。（译者注：双重力量指教会和国家的双重）（Bull，1977）。布尔注意到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新趋势，从而使他有理由运用这一比喻：一是出现了区域一体化机构如欧盟（不包括其他形式的区域一体化）；二是现有的国家“去区域一体化”，变成更小的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地区，例如英国的分权体制或者西班牙的地区性自治；三是私人暴力（恐怖分子，罪犯）增加，挑战了国家在暴力上的垄断地位；四是国际或跨国组织日益增长的影响；五是世界技术的融合，特别是生产、运输和通信方面（Gamble，2001）。

新中世纪主义认为世界上严格意义的民族主权正在终结（对于这一立场的批评，参见Krasner，1999）。它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被水平的网络式的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机构所取代。这些理论家描绘了一个多重效忠与责任的世界，以代替公民对主权国家的正式的、不可分割的忠诚。在这个新中世纪的世界中，次民族的、民族的和超民族的机构共同分享对个人的权力。这是一种启发性的观点，通过认识“前国际化”世界，有助于我们理解“后国际化”世界。

于是，这就提供了一种认识现代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新方式。尽管历史学家们会毫不犹豫地讨论中世纪的国家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世纪的国家与现代国家之间的相似性。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通过精细的等级制进行管理。在新的国际机构中，权力是多重的、边界是重叠的。很多领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没有传统的民族国家存在的那种权力中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主权被分配了，而不是集中了。在中世纪，管理取决于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关系，竞争的国王之间的关系，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封建领主和他们的诸侯之间的关系，等等。既然有各种各样的环形的相互作用影响，这就使得在特定的地点施加单一的权力或力量是不可能的。这就导致了重叠的命令和各种同时的忠诚。这种离心的趋势导致了两种有力的、相互对抗的组织形式即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堂。与此同时，这些权力，无论是竞争的还是补充的，弱化了单一的权力。

与现阶段相似，在新中世纪主义中，存在着两种竞争和补充的权力的来源，即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体系。这有助于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就像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尽管一些组织失去了一些原则性的霸权，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因此，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对国家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双重竞争、双重权力和多重忠诚。例如，弗里德里希（2001）把新中世纪主义作为理解后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一种宏观的分析工具，并且当作论述全球化的另外一种替代性的说法。国家的持续，现有结构和制度的转型以及新出现的结构和制度，都可以通过新中世纪主义的框架进行分析。

这里需要回归到罗宾逊有关不同参与水平的国家制度的建议，这一新框架的许多组成部分与传统的国家是相似的，它们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事物施加管理，而这些过去是由传统的政府实施的。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功能是经济方面的。它们从传统的国家中脱离出来，是因为它们面临失去合法力量的危险，以至于无法维护它们的统治。然而，它们可以用两种潜在的方式实施它们的决定。第一种是通过参与TNS的民族国家的行为；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处罚TNS中的参与收益。例如，通过IMF实施的处罚。这种方式与中世纪教堂的强制力量有相似性。WTO综合了这些策略，通过授予成员国处罚权得到贸易的收益。

跨国国家机构的发展

威廉·罗宾逊威廉·罗宾逊（2001，2004）认为跨国国家机构在跨国范围内执行了管理职能。但是，准确描述实现这种作用的机构的组成部分及其力量和能力的范围的工作仍然做得很少。罗宾逊更关注这些结构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能力，例如强调，世界经济论坛是跨国资产阶级的（TCC）起着综合性调节作用的跨国计划主体，在一个跨国文明社会中，一个真实有效的全球网络把TCC联系在了一起（Robinson，2004：127）。然而，罗宾逊同样也指出了跨国网络和全球机构是如何侵犯了民族国家调节分配的权力的，例如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就是这样（Robinson，2004：102）。但具体来说，这一新的联结起了全球阶级关系浓缩的国家型组织的实际范围和程度如何？某一跨国机构或一系列的国家机构的固有的能力是什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研究已经出现在全球视野中的这一结构的一些潜在的组成部分。

区域贸易集团

通过区域贸易集团的方式，世界上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地区性组织。在每个大陆都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具有不同能力的区域性论坛。这些区域性的安排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时具有半国家性质的功能，有时具有完全新型的结构性组织的功能。其内部结合是建立在分享或合并主权的基础上的，许多国家之间通过达成协议，而不是建立在民族的霸权概念的基础上的。尽管不同区域性论坛发展的速度不一样，而且它们的功能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在合并区域主权，特别是贸易方面。这些各种各样的组织可以被命名为区域经济共同体（RECs）。

尽管欧盟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区域性的组织，但它的创立经常对其他区域性组织的建立产生影响 （Cameron，2005） 。对于一些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如爱尔兰和挪威，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的成员，欧洲经济区域协议允许它们参与欧盟的内部市场。另外，例如非洲联盟（AU）通过非洲经济共同体（AEC）把无数区域和次区域的组织拉拢在了一起。在AEC内部是各种各样的次级集团，它们以不同的程度进行合并。例如，东非共同体、西非货币联盟、中非经济和货币共同体以及南非关税联盟都完全具有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作用。而且，甚至一些区域共同体拥有共同的货币。目前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和跨国的谈判，以试图增进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如自由签证旅行和创建单一市场。随着区域水平上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的增加，非盟试图通过把区域性的组织整合成更广范围的非洲大陆层面上的协议。现在有人提议要建立非洲中央银行或者统一非洲货币。

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是通过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南美洲的南美国家联盟（UNASUL）在其大部分成员国实行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而加勒比的加勒比共同市场（CARICOM）则具有一个自由贸易区、一个关税同盟、一个统一市场和一个几乎具有完全功能的货币区域，在波斯海湾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海湾区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而且地区性的组织经常相互影响，它们有时代表所有大陆国家的共同立场就特定问题进行谈判。这些组织同样也和其他全球性的机构开展协作，如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因为有时一些政策最初是单个国家同这样的全球机构签订的一些矛盾或补充的协议。这些协定有时有助于在处理全球贸易问题时形成一致的立场，如WTO内部的问题。

全球金融

在将不同区域整合为一个全球积累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生产和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和资本的供给问题。这通常是由国际性金融组织（IFIs）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在联合国体系下，特别是在区域发展方面，拥有独立授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WBG）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运用其结构调节计划（SAPs），IMF可以在一国需要其帮助时，决定其国内经济政策。一般而言，这种政策意味着建立国家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紧密结合，是通过私有化和打开国内市场完成的。世界银行集团是由五个组成部分构成的，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为主权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私人企业的资本提供是通过世界金融公司（IFC）进行的。投资风险保险是通过多边担保机构（MIGA）实现的。而私人和国家投资争议解决则是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达成的。

通过以上这些方式，全球金融机构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融入各种各样的积累循环之中。ICSID所定义的合法机制已经被许多贸易合同和条约所吸纳，当争议出现时，许多双边投资条约要从ICSID中寻找依据。这些例子也许证明了哈特哈特（Hardt）和尼格丽尼格丽（Negri）（2000）的观点，他们认为“通过跨国法律的现代转型，帝国主义的立法过程趋向于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和重新配置民族国家的法律，因此超国家的法律强有力地决定了国内法律”。尽管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

在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体系的下一层次，是一系列的地区性和次地区性的金融机构和多边发展银行，它们相互联系构成全球范围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经常和国际组织一起发挥作用，而且许多结构是一样的。哪里有这种机构运行的地方，哪里的区域合作程度就越高。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加勒比以及美洲都有一些发展银行，相应地在每一大陆都有一些更小的银行处理特殊领域的事务。

世界贸易组织

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监管的，它是由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发展起来的。WTO的形成过程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论坛跳跃”的实践的例子。这种情况发生于当一个论坛因为一个严格的命令难以解决问题时，或者当权力无法超越更强大的国家时。贸易组织最初是在联合国的体系下，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监管的，但是一些强有力的成员运用GATT进行管理。WTO拥有全球贸易监管的权力，如果有的国家不遵守贸易协定，允许成员国对该国实施制裁。其主体拥有司法机制，通过各国的力量来保证权力的执行。这通常是通过民族国家修订法律，来巩固WTO的司法权，而这种法律的修订是成为WTO成员国的必备条件。然而，要达成协议，则需要各个成员国在关税和补贴的各种规定方面达成一致。因为最近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组织起来并且发出一致的声音，西方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强迫他们达成协议。另外，西方国家的国内政策（如农业补贴和关税）已经开始被置于更加公开、详细的审查之中。

非政府组织（NGOs）

除了源于政府的官方组织外，也有许多私人领域的组织，它们组成了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当然，也有许多组织是作为全球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并且在寻找自身替代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方式，例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社会论坛等。一些则致力于推动全球化，这些组织一般主要有意识形态功能和政策规划功能。例如国际商会（ICC），主张保留民族国家政府、全球体系以及联合国体系等对国际事务重要的组织。在每次与WTO高峰会谈之前，ICC都要与八国集团（G8）东道主国家举行一次会议。它还有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以解决国际合同的争议。

政策论坛

通过发达国家建立的论坛和国际组织，现在各国有越来越强的政策协调的趋势，例如G8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8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贸易、经济、社会保障政策、人权以及环境政策等。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分别每半年一次和每三年召开一次由财政部长参加的会议。近年来，其部长如环境、劳动和教育部长也每年参加会议。G8没有一个永久的秘书处，因而仅是一个非正式的论坛，但是，它在推进所有参与国共同关注的议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相反，OECD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设有长期秘书处，可以向成员国提议。例如该组织建议成立了投资多边协议（MAI），虽然这一协议从来没有得到实施，主要原因是民间社会团体，NGOs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范围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证明了存在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以及反对全球经济活动进行的情况。

通过这些论坛，也建立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例如G20，把参与国扩展到了巴西、中国、印尼等国家，同时也包括IMF和世界银行的首脑以及欧盟主席。它们最近在开会讨论全球金融调控问题。

民族国家和跨国国家机构

现在，回过头来再次讨论民族国家在跨国国家机构（TNS）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有关民族国家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讨论是强调民族国家力量和控制力的下降。然而，很容易过度强调这一点。事实上，恰恰是民族国家自身对特定政策目标的追逐，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全球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一系列政策的制定，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按照一些抽象的标准来说，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是进一步被削弱了，而是在更大的TNS框架下，民族国家的力量在增强。在民族国家仍然起很重要作用的部分缺失的情况下，TNS发挥作用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根据罗宾逊（2001：183）的观点，民族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起着“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作用，或者像切尔尼切尔尼（Cerny）（1990：53）所谓的一个“竞争性国家”。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参与到管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有时甚至需要修正宪法。这源自论坛的转型，其结果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些政策经常体现在超国家的法律中，以代表跨国资产阶级（TNCC）的利益。

跨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通过跨国的途径表达。这种精英的影响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式的，它通过建议者、专家或各种各样的左翼或右翼的直接金融管理，来达成民族国家在政策决定上的一致性的认识。这种自上而下的策略，在地区或国家层面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支持，在那里还有全球性质的工业和组织机构挑战国内的劳动转移和当地工业的压力。所有的跨国机构拥有潜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超越并且改变了国家。鲁宾逊（2001：188）总结道：

绝对不是最近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出现了“民族国家的终结”，我们见证了其转型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过程。这些新自由主义国家是TNS的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了必要的服务。在跨国议事日程的强行的运转过程中，民族政府起到了传送带和过滤器的作用。

我们不需要利用鲁宾逊的观点来指出国家在当前时期不可避免地所起到的这种作用。这些国家行为是当地具体斗争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在本土的环境和跨国资本家的跨国环境中，当地和跨国资本家之间的利益之争可以存在于当地和跨国的资本家之间。国家必须通过缓和利益之争来调节这种冲突，同时，强迫订立跨国水平的协议。这种当地和跨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是通过民族国家和跨国机构来实现的，具有代替更加传统的金融、产业和商业资本的利益分配的潜力。而且对于国家来说，可以肯定的是仍有可能对来自当地进步势力的主动行为做出反应，这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是很明显的。

尽管民族国家保留甚至增加了它们在实施跨国方面的重要性，必须要认识到的是，相对于“跨”或者“超”国家主体，民族国家已经终止了在特定领域的权力，特别是对于宏观经济问题方面的权力。例如，对于欧元区的货币和利率来说，欧洲中央银行取代了许多国家银行的作用。在北美，NAFTA的签署国在条约中让渡了其在劳动和贸易争议的代表性的权力。正如比尔斯泰克尔比尔斯泰克尔（Biersteker）（2002）指出的那样，WTO之类的经济组织，已经开始把它们的领域延伸到了以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国家的领域，如通过批评一些劳动政策，消费品的安全标准以及环境协定来作为自由贸易的非关税壁垒。IMF和WB的贷款人已经对这些国际组织放宽了对其国内政策领域的控制。

主权的超领土化伴随着不断增强的区域化，例如欧盟。这些地区有时被看作是反全球化力量的一种缓冲器。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进一步实现全球化的中转站。有些荒谬的是，地区化支持小国作为独立国家参与全球经济。这些渴望独立的地区可以在重构的全球经济中得以生存，因为，传统的重工业制造业和资源开采已经不再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条件。诸如银行和金融的服务业可以弥补传统制造业的缺乏，并使得小国能够生存。

这些新兴国家可以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挑战那些已经建立很长时间的国家，给它们带来竞争的压力。这些小国新建立起来的生存方式，在资本家利益的维护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较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已经经历了来自新兴国家的不断增强的竞争，这为跨国机构的形成减轻了负担，在新的条件下巩固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趋势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全球化的合法性。尽管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使它们感到丧失了主权，新兴国家感到自身的能力和力量在增强，至少在最初是这样的。

波兰尼运动的第二部分和国际人权

国家越来越脱离具体的民族经济，特别是具体形式的民族生产（钢铁和汽车工业），许多服务业（民族航空和邮政服务），以及金融业（民族银行），使各国更完全地融入了全球的循环之中，进而使其陷入对私人利益的追逐而导致的全球积累逻辑之中。这与波兰尼运动的第一部分类似。这些发展对于以代表公民作为基本原则的自由民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阿斯特曼阿斯特曼（Axtmann）（1996：131）所指出的那样：

超地域的全球力量不但因为它们的超地域性的特点侵略了民族国家的空间，而且也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操作而进行运作。它们作为空间的入侵者和逃避者而挑战了传统的民主政体。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领土地点、没有直接的主权命令的主体，能够合法化？而且这些主体的建立被看作是民主的行动，并且阻止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倾向。一种答案在于在“民主、自由、人权”的传播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重建，这样使新出现的全球框架具有某种意义的合法性。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个原则作为“指引之手”或者“道德指南”，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策，同时也有助于塑造民族国家的民族理想。

人权问题是跨国管理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相关话题。它至少与第二部分的波兰尼运动有某种弱相似性。人权的普遍化已经日益制度化，并慢慢在国际体系中传播开来，成为新兴国家被认可的先决条件之一。国家现在不但要满足国内人口的需要（这是以前国家被认可的全部标准），而且它们同时必须在“诸如民主机构的建立和巩固，少数人口权力的处理，经济管理等方面”被全球所接受，甚至要求在产权、性别权利以及其他以前被认为是私有权利的地方，与全球标准一致（Biersteker 2002：169）。

在其他方面，诸如（联合国）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处理那些被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如边境交叉污染的事件，而国际刑事法院处理诸如战争犯罪和大屠杀等问题。通过处理超出民族国家管理的问题，这些国际组织有助于在全球体系内保持一定的权力意识和信仰意识，这是任何新出现的跨国结构的重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

TNS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SSA

在第四章我们讨论了全球新自由主义SSA。在这里，我们希望将其扩展到新的全球跨国管理机构在SSA中所起的作用。

国际政治经济可以定义为包含一系列民族特色SSA的体系。正如科茨等（1994：1-2）指出的：

尽管日本、德国、美国、瑞典以及南非全部都是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他们的组织和执行也同样各有不同。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一种原理融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这些制度性差异。

这种民族SSA通过民族之间的机构联系在了一起，国家管理本质上是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集合的事情。积累和生产的循环被国家设置和规制，同时运用一系列的国际管理机构帮助完成这一过程。

然而，目前国家开始把它们的注意力从相对严格的国家调节体系，转移到了相对解除管制的开放体系，这将吸引投资，使国内的生产力在国际市场上能更有效地参与竞争。这种新的方式代表了从一个意识形态转向了一系列的自由主义，这也导致了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的SSA向国际积累模式的转型。在过去国际积累是资本的补充，但最终限制了资本扩张的能力。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程序，主要是部分地，通过新的跨国制度性框架来管理资本主义的超出民族国家的传统的有限范围的事务。因此，尽管国家仍然存在，并且以它们原来的国家的名义存在，但它们的作用在减小，并且越来越由全球范围的决定所引导。这种国家行为和动机的衰退，同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限制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地位。这些发展也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因素一致。

在以前，不同民族的SSA通过一系列共同的国际机构联结在了一起。全球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这种关系。全球新自由主义构建了一个跨国SSA。然而，这种跨国SSA在跨国界时并不是均质的。这种跨国的框架在其范围方面受到限制。最初仅仅关注商品和资本在跨国界运动时的放松管制。迄今为止对跨国规制的减少，导致了民族差异的产生，这样为资本进入积累过程中利润最高的地方铺平了道路。目前，如果从民族的水平审视国家的行动，其形式、政策和操作的差异仍然是非常显著的。然而，这些差异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这些政策和机构的体系，可以被看作从大量的工具菜单中选择出来的，它是新出现的全球SSA的一部分，并且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决定生产、竞争、调控和消费。

目前的危机和TNS

由管理创新所促进的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在当前危机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非常明显的是金融全球化对目前的资产泡沫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并导致了危机在全球传播。间接地说，全球化在产生潜在的需求危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延长了衰退的时间。在产生潜在需求危机过程中，全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将延长危机的低迷期。经济的国家界限的拆除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正逐渐削弱许多企业，目前，最显著的是汽车产业。更加重要的是，生产全球化削弱了劳动的权利，产生工资增长停滞，使消费过分依赖于不能维持的借贷，现在其可能性已破灭。TNS的特点也证明其在决定经济的前景方面是重要的。尽管定位于促进消费贸易和消除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但TNS不适合于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由于不同利益的卷入，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开是一个复杂和拖延的政治问题。但它的目标是相对清晰和清楚的，至少从抽象的概念上看，设计政策来应对一个没有完全展开和无法预见的全球经济危机，看起来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国际管理出现了两个直接问题，而当今机构组织不适合于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第一个直接任务，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和设计一种适当的且比较具有干涉主义的、调控的以及具有明显效果的国际金融体系机构；第二，是如何提供一种财政调整刺激计划，它的力度和范围恰恰足以应对目前生产和需求的下降。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扩展到了G20，G20是一个相对于G8的论坛，同样包括大的欠发达经济体，例如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家。尽管包括更广范围的国家，对于危机这一问题的范围来说是恰当的，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参与者的扩展，不会使达成最终协议更加困难。

2008年12月华盛顿峰会之后的宣言列出了许多问题，但缺乏细节。它担心没有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宣布承诺“自由市场原则、包括法律制度、尊重私有产权、放开贸易和投资、建立竞争性市场等等”，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以上背景下，报告仍然担心对经济的过度管制。

接下来，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更明确地讨论了银行规制和财政刺激的问题。然而，美国的反对限制了金融规制所产生的影响，但这是德国和法国需要的。而德国的反对意味着一个更加积极的财政刺激计划没有被通过。更多的钱提供给了IMF，但是没有基金会在紧缩情况下对贷款的刹车机制。G20仍然遵守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会议认可了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结果。特别是，它宣誓要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而不会采取限制世界范围内资本流动的措施。也许最显著的是：“下决心保证长期的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并且提出了：退出现在为了支持金融部门和恢复全球需求而采取的政策。”

G20已经不能在面临全球经济危机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虽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在每一领域这些都被限制于最小的公有分母中。有效的否决权由几种发达经济体行使。“富人俱乐部”G7之外的较大的经济体，已经被终止了大步走向全球管理的过程。尽管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入，G20仍然担心无法打破过去30年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共识。G20仍然更愿意追求自由贸易和更畅通的资本流动，而不是忙于解决全球金融和财政危机。

因此TNCC和TNS所面临的更大困难是重建一种新的SSA，以处理全球新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困难。TNS的国家形式已经远远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像TNS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并且代表了以前国家形式的断裂一样，建立一个适合于新的SSA的管理体系，可以导致 TNS更深层次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与TNS关系的断裂。这种断裂可能偏离在TNS下的主权分配功能的本质。这可能引起力量和决策的全球集中。

同时，目前体系中的矛盾是不明显的。不平等、生产过剩、积累缓慢以及金融不稳定性，这些矛盾对于保持或深化跨国经济活动的解决方案是可以修正的。目前，对于衰退的任何最终的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中，经济的跨国特征被保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回到解决危机的国家政策，这会导致跨国主权和管理职能的弱化。事实证明，TNS的重要性局限于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并从2008年开始走向终止。SSA理论的一个要点正在于此。制度的形式，包括国家的形式，是有限的，受限于特定阶段的资本主义，为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应做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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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美国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第八章 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工

二战结束之后，一项制度性框架——战后SSA——逐渐形成，促成了美国再度繁荣的新阶段的到来。从美国国内来说，这一结构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因素：首先，联邦政府在促进和巩固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提供了保障。其次，尽管劳工和管理层仍处于竞争冲突之中，人们对劳工与管理者权力之间冲突的本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对劳工角色的定义也越来越清楚。在国际上，该战后制度性框架则以美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为特征。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战后SSA中的紧张状况开始显现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滞涨是这一紧张状况的突出表现之一，它反映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困境。随着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企业不得不承受这一困境所带来的重负。滞涨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打破，一个“新自由主义”SSA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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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里根里根政府没有明确讨论这方面的议题，但事实上却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性框架，即新型的SSA，在新自由主义或对资本主义放松管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繁荣。在意识形态上，联邦政府被指责为造成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最重要起因。联邦储备系统所践行的货币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企业里，以前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有关“管理层权利”和“劳工角色”的一系列共识也遭到了质疑。

雇主的策略和政府的政策紧密地相互配合，并致力于通过消减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政府放松管制的政策削弱了已实施的最低限度的社会保护措施，也降低了以前受管制行业中劳工的地位。政府政策和管理层激发的“去工会化”行为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导致贸易工会数量的急剧下降。尽管在战后的SSA中，资方对劳工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但在当今“新自由主义的”SSA下，资方取得了更高的支配地位。其结果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劳动标准降低，工资结构下调，工资不平等和低薪工作的数量增加。工作不安全感变得更加普遍。美国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衰落的重担转嫁给了在市场上议价能力较弱的工人和穷人们，无论这些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

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SSA的基础上，经济实现了持续的扩张。“去工会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得雇主在设定工资标准和制定人事制度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工资所得仍然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临时性雇佣关系的不断涌现助长了工作的不安全感，其中，追求效益的公司的小型化改造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生产率的提高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工作强度的增加，而工作强度的增加正是建立在工人不安全感的基础上。

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工资上的不平等才得以减少，工资结构水平才有所提升，当时失业率较低，而且政府也上调了联邦最低工资标准。随后，由于2001年出现了一个较短的、轻微的经济衰退，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又再次加剧。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构仍在发挥作用。保守的“自由市场”经济重构，企业的支配地位，私营部门的去工会化运动，连同一切不平等和不安全感的增加都指向了以下问题：劳工在当代SSA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本章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劳资关系和战后SSA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性质，并以此为历史背景分析当代“新自由主义”SSA中的劳工。第二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当代“新自由主义的”SSA就产生于那个时期。第三部分，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雇主的进攻”和去工会化运动。第四部分，论述了原有新自由主义框架的遗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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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劳资关系：稳定中的冲突

在运用SSA的框架进行的研究中，二战后的SSA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以“劳资协议”为特征的，和平的集体谈判；二是劳工的分割（Gordon，Edwards and Reich，1982）。然而，实际的劳资关系却比“协议”或“合议”中所展现的更具冲突性。虽然工会与许多大企业都接受了集体谈判的法律界限，这些界限是由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哈特利法案，以及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和法院的裁定等所设定的，但他们之间的激烈冲突并未消失。

雇主选择了在工会存在的地方接受它们的存在。大量的非农业劳动者并未加入工会。1954年，34.7%的非农业劳动者是工会成员（Blum，1968：45）。超过60%的制造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主要制造行业所签署的集体谈判合同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的工资设定。1948年，通用汽车（GM）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达成协议，该协议包含了在工资支付方面的重要创新——两年期合同中的工资自动调节机制。工资依据以下指标进行调节：一是年增长系数（AIF），它反映了在预期生产率增长中的劳动力份额，二是生活调整成本（COLA），它的目的是在通货膨胀中保护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

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资自动调节机制连同通用汽车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的协议（UAW-GM agreement），成为了劳动合同的最普遍的模式。模式化的谈判使工资协议在各行业中流传开来。“威胁效应”迫使那些没有工会的雇主，像有工会的经过谈判的雇主那样，承担一系列的补偿协议，否则该雇主就会面临工人组织工会的威胁。行业间的工资结构相对稳定，各行业的工资变化的差别很小（Piore，Sable，1984：83）。此外，工人的工资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上涨，以保持对商品和服务的适度需求，从而促进资本的积累。

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个部分。初级市场工作的显著特征是：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工作稳定和拥有较多的发展机会。次级市场的工作一般只得到较低的工资、较差的工作条件、最少的工作保障和很少的发展机会。相比于次级市场，竞争力量对初级市场工资设定的影响更小。

围绕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进程发展出了许多理论解释。SSA的研究着重分析了经济结构内部的二元性以及雇主和工会双方的策略。初级市场的工作多处于经济体的垄断性的“核心”部门，而次级市场的工作则主要存在于竞争性的“边缘化”部门。而且，雇主对二级市场产生“简单控制”推动力量，而针对独立的初级市场岗位则实行“官僚控制”。“技术控制”及其所带来的次要的初级工作，因为其产品的市场力量而超出了大公司和工会谈判的范围。雇主及其管理代表将保持对公司基本运作的控制，同时工人将得到包括更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的工作保障在内的初级工作的权利（Edwards，1979）。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在于：一些工人能够受益于集体谈判和另一些人无法从中受益。这一劳资双方的谈判构成了双方的“协议”或“合议”。

但“协议”或“合议”这些词语，在字面上反映的和平关系与现实中的劳资关系并不一致。尽管维持集体谈判关系的稳定性有一定意义，因为这种稳定性有助于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但是严重的冲突并未消失。毫不奇怪，没有工会的公司仍然为处于无工会状态而努力。“协议”或“合议”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日增，导致大量的（尽管不是所有）未建立工会的公司不得不经常抗议新建工厂内的工会组织运动。这些新建工厂多位于原先没有工会的地区。这种经济活动的重新布局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50和60年代成为普遍趋势。例如，很多位于北部州拥有工会的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公司，在南方开设新厂时努力保持它们无工会的状态。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电气设备制造业的公司，1946年的罢工使该行业的管理层确信：东北部和中西部大量集中的制造业工厂已经变成了劳工武装的温床。工会更难将上述行业的新的制造工人组织起来，特别是在南方地区。经济活动的分散化虽然不能确保工会消失，但使得把工人组织起来更加困难。参加工会的工人在全国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954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稳步下降。

二战后开始后商业活动的严重下降，一直持续到了1957年年底。边际利润受到挤压，来自国外的竞争日趋强劲。管理层倾向于减缓工资增长和加强对工作过程的控制，它们对工人采取了“强硬措施”。在1958年和1959年，超过30%的制造业工人，上千个甚至更多的订立协议的单位中的合同期满的工人，参加了罢工。这一数字后来再未被打破（Kaufman，1978：423）。只有少数公司在罢工期间仍然维持了工厂的运转，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飞机公司（1960）和通用电气（1960）。

批量生产行业的工会领导人深信管理层“至少会大力削减工会力量，并很可能挑战工会的存在”（Barbach，1961：25）。回顾过去，尽管雇主没有挑战工会的存在，但他们曾尝试过削弱工会力量。因此，即使在“劳资协定”被描述成最稳固的，集体谈判关系被描述成相对和平的时候，工会领导人在与管理层打交道时仍然缺乏安全感。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是一个劳工运动和工会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的时代。但是，尽管劳工在谈判桌上更为强势，管理层对新工会主义的抵制也增强了。私营部门参加工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仍然持续萎缩。虽然在最高度组织化的行业里，工会的谈判能力使他们受到保护并免于非工会模式的影响，但非工会模式仍然得以生根发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模式都处于主导地位，之后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SSA产生了。

20世纪80年代放松管制的政策体制：当代“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件

为了扭转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一衰退代表了战后SSA的危机，为了提高平均利润率，为了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里根里根政府打着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增进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旗号，开始执行放松管制的政策。上述政策一步步损害了最低社会保护政策所庇护的工人的利益，尤其是穷人的利益。劳动力市场政策变革的两大推动力开始浮现出来：一是在给定的失业率的基础上，通过降低工资和实际最低工资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二是通过提高失业率的整体水平，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用有利于资方的方式重新解释现有的产业关系立法，并通过放松对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的管制等方式来削弱工会的力量。

虽然里根里根政府的政策体现了更保守的倾向，但还是延续了卡特卡特（Carter）政府时期的一些措施。沿着卡特卡特政府后期的政策轨迹，在货币主义伪装下的联邦储备系统，借助提高失业率和侵蚀劳工力量来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降低通货膨胀率。从紧的货币政策连同全球食物和能源价格下跌，使得通胀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3年的3.2%。但是失业率却上升到1982年的9.7%和1983年的9.6%的高水平，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从未出现过的高失业率。整个经济中的失业人数都在上升，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表现得尤其明显，而这些领域是传统上工会势力最强的行业。

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失业人口本身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联邦最低工资实际价值的降低也对低工资工人产生了消极影响。整个里根里根政府执政的8年时间里，以1981年的价值计算，最低工资始终保持在每小时3.35美元。自1938年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并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之后，这一时期是最低工资标准没有上涨的最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私人非农产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小时平均工资的50%附近徘徊，20世纪70年代最低工资标准是小时平均工资的45%。到1985年，最低工资标准则进一步下降到小时平均工资的39%（Mishel，Bernstein，Allegretto，2007：190-92）。

同一时期，由于失业人口数量上升，联邦政府还削减了失业保险（IU）。失业保险系统的削弱是从卡特卡特政府时期对失业救济金征税开始的。里根里根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提高了失业保险的实际税率，并缩短了失业保险金的实际受益期。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下，各州设定了失业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受益期的资质要求。州层次的政策变化使得失业保险的受益门槛提高。整个20世纪80年代，失业者中参加失业保险的比例都在下降。1975年的失业率是8.5%，76%的失业者受益于失业保险。1982年，失业率比1975年更高，但只有45%的失业者领到了失业保险金（Levitan，Carlson，Shapiro，1986：165）。之后的1987年和1988年，只有大约32%的失业者从失业保险中受益。而与此相似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则有40%到45%的失业者获得了好处（Baldwin，McHugh，1992：2）。

削减失业保险的初衷是激励失业者接受新介绍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的初始薪酬低于失业者失业前的收入。类似的政策的改变还包括《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AFDC）》，该计划原本旨在激励接受者寻求和接受低薪的职位。最初，卡特卡特政府尝试扩大福利计划，但他们没有成功。在卡特卡特政府任期快结束时，开始要求削减“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的支出。这一巨大的转变成为里根里根政府削减福利计划的前兆。有计划的改变限制了可能接受政府援助的人数以及受助者所领取的金额。领取福利金的人数下降，很多仍受益于“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的家庭收入也在下降。

大量的失业人口、最低工资和社会工资的降低对工会造成了损害。限制工会的政府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1年，里根里根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就解雇了参与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并取缔了“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法律禁止联邦雇员参与罢工。这一行动给雇主传达了明确的信息：他们可以没有顾虑地捣毁工会。

里根里根政府任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目的是制造多数派，从而剥夺劳工运动的多数成果。有评估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1984年6月为止，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重做了40%的决策（Business Week
 ，1984：122）。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去工会化态度使得工会在进行组织活动和与雇主谈判时困难重重。雇主现在能更容易地通过一些不公平的安排，在代表选举过程中阻止工会的胜利，而不必承担这样做的消极后果。此外，雇主在工会组建过程中的权利也得以扩张。雇主能够轻松地将工会控制的工作职位迁移到没有工会的地区。工会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罢工变得难上加难。

卡特卡特政府和里根里根政府对运输业和通信业等工会势力强大的行业放松了管制。1978年，卡特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航空公司放松管制法》。1984年，里根里根政府司法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拆分导致了对通信业管制的放松规制。卡车运输和铁路运输业在此时期也放松了管制。随着更激烈的竞争被引入上述行业，工会面临一个更不利的谈判环境。

雇主的统治地位和20世纪80年代的去工会化：当代“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构成要件

削弱工人力量的政府政策，无论这些工人有没有加入工会，都是雇主们所盼望的。由于更高的工会工人的保险费率、更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和利益的驱动，雇主试图寻求增加“弹性”的方式来降低劳动成本。雇主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工人更多地承担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成本。像政府一样，雇主也希望减少具有权力的工人对市场竞争力量的隔离（译者注：即让一些有市场力量的工人，失去市场力量，面对市场的竞争）。整个20世纪80年代前5年，大量的（尽管不是全部）公司，无论是否盈利，都通过“低成本之路”来提高利润。它们受益于反劳工的政府政策所创造的良好环境、越来越无力的工会以及总体上过剩的劳动力供给。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去工会化的一个时期，工会参与率的下降是工会劳工谈判能力削弱的一个标志。1980年，23%的劳工没有参加工会，其中包括22%的私营部门工人。到1989年，工会参与率下降到16%；而私营部门则只有12%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在传统工会势力强大的行业，例如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工会的覆盖率也在缩小（Freema，1988）。雇主激进的反工会行为是工会衰落的背后因素。而且工人也越来越无法依靠罢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整个20世纪80年代，每年大约只有1250起罢工发生，而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则是每年2660起 （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91：3） 。此外，很多雇主领会了里根里根总统在处理空中交通管制员争议案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一项美国审计总署的调查发现，很多工会代表和雇主都相信雇主越来越倾向于雇用“安分”的工人来替代参与罢工的工人。雇主的这一策略转变抑制了工人的罢工意愿。

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变化，推动工资设定朝着“市场导向”的方向发展。许多公司从工人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让步中获利。工资设定降低，就像演出费用的支付一样双重工资安排变得普遍，原有工资谈判模式被侵蚀，工资设定日益局限于公司和工厂内部。20世纪80年代之前，劳资谈判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包含年增长系数（AIF）和生活调整成本（COLA）的条款，这些特征最初出现在1948年通用汽车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谈判中。20世纪80年代，这些条款的重要性下降了，公司以前与工会化的工人力量所达成的其他共识也开始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史无前例的庞大数量的工会成员的工资只有些许上涨或没有上涨，甚至有的工资还降低了。约1/3到1/2签署了集体谈判协议的工人，他们经历了减薪或工资冻结。最初，在1981年至1982年，工资和收益的下降只出现在面临经济困难的公司。到1984年至1985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工资和收益的下降在所有存在参加工会劳动力的行业出现。这种下降在当时放松管制的行业尤为明显。即使是赢利的企业也加入这个大潮并迫使它们的工人做出让步（Mitcheel，1985，1994）。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由于经济增长和失业人数减少，尽管减薪或工资冻结的程度有所缓解，但工会却已经无力在谈判中争得工资状况的实际改善。

在工会化的部门内，制胎业、卡车运输业、肉类加工业、航空业和汽车业的行业工资标准像其他行业一样低。钢铁行业的多雇主谈判终止了，卡车运输业和地下采矿业的一些公司退出了多种形式的劳资协议。非工会化的雇主也更多地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设定报酬。局限于公司内部的劳资协议成为一种趋势，作为这种趋势的一部分，包含生活调整成本（COLA）的条款被从用工合同中去除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下半期，大约60%的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包含生活调整成本（COLA）条款，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则只有约40%的劳动合同包含该条款，到1992年则进一步下降到20%。总之，贯穿20世纪80年代，各公司和工厂间的工资差异在增长，至少在制造业内是如此。这种公司和工厂间的工资差异的增长是收入差距的重要根源。

公司劳动时间的政策也朝着降低用工成本的方向修改。面对更艰难的经济环境，很多雇主的应对措施是延长每周或每年工作时间——却不提供与此相应的工资增长，或在安排工作时没有增强灵活性。20世纪80年代，全职工人的每周或每年工作时间都在增加。工人的假日和假期也在缩短。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汽车业、钢铁业、橡胶业和零售食品商店等行业的带薪假日和带薪假期都在减少。航空公司飞行员对航空公司做出了工作时间上的多种让步，这增加了飞行时间占计酬时间的比重。卡车司机同意依照实际驾驶时间记取薪酬而不是为每次货运旅途的指定时间付薪水。就工作日程来说，工人的加班工资减少了，周六、周日工作的奖金也减少了，工作日程也变得更加不方便。这些变化发生在制胎业、制铝业、零售食品商店、钢铁业、卡车运输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采矿业等行业（Rosenberg，1994）。

除了对全职工人推行更长和更弹性化的工作时间之外，一些美国公司还尝试增加“应急性”廉价劳动力的使用。由于缺乏一致的纵向数据资源，很难测量长期内隐性的和非标准的工作的趋势。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隐性的和非标准的工作确实增加了（Rosenberg，Lapidus，1999）。此外，临时性工作的增长快于总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临时性就业领域就业人数的增长，对工业的帮助体现在直接降低了工会阻挠临时用工增长的努力（Gordon and Appelbaum，1992）。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就业者中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增长缓慢，但增长主要是非自愿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的增长（Mishel，Bernstein，Schmitt，2001：251）。兼职工作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这些扩张的兼职就业却往往是一些“坏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兼职工作（Tilly，1992）。

总之，低薪就业人数在快速增长，工资与收入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这可以部分归结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Harrison，Bluestone，1990）”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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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蓝领工人、附属性工作的劳动者、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岗位质量在下降。工作岗位的质量是由实际收入、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福利、工会覆盖率和非自愿兼职就业人数等方面来衡量的（Gittleman，Howell，1995）。

应急性新自由主义结构框架的遗产

按照一些衡量标准，里根里根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连同雇主的激进的去工会化行为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功能更优、更富效率的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没有加速，投资热潮也没有变成现实。保守的经济计划实际上却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增加。约有40%的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可以归因于联邦政府税制和转移支付计划的改变，剩下的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则可归结为市场性收入的不平等的增加（Gramlich，Kasten，Sammartino et al.，1993）。尽管如此，应急性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仍然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除2001年的轻微衰退外，经济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7年之后开始出现深度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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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里根政府的遗产强有力地影响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计划以及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的属性。克林顿政府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是限制性的，也许由于过于强烈，它带来比先前更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克林顿政府使里根里根政府减少福利待遇的做法画上了句号。在战后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期中，克林顿政府的劳工政策是最不利于工会的，它反映了劳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削弱，这正是里根里根时代的遗产。集体谈判关系中仍然充满火药味，即使在长期集体谈判中工会也往往处于劣势。

里根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政府政策的错误导向，导致平均工资增长的停滞和自二战之前以来最大的不平等，这引起了极大争议。有鉴于此，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提高总体工资结构的底线、缩小工资不平等和税后收入不平等。在老布什政府执政的1991年，最低工资上涨到每小时4.25美元。1997年，克林顿政府促使国会立法使最低工资上涨到每小时5.15美元。尽管有所上涨，1999年私人非农产业的最低工资仍然只有全国每小时平均工资的39%，这也只是里根里根政府执政中期的1985年的水平（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1：330）。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是对有工作贫困人口的工资补贴。克林顿政府通过扩大受益家庭的数目和提高受益者的支付来提高劳动所得税减免（EITC）。在收入金字塔的塔顶，克林顿政府提高了针对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

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失业保险制度的改变潜在地提高了失业者的福利。政策创新主要发生在各州的层面，但克林顿政府为这些改变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很多州轻松地达到了（联邦的）要求并且同时提高了最高受益待遇和平均受益水平。尽管如此，在1999年也只有不到38%的失业工人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这和1990年的水平持平（Wenger，2001：12）。但1999年的失业率是4.2%，低于1990年5.6%的水平。

尽管克林顿政府在最低工资、劳动所得税额（EITC）和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与里根里根政府时期相反，克林顿政府最终废止了里根里根政府攻击的《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AFDC）》。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通过，使得享受福利的“权利资格”终止了，人们被要求更多地参加工作。没有参与“工作活动”的过去的福利受益者将不能再从政府援助计划中受益。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一生中接受福利待遇的时间不能超过5年。

克林顿政府在福利改革上对国会保守势力的妥协，代表了自由的（按照20世纪美国人对这个词的定义）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巨大失败，这当然也是劳工运动的失败。尽管克林顿总统任命了一批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到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工作，但该委员会的大部分立法议程对劳工运动还是不利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得以通过。包含禁止在罢工期间雇用替代性劳工的内容的《工作场所公平法》只得到了克林顿政府不冷不热的支持，它自然也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

得益于投资增长，尤其是对信息技术投资的增长，以及由于股市大繁荣带来家庭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人们消费支出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经济扩张——尽管它不是最强劲的。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之前20年的增长都快。1973年到1995年间，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1.4%。而在1996年到1999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2.7%（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1：333）。经济扩张时期，更多的人实现了就业，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稳步下降到1999年的4.2%，同时劳动参与率上升到了1997年到1999年间的67.1%，这是二战之后的最高水平（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1：321，325）。

尽管劳动力参与率很高，失业率也在稳步下降，表面上看来工人的谈判能力会得到增强，但事实上很多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和非监管行业的工人，无论他们是否加入工会，他们工资的增长幅度都不大。工会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加入工会的工人比率仍在下降。1999年，只有13.9%领薪水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在私营部门，这个数字则降到9.4%。很多加入工会的工人也很不愿意通过罢工来达成他们的目的。大规模罢工——有1000名或更多的工人参与——已经很少见，1999年只发生了17起，是二战后数目最少的年份（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444-45）。毫不奇怪，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也不太愿意为提高工资而斗争。由于直接面对更多的（尽管还不是全部的）市场变迁，很多工人感觉不安全感增加了。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证实，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工作安全感持相对悲观态度的时期（Schmitt，2000）。

对工人不安全感的关注，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核心概念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是否还在有效运转。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完全消失的观点似乎言过其实，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很可能在下降。尽管新增的工作中有一半会在第一年终止（Farber，2005），长期的雇佣关系仍然存在。2006年，30.0%的25岁及以上的工人拥有10年以上的任职期，这仅仅比1983年31.9%的水平低一点点。但是，拥有这样长任职期的男性的数量从37.7%下降到了31.1%，与此同时这样的女性的数量则从24.9%上升到28.8%。事实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的时候，年纪大的男性更可能受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但现在他们却要面对就业岗位任期中位数的降低。从1983年到2006年，45—54岁年龄组男性的就业岗位任期中位数从12.8年降到8.1年，55—64岁年龄组男性的平均任职期从15.3年降到9.5年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fics，2000，2006）。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失业率降到了低水平，广泛存在的劳动力短缺的瓶颈仍未出现。第一，现有的工人有足够的额外劳动力供给，可以满足大多数雇主的需要。工作不安全感的增加导致了在工人们面临失业威胁的时候，他们愿意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第二，妇女稳步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的就业率从1979年的47.5%上升到2000年的57.5%，而同期的男性就业率则从73.8%小幅度下降到71.9%（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5：257）。第三，作为福利计划改革的结果，许多先前接受《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AFDC）》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的数目从1995年的4791000户下降到1999年的2582000户（美国人口普查局，2000：391）。有孩子的单身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1995年的57.5%上升到2000年的73.9%（美国人口普查局，2009：376）。第四，大量合法与非法的移民涌入。1994年第一年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从那年算起到2002年，海外出生的工人占了整个劳动力增长量的一半以上（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05：3）。

低失业率出现的几年之后，实际工资水平就开始上涨。但由于增长率很低，直到1998年实际平均周薪才超过1989年的水平。这是上一轮经济扩张结束的年份（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1：330）。尽管实际平均工资没有超过1989年的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低失业率和联邦最低工资的上涨还是使得低收入的工人受益了。从1995年到2000年，在工资分布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1/5的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上涨了11%，上涨速度比其余4/5的工人更快（Mishel，Bernstein，Allegretto，2007：121）。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低收入工人实际小时工资上涨的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延长了。

然而，工资不平等的减缓只是暂时的，因为2001年短暂而又表面的复苏与许多人并没有关系。总体上说，2001年到2005年间的平均工资增速比1997年到2001年间更慢（Beck，Gordon，2005：79）。收入最高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快，收入最低者的实际工资增长最慢（国会预算办公室，2006：5）。联邦最低工资标准19年没有上涨，这是自1938年5月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产生以来，此项标准没有上涨的最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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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2005年，最低工资仍只占小时平均工资的32%，这是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Mishel，Bernstein，Allegretto，2007：190）。去工会化仍在继续，2006年总体的工会参与率下跌到12%，在私人部门则只有7.4%（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7）。

有了如此弱势的劳工，21世纪头几年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可以归结于受到强迫的劳动力的贡献。通常情况下，就业人数下降常常伴随着缓慢的生产率增长。但是，在2001年到2003年间情况却不是这样：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利润压力的公司进行了重组。它们降低了成本，包括减少劳动力成本，减少就业人数，并将投资支出控制在低水平。事实上，尽管2001年末还出现了新的经济扩张，但从1997年至199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1年至2003年，失业率激增（Farber，2005）。同时，公司在就业工人的基础上提高了产出和劳动生产率（Oliner，Sichel，Stiroh，2007）。

像里根里根政府20年前做的那样，小布什政府又开始攻击劳工。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经常通过支持雇主的议案并推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通过的法令。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法令使得工人更难通过卡检验协议（card check agreement）（译者注：卡检验是美国雇员组建工会的一种办法，在集体谈判中，大部分雇员以签署授权的形式，或者说“卡”的形式，声明他们愿意被工会所代表）。组建工会，更难为因参与工会活动而被非法解雇的工人讨回薪水，而雇主则可以轻易地拒绝雇用一个工会支持者。此外，他们将大量的工人重新归入受监控名单，以此来阻止这些工人加入工会。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条例则重新界定了获得加班工资的资格条件，结果是只有更少的人能够获得加班工资。

结论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霸权的相对衰落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政治僵局，当代“新自由主义”SSA则是对此僵局的应对之策。这一经济政治僵局体现了战后SSA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卡特卡特政府开始，经由里根里根政府推动，连同企业的参与，促使解决此僵局的策略和政策都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放松管制、去工会化和劳动弹性化是当代“新自由主义”SSA的几大要素。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和工人工资、福利的停滞是这一结构的后果。

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的专业人员和经理人是主要受益者。2000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占有了全美所有家庭收入的21.5%，如此高的比例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尽管2000年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使得这些家庭的收入有所下降，但这之后他们的收入又开始增长。这些家庭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中都提高了他们所占的份额。总之，在2005年，最富有的1/5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额的48.1%，而在1979年，这一数字是41.4%。另外，最富的1/5的家庭收入的增长又几乎全是由于最富有的5%的家庭收入增长引起的（Mishel，Bernstein，Allegretto，2007：59，62）。

另一方面，制造业工人和非管理层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从1979年开始就停止了实质性的增长，而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则在上升（Dew-Becker，Gordon，2005：79）。此外，与1979年相比，2001年私营部门工人整体上更难得到由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和养老金（Mishel，Bernstein，Allegretto，2007：135，138）。

过量的消费者债务和资产泡沫在当前的衰退之前就出现了，当前的衰退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债务和资产泡沫是“新自由主义”SSA的直接后果。由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停滞和雇主提供的健康福利的减少，很多家庭不得不通过过度举债来维持他们中意的生活标准或是去支付不可预计的医疗费用。相对于停滞的工资来说，资本的利润日益增长，财富日益在少数高收入群体的聚集，引起大量快速增加的基金四处寻找投资机会——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投机性的。由于这些基金缺少可用的投资机会，有利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投资泡沫产生的环境条件形成了。正是这些资产泡沫的破灭导致了当前的衰退。

经济危机至少构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SSA严重的紧张状况的一个方面。这是否会导致新型战后SSA取代当代“新自由主义”SSA还有待观察。奥巴马政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愿意纠正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状况，提高社会工资，动用政府行动来重建经济，并重构危机中的公司和产业。但奥巴马政府是否会执行激进的劳工政策或限制资本所有者的行动，这一点目前尚不明确。此外，顽强的资本所有者并不愿向劳工妥协，同时劳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资方做出这种妥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SSA，一种介于“新自由主义”SSA和战后SSA之间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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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首席执行官（CEO）报酬增长和美国当代积累的社会结构

引言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丰富了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它指出了起源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鲍尔斯，戈登和魏斯科普夫，1983）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机制，并在随后侦测出了当时体制下显现的危机：原有机制不能克服20世纪70年代不可再生的经济周期。该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揭示了工作和劳资关系的转型在业已出现的战后SSA中的核心作用（Gordon，Edwards，Reich，1982）。该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则研究了保守策略在克服结构性危机时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原有SSA体制中选择的缺乏（Gordon，Weisskopf，Bowles，1989）。这显然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Kotz，McDonough，Reich，1994）。

管制理论遵循一种平行的策略。首先，它创造了一个“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的概念，以解释二战后美、法等国的快速和稳定的增长（AgliettaAglietta，1982；Boyer，Saillard，2002）。其次，它探讨了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劳资妥协基础上的这一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所陷入的结构性危机（Boyer，Juillard，2002）。此后，劳资双方努力根据各自利益重新定义了基本的制度模式。许多现有的制度结构倾向于支持一种新型的积累体制，即选择福特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竞争导向的、由服务推动的或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导向的。

另一个假说在近20年也得到了发展，该假说关注金融支持下的资本积累的重构（AgliettaAglietta，1998）。显然，世界经济当中所注入的金融资金流已经成为劳资关系重构、竞争和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尽管如此，金融主导型体制的生存能力仍长期为管制主义者所争论：一些人认识到金融化的过程已经是不可逆的和十分普遍的（AgliettaAglietta，1998），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原有的积累体制只针对于美国和英国，并最终会导致一场大规模危机（Boyer，2000a），而现在，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它的评判，所有人都同意随着互联网和房地产业泡沫的相继破灭，原有的积累体制显示了它的脆弱性（AgliettaAglietta，Rebérioux，2004）。

本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开始用更微观的视角来分析经理人的角色、酬劳的变化和一部分工薪阶层向金融家集团的转变，并研究使这一结构性转变成为可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本章还探讨了公司组织的政治途径和股票期权的意义和作用，因为类型化的事实不断挑战传统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詹森詹森（Jensen）和麦克林麦克林（Meckling）（1976）的经典论文及其后的修改（Jensen，Murphy，1990）中所揭示的结论。

本章结构如下：公司前所未有的良好业绩能使经营这些公司的CEO酬劳的骤涨合理化吗？经验研究表明美国CEO薪资的暴涨与公司资产回报率的增长关系的相关性不大。本章的主要部分致力于说明高层经理人固有权力的差异，以及在金融化时代，权力向财富的转化（见“公司治理和股东价值”一节）。本章接下来提供了一份经验证据的简短调查，这一调查是从大量关于经理人报酬的文献中得出的。大量类似的统计分析证实，处于公司层的经理人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实权（见“公司层的经理人权力”一节）。20世纪90年代特有的社会和宏观经济环境给予了经理人在政治领域新的权力。很多关于劳工、竞争和金融的政策依据公司、机构投资者和工薪阶层之间新的权力分布被重新设计（见“经理人的权力”一节）。制度化妥协的重大变化导致了积累体制转型的开始，转型的方向是典型的金融导向型的构造：高层经理人在“保卫股东利益”的口号下与金融家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其结果是，CEO酬劳的暴涨成为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外显因素（见“一种象征性的新型积累体制”一节）。这样一种SSA可能在特定情形下盛行，美国正好符合这些条件。但它会培育出破坏稳定的力量并增加结构性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抽象，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透视次贷危机（见“进入2007年的结构性危机的美国专属模型”一节）。最后，简短的结论总结了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们金融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见“结论”一节）。

公司治理和股东价值：传统观点与观察资料的不一致

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调和：20世纪90年代的格言

在价值创造时期和其后的股东价值时期，经理人和所有者的利益分歧问题凸显成为关键问题。那么，为什么不尝试着调整高层经理人的策略以使资本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符合股东的利益呢？无论是处于成熟产业的传统公司，还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新兴公司，股票期权都得以广泛运用（见图9—1）。

在传统产业，股票期权的初衷如下：激励更好的管理工作，改变CEO的策略——使他们专注于核心工作而非从事极端多样化的工作，此外还有节约资金。在新兴产业，很大一部分员工只拿中等工资，但拥有大量的股票期权，这些股票的价值在公司达到期望的利润时是可变现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会计原则不要求将股票期权计入成本，这就降低了生产成本并提高了利润。对基本创新的追求和将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报酬形式与“新经济”的观点密切相关。股票期权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的核心：人们期望股票期权能够掌控成熟公司的经理人并且奖励业绩良好部门的专业人员和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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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通过股东价值来管理经理人

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公司：良好的财务表现和经济效率改进

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大繁荣最开始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高生产率的体现，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高生产率的体现。但回顾过去，国家核算账户的资料却并不支持美国公司的CEO和首席财务官（CFO）提交的财务结果的结论（见图9—2）。一方面，标准普尔100的大公司的平均回报率实际上从10%增长到将近17%。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繁荣源自公司债务支付的利息率下降和建立在利息率和全部资产回报率差异基础上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当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来计算经济回报率时，大公司赢利的复苏并没有那么显著：1985—1992年的缓慢衰退终止了，1993—2000年间的经济回报率只有3%的增长，这之后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时期。回顾过去，人们认为美国公司的繁荣应归因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和新的管理方式，新的管理方式主要得益于联邦储备委员决策的质量和各公司对信贷和债券的聪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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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标准普尔100美国公司：源于债务杠杆作用的较高财务盈利能力

资料来源：plihon 2002：90。

高层执行官报酬增长，遥遥领先于绩效的改进和平均工资的增长

这样一来，经理人对上述美国公司中财务状况改善的贡献可能是很小的。他们的报酬应该是与此相应的小幅度的提升。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从前所未有的报酬增长中获得了大量收益（见图9—3）。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收入前十位的CEO的平均薪酬是130万美元（按1999年美元价值计算），而平均工资约4万美元。1975年以来，这两个变量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趋势：收入前100名的CEO的平均工资增长接近停滞，而他们的平均薪酬则快速而接近连续地增长，并在1999年达到4000万美元。1995年后他们的全部薪酬的增长再次加速，这一年也正好是美国互联网金融泡沫的开始。

这些数字看来证实了本章的核心假设：由于外国公司的竞争性威胁和金融化的公司治理方式的结果，美国的CEO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永久性工薪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而在德国或者日本，CEO们仍将自己视作工薪阶层的上层部分。美国的CEO们已经与金融家结成了隐蔽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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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美国CEO的薪酬与平均工资，1970—1999年

资料来源：匹克提匹克提（Piketty）和赛斯赛斯（Saez） 2003：33，图11。

在股东价值支持下，经理人和金融家的隐蔽联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的多样化，以及它们从美国向全球的扩散极大地改变了公司治理的概念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传统理论认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股份公司已经屈从于机构投资者的强烈要求。行动者新的力量源自放松的金融管制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这使得他们有资格去要求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投资资本的更高回报率，与先前预测实际利润与财务分析师期望的一致性，以及公司产生的利润资金流的稳定性。在美国和英国的小部分地区，金融导向的增长体制取代了福特主义的体制。相关模型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则不适用（Boyer，2000a）。尽管国家增长体制不同，股东价值的理念已经在全球开始扩散。

但是，一项更精确的调查揭示了评估中的细微差别。由于关注股票期权的金融投资者的推动和公司金融界众多专家的支持，股东和经理人利益结盟的目标已经得到推广，从美国开始一直蔓延到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尽管没有公开承认，经理人还是聪明地运用机构投资者的要求来重新设计了自己的薪酬。除工资外，基于公司利润和股票市场估值的各种形式的酬劳不断增加，这极大地提高了CEO们的总收入（Piketty，Saez，2003：16）。高层执行官实践了柔道的艺术：将来自金融界的压力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化，并继续侵蚀工薪阶层的谈判能力（Froud et al.，2000）。

这样，在投资人的专权下，经理人和投资者的隐蔽联盟产生了，工薪阶层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的新波动（见图9—4）。例如，在解雇的威胁下，他们必须为了维持公司的回报率而承担更大份额的风险。雇佣劳动关系本身也因此发生改变。首先，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转变为基金制养老金，这一转变使得大量资金流入股票市场（Montagne，2003），这推动了美国金融导向的增长体制的发展。其次，为了补偿微幅度的工资上涨，长期工人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甚至可以通过特别方案来获取公司股份。宏观经济领域的监管方式——收入不均规则和公平的经济政策、规则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经理人用来调整合作联盟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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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和经理人的联盟

有利于执行官的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

如何理解经理人的关键作用？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给出了解释：由于他们在公司的职务，因此在结构上，经理人能够在经济领域运用权力。权力关系不只局限于政治领域，它们也以别的形式在经济领域存在着（Lordon，2002）。很多因素可以解释关于劳工和金融的明显的不对称。

首先是日常观察的结论：执行官就日常事务做出决策并且可以直接影响公司战略。相比之下，董事会的控制是低频率的，财务分析师的控制是间接的，在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工薪阶层对所在公司的管理没有任何话语权。

因此，经理人获得了特殊的知识和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是金融市场、竞争者和劳工代表所未知的。外部的财务分析师可以收集关于公司和竞争对手的信息，但盈利能力的真实信息来源仍披着神秘面纱，因为外人缺乏对某一公司成功所依赖的内部复杂事物的了解。

从定义上看，所有的内部信息都是外部不可得的，因为这些信息都有可能是额外利润的来源。这就明显刺激人们有计划地和投机地使用这些信息。当然，股票市场的内部交易是非法的，不过日常性地使用内部信息和知识却是合法的。

在高级经理人和公司的各种董事会和委员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和信息的不对称。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成员是执行官任命的，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公司的员工精心编排的，而且董事会成员最终也属于同一社会网络。这样，CEO提出的议程和提议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类似的，股东大会中的少数派也没有资源提出替代性的人事提名或者提议（Bebchuk，2004）。因此，当财务状况出现戏剧性变化时，审计员、财务分析师、各股东组织对经理人的控制是事后的和一般性的。事实上，对经理人的控制已经十分困难。

所有的争论都源于利润产生的相同的核心特征。传统的公司概念假定利润来自可替代的一般生产因素的混合，其依据是主导性的价格体系。其基本假设是每项生产因素都依据其边际生产率来付费。这一模型很快打破了功能主义的定义：公司被定义为一系列互补的能力，这些能力是难以替代的（Biondi et al.，2009）。这是公司净利润的起源，资本一旦投入就会一直计付利息。因此，执行官牢固的权力是公司生产利润能力的写照（Bebchuk，Fried，2003；Bebchuk，2004）。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者比经理人更清楚特定公司的渊源和成功缘由的想法是虚幻的。他们的信息优势来自对宏观和部门因素的统计分析，而这些因素是在同行业公司的抽样调查基础上得出的。

公司层经理人的权力：与经验证据趋于一致

在原先的结构中，高级经理人占据了核心地位，因为他们与其他社会团体结成同盟。这些同盟则随着体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环境而变化。先前关于经理人内在权力的假设，无论是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都难以完全而直接地验证，但一些分散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权力的存在及其持久性。

经理人从股票期权中获取的显著高额利益

在美国，股票期权的大量使用促进了CEO策略与股东利益的调和。有人明确指出，在微观层面，这样的利益调和是不可能完美的。将公司植入宏观经济环境进行考察时，新的差异出现了（见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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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为什么股票期权不能区分经理人对公司业绩的贡献

首先，由于在投资（其中很多还是研发经费）和投资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公司现今的财务业绩很大程度上是受前任首席执行官的决策所影响的。事实上，股票市场的金融价值化的时间远比创新和生产投资成熟的时间短。汽车产业和生物技术行业就是这种大时间差的例子，它们的时间差有可能达到十到二十年。

其次，在股票期权和CEO的实际功劳之间也存在着差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快速稳定而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使超低的利率成为可能，这就产生并推广了投机的泡沫。这些泡沫与管理的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Boyer，2004）。坏的和好的经理人都从一种普遍的信念中平等地获益，这种信念认为一项新的增长体制产生了，利润只会增长并支撑起前所未有的投资资本的高回报率。

最后，股票期权的局限性还来自这一事实，即金融市场通常在微观上是有效的（在对股票的相对价格进行估值时）而宏观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不得不受资本不良跨期分配的影响：过度自信和自负的行为对高流动性金融市场特有的不确定性的回应，这催生了投机泡沫（Orléan，1999）。在这样一个投机的时代，CEO的薪酬不再与他们对所在公司业绩的贡献有任何关系。

这三大机制（路径依赖与机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完全扭曲了股票期权支持者所设想的关键的良性循环（见图9—6）。

微观层面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和宏观因素之间的差异，成为了1995—2000年间CEO薪酬暴涨的主要影响因素（见表9—1）。如果金融市场是完美的，股息派发将成为相关绩效的唯一指标并成为股东和CEO从股权获得报酬的源泉。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股份价格的上涨就占了股东全部回报的2/3到3/4。这为同期过高估价的CEO薪酬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对比性估计（Erturk et al.，2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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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1997年后制度性夸大收益：美国缓慢的调适过程

资料来源：希默尔贝格希默尔贝格（Himmelberg）和马奥尼马奥尼（Mahoney），2004：10。

表9—1 股票期权对美国公司利润影响的两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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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来大受欢迎的公司策略：歪曲利润报表

高级执行官的相对自治权力也能影响提供给资本市场的信息。在这方面，在理解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时，美国的一项制度赋予人们巨大的自由。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很多公司运用甚至滥用了这一权力（Himmelberg，Mahoney，2004）。回顾起来，对公司利润的夸大十分严重，以致后来的精确数据显示公司利润在1997年后出现了下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7月。公司总是公布上调了的利润数据（见图9—6）。

在实时的私人信息和事后美国国民经济核算得出的公共评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可能有多种原因。第一，公司与国家的会计规则可能不同。但这也不能解释图9—6显示的差异，图中的数据是经济分析局依据不变的规则进行测算而得出的。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员工股票期权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意外地出现了。那一时期，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这一情况有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员工薪酬从基本工资到股票期权的转变增加了公司的利润，这又引起了公司股份价值提高，最终激励公司给予更广范围的员工以股票期权。当然，CEO和CFO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受益者。

两项独立的调查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几年，股票期权的份额占公司总利润的比重在稳步上升。经济分析局指出，股票期权占公司利润的比重从1997年的12.4%持续上升到21世纪前10年的约39%。《商业周刊》（2003：38）指出，股票期权在标准普尔公司的净所得中的比重在1996年只有2%，2000年是8%，2003年则达到了23%（见表9—1）。

第三，一项更有疑问的策略被用来分析图9—6所显示的差异：公开上市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利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弹性来篡改账目，有意夸大它们的利润报表。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公司通过谎言来维持它们股份的上涨（例如安然、世通、阿霍德）。这是股东价值和15%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惯例相结合所产生的意外结果。这样的目标在大多数公司和部门是无法长期实现的。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对下列现象感到奇怪：在20世纪90年代，篡改账目成为知名商学院中受欢迎的课程并被CFO们在实践中反复运用。其结果是，在股票市场暴跌前，CEO、CFO和其他高层执行官可以抓住潜在的或已产生的机会，运用手中的股票期权使自己变得富有。这为高层管理人员在现代公司中获益的自由决定权力又提供了一个证据。

经理人的权力：从公司到政治领域

现在是时候走出大公司内部的微观结构和职能了。这些结构和职能为高级执行官提供了重要的自治权，并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型上市公司进入社会和政治系统是如何变化的（FligsteinFligstein，1990；FligsteinFligstein，Shin，2004）。CEO薪酬的上涨特别是其中股票期权的上涨也许能在宏观层面得到一系列的相关解释。

金融自由化是CEO薪酬暴涨的先决条件

大公司内部结构等级的变化与美国增长体制的转变密切相关。显然，CEO薪酬暴涨和CFO地位的上升是不可能在福特主义体制下出现的，因为在福特主义体制内金融受到严格监管，主要问题则是在主导性的凯恩斯式货币和预算政策要求下，实现生产和（主要是国内的）需求的相互调整。但20世纪60年代晚期福特主义的危机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结构变迁的时代：基本上，这是一个进口商品渗透、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和自由化的时期。工薪阶层的谈判能力受到侵蚀，相对应的，经理人更多地考虑金融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劳工的需求。

养老金改革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和金融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Montagne，2003）。一方面，养老金基金注入股票市场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也使得市场更易产生金融泡沫。另一方面，金融中介和机构上市公司都认为股东价值应该得到上市公司的普遍性关注。金融化（Palley，2007）和CEO薪酬暴涨是上述两项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后果（见图9—7）。

当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

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对一项公司内部经理人权力微观的有效补充（Roe，1994）。这一理论探讨了经理人怎样将他们的经济权力转化为制定有利于经理人利益的经济政策的能力。在过去的20年中，大公司运用退出和呼吁来影响政治领域。首先，随着国家经济的大开发和资本的自由运动，跨国公司的经理人能够依据他们本国生产率的竞争力要求来重新制定国内的劳动合同。其次，他们要求降低公司利润税，以使他们从海外优惠待遇中获利。这样，经理人能够综合运用移位（即退出）和游说立法者（即呼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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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行政高管薪酬金融化的主要过程和影响因素

工商界和财经界不断向政治人物表达它们的要求，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政府采取了有利公司的政策：它们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缩减了政府的福利开支，它们降低了高额所得税，并且采纳了可变通的公平竞争观念。此外，游说团体还明确要求废除对新型金融衍生品的管制，这些衍生品的范围包括安然公司的能源衍生品和次贷衍生品。上述行为是美国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从有利于最富有者的税收系统重建中获益

高级经理人和金融家进一步地从美国税收系统的长期变革中获益。因为富人比穷人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他们成功地降低了高收入的边际税率。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幅度上涨后，美国中产家庭的实际联邦税率自20世纪80年代后基本没有改变。但对百万富翁和最富有的1%的家庭来说，却是沿着另一方向改变（见表9—2）。同样地，尽管工资税和福利费用从1950年的6.9%上升到2000年的31%（见表9—3），公司税却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10%）。

这样，在全社会范围，企业主收入上涨（Piketty，Saez，2003）、社会公平观念的转型（市场分配是公平的）、所得税的改变和国民总收入公司份额的减少都证实了这一假设：大公司特别是其高层执行官拥有了新的政治权力。

表9—2 对中产阶级和富有家庭的税率的反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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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 公司所承担的联邦税负的下降和工资税额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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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象征性的新型积累制度

很明显，美国CEO薪酬的暴涨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稀罕事，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型的表征。

金融导向型积累制度的核心：经理人和金融家的新联盟

事实上，在实际的社会妥协的庇护下，制度模式被全面地重新设计：高级经理人接受了股东价值的原则，金融家则承认了经理人的权力。这一安排中排除了工薪阶层，除非它们同意将自己的大部分薪酬与所在公司的财务业绩挂钩，如果工薪阶层加入养老金基金就有可能从股票市场的繁荣中获利。这一联盟将金融系统作为主导的制度模式，因为它的庞大的职能会明显地引起其他制度的变化（见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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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新的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

为了满足股东的要求上市公司追求高的稳定的回报率。这样，一种新型投资方式产生了。生产投资更多地取决于利润而不是预期的需求，股票市场的高流动性使得合并、兼并和借贷融资收购（LBO）更为容易。

金融系统的新构造也对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明显影响。在黄金时代，由于工薪阶层薪酬不受市场经济不确定性的直接影响，公司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险。随着股东价值的上涨，这类不确定性部分被转嫁给了劳动者承担，主要是通过快速的雇佣关系调整，弹性工资，以及更少的福利收益来承担。结果，宏观经济震荡日益反映在工资单上，这对家庭消费造成了负面影响。

金融化部分或全部地补偿了这一不利趋势，因为金融化能够暂时缓解家庭预算的压力。从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转向基金制养老金改变了工薪阶层的财富，金融资产成为消费的决定因素。同时，尽管公司对劳动力弹性的追求引起了工资下降，但在利率下降时，经理人修改抵押贷款的能力能打开融资的新途径，并且能轻易得到信贷，保证消费。

这一新型联盟为制度等级结构带来了改变（Boyer，2000b），至少潜在地带来了一个真实的积累制度，它隐含地建立在经理人和核心工薪阶层的联合上，以抵制福特主义制度。

金融导向型积累制度的要素

该制度的核心变量是股票市场估值，是市场管制公司的策略和个人的行为，并且沟通了所有参与者的期望（Orléan，1999）。直接融资快要超过银行信贷而成为金融体系的关键要素：大量的信贷机会则要以股票市场估值为条件。生产型投资的谨慎管理促进了一种宏观经济新格局的出现。同时，在银行向家庭发放信贷时，股票市场的财富被计入账户（见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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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金融主导型积累体制的主要宏观经济关系

结果是，生产和雇佣关系的水平不再是生产和消费形式互相作用的结果，它独立于任何缘由的金融市场，这就是二战后的黄金时代体制（AgliettaAglietta，Rebérioux，2004）。基本上，当所有市场上的行动者作出决策时，股票市场都是关注的焦点，因为它能够调和各方的预期。增长正是受这些预期的规制。

这个体制是可行的，但需要特定的条件

早先的研究运用这些假设提出了一项关于金融主导型增长的简单模型。尽管这一模型建立在有远见的和冒险的行为上（家庭今天会消费，因为股票市场告诉他们明天会变富有的），从结构上看它还是不可行的，它需要一种动态的平衡。该体制的运行要求人们精确地构建投资和消费函数的各项参数。股份中的财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越高，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就越重要，由积累效应的利润带来的投资倾向也就越高。

进入2007年的结构性危机的美国专属模型

该简单模型导致了两项有趣的结论：它们分别关注金融主导型社会积累结构的普遍性和长期稳定性。

这一模型难以向全球推广

该模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粗略运用得出了第一个有趣的结论（见表9—4）：美国经济是该金融主导型增长体制唯一明确的参与人，英国紧随其后。相比之下，如果引入股东价值原则，其他经济体则不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当工资是收入的主要来源，金融投资组合会很小，投资主要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这时金融化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导致生产、利润和就业的减少。此外，在那些国家，金融家、实业家和工薪阶层之间或明或暗的联盟与美国的情况相比是十分不同的。

美国的体制在以下事物中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放松的金融管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CEO薪酬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推广和雇佣劳动关系的金融化。在美国，金融家和高级经理人的联盟造就了全新的金融导向型的积累体制，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出现过的。

表9—4 金融主导型社会积累结构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很少有机会普及世界其他国家，但是英国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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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体制的成功及其所导致的金融脆弱性和结构性次贷危机

但即使初始阶段有很稳定的金融导向型的社会积累结构，经济体的稳定运行也有可能被三种变化破坏。首先，净资产收益率（ROE）的目标是有限制的：如果它太高，平衡就会被打破。这样，推高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其次，如果由于工薪阶层的谈判能力不断受侵蚀而导致工资的过度弹性化，平衡也不会持续。最后，金融化的巨大成功，即金融财务的持续增长快于劳动所得的增长时，会引起稳定的体制向不稳定体制的急剧转变。因此，就算该模型中没有考虑的金融泡沫不出现，金融化过程也包含有一些内在的阻碍。

这解释了美国和英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受2007—2008年度的危机冲击最大的原因。由于现实情况展现了结构性危机的大多数特征，对美英而言，事情就不是一般性繁荣和衰退的调节这么简单了（Guttman，2008；Crotty，Epstein，2008）。持续的金融创新为股票和信贷的累积上涨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这些股票和信贷都是与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息息相关的。这一上升一开始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但现在它却是消费复苏的阻碍。在宏观经济的限制之外，价格机制场外交易的衍生品也不再起作用，这对衍生品金字塔的存续性提出了系统的挑战。最终，为了防止美国经济总崩溃和出现1929年式的积累性衰退，联邦储备系统的紧急干预和政府公共预算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了（Boyer，2008）。

结论

本章的主要目标有三：

第一，提出美国CEO薪酬暴涨和这种保障与公司实际绩效高度不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无论金融界看上去多么强大，CEO都可以凭借他们的职务，拥有内在的难以被外界监督的权力。

第二，这一内在的经济权力通过政治游说而扩张，并转化成一种影响资金拨款的能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旨在调和经理人和股东利益的股东价值运动却在客观上帮助CEO实现其策略。

第三，所有上述转变都汇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导向型的积累体制。该体制首先在美国的宏观经济领域得到成功的运用，但在21世纪前10年它却遭遇了金融脆弱性的困境，并最终经历了次贷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所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因此，2007年危机的根源来自最精巧的金融系统，美国成为其中的典型，而有的新兴国家则幸免于难，这与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不同的。

史无前例的，金融自由化的合法性受到了美国公民的挑战，而高级经理人的薪酬也受到严格审查和监控。一个不确定的新的“新政”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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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和刑事司法制度

引言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唯一的一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汇聚到一起，为一段持续不变的、有力的资本积累时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尤其是通过调节以解决阶级冲突和竞争（Kotz，1987）。戈登、爱德华和里奇（1982：25）进一步提出“……不同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也许组成（或排斥）不同类别的制度”，同时也可能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制度整合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二战后美国SSA的分析已经局限于组成SSA的四个主要部分——有限的劳资相符，资本—公民一致，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安定和平，内部资本主义敌对状态的牵制政策（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f，1990） ——或者那些直接作用于积累过程的“核心制度”（Kotz，1987；McDonough，1994）。对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给予其他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制度，却关注不足。

本章提出了对这种机构的分析——罪犯司法体系——跨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SSA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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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SSA作者已经讨论了监狱和新的“警备状态”（Bowles，Gordon and Weisskopf，1990；Gordon，1996），增加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支出（lippit，1997）和毒品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SSA理论最近的特点（Houston，1992），但是在资本积累进程中还没有人研究过刑事司法制度的作用。在此我们对这一方面进行分析。

本章的两位作者所做的研究，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SSA和犯罪及其控制下的改革之间的关系。卡尔森和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1997）首先验证了整个SSA理论阶段官方失业率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与基于SSA理论基础上的预期一致，我们发现了不同的SSA阶段失业人数和犯罪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整个衰退时期对于所有的犯罪是显著的、正相关的，而且在统计上是有重大意义的（1966—1979），尽管在接下来的衰退/探索阶段（1980—1992）是负相关的且不具重要意义的。我们解释这些结论，并指出了失业人数和犯罪之间的线性关系对于SSA阶段社会失业动乱是敏感的，由于失业变得越来越结构化，官方手段渐渐不能抓住经济边缘的过剩人口。这样，由于部分过剩人口转向与地下经济（尤其指毒品）有关的犯罪，犯罪率趋于上升，但是实际上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却趋于下降。

在第二项研究中，结合SSA理论和鲁舍鲁舍（Rusche）（1978 ［1933］）、鲁舍鲁舍和基希海默尔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1967［1939］）以及米哈洛夫斯基米哈洛夫斯基和卡尔森（1999）的著作验证了SSA阶段失业—监禁（U-I）关系中的历史偶然性。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官方的失业率和新的法院监禁率之间正面的、重要的关系在最初的探索、巩固和衰退阶段逐渐发展壮大。然而，在衰退阶段的后半期达到高峰之后（1967—1979），U-I关系变得十分强大，并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最近的衰退/探索阶段却呈现出负相关（1980—1992）。我们也认为，后期强大、负相关的U-I关系反映了急剧增加的监禁率与由于措施不当导致的不断增加的失业率之间的交叉，并且不断增加的失业掩盖了生活在经济边缘的人们的增长。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了犯罪、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SSA的历史转变之间的关系。然而，刑事司法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资本积累进程之间的关系的真正特性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分析。

SSA理论、资本积累和刑事司法制度

戈登、爱德华和里奇（1982：19）把国家看作资本积累执行“一些关键的支持性职能”的体系。杰姆斯·奥康纳杰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73）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与这一观点一致（例如，参见Kotz，1987：25-6）。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机构通常表现两种矛盾的职能——积累和合法化。也就是（O'Connor，1973：6）“国家必须设法提供条件，使盈利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然而，国家也必须设法为社会和谐维持或创造条件”。这就提出了问题，刑事司法制度怎样促进（或阻碍）国家的积累和合法化职能。

即便是最狂热的自由市场支持者也把维护法律和秩序看作国家的一项必要的和合法的职能（如Friedman，1962）。这包括资本积累的两种重要的方式——控制犯罪和动乱。通过定义和控制财产犯罪，刑事司法制度构建了一个法律和安全框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通过减少暴力犯罪和社会动乱，刑事司法制度也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要求，即制度合法性和投资者信心，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和谐。

刑事司法制度在资本积累过程“三部曲”中的两部中也起着潜在的作用。第一，在资本积累过程的第一部（如生产和劳动力投资），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可以为资本主义投资者提供利用劳动力的机会，这或者是通过直接订立合同，或者是通过租赁系统提供免费的犯人劳动力或低于市场工资的劳动力，或间接提供就业培训和灵活判刑，并且当劳工市场紧张时，允许打开监狱大门。

第二，在资本积累过程的利润实现阶段，刑事司法系统及其雇员为私有部门生产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市场。作为实施法律的最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监狱建造的建筑供应、维持监狱人口日常的商品和服务的采购者以及私有惩教和安全服务，刑事司法系统成为一个实现利润的获利市场。同样，刑事司法系统雇员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消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以及服务的市场。

我们提出这一观点，刑事司法制度促进国家积累和合法化职能的特殊方式将随历史变化，这取决于两个因素：（1）过剩人口的规模、内涵和理解或真正的威胁，而这又取决于（2）劳动力市场状况。具体来说，由于巩固时期增加资本的工资法案使得劳动力市场威胁到了积累，我们坚决主张刑事司法系统作为回应，应当使一些罪犯合法化，以降低对他人的惩罚，并制定一些惩罚策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除了最危险的罪犯将其他全部犯人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惩处策略。相反，随着衰退和探索时期过剩人口和伴随的犯罪的增加，刑事司法系统策略将设法通过增加严厉惩处的方式恢复系统的合法性，将暂时不需要的过剩人口关在铁窗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SSA阶段的刑事司法制度

根据鲍尔斯及其同事所述（1990年），二战后SSA包括从大约1948年到1966年间的巩固时期，1966年到1979年间的衰退阶段，接下来是为了制度选择在衰退和初步探索阶段之间的过渡期，这一衰退阶段从大约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主要的特点是“商业优势”。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塑造了战后SSA理论，因而我们对刑事司法系统变革的历史分析开始于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衰退/探索阶段（Gordon et al.，1982：12）。接下来我们讨论二战后SSA的各个阶段，并以开始于1992年左右的最近阶段结束我们的分析。这已成为制度探索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如科茨（2003）所述的“自由制度结构”，尚达不到成为一个新的SSA。

在世界大战之间的衰退/探索阶段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几年，一项新的刑法理念和一套实践做法得到了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并最终和一个专业的警备模式合并为修正的“处理模式”，以及一个专业的警务模式。一战之前，惩罚的目的是威慑和报复。惩罚是通过辛勤劳作，以合同形式或者在国家账户监狱工业系统，在这里，囚犯们生产非耐用消费品，在自由市场进行销售（尽管几乎不支付给囚犯任何薪金，但从有益于劳动合同双方和/或国家中获得利润），在公共单位（例如，在南方的连锁集团）或者在监狱维护和运行该设施（Barnes，1921；Weyand，1926；GillGill，1931； McKetvey，1934-1935）。确定判刑是犯罪分子入狱达一定年限并且没有可能提早释放的标准。

二战后，惩罚的目的转变为加强社会保障，主要方式为剥夺危险罪犯的权利，恢复那些对社会不构成危险的罪犯的名誉，让他们返还为生产工人和社区守法公民（Barnes，1922：256）。这种新的修正“处理”模式，强调了“改革”和“改造”——被定罪的重罪犯改造方式有无期徒刑、假释以及缓刑。由于提前释放的可能性，人们将无期徒刑设计为为罪犯提供个性化治疗，并为罪犯提供激励——因其“良好行为”得以提前释放，这是因为在监狱外面作为一名生产工人和守法公民生活需要良好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无期徒刑同样给予假释委员会权力，使得那些“不可救药”的囚犯服满最高刑期。作为监禁的一种可选择的方式，缓刑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McKetvey，1977：310-15）。另一个修正处理模式的特点是通过私营部门的劳动合同或者国家的分配制度结束对监狱劳工的直接剥削。相反，囚犯接受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随时准备再成为劳动力（MacCormick，1931）。

在这个SSA阶段，开发了一套更专业的警务模式，并通过部门重组、国家和区域警察机构的发展、犯罪侦查的科学使用、执法人员的正规培训以及预防犯罪来提高效率（Tibbitts，1933：899-901）。另外，联邦调查局被定义为国内治安机构，通过其国家学院为当地执法人员提供培训（2007年联邦调查局）。警务人员是和平工作者，其作用是保护和服务公众，而不是打击犯罪。

巩固阶段

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虽然在经济周期中存在短期波动，但在失业率直线下滑时经济产出和实际工资呈稳步上升趋势 （Bowles et al.，1990：35-46）。在这种蓬勃发展的经济状态下，失业率下降和马克思（1967［1867］）称作“浮动形式”的过剩人口超出比例，随之而来的是商业周期波动，而这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对于在刑事司法系统控制下出现的少数人，在之前阶段设置的机构安排——恢复理念、缓刑、无期徒刑，结合有关假释、放宽工作计划、职业培训和教育的提前释放——通过在监狱铁窗内提供源源不断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促进资本积累。正如索斯藤·A.塞林索斯藤·A.塞林（Thorsten Sellin，1965：251）当时所述：

一战以来，尤其是最后一次，在修正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最好的监狱系统正在努力改造罪犯，并切实为这样做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罪犯劳动起了作用，但不是仅仅为了利益剥削他们；培训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在他们释放后可以获得工作。

劳工供应紧张，而且往往是高薪聘请；低技能的工作很多。罪犯重返社会能够找到有报酬的、合法的工作。资本主义雇主不仅渴望雇用这些工人，而且希望通过增加劳工供应降低工资增长。正如美国监狱部助理署长莫勒莫勒（Moeller）（1969：83）所观察到的：

缓刑犯和假释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美国国家制造商协会已公布了工作释放计划的重要性。企业已经与惩教机构合作，引进机构培训计划尤其专门为罪犯提供劳动力市场上稀缺的技能。

尽管这种情况发生在巩固阶段，但在衰退阶段的最初几年之后将不会再持续。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SSA巩固阶段是一个由专业警务模式和为企业提供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的刑罚制度推动的经济繁荣时期。由于过剩人口不多，且几乎未构成任何威胁，因此释放囚犯并没有威胁社会秩序或国家的合法性。犯罪率和监禁率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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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刑事司法系统促进积累和合法化的能力在经济衰退期后开始削弱，因此有必要改变，这种改变首先体现在法律执行上，其次是法律修正。


衰退
 ：到1966年为止，之前的20年整顿期增长的引擎逐渐失去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之前重现的国家强大工业经济，结合来自劳动力和其他社会索赔的利润损失压力，以及越南战争引起的赤字升级，这都减缓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随着好工作从经济中迅速消失的速度超过了新产生的工作，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结构化，并且在1966—1979年的衰退阶段美国制造业就业所占的比例降至22.1%（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1995：324）。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率迅速上升，各种形式的公共秩序混乱：公民权利的示威游行、贫民窟起义以及反越战抗议，这都标志着社会和谐的显著下降。巩固阶段的刑事司法政策不再为促进积累和合法化服务。

鲍尔斯及其同事认为，二战后SSA的社会制度的衰退在1966—1979年的整个时期并不统一。相反，衰退发生在两个可识别的分阶段，1966—1973年和1973—1979年。我们认为，每一个分阶段都导致刑事司法系统内部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个衰退阶段的特点是失业率很低然后上升，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 （Bowles et al.，1990：96），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城市贫民窟的街头和大学校园里的大规模起义。在专业警务模式下，地方和国家警察的宗旨是保护和服务公民，但他们没有能力恢复社会秩序。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调用国民警卫队来平息这些干扰。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益增加的犯罪率和大规模群众抗议威胁了国家的合法性，形成了一个公共不安全和社会不和谐的形象。当旧的SSA渐渐难以扩大利润空间的时候，就会通过进一步削弱投资者信心对积累构成威胁。为了重振合法性和积累，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P.L.90-351），在美国司法部下设司法援助管理局（LEAA）。借助司法援助管理局，当地执法机构可以接受联邦基金，改善打击街头犯罪和平息内乱的能力。这些钱大部分用在当地警察的武器装备、侦查和通信领域的最新科技武装等“硬性方面”，并制定关于美国军事的最新警务工作方法（Kraska，Kappeler，1997），而警察教育和改善警民关系等“软性方面”受到较少的资助（Michalowski，1985：181-2）。在第一衰退阶段，打乱维持的秩序，伴随大规模动乱导致的区域生产性资本损失，以及为恢复秩序不断增加的成本有可能已对资本积累产生了抑制效应。

第二个衰退阶段，大约从1973年一直持续到1979年，见证了失业率的上升，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以及持续的低利率（Bowles et al.，1990：96）。虽然犯罪率持续攀升，并在巩固阶段达到了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但平均监禁率仅增加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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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执法能力和仍占主导地位的修正“处理模式”的结合不再适合控制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惩教方案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得到支付工资的工作，一份工作是经济上可行的能替代犯罪的一种生活方式。正如格林伯格格林伯格（Greenberg）和汉弗莱斯汉弗莱斯（Humphries）（1980：218）所观察到的：

在1940年之后的30年，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意义。失业率始终较低，因此对于那些在经济中想要实现它的人来说似乎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恶化，伴随顽固的高水平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已经摧毁了适宜改过自新的理想物质基础……希望所有想要一份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一份……不再相信甚至永远不可信。

20世纪70年代，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只要监狱根据处理模式运营，增加当地执法力度就不足以控制潜在犯罪人口超过工作人员。到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州已经开始取代改过迁善作为主要目标，并采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丧失民事行为的能力并主要增加威慑。美国州政府通过长期监禁定罪犯人，不断增加颁布量刑数量、惯犯法规、重罪枪支法以及其他镇压措施减少犯罪。例如，在1976年，密歇根州立法机关颁布了一项重罪枪支法（MCL§750.227b），规定一个持有枪支犯下重罪的人首先要经历一个强制性的两年刑期，而对于接连触犯该法令的将会重判（Loftin，McDowall，1981；Loftin，Heumann，McDowall，1983）。接着，在1978年，密歇根州立法机关在全国通过了最严厉的禁毒法（MCL §333.7401），俗称“650—托付终身法”，因为它规定对于藏有、意图提供藏有、制造或运送650克（22.9盎司）可卡因和/或附表I或II中的毒品的将被判终身监禁且没有假释的可能。密歇根州禁毒法的规定比“洛克菲勒禁毒法”更苛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作为1973年制定的纽约财产控制法颁布的（Tinto，2001：906）。由于这些变化，特别是对于毒品犯罪的强制判刑，监禁率在SSA衰退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上升，但在探索阶段，随着各州和联邦政府遵循此法监禁率会发生大幅度跳跃。

谈到促进资本积累，在第二个衰退阶段刑事司法系统不大可能起到很大作用。惩教系统继续释放罪犯到那些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工作的社区。与犯罪相关的成本增加，累犯增加，犯罪率上升。另外，刑事司法系统没有扩大对私营部门生产更多产品和服务的直接需求，也没有通过增加雇佣执法、惩教和其他工作人员间接增加需求。

进一步衰退和替代品的初步探索

SSA理论学家认为由于旧的SSA持续衰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的探索（戈登et al.，1982）。这一阶段，我们将其标记为衰退和探索阶段，包括里根里根和布什的第一任期。开始几年的特征是“滞胀”，即空前未有的官方高失业率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利润受损，不幸增加。在贫困的内城区，过剩人口增加，地下经济也同样增加，尤其是可卡因市场，以较低成本为失业男女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必要的产品和服务（Wilson，1987；Anderson，1990-1999； Bourgois，1995）。随着地下经济的扩大，暴力犯罪急剧增加，特别是非法毒品贸易，它们用枪支来巩固销售地盘，保持工人正常工作，以及在犯罪协会用金钱购买毒品（Taylor，1990； Currie，1993）。

在这一阶段，个别国家效仿纽约和密歇根州，对毒品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采取严厉惩罚，而联邦政府则发动了一场关于毒品的战争。联邦立法的四部分包括控制内城区的穷人的镇压政策，并反映了废弃的惩罚处理模式，百分之百支持武力震慑和剥夺权力。

1984年的综合犯罪控制法（P.L.98-473）以联邦标准废除了修正的基础—假释制度，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制定判刑指南来限制联邦法院法官的酌情权，彻底改善了联邦保释制度，在联邦制度中通过了审前拘留“危险”被告的法案。该法增加了对贩运毒品的惩罚，并修正了没收与毒品有关的财产的程序和敲诈勒索案件。总而言之，这些规定增加了联邦监狱囚犯的刑期，并更有可能审前羁押。

1986年的反毒品滥用法（P.L.99-570）增加了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的罚款和刑期，拨出资金兴建更多的联邦监狱，下令军方确定可以用作联邦监狱的未使用的设备，并为联邦、州和地方与毒品有关的执法工作增加支出。镇压和抚慰政策之间的相对拨款比例显示了这项法律的严厉性——17亿美元中，近65%用于法律实施和惩教，而大约12%和22%分别用于预防教育和戒毒。此外，1986年法律的其中一项规定明确指明针对的目标：内城区的过剩人口。这项法律规定销售5克可卡因处最低5年的强制性刑期（邻近的内城区选择的毒品），而销售500克可卡因粉（中上阶层流行的毒品）才能获得5年的判刑。

1988年的反毒品滥用法（P.L.100-690）包括协调国家努力打击毒品和加大力度抑制国家边境和国际间的毒品犯罪的规定，两项规定都是针对过剩人口的。第一，证明只是简单的藏有5克可卡因而没有试图销售判处5年强制监禁。第二，该法创建了“一令驱逐”条例，只要公共房屋租赁者或在他们控制下的人员，在经营场所或附近参与犯罪活动就将被驱逐。

最后，1990年的犯罪控制法（P.L.101-647）提出了涉及未成年或在学校周围从事与毒品有关的犯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它还建立了补助金方案，帮助国家出台新的监禁法案，如青少年罪犯的训练营。这些方案倾向于扩大监禁系统，因为它们主要定位于青少年、初犯，那些将在安全监护的处理模式下接受缓刑的人（MacKenzie et al.，1995）。

总的来看，这一国家和联邦各级转变的镇压刑事策略以两种间接方式和一种直接方式促进了资本积累。首先，到1992年，诸如长期强制性最低刑期策略，戏剧性地使得监禁率达到历史新高，1992年每10万人中有332.2人监禁在联邦和州惩教机构里。铁窗之内过剩人口比例的增加从两个方面有助于利润实现。第一，它扩大了刑事司法系统的就业率，特别是在法院和惩教系统。在1982年至1992年间，该系统司法/法律部门中就业人数增加了50.8%（U.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7a），到衰退/探索阶段末期每100万人中就业人数超过1/3。与此相似，1980年至1992年间惩教系统就业人数超过了两倍，在这阶段末就业人数达到了50万多。在这些领域就业率的上升，增加了购买耐用和非耐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数量，并实现了利润。

第二，由于监禁人口的增加，州和联邦监狱系统逐渐成为私营公司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市场，盈利不断增加。从用于建造更多监狱的建筑材料供应到像AT&T公司提供的监狱电话服务，到医疗保健，再到高科技监视设备，惩教系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开发市场。在1980—1992年，除薪金之外，用于整个惩教支出花费的比例从38.4%增加到47.4%（U.S.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见附录）。随着非薪金警务支出比例由1980年的21.5%增加到1992年的30.4%，而在司法/法律领域的支出由1982年的36.2%增加到1992年的42.1%，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部门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运作。

第三，刑事司法系统严谨性不断增加，这表现为创建了回归社会和谐的典型，并促进了资本积累。反过来说，这又有助于恢复那些在衰退阶段已经被社会和经济的混乱侵蚀的投资者的信心。为了重申法律和秩序的首要性，刑事司法系统通过增加国家合法性的动力促进了资本积累。另外，适龄工人的高监禁率降低了官方失业率，造成一种错觉，即经济在提供就业机会上比实际更健全，这样就进一步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和体系的合法性。例如，韦斯顿韦斯顿和贝克特贝克特（Beckett）（1999：1043，Table 5）指出，如果将监禁人数算作失业人数，1985—1989年官方平均失业率将增加1.1个百分点，从5.5%增加到6.6%，而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比率将增加5.3%，从11.6%到16.9%。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SSA的衰退/探索阶段见证了刑事司法策略的主要变革，造成监狱人口的急剧增加。相反，刑事司法系统在资本积累中的角色从为企业提供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转变为利润实现中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最近的探索阶段，这种趋势在继续，且刑事司法系统在利润实现中的作用日益巩固。

探索

1994年9月13日签署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P.L.103-322）的时候，总统声明，“那些犯法应该被逮捕、被定罪惩处的人们”和“‘三振出局’将是法律的基础”（Clinton，1994：t540）。这总结了新的刑法镇压制度的关键因素是部分新兴的自由主义制度结构（Kotz，2003）。该法案惩罪主义的平衡体现在资金的相对分配上。法律执行得到302亿美元中最大的比例44.4%，并主要用于国家和地方机构雇用额外10万人员上街巡逻，以及其他措施。最明显的是，将97亿美元分配给四项补助计划，用于建造州监狱的10万额外床位。其中每项补助计划都为国家提供了财政刺激，并在更长的时期内关押更多的暴力罪犯。

1994年法律同样增加了联邦政府罪犯的数量，应该判处死刑的达60个，三种涉及暴力犯罪或贩毒罪的人员判处无期徒刑，没有缓刑的可能。该法案为惩治犯罪团伙成员进行的暴力和贩毒罪提供了新的、更严厉的的惩罚，并授权13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检举的权利。它还要求各州成立性犯罪者登记册，并建立通报制度。对于驾车枪击事件、性犯罪、对老年人犯罪、盗窃和走私枪支、枪械走私、使用半自动枪支、州际家庭暴力，以及复仇犯罪，也设定了新的罪行或加强刑罚。

最后在1994年，法律禁止授予罪犯用于高等教育的佩尔助学金，在1982年至1994年间每年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一项规定（Ubah，2004：76）。由于这些补助金已经为监狱的高等教育计划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这一规定有效地剥夺了铁窗内的人们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一个曾经作为成功改过迁善的重要资源的机会（McCollum，1994；Ubah，2004）。

总体来看，该立法的最大成就和包括相似规定的国家法律保障了监狱人口持续增长（尽管犯罪率下降），使得该系统的就业将增加，刑事司法系统在实现资本循环阶段将继续促进国家的积累功能。到2004年为止，监狱人口比率已经达到了空前新高——每10万人中有488.2人，共有143万人关押在州和联邦监狱中（Harrison，Beck，2005）。

这一阶段前所未有的监禁率对官方男性失业率造成了更强大的冲击。Western和贝克特贝克特（1999：1043，Table 5）估计，如果那些被监禁的人计算在失业率当中，那么全部男性的失业率将增加高达1.7%（7.6%与5.9%相比），而与官方数字的11.3%相比，非洲裔美国男性的比率将达18.8%，7.5%的差距。这也造成一种错觉，即经济状况要比实际表现的好得多，这同时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和该系统的合法性。

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就业仍在增加。在1992年至2004年间，在警务系统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0.6%，在该系统的司法/法律部门增加了33.2%，以及惩教体制的32.2%，总共有237万人在刑事司法系统就业。该系统就业率的增长再一次超越之前SSA阶段，扩大了消费品和服务市场的规模，实现了利润。

在这一SSA阶段，非薪金刑事司法支出比例的增加，表明更多的利润流入企业金库。在1992年至2004年间，警方预算经历了非薪金支出的最大增幅，从30.4%增加到37.5%。该系统的司法/法律和惩教部门透露，1992年至2004年间，包含薪金在内的预算稳步增长，司法/法律部门从42.1%增加到43.3%，惩教部门从47.4%到50.1%。

最近SSA阶段的特点是通过最终立法过程，使得惩罚性的刑罚程序达到联邦政府水平，并在二战后SSA的第二衰退阶段逐渐发展到国家水平并成为法律基础。这些程序也改变了刑事司法系统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使得该系统及其雇员逐渐成为一个实现利润的有利可图的市场。罪犯劳动力不再被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来进行培训、改造，并恢复劳动力市场。相反，通过增加监狱人口，以结束利润实现阶段。

历史偶然性经验证据


——美国资本积累和刑事司法系统的关系


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SSA积累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作用，最初强调再训练、再改造，在巩固阶段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恢复罪犯在工业劳动市场的工作，然后转变为刑事司法系统及其雇员在积累过程中的利润实现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还提出，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性在二战后SSA的衰退阶段将受到损害。这是因为处理模式出现了问题，而新的刑事司法机构安排尚未到位。

如果这些参数是可行的，我们希望在巩固、衰退/探索和第二次探索阶段在刑事司法支出和资本积累之间找到一种正向关系。在衰退阶段，由于处理模式失去了推动资本积累的能力，应该存在一个负面关联。最终，当新的刑事司法惩罚模型开始发展为国家水平时，这种关系应该逐渐减弱并在第二个衰退阶段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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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1954—2004年SSA阶段刑事司法支出和固定资本储蓄的变化

图10—1显示了在非金融、公司业务部门私人非住宅净固定储蓄变化的对数与总的直接刑事司法支出变化的对数之间的关系（见附录数据源）。与我们的制度分析相一致，这两个序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SSA稳固阶段一起变化。接下来如预期所料，在衰退阶段这两个序列发生分歧，由于恢复秩序成本刑事司法支出消耗逐步上升，而资本积累直线下降暗示了生产性财产损失，以及为抑制资本积累危机成本的增加。到了第二个衰退阶段的最后，这两个序列变化趋势再次同时开始趋同，当刑事司法系统中新的机构安排就位时，这一趋同在最后的两个阶段最为突出。

表10—1表现了资本积累和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刑事司法支出序列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零阶相关。对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结果模式与我们基于制度分析上的预期相一致，也与我们在图10—1中观察到的一致——在整个稳固阶段资本积累和刑事司法支出之间比较中度的正相关，在第一次衰退阶段由中度到强烈的负相关，在第二次衰退阶段比较弱的正相关，以及在最近的两个阶段由中度到强烈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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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两个明显的例外，表10—1的结果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表10—1 固定资本储蓄变化对数率和刑事司法支出变化对数率之间的二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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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阶段，惩教支出和资本积累呈正相关，但这一关系相对较弱。这也许是由惩教支出衡量的是惩教体系及其雇员的市场潜能，而并非是针对罪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测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检验的是惩教体系所发挥的作用，这在整个巩固阶段具有首要意义。此外，在整个巩固阶段恢复和使囚犯重返劳动力市场，要比近阶段扩大监狱人口并提供市场的花费低得多，因此，就解释了在巩固阶段惩教支出和资本积累之间较弱的相关性。

第二个发现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当警察支出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对于整个体系和其他部分体系来说，最近的探索阶段这种关系是微弱的正相关。对这两个序列图表的检验显示，这种微弱的关系是由于警察开支在2002年经历了单峰。这可能表明，在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用于法律执行的开支并未有利于资本积累。

尽管这些实证结果不是决定性的，但确实表明我们在制度分析上所做的假设似乎是可信的。现在我们回到对SSA理论分析的意义和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刑事司法系统的角色转变的历史制度分析。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刑事司法系统通过给资本主义非耐用品制造商直接提供低成本的罪犯劳动力推动了资本积累。日益强大的劳工运动质疑了这一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旨在减少监禁开支的国家核算体系。在后二战时期的SSA，随着劳动力市场处于紧张状态，监狱通过训练犯人的技能和工作习惯促进了资本积累，并且将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潜在员工而释放。最后，在最近阶段，一场“监禁狂欢”促进了资本积累，这种促进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间接抑制造成公共犯罪问题的大部分过剩人口，二是直接作为私人利润实现的载体服务。

2008—2009年的最新政策发展降低了监禁人口数量，减小了劳动力市场的改善规模，这可以解释为减小刑事司法系统在利润实现上的作用。首先，一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对于低级别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最低判处，恢复判处毒品罪犯的司法酌处权，包括对初犯者的非暴力判处而非监禁。最近，纽约以这种方式废除了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毒品法律，使那些有可能被判入狱的毒品罪犯的45%—55%可以申请重新判刑，尽管不能保证减刑（NY L2009，ch.56；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of New York，2009）。其次，在一些州，尤其是密歇根州和堪萨斯州以及联邦政府已经通过第二次机会法案（P.L.110-199）制定了监狱囚犯重返社会和居住社区方案，包括药物滥用治疗、指导、培训和就业（Federal Senfencing Reporter，2008； Scott-Hayward，2009）。这些项目如果成功的话，可能会恢复到一个改过自新的理想社会。第三，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7个州中有26个在应对当前的财政危机时削减了2010年的修正预算，并且这些州中有7个削减预算超过10%（Scott-Hayward，2009）。监狱关闭，裁员和最近成立的囚犯再入方案的取消，削减薪金和福利，职员减少都起因于这些预算削减。

这些政策的发展应减少监狱人口、监狱的数量以及惩教雇员人数，从而降低刑事司法系统在资本循环利润实现阶段的作用。然而，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变化最终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首先，禁毒法的改革也有许多例外，包括加重对“毒枭”的惩罚，这有可能减缓监狱人口的增长，但不会减少监狱人口（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of New York，2009）。例如，尽管自2001年以来，许多国家已经颁布了药品改革法令，但直至2007年年底，联邦和州监狱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虽然比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要慢得多。1990—1999年监狱人口平均每年增长6.6%，2000—2006年增长2.14%，2006—2007年增长1.8%，截至2008年6月30日的六个月间增长了0.77%（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2009；West，Sabol，2009）。其次，如前所述，罪犯戒毒成功需要一个不存在经济衰退的强劲的就业市场，这样生还于预算削减的囚犯再入方案，不可能因违反假释和累犯而降低重新接纳率。最后，国家迅速采取行动，运用联邦刺激美元政策抵消惩教预算削减。例如，堪萨斯州用刺激美元将惩教预算从23.0%削减到7.3%，尽管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使用刺激资金将大幅度削减转化为预算增加（Scott-Hayward，2009：5）。

这些行动表明，一旦经济好转，国家将恢复和/或/增加惩教预算，自2001年至2002年的大萧条之后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Wilhelm，Turner，2002）。此外，惩教工人工会和农村社区强烈抵制关闭监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监狱是最大的雇主（Huling，2003；Gramlich，2009a），其显著特点是公开反对释放囚犯（Gramlich，2009b）。这样它们采取行动减少监狱人口和控制惩教成本，州立法者可能将面临合法性危机，几乎没有人希望出现“软犯罪”。

总之，对于SSA理论，我们认为我们的分析表明，分析其他除这一特定SSA的核心制度之外的社会制度，同样具有其重要性，虽然SSA不包括“社会其他”所有的因素（Gordon et al.，1982：25），但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制度确实存在这一SSA中。刑事司法制度是一种这样的制度，既在资本积累中起作用，也在通过社会控制过剩人口合法化方面起作用。诸如家庭、军事和教育的其他制度也同样应该进行分析。

对于社会学家和其他进行制度分析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解释社会制度在经历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中SSA框架的作用。从SSA的角度，为分析这种变革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并考虑了在导致制度改革及其经验影响过程中的历史偶然性。

刑事司法制度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还须进一步分析。特别是，尽管我们的经验证据在此为我们的虚拟场景提供了尝试性的支持，但有必要为进一步经济计量分析提供更明确的支持。另外，本章较少关注二战之前SSA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作用。为了完整起见，这种分析应该进行扩展，以包括美国整个资本主义时代。最后，我们建议在其他国家也应进行这样的分析。伴随工业国家中的最高监禁率，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美国也许更期待刑事司法制度的作用而不是国际规则。

附录数据源

刑事司法支出，就业和薪金

1954年至1996年刑事司法系统、警察，以及所有政府支出的年度数据源自卡特卡特等人（2006年，分别为Ec1159，Ec1160和Ec1163序列）。更多最近期的支出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1997—1999年的统计（2007a，表6）和2000—2004年的统计（2007b； cjee0001.wkl，jeeu0t01.wkl，cjee0201.csv，cjee0301.csv，cjee0401.csv）。由于只能获取1954—1968年间的司法支出数据（Carter，2006，Ec1162序列），因此，我们计算了1969年用于法庭审判的司法和法律支出，并将这部分支出用于估算1954年至1968年的司法和法律支出。1969—1996年的司法和法律序列取自卡特卡特等人（2006，Ec1161，序列）、美国司法部1997—1999年的统计（2007a，表6）和2000—2004年的统计（2007b； cjee0001.wkl，jeeu0t01.wkl，cjee0201.csv，cjee0301.csv，cjee0401.csv）。所有支出序列转换为来自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20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恒定几十亿美元（1982—1984 =100）。我们将这些序列中的每个序列的自然对数一阶差分，以获得用于图10—1中的支出变动对数率和表10—1中的相关性。

我们从美国司法部的统计（2007a；eetrnd07.wkl）中获得1980年（1982年司法/法律和总雇佣人数）和1992年关于刑事司法系统活动的雇员人数的数据。2004年的数据源自美国司法部的统计（2007b； cjee 0402.csv）。

1980年（1982年司法/法律和总雇佣人数）和1992年刑事司法系统活动有关每月薪金支出的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统计（2007a； eetrnd08.wkl），2004年的相关数据来自美国司法部统计（2007b； cjee0402.csv）。我们用12乘以一个月的数字获得每部分的年度薪金支出和整个系统的估算额。然后，我们从它们各自的总支出（见上）中扣除年度估算额以获得非薪金支出，这是除劳动力之外有关商品和服务的支出预算，这样代理刑事司法系统参与利润实现过程。

资本积累措施

对于我们的资本积累措施，我们使用了一项符合但有别于鲍尔斯等人采取的措施（1989—1990年）。从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表4—3、第28行中我们得到非金融公司商业部门非住宅私人资本目前数十亿美元的历史成本存量。该序列被转换为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2007）用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稳定的数十亿美金（1982—1984=100）。对于资本积累的措施，我们取这一序列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以获得固定资本存量的变化对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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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由51个不同系统组成——联邦政府级别一个，其余50个国家中各一个。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犯罪法律体系和法律实施、判刑以及惩教部分。美国宪法限制了联邦政府体系对跨国犯罪的审判权。


 [2]
 在整个巩固阶段，美国官方平均杀人率/误杀率，严重殴打、抢劫和盗窃的比例分别是十万分之5.0，83.9，56.7和442.0，而联邦和州监狱的平均监禁人口比例是十万分之111.9。见Carlson和Michalowsk（1997）和Michalowski和Carlson（1999）数据源。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犯罪率从来没有回到这些历史最低水平，而且监禁率已经增加了将近5倍。


 [3]
 在第二个衰退阶段，美国官方平均杀人率/误杀率，严重殴打、抢劫和盗窃的比例分别是十万分之9.3，238.8，202.1和1428.7，而联邦和州监狱的平均监禁率是十万分之120.0（见数据源中的注2）。


 [4]
 在这我们注意的是效应大小，而不是统计的重要性。原因有两个，一是序列只包括了一小部分时间点，二是时间点上人口两序列的关系强度的相关性并不具有典型性。


第四篇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资本主义边缘的转型

第十一章 南非积累的社会结构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框架曾用于解释种族隔离政策下南非经济的动态性。具体来讲，SSA分析了自1948年建立种族隔离国家，而后数十年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后，南非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经济危机阶段的原因（如Gelb，1987）。SSA方法为危机时期的自由解释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其将种族隔离和资本主义视为对抗性制度，而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种族隔离和资本主义却是相互加强的。虽然这一方法已经在南非得以应用，但是SSA的分析方法也因其缺少实证严谨性以及存在趋向功能主义的争论，而受到批评（Nattrass，1994）。本章将重新检验这一批评，并以其在分析种族隔离的南非中的运用为SSA框架提供实践基础。如果SSA分析与理解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相关，那么，能不能把同样的方法用于解释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后，南非发生的经济过渡？民主选举有助于恢复动乱以后社会的稳定，但在过渡时期，作为种族隔离遗留之物的广泛剥削依然存在。这便为资本制造了难题：一方面需要恢复政治稳定性；另一方面，恢复政治稳定性可能会释放不利于商业利益再分配的压力。本章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一新的民主国家如何试着通过经济自由化战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借此允许通过市场来裁定分配中的主要冲突。我们还将研究这套后种族隔离政策和制度，是否能够构成一种新型SSA，这种新型SSA将为今后的增长和积累奠定基础。

积累的社会结构和种族隔离的南非

如上所述，SSA方法曾被用于解释南非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种族经济的下滑，至80年代中期，这一下滑加剧，演变为危机的全面爆发（Gelb，1987）。这一经济危机形成了政治压力，最终使得种族隔离瓦解，并于1994年建立了自由民主国家。在此经济下滑之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资本积累率增长很快并且相对稳定。图11—1显示了1950年到2006年间，以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衡量的积累率。该图中的表格还显示了通过平滑年度序列而获得的对积累率的长远趋势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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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图形，我们可以看到，在种族隔离前25年，积累率相对较快，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中期，达到高积累率，随之快速下降，到80年代开始暴跌，到后种族隔离时期，又开始缓慢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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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固定资本存量年净增长率，南非，1951—2006年

注：由南非储备银行进行作为实际固定资本存量的变化核算（expressed in coofant 2000 prices）。

资料来源：南非储备银行（2007）。

种族隔离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理论，在传统上可分为两大思想派别：自由解释和马克思—修正主义方法。自由派观点虽不统一，但一般强调种族隔离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兼容性，以及种族隔离在这些矛盾的重压下最终将瓦解（参见，例如Horwitz，1967；Lipton，1985）。种族隔离被描述为具有种族主义思想意识和政治起源，并独立于经济利益的制度政策。因此，种族隔离制度，如工作保留政策或对地域流动性的控制，成为一套外加给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种族隔离政策产生了效率成本，限制了资本主义发展。这种冲突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必将侵蚀种族隔离制度，或者说维持种族隔离最终将阻止未来经济的扩张。根据自由派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期间，进步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落后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固有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关键点，即种族扭曲的代价巨大无比。

自由派面临一种重要的挑战：它并没有充分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固定资本积累率比其后几年要高很多的原因。相比之下，马克思—修正主义派解释了种族隔离前几十年经济的强势表现。激进的观点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行之有效的，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必要的积累（Wolpe，1972）。支持积累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低薪的黑人劳动力的创造和再生产，从而有助于维持高水平的盈利。

种族隔离时期的资本主义危机，对那些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为维持快速的资本积累而构造的激进思想家们提出了质疑。SSA框架解释了这一危机。1948年选举之后掌权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一套支持南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积累的制度。种族隔离时代，SSA进行顺利，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年代出现了削弱这一套特殊制度影响力的矛盾（Gelb，1987）。随着包括SSA制度的瓦解，种族隔离经济危机成为一场结构性危机。

基于马克思—修正主义派学者的工作，我们可以确认种族隔离SSA的四大要点：

（1）种族隔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关系 这些制度使黑工阶级工资低而劳动要求高。有色禁令（以种族为基础的工作保留体制）和通行法（管辖居住权）限制了黑工的劳动力市场机会。远离家乡使得黑人退却的机会大大减少（Seekings，Nattrass，2006）。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和微弱的退却机会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工资水平保持在低于没有这种制度时的一般水平（Windrope，1998；Wood，2000）。同时，劳资和谐在相对熟练的白人工人，使其享有几乎充分就业的南非资本以及与其就业地位相连的社会保护之间得以建立。

（2）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服务 实施种族隔离的国家，追求高水平的公共投资，以补充私有资本部门的生产活动。许多情况下，这些公共投资由半国营企业或公共企业来提供。公共企业支配着交通服务和通信服务，可能最重要的是，支配着电力和其他形式能源的提供。这些经济服务是对私有部门生产的补充投入，尤其是对关键的采矿业和矿产部门。

（3）金融—工业的链接 种族隔离体制培育了新的金融机构，常常与民族主义的阿菲利卡利益相联系，这使得白种人口的积蓄流动起来，为工业提供金融资源，因此支持了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O’Meara，1983；Fine，Lustomjee，1996）。某些情况下，这些关系明显在欧洲大陆建立了金融—工业链接之后被模型化了（沃霍夫沃霍夫［Verhoef］，1992a，1992b）。这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沃克史卡斯，莱利银行和托拉斯银行）和保险公司（塞拉姆），这些机构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中—长期贷款。这标志着与过去相背离。在建立种族隔离政体之前，金融行业受两大英国银行（标准银行和那时期的巴克莱银行）提供的短期信贷所支配。

（4）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点是宏观经济稳定，并进入快速积累时期。因此，维持这一稳定的经济管理制度构成了种族隔离SSA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财政政策总体上管理井然，通货膨胀从未过度，货币政策对保持低实际利率实施直接控制（积极的），并且汇率保持在稳定水平。这一资本控制体系决定了，非预期的资本流并没有带来显著的波动。由于南非采矿部门的出口收入高，因此，即使不考虑它的进口依赖，它也能够实现外部均衡（Gelb，1987）。这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维持种族隔离时期SSA的其他制度。

这四套制度合在一起，可用于解释种族隔离政策前几十年，南非强大的经济表现。在危机期间，这些制度不能再起到曾经的作用。黑人工会的再次出现，导致广泛的劳动力动乱和提升黑人工资的要求。可能因为控制国家及其资产的长期远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公共投资猛然下跌。金融部门为国内资本积累提供资金的作用降低了。最后，面临低增长和国际制裁的情况，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日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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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确定一套能从理论上构成种族隔离SSA的制度，本身并不能表明南非存在这样一种SSA。正如纳特拉斯纳特拉斯（Nattrass）（1994）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当提出一种特殊的理论论据而不会陷入接受纯粹功能主义立场危险时，不能为了方便而不考虑实证性记录。这仅仅表明在资本积累很高时，存在一套制度，不一定表示这套制度能够解释经济的迅速增长。

纳特拉斯纳特拉斯（1994）基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利润率行为，提出了对SSA方法的批评。她认为，利润率是体现SSA理论有效性的一个关键指示器。纳特拉斯纳特拉斯提供的计算结果表明，在资本积累迅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早期，制造业的盈利能力的变化率总体来看呈负走向。尽管她承认，南非的利润率在这段时期之初非常高，但她认为利润率的下降显示出，种族隔离制度并不能维持有效的SSA。

把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应用于南非的努力，必须考虑纳特拉斯纳特拉斯的批评。虽然这些批评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它依赖制造业的盈利趋向。当同时考虑采矿业和制造业时，所考察的整个时期即1948—1989年中的1964—1970年间的利润额的平均增长率只对这一商业周期来说是负趋势。根据纳特拉斯纳特拉斯的计算，利润率的变化在整个行业中更加显示了其负走向，但最大的下降与危机年份相对应。第二，没有做出任何尝试来估测积累率与关键变量，如利润率，资本成本和产品的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三，这一批评太过狭隘。只关注盈利性，因此忽略了其他动态因素。

利润率的总体度量——不局限于采矿业和制造业——显示了一种不同的趋势。图11—2呈现了基于南非储备银行提供的数据，对1960—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利润率的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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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估测的利润率，南非，1960—2006年

注：非金融公司的税后利润率。参见正文注释4中对这里所采用的利润率的完整定义。

资料来源：南非储备银行（2007）。

这一利润率的估测紧密地按照与资本积累率有关的模式来进行。也就是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平均利润率很高。在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利润率处于急剧下降过程，到90年代，利润率到达极低水平并逐渐稳定。研究显示了利润率与南非多元的行业投资函数中的净投资之间具有正向关系（Heinz，2001a，2002）。因此，盈利的趋势与它和资本积累的关系便取决于如何测定盈利性，包括各种部门以及如何分析盈利性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对盈利的聚焦忽略了早期种族隔离经济制度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维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分配结果，尤其是盈利的决定因素，应该直接影响积累过程。然而，对决定分配结果过程的冲突，可能影响对立于实际盈利水平的投资率。SSA框架在理解资本积累的动态性时，强调制度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而不仅仅是分配结果（Kotz，1990）。破坏一套社会关系一体性的分裂活动，可能会损害积累体制。

如果对经济资源的特定分配方式违反了公正的原则，社会紧张局势便会作为一种对抗方式产生。以此，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产生政治不稳定，从而导致预期利润下降以及对财产权不安全感的增强。全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一不平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关系（Schock，1996）。诱使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不平等不必仅限于收入、财产和财富分配。政治权利、获得基本服务（例如健康或教育）或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可能也会对产生这一冲突带来压力。

米哈尔·卡莱茨基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在讨论充分就业政策时做了这种类型的区分。随着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劳工的议价能力和工资便提高了。然而，卡莱茨基认为，重要的是劳资冲突，而不仅仅是利润压力。威胁资本所有者经济地位的制度变化的预期能够导致投资降低。正如卡莱茨基所写，“‘工厂的纪律’和‘社会稳定’比利润更容易得到商务经理的赏识”（ Kalecki，1971：141）。对于一种可持续的分配制度的期待比分配结果本身更重要。当经济精英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或阶级地位、种族等级或两者都涉及）时，资本积累便妥协了。

南非黑人社会运动和工会的政治压力，对资源分配保持着紧张状态。为维持政治支持，以种族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发展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保持接近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并为白人提供好工作。此外，罗的西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少数白人政权，有助于为南非基于种族的分配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进行辩护。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反对种族隔离的群众动员，增加了整个南非的易变性。这种抵制的再起，可能与1976年索韦托起义密切相关。政治不稳定达到如此程度，以致1985年P.W.博塔博塔（Botha）总统宣布到达一种紧急状态。而且，黑人工会组织的能力在增长，它们对工资分配的影响力也在增加。提高的黑人工资扰乱了前几十年的种族收入分配的稳定性，但社会动乱而非变动的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已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对南非投资的研究表明，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的标记对资本积累产生了独立的影响，因其掌握着其他更纯粹的“经济”的决定性常量（Heinz，2001a，2002； Fedderke，de Kadtde Kadt，Luiz，2001）。此外，政治动乱指数的变化比利润率的变化更多地解释了危机年间平均积累率的下降，尽管利润率的贡献并非微不足道。

总之，有经验证据能够支持南非的资本积累受到种族隔离SSA支配的论点。对南非SSA框架进行全面的经验主义辩护，则不属于本章范围。然而，纳特拉斯纳特拉斯对SSA方法的经验主义批评——盈利趋势与SSA理论家的争论不一致——并未被证实。已有研究表明，盈利性是南非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控制了其他的解释变量。此外，利润率的变化对包括什么行业及如何评测盈利性十分敏感。或许最重要的是，致力于通过测定社会和政治动乱来评价制度稳定性的研究者曾表示，这种不稳定性在种族隔离的最后20年对资本积累具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以上讨论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种族隔离的SSA存在，如果SSA的瓦解引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以此促使种族隔离体制的最终崩溃，那么，我们如何总结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特点？根据SSA理论，支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套制度的瓦解，紧接其后的便是重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套新制度的建立，即一种新SSA 将最终追随原来的SSA而出现。南非曾建立过一种新的SSA吗？如果建立过，又该如何归结其特点呢？

后种族隔离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在解决种族隔离最后几十年的积累危机时，南非面临恢复政治稳定和采取振兴投资的经济政策的双重挑战。向真正的民主选举的过渡，将有助于恢复政治稳定，改善南非的国际声誉。然而，正如前几章有关投资决定因素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南非的积累有赖于盈利性，同时也依赖于社会稳定。这就为南非的资本家制造了困境：需要恢复政治稳定，但是可能产生不利于资本再分配的压力。再分配机制可以轻易地扩展到税收—支付的财政战略之外。例如，1994年大选后开始掌权的南非国民大会（ANC）与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结成了政治联盟，劳工—政府合作的可能性能够将未来政策环境转向对工人有利的方向。

解决这一紧张局势的一种方法——南非最终采取的方法——是允许相对自由化的市场来裁定分配冲突。实际上，这一策略在经济领域依靠由市场决定的结果的同时，将把自由民主权扩展到政治领域的所有人。经济自由化将限制影响资本积累激励的南非经济资源的竞争程度。以实际工资为例，通过使劳工市场自由化和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工资需求和改善标准的努力可能受到日益增长的失业幽灵的遏制。同样，通过剧烈地减少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约束，再分配政策在没有对国家竞争力进行妥协或不冒资本外流之险的情况下，很难求得。

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家控制再分配压力的努力是内生的观点，已被应用于其他背景中（如Boddy，Grotty，1975）。在南非，这种经济政策在1996年6月财务部（今天的财政部）推出的宏观经济框架——增长、就业和再分配（GEAR）中，最初是以一体化形式呈现的。这一策略提出了一套使南非经济自由化的中期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放松外汇管制、贸易自由化、劳工市场中“规范”的灵活性、赤字削减目标和旨在通过市场利率来稳定兰特的货币政策。该策略的另一组成部分，即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将通过政府与劳工之间被称为国民框架协议的这项协议进行商讨。

这种宏观经济管理方法背后论证的是这些政策将稳定南非的经济环境，并为投资创造有利的氛围。这一框架采用以利润为导向的增长论据，强调生产力的增长必须超过实际工资收益，以促进投资（即分配中对劳工份额的转移是不明显的）。

宏观经济引入的自由市场方法应该放置在历史的背景中进行观察。GEAR并没有像它已开始呈现的连续变化那样呈现政策的转变。种族隔离的民主改革常常与自由，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相一致。例如，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当时的总统P.W.博塔博塔追求一系列改革，如黑人工会合法化，印度和有色人口议会结构的建立，取消对异族通婚的禁止，以及公共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非种族化（Morris，Padayachee，1988）。这些改革可以看作有限地接受更加民主化的实践，尽管仍受制于较大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变化伴有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改革，以包含由市场决定的利率、短时取消的外汇管制（1983—1985）以及消除流入控制和保留工作的劳工市场自由化。此外，在德克勒克总统（1989—1994）领导下，向民主协商的过渡期间，还追求了其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而且，GEAR文献并不包括后种族隔离时期所采取的所有宏观经济改革。可能最重要的是，GEAR策略没有预料到的是，南非储备银行引入了一项正式的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然而，GEAR文献呈现了一种重要且讲述连贯并合理的方法，来重振南非资本主义经济积累。

在这一背景下，重要的是要确认从种族隔离中过渡的协商性本质，尤其是当它涉及国家商业利益时。20世纪80年代晚期，南非商业日益支持终结种族隔离体制的谈判。南非大企业的优势在过渡时期影响着权力平衡，并意味着再分配政策将会是增加的，以市场为焦点，不会对既定财产权造成威胁（Gelb，200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支持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联合大企业，出自最初受益于种族隔离政府政策支持的工业资本积累，尤其是阿菲利卡资本。商业利益的变化来自从国家权力到资本权力平衡的根本转变。

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国际谴责意味着，南非资本的全球势力范围在获得可接受的政治结果之前是受到限制的。商业不得不为缺少国际开放性而放弃盈利机会（Gelb，2004）。这种约束因种族隔离制度后几年国内投资的低盈利而加重。因此，全球重新一体化成了从种族隔离过渡的关键商业目标。自民主过渡以来，南非商业迅速国际化，包括对其他非洲国家的重要投资、资金转向非南非资本市场（如伦敦证券交易所中英美公司的上市）以及收购外国公司（如南非酒厂收购外国公司包括美国米勒酿酒公司）。

ANC领导的政府在经济自由化大框架内追求再分配政策。可能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是现金调动方案：养老金，儿童生活补助，伤残补助金。这些现金调动方案在必要时、非种族化的后种族隔离时期被推广。这些现金调动曾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Case，Deaton，1998；Barrientos，DeJong，2006）。同样，把这些补助金方案置于历史背景之下是很重要的。现金调动体系并没有为作为民主过渡一部分的再分配提供一种新的方法，相反，它反映曾被种族隔离体制发展并执行了的政策的延伸和修改（Seekings，Nattrass，2006）。

自1994年，还寻求了其他再分配政策。土地归还政策归还了由种族隔离政府掌握的财产。住房方案提供补助金，以帮助购买新住房。对社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如安装水龙头——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是，在许多实例中，这些在分配成就的主要组成部分仍旧是以市场为主并包括公私伙伴关系。然而，所采取的许多再分配政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由市场力量进行调节，这与以市场为基础来决定较大经济体的分配结果的方法相一致。

这一战略有效吗？

后种族隔离时期采取的制度和政策变化，为民主的南非的新型SSA框架奠定基础了吗？这一问题的简短回答是：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正如图11—1所示，至少与种族隔离最后几年极端糟糕的经济表现相比，自1994年大选之后，积累率得到了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从历史的角度——即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的积累相比——来看，并不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最近几年也得到提高，2005—2007年每年提高5%，但这种提高可能并不代表长远趋势。至2008年，年增长率降至3.1%。相对迅速而稳定的增长率和投资将表明，一种新型的SSA 在南非得以建立。沃夫索沃夫索（Wofso）和科茨（第三章）认为，一种SSA可以以一种稳定阶级冲突的制度安排为特征，即使经济增长不是特别快。尽管经济表现在一般意义上得到了改善，分配冲突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处理，但后种族隔离的制度结构下长期政治经济的可持续性在这一阶段还难以评价。

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在重构一种充满活力的积累体制时，面临许多挑战。我们此处强调三种挑战：公共投资的下降、南非资本的全球利益和显著的经济易变性。后种族隔离SSA的建立并不以阐述任一挑战来转移需要。然而，这些问题可能会阻碍新制度背景下的资本积累和增长的过程。


公共投资
 如前所述，种族隔离SSA的其中一个要点是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和由国家领导的对核心经济服务的提供。这些公共投资是对私有部门活动的补充，在维持盈利性和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危机年间，公共投资率降到了历史的低水平，且一直没有恢复。图11—3显示了1970—2006年由政府和公共企业提供，并作为GDP一部分的公共投资总额。考虑到这些投资的公共货物性质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不大可能提供接近的替代品，或当替代品存在时，市场将无法充足地提供补充物资和服务。除非公共投资得到复兴，或发展一种协调这一投资的替换性制度安排，否则，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资本主义积累从长远来看，将可能受其连累。

[image: ]


图11—3 总的公共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南非，1970—2006年

资料来源：南非储备银行。


南非资本的全球利益
 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南非的商业利益对通过协商结束种族隔离，以获得进入国际市场和投资机会感兴趣。自1994年，南非资本便以许多方式扩展其全球势力范围。这增加了资本的经济利益日益独立于国内积累体制的可能性。换言之，鼓励源自南非的资本增长和扩张的制度设置，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与鼓励南非经济的增长与扩展的制度设置发生分歧。

只要商业利益在其运行的基础上，具有一套关于财产权、法律保护和税收政策的稳定并可接受的制度，那么，其他将在南非产生更迅速的国内积累的支持性政策的重要性，本身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降低。例如，对外直接投资允许资本在本国没有维持充分盈利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寻求可获利的投资。同样，国内资本市场与更深层次进入国外金融市场的企业集团相比，其重要性次之。大企业施加的政治压力可能因此支持了保证它们全球利益的制度，但这些政治压力本身将不能重振南非经济的资本积累。


经济易变性
 南非经济自由化增加了易变性，这种易变性可能破坏长期投资和后种族隔离SSA的稳定性。后种族隔离时期，增强的易变性在短期资本流动和汇率方面表现最明显。这个国家经历了自1994年第一次民主选举以来短期资本流入的增长。然而，这些流入却遭到了急剧逆转。2001—2002年，由于短期组合资本流入的逆转，兰特经历一次迅速的名义上的贬值。尽管汇率管制继续存在，这种逆转还是发生了。汇率管制作为自由战略的一部分得到放松，其加强也往往不均衡。兰特曾稳定过，但短期资本流的建立也曾恢复过。2006年，证券投资组合的净流入量总计200亿美元，达到种族隔离结束以来所记录的最高水平，但这些净流入在2007年和2008年并没有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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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实际主要基准利率，南非，1994—2006年

注：这一实际基准利率是通过在名义基准利率中减去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得到的。

资料来源：IMF（2007）。

鉴于低通货膨胀率目标和2000年采用的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1994年起，实际利率仍维持较高水平（见图11—4）。较高的实际利率吸引了一种导致2001—2002年逆转发生的短期组合投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旨在以低通货膨胀率来实现短期物价稳定的政策，可能实际上却扰乱了经济的其他方面。此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所需的，且主要以保持低通货膨胀来界定的高利率，本身将对增长和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据图11—4所示，最近几年实际利率或多或少有所下降，但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实际利率依然很高。高利率、不稳定的资本流入及汇率易变性可能都破坏了未来稳定的SSA的建立。

最后，种族隔离的结束和选举民主的到来，为南非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然而，尽管对曾经追求的再分配政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大量的社会压力依然存在，公开的失业依然极高。以相对保守的失业估测计算，2007年失业率达到21%（南非统计数据2009）。HIV/AIDS病夺去了千千万万个年富力强的人的生命。这些现实与其他因素制造了极大的社会紧张局势。当ANC领导的政府于1994年执政时，它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两大主要伙伴结成联盟：南非工会大会（COSATU）和南非共产党（SACP）。这一政治联盟与对ANC领导的政府的广泛支持一道，促进了稳定性的维持，尽管南非必须直面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在新南非，破坏经济增长的社会动荡的潜力依然存在，就像它导致种族隔离的SSA瓦解一样。

结论

本章认为，SSA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经济动态性。与批判曾被应用于南非的SSA方法相反，有重要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种族隔离SSA的存在。此外，SSA框架提供了有关种族隔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有价值的见解，并解释了促成1994年种族隔离终结和向民主过渡的经济危机。传统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析，既没有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也没有解释20世纪70年代初危机的出现。在这方面，SSA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说明SSA框架在被应用于后种族隔离时期时，是否能提供同样有价值的见解，为时尚早。尽管，有迹象显示，最近几年的增长表现和资本积累都有所改善，但此时尚不能确定这些改善是否具有长期稳定性。后种族隔离过渡期间，政府曾尝试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巩固自由民主的政策来重振南非经济。种族隔离的危机时期过后，经济表现有了明显改善。然而，是否已经构建了正确的制度，来为长期增长和治理新南非分配冲突奠定基础，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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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长期趋势是把赫德瑞科·普雷斯科特赫德瑞科·普雷斯科特（Hodrick Prescott）滤波应用于原始数据系列而得到的。


 [2]
 这一种类型中有几个偏差在图11—1中显而易见，包括沙佩维尔大屠杀（Sharpeville Massacre）之后的衰退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黄金价格急剧投机性的增加有关的短暂复苏。


 [3]
 这些发展已得到广泛的讨论，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此详述。劳工战斗状态的产生和黑人工会的再起已被广泛地记录（如，定量分析罢工活动作为政治不稳定性的组成部分，见海因茨［Heintz］，2002，2001a）。对南非储备银行的估测表明这一时期公共投资水平下降，包括南非半国营企业（将在图11—3中阐述）提供的投资。梵恩和鲁斯托姆斯（1996）认为，金融机构为投机活动提供了资源，并参与了资本外逃，而不是支持国内投资，同时他们认为，国家主导发展的金融机构，如工业发展公司（IDC）的作用大大降低。最后，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和因制裁而下降的国际借贷能力，增加了这一时期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限制。


 [4]
 非金融注册企业的总收入估测等同于这一行业产生的营运盈余加上财产净收入。然后，减去直接税负而得到税后收入。用总股本扣除金融企业及一般政府的股本来估计股本相对数额。图11—2中的利润率显示了非金融企业税后收入估计值除以总股本的结果。


 [5]
 净组合流入的估值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


第十二章 积累的社会结构和墨西哥工人阶级的状况

引言

自1982年以来，墨西哥一直面临一种新的积累模式。新的积累模式取代运行了50年的旧模式。将墨西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置于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以积累的社会结构（SSA）观点为指导：其是一套清晰的、历史地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点不同历史时期，组织资本积累过程的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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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置于历史背景的积累模式实际上都是一种SSA。在20世纪墨西哥历史的记录中，普遍遗漏了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制度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Solis，1981；Lustig，1998）。甚至最进步的记录中，如（Moreno-BridMoreno-Brid，Ros，2009），也倾向于淡化几种制度的关联性和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制度安排。

也没有人研究过随之而来的积累如何影响职业增长和工资演进。但我们认为，避而不谈经济生活的这些方面，对墨西哥经济的标准分析是无法解释经济结构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

本章我们将说明，SSA的概念是怎么作为理解墨西哥经济演进的有用工具的。我们也将表明，这个概念需要考虑到20世纪大多时期的就业和收入的制度演变，从而更好地描述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带着对比两种SSA的目标——伴有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两种积累过程——我们也将用一般的方式来检验前一个SSA的主要特征。这个SSA的经济基础以内部市场为中心。如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中将会特别强调劳工问题。

迈向前一种SSA的最初几步开始于墨西哥革命期间（1910-21），尤其是1917年现行宪法的颁布。这一宪法包括劳动关系、土地的公有财产及社会安全制度方面的几项进步措施，在20世纪30年代末生效。

这一SSA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在农业活动领域进入衰竭阶段，70年代则显示出更一般化的方式。然而，直到80年代，它才充分表达了以衰退阶段为特征的结构危机。尤其是，最后20年可以视为连接旧模式衰竭和新的迅速巩固模式之间的桥梁。

目前，墨西哥的发展状态以重新定义作为新的积累的持续过程轴心活动为特征。直到现在，结果都是双层经济的创造：一层与出口和国际金融体系相连，另一层由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单位以及国外的金融联合组织，尤其是没有获得信贷的金融联合组织构成。这一过渡时期暗含了许多不同活动之间相关联的方式的改变。

全球经济经历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并伴有国民经济在提供大量稳定而具有适当工资的工作方面能力的下降，墨西哥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重建。经济结构的重建也转变成在传统上作为旧积累模式地理中心以外的地区，加速安装生产场地的过程。这一变动在墨西哥北部边境的边境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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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然而，地理位置的重设不可能沦落为边境加工。而且它还涉及几个远离国家中心地区的几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传统上大多把中心地区作为经济活动的聚集地。

尽管进行了这些地域性的扩展，工薪人口在国家层面上仍经历了长期危机，这表现为收入日益集中以及生活水平的系统性恶化。这种恶化可以从根本上用工作收入的下降来解释。实际上，有两种平行的过程在同时运作，这清晰地表明了当前墨西哥经济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大中型机构没有充分地创造稳定而报酬高的工作，另一方面，工作报酬极低的微型企业中的工作机会日益增加。

在长期发展的现阶段，国家的社会作用已得到重新界定和转变。国家活动集中在为资本的经济活动创造最佳的全球条件，并揭开社会活动的关键部分。在这一方案中，作为使得大多数人可以获得一定收入的机制的这些小单位，曾成为过去20年高水平公开失业的“障碍”。这些小公司只出现在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潜在市场的地方。因此这些活动的增长受到整体城市收入的限制，因而，正是在大中型城市里，我们才看到了这些微型企业的激增。

今天，小规模活动呈现出一种机制，即资本主义可以借此自我复制，并且可以使由吸收劳动力能力的下降而产生的冲突最小化。小企业所起的作用，与欠发达国家传统上农民所起作用相等同。它们不直接参与积累过程，但通过再生产大部分劳动力而有助于这一过程。

长期趋势和墨西哥经济的爆发点：1921—2007年

墨西哥经济在1921—2007年的长时期演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图。图12—1展示了1993年恒定物价下，GDP沿着走向线的演变（赫德瑞科-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滤波平滑的增长率）。可以看到，经济在大萧条之后重获增长，并开始上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停止增长。整个90年代中期直到二战结束，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工业化过程（Moreno-BridMoreno-Brid，Ros，2004）。在50年代，制造业成为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Banco de México，1960；Moreno-BridMoreno-Brid，Ro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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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GDP增长率及其趋势，墨西哥，1921—2007年

资料来源：GDP数据引自Mariña（2007），趋势来自笔者的计算。

接着是一段不稳定时期，平均增长率仅是之前长波时期经历的增长率的一半。随后是过渡时期，它产生了一种可被称为新自由SSA的新型SSA（Houston，1992； Kotz，McDonough，2009）。其主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强调劳工的灵活性和以低工资换取工作的永久性的隐含劳资协议（De la Garza，2001）；一种新型资本—公民协议取代制度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tion，PRI），因其反映了对原自由市场政策的总体支持，成为2000年执政党；出现了强大的新企业集团及一种重新定义的市场竞争规则；融入强调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全球经济。

图12—2展示了与上述同时期的人均GDP的演进情况，表明了一种与GDP平行但增长率较低的行为。在缺乏1930—1980年间整个经济的工资数据的情况下（Aguila，Bortz，2006），这些数据显示出墨西哥人民财富的稳定增加，这种增加在1981年终止（债务危机的前一年）。这些趋势只能在最近20年中更密切地得到检验（见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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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单位资本GDP增长率及其趋势，墨西哥，1921—2007年

资料来源：GDP数据引自Mariña（2007），趋势来自笔者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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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利润率及其趋势，墨西哥，1939—2004年

资料来源：GDP数据引自Mariña（2007），趋势来自笔者的计算。

图12—3展示了1939—2004年利润率的演进。进口替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墨西哥与外界经济的联系，这使得其利润率远在世界平均值之上（Mariñ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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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增长率的减慢及60年代中期之后利润率的下降，标志着40年代早期开始的长期向上发展的结束。图12—3同时显示出，这一趋势是向下的，尽管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得到过恢复。

积累的社会结构和1930—1980年间发展的长波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1930—1980年间可以作为始于1910年革命余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进行研究。1910年的革命是一次从基于初级商品出口的积累过程向基于国内市场进行的工业生产过程的猛烈过渡（Rendón，Salas，1987；Rodfiguez，1994）。革命战争约在1920年结束，但不稳定和经济危机却持续到30年代初。新积累周期的最初阶段发生在1930年到1950年间，并在1950年到1970年得到巩固（Villarreal，2000）。

直至1970年到1980年这10年，我们看到了内向型发展过程的中断。所有这些时期都以独特的就业演变为标志，如表12—1中所示的有薪和无薪的就业总体情况。尤其是，可以清晰看到1970年之后就业的女性化趋势，同时可以看到服务业与商业中的快速增长以及以不稳定的劳动条件为特点的行业。

正如在对一百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中所显示的（Rendón，Salas，1987），在20世纪30年代，制造业大规模取代工艺行业。一旦墨西哥革命得到巩固，相对稳定的时期便普遍存在，这就允许革命斗争时期被大大削弱的经济活动得以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就业以比前十年更快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女性就业率在经历了1900—1930年一段有规律的下降之后，增长率也得到了恢复。30年代所创造的新工作中，制造业仅占15%。伴随着1932年大萧条之初就业创造的下降，这一萎靡的现象是卡德纳斯卡德纳斯（Cardenas）时期（1934—1940）强大经济增长混合效应的结果。墨西哥经济的萧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1934—1939年实际工资只增加了20%多一点（Rendón，Salas，1989）。但在卡德纳斯卡德纳斯时期的后几年，实际工资开始下降——一次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下降（Rendón，Salas，1989）。

表12—1 分行业就业人数以及部门就业中男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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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0年，农业占据了将近所有的农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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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是一种重要的现象。事实上，如果人们考虑一下整个经济，无薪工作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农业部门。20世纪40年代初期，2/3的制造业工人获得了工资（Bortz，1988）。然而，在第三产业工作的有薪工人所占的百分比仍不到50%。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变化，接下来的几年有薪工作恒定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张。

1950年到1970年间，墨西哥国内市场的发展得到了巩固，同时有薪的农业就业也有了增加。正如施特门施特门（Schejtman）（1981）所展示的那样，与这一增长相对应的去农化的强大过程。这20年间，非农部门有薪工作比无薪工作的增长更快；这一趋势的例外是服务业，这一行业内自主经营经历了显著增长。这可以由大量服务活动的快速增长来解释（修理、配制食物、房屋清洁等）。这些活动以小公司大量出现为特征，这些公司都是“家庭作坊”而不用有其他付薪的劳动力。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商业和服务活动的无薪劳动的增长是作为一种对经济总体动态性和国家发展的总体水平的回应。例如，产品的小规模买卖便是许多年来分配的“自然”方式。这与两种因素相对应，首先是自然市场的地理分布，其次是全国收入的普遍水平。换句话来说，这些活动并不是作为残余活动而是与整体经济动态性相平行发展的（Rendón，Salas，1987，1989）。

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70年代最突出的现象是有薪工作增长速度的减缓。这一事实被加西亚加西亚（García）（1988）观察到并进行讨论。总体就业中的这一趋势根本上产生于农业部门，因为正是在农业部门我们才观察到1970—1990年有薪工人数量的有规律下降。相比之下，非农业的有薪工作比无薪工作增长得更快。此外，有薪工作在非农业就业的净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比在1950—1970年更大。这一过程的加剧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即同一时期，有薪工作在商业部门比无薪工作有更大的增长（García，1988）。

我们也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的工作创造能力相对削弱，这就为农业就业奠定了较慢的步伐。这两种现象与商业和服务业的成体系增长，共同解释了加速的第三产业就业（Rendón，Salas，1987）。

总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薪工作以一种缓慢但有效的方式增长。这一减速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障碍日益增加的结果。至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全面陷入危机时，这种减速得到了最有力的表述。

始于1939年并跨越1930—1980年的长波展示了劳动补偿的周期行为。可得信息甚至不允许总体上勾画20世纪30年代的工薪行为。然而，从1939年开始，重构工业工资的路径成为可能，从而构建某些有关该时期工资一般行为的假设，便成为可能。

据博茨博茨 （1988）的观点，1938—1979年经济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工资周期；工业工资1939年开始遭受了系统性的下降，这种下降停止于1952年。从那时起到1976年，实际工业工资不间断地上升。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观察到一种新的下降，这种下降只在卡洛斯·萨里纳斯卡洛斯·萨里纳斯（Carlos Salinas）政府的最后几年才得以缓冲，但之后又继续稳步下滑（Aguila，Bortz，2006）。已有证据显示（Bortz，1990），工业工资行为与经济中其余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此显著，以致平均工业工资的移动便反映出其他部门平均工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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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缺少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墨西哥家庭接受的收入形式相关的一般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精确的探究。但有一项间接证据（Rendón，Salas，1989）支持卡德纳斯卡德纳斯时期存在收入分配改善的观点。然而，演变的收入分配的方式只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重建，那时进行了首次国民收入调查（AltimirAltimir，1983； Hernández Laos，1999）。

尽管在数据来源的对比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但埃尔南德斯·劳兹埃尔南德斯·劳兹，1999）表示，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间，收入明显集中在最高十等分，而以在最低十等分中的收入为代价。整个时期的收入分配行为并没有明显的趋势；分配在1950—1963年变得更加平等，而在1968年又变得更加不平等，因为基尼系数比1950年相应的基尼系数大（阿里米亚，1983；埃尔南德斯·劳兹埃尔南德斯·劳兹，1999）。城市与农村的收入的集中程度明显不同；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更集中。然而，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城市地区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地区收入的两到三倍（Hernádez Laos，1999）。

我们强调的是，不考虑1950—1968年收入分配方式的演进，实际工资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的。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就业机会也总体上增加了。这两种因素带来了各行业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1968—1984年，随着伴有绝对贫困水平下降的基尼系数由0.498降为0.461，城市和农村地区收入的集中明显减少（Hernández Laos，1992；Alitimir，1996）。

1930—1980年的长波在多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巩固与维持。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中对这些制度进行简短的讨论。这套制度构建了一种SSA，正如SSA的概念在其他文献中理解的那样，即一种促进和构成资本积累的一套连贯的制度。

第一，村社——作为社会制度的公共土地权——保证迄今无地农民的土地权，并建立一种社会组织来保证它们对原有土地的永久控制权（Córdova，1973，1974；Rendón，1976）。甚至今天，村社的功能对无薪劳工来说仍旧是重要保留。村社扮演着经济和社会双重角色，因为它考虑到了农产品向城市部门的稳定流动；它提供外币源以维持20世纪工业化的最初阶段，而且它还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Schejtman，1981）。

第二，被理解为工会联盟，农业工人（农民）组织，后来成为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党派中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办公人员的社团主义，形成了对工人的一种组织和政治控制的形式以及国家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形式（Córdova，1972，1974）。除了工会，以上讨论的组织都是由1910年革命后得到巩固的政治工具建立的。对作为控制劳动力手段的社团主义工具的蚕食，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仍居于支配地位的SSA衰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一系列核心制度产生于墨西哥革命的胜利方案。这些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墨西哥社会保障协会（the Mex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IMSSS）及国家服务中工人的社会保障协会（the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 for Workers in State Service（ISSSTE）——公共教育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of Publ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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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卫生援助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of Health and Assistance）（Bustamante et al.，1982）。

第四，墨西哥银行（Córdova，1973；Brothers，Solis，1967）的创立和巩固使得国家银行体制随后得以发展，这是保障可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

整个制度体系内各制度相互协作，共同促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增长的长波期间的资本积累。正如我们能在图12—1中观察到的，1921—1934年整个时期处于一个不稳定增长时期（SSA的“探索”阶段）。

村社和社团主义设置都呈现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20世纪30年代——涉及国家、资本和劳动。这种形式的制度安排由上述第三组的制度安排来补充。

总体来说，前三套制度与所谓的“墨西哥革命的思想意识”的传播，体现了国家、资本和市民之间的新关系。资本几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总是由国家来调节（Córdova，1972）的，尽管重要的是，强调国家投身经济活动在1930—1980年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一SSA的最重要经济元素是占据国内市场的国家发展核心的经济政策（Barkin，1990；Soria，1997）。这些政策暗含了国家强大的经济作用，通过建立多个以经济实力核心形式的国家合作，这些经济实力核心从国内市场的发展中获益，并逐渐获得了自主国家方案的能力。国家—资本关系开始于资本主义阶级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中包括之前的革命分子的核心人物及他们的继承人（Córdova，1973）。

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异议，也存在内部矛盾，但这些核心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创造了企业家阶级的新形象（Thacker，1999），并以金融部门以及与1982年掌权的PRI组织的后代没有任何家族联系的商人的卓越性为特征。

1980—2007年不稳定的增长周期和向新SSA的过渡

1982年外债危机时开始了一次经济大过渡。在债务破产之前的增长模式——如卡德纳斯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时期墨西哥达到了稳定的20世纪30年代晚期所构想的那种模式，依赖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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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部门经历了一场危机。在之前的SSA期间，经济与对外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并建立了很高的进口关税壁垒，禁止大量商品流入国内。然而，当国家跃向更高的工业水平时，并没有产生取代国家工业赖以生存的进口投入的有效方案。最终，生产依赖于是否能在外国市场上购买必要投入的外汇。

外汇主要通过交易农产品和采矿业的产品（如石油）来获得。当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陷入危机时（Solis，1981），70年代中期的石油繁荣暂时阻止了危机，但同时也促进了外债的增加。当国际石油价格下跌，该国便再也无法获得外汇，引发了1982年的危机。

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模式逐渐被一群年轻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解开，他们支持德拉马里德马里德（De La Madrid）政府制定的“亲市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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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新增长战略要求建立一个不同的国家，这当然不会像在过去的50年里在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涌起了私有化和再私有化、法律重订以及随后的放弃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浪潮（Moreno-BridMoreno-Brid，Ros，2009；Salas，Gallahan，2004）。此外，经济公开接受国外竞争，这一过程以1986年墨西哥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为标志（Lustig，1998；Calva，2000）。

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越低，社会人均开支越低（Chavez，2002），对国际贸易的突然开放呈现出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典型的两极分化的自然趋势（Dussel，1997）。自就职以来，萨里纳斯政府（1988—1994）就全力推行新的对外导向模式。这一新战略被宣传为允许墨西哥加入享有特权的一战国家的选择集团（Aspe，1993）。人们期待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将使这一热情到达顶峰。但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使这种热情在1994年末出现了逆转：萨帕塔萨帕塔（Zapatista）叛乱、著名政治家的刺杀事件及新比索危机（blecker，1996）。这次危机说明了墨西哥经济实际上的不稳定的程度（当前危机重现的一种事实）。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墨西哥劳工市场运行的自相矛盾之处
 
[9]

 。与经济发展到达相似规模与状态的国家相比，墨西哥公布了低得令人惊讶的城市失业指数。然而，如果认为这种事实指向墨西哥劳工市场的任何一种效率，就是极大的错误。相反，利用国家就业调查（National Employment Surveys）（如Salas，2003）详细地分析了失业并揭示出一系列重要事实。首先，失业人员中大多数为学校教育水平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年轻人。其次，男性失业率系统性地比女性失业率低。再次，失业人员中只有20%是户主。最后，失业时间的平均跨度不到一个月。

当工人的积蓄几乎不存在，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失业救助时，只有数量有限的工人经得起长时间失业。这些工人——或刚加入劳工市场或刚失去上一份工作——被迫接受可得到的任何工作，不论报酬、工作条件或与他们接受的培训、教育及技能是否相容。事实上，失业三个月以上的人员中只有12%决定从经济上的活动人口中退出来（Salas，2003）。

这是隐藏在墨西哥令人鼓舞的官方低失业率背后的事实：低收入者不受保护的失业现象和不充足的工作条件。墨西哥劳动市场中，无薪劳工的作用举足轻重。小型的经济单位或微型经济单位（拥有五个或以下工人的企业），包括单人企业中的就业非常普遍。其他地方的现象表明，这些企业具有非常低的投资和生产力，因而它们的平均收入往往很低（Salas，2003）。

有助于解释失业低水平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向美国的移民，这些移民多数为非法的，估计每年约40万。1994年后，移民率明显增加（Passel，2005； Pew Hispanic Center，2009）。因此，移民与随之而来的汇款成了降低劳工市场新职员产生的压力的另一因素。

分行业就业结构数字强调了农业的相对重要性。占总就业14.3%的农业因NAFTA产生的农业压力而不断萎缩（Polaski，2003）。另一方面，制造业就业的全部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显著增长。尤其显著的是，这种增长发生在城市化不足甚至农村的地区（Salas，Zepeda，2003b）。

表12—2展示了1991年以来的劳动收入的演变过程。1991—1997年，自雇工人和有薪工人的实际收入发生实质性下降，而1997年之后，两种群体的收入呈上升趋势。然而，2008年为止，两种群体都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的实际收入顶峰，而自雇工人的实际收入整个时期约下降了一半。

表12—2 平均月度工资（固定2002比索），1991=100

[image: ]


应当特别提一下最低实际工资的表现。这种工资由三方委员会来决定，包括联邦政府代表、企业主和正式工会。由宪法授权，这种最小工资应“对家庭来说是足够的”。但一般家庭的基本菜篮子数据（ConevalConeval，2007）显示，2006年最低工资仅允许购买1/8的基本菜篮子。然而，由于最低工资承担着集体谈判和计算各种工人收益的参考标准，所以十分重要。

关于收入分配，我们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尽管从GDP和所创造的职业类型来看，经济的表现很差，但贫困却在减少。虽然1998—2002年的个人收入分配有所改善，但从2004年起，收入分配变得更糟（见表12—3）。这些发现是受实际工资的相对增加和向更贫困群体的转化影响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数字显示，最近几年出现的劳工不稳定性日益增加。

表12—3 货币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2006年

[image: ]


除了微型企业部门产生的许多工作的重要性，短期（一年半）的劳动轨道分析也证明了吸收公开失业工人及非经济活动人员方面小规模企业活动的重要意义（Salas，2003）。这些结果和微型企业国家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Microbusiness INEGI）分析也显示，出于自愿，长时间以来，很大比例的工人仍处在小规模的企业活动中。换言之，微型企业部门已不是一块简单的海绵，以吸纳想要重返有薪工作的工人，当有酬工作增加时又会失去这些工人。许多工人仍留在这一行业的事实表明，就墨西哥而言，微型企业仅仅是失业和有薪活动的缓冲器这一假说，完全是缺乏经验有效性的。

这一行业是工作、生产、分配和为更广泛低收入人口服务的替换场所。在墨西哥微型企业的讨论中，已有证据显示，小规模的活动已不再是同质的整体。绝大部分呈现了资本主义得以再生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使得资本降低的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与国家再分配活动的撤回之间产生的冲突最小化。因此，一系列重要的小企业（由自雇工人所有和操作）起着与我们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相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大多时间并不直接参与积累过程，但负责大量城市劳动者群体的再生产。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微型单位从形式上归为资本。

总之，经济处于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GDP增长节奏的不稳定，工作不确定的加速过程，就业以不充足的节奏增长且工资增长缓慢，公开就业率低下，这种自相矛盾要由微型企业和国际移民提供的就业替换形式来解释。

小结

调节理论和SSA理论主要为我们提供了结构力量和阶级冲突起重要作用的概念框架。但调节理论并未充分关注阶级冲突的独立影响（和阶级矛盾）。我们把SSA的观点作为理论出发点，因为它从宽泛的视角分析了积累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影响。正如阿尔贝尔达阿尔贝尔达（Albelda）和蒂伊蒂伊（Tilly，1994） 指出，SSA理论促使我们超越劳资的二元视角（在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几乎无处不在），开始考虑性别、种族和移民问题（不幸的是，空间有限，此处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它也要求我们分析之前生产模式的残存结构，以拉丁美洲为例分析尤其方便。在这一例子中，我们可以验证这些残存结构和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制度的共存。

在研究长波的历史背景下，SSA 观点允许我们强调两大重要现象。首先，资本主义发展并非以直线前进，其次，这一发展的特点是阶段替换。这显示出扩宽了的积累过程中的周期运动，在这一周期中，积累得到巩固，经济行业以和谐的方式扩展，这就考虑到了作为积累过程基本驱动力或轴心的一项或几项活动。

最近能在墨西哥看到的SSA要求巩固开放经济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许多构成旧SSA的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转变甚至是消除。在其论述中，新的增长模式给予自由市场力活动及墨西哥融入全球经济的特权。实际上，并非所有事情都由自由的市场力来处理，正如我们看到的国家组织对银行业的拯救。在与全球经济连接的领域，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在所有其他国家之上被给予优先权，这种关系所带来的结果是：墨西哥经济日益依赖美国经济周期。

另一方面，国家较小的经济作用允许某些特权企业组织要求国家留出空间。甚至，得益于以对外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组织成功地以确保模式持续性的方式巩固其自身的权力。一种证据便是不考虑执政党的更替，经济政策却持之以恒。

在观察就业、收入和家庭分配的演变过程中，很明显，从旧的发展模式继承而来的制度给其自身带来了社会排斥水平的深化。墨西哥的就业倾向于两极分化。一方面，就业受到与出口或金融活动相联结的活动中资本集中的影响，这导致了一种情形，即对直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投资更少。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创造力的削弱，并伴有购买力的降低，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在寻找获得收入的替换方式。结果是，几份提供充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工作被一群试图在低生产力和低货币补偿活动中努力生存的工人所获得。

此处的证据使我们能肯定，实际上，目前的社会积累结构实际上尚不能产生稳定而报酬好的工作以允许大量工人合理而体面的退休。此外，抛开辩护人的宣言，大多数墨西哥人的生活条件并未改善。事实上，过去的20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为最富裕行业寻求更大利益已经以有形的形式通过墨西哥人存储在美国银行的数百万美元和为私有资本公开提供新的投资选择表现出来。这产生了大量资金的浪费，并且以低价从公有行业到私有行业，这是许多代墨西哥人的努力。这暗含着，调整的代价已被工人承担，国家再分配政策的缺失仅仅增加了这一代价。

面对这一排他性的模式，微型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仍在增长。其余的经济不能创造高质量的工作，工资的购买力仍停滞不前或许多情况下在下降。换句话说，微型企业不仅仅是该模式内的过渡元素，它们被谴责为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消失的实体。实际上，它们是社会积累结构中的间接机制，造就了绝大多数人贫困及更大的经济增长集中空间的产生。一般来讲，过去几年一直伴随着劳动关系的改变，这些改变常常以“劳动灵活性”为特征，但暗含着劳动合约的损毁。新职位一般存在不稳定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断言相反，这些过程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劳动力需求。

随着国家社会角色的变化，其活动也以能够允许资本更多经济自由的全球条件的创造为导向。因此它放弃了大部分社会和再分配活动。这种背景下，作为过去20年大多数人获得收入机制运行的小企业，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成为大量公开失业的“障碍”。因此，微型企业缓解了因为个人和家庭缺少收入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小规模企业生产和分配的货物与服务，呈现了最低收入水平群体消费的一种替换手段。

从新SSA的优势观点来看，墨西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阶段是一种巩固开放经济模式的初始阶段，并以新自由主义形式出现。正如此处我们所争论的那样，前一个积累模式中形成的各种制度和制度安排已被淘汰或转变。从过去的发展模式中继承的制度的这种转变暗含了社会排斥水平的恶化。实例包括放弃对许多最贫困农村地区的援助项目，逐渐破坏村舍及贸易公开，所有这些都暗示墨西哥农村更高水平的贫困。这是一种由土地获得，贫困农民缺少信贷和为获得一些货币收入而日益增长的移民的必要性（甚至暂时的）问题而加强了的贫困。

在城市地区，在稳定而高报酬的工作不断减少的背景下，社会排斥现身于小规模活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中。面对增长的贫困，我们看到了财富更大的集中和大量公共资金的挥霍，这些财富和资金现在被主要用于支持大企业主与金融行业有关的风险活动。某些行业损害大多数人的特权也导致了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深化，这表现了地理背景下国家的社会两极分化。

现在的SSA比以前的更具排他性，且微型企业在表现一种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现实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些部门的工人被排斥在资本主义公司就业之外，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生存方式。因此，微型企业不仅仅是随着时间流逝和经济发展而不得不消失的一种因素，它还形成了被称为“新自由”模式的固有部分。

综合以上原因，很明显无法守住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即经济出口行业的全球利益将最终通过经济进行分配。目前的SSA并没有产生允许合理而体面退休的足够稳定、高报酬的工作。墨西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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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SA文献的最新评论可参阅麦可多诺（McDonough）2008。


 [2]
 这些是使用美国代码条文在墨西哥运行的公司。这些条文允许美国公司将美国制造的投入发送到国外组装，然后将半成品或成品发回美国，只对国外附加值支付关税。大多数这些边境加工由美国公司拥有。


 [3]
 可对用于估测墨西哥利润率的方法进行讨论（由资本利润作为资本投资总存量的百分比来测算），参阅玛芮納（Marina）和莫斯利（Moseley）2000。


 [4]
 1940年到60年代中期，这一通过为工业发展提供财政融资，为购买工业用的国外原材料提供硬通货，在积累过程和资本再生产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5]
 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几年，可以结论性地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National Accounts System） 的数据来展示，最近几年，可以用全国就业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Employment）的数据来展示。


 [6]
 佩雷斯·罗恰（Perez Rocha）（1983）严密地研究了公共教育秘书处在墨西哥革命中出现的政治社会方案中的作用。


 [7]
 参见博特维尼可（Boltvinik）和埃尔南德斯·劳兹埃尔南德斯·劳兹（Hernandez Laos）（1981）来讨论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衰竭，这一模式通常称为进口替换模式。


 [8]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原“自由市场”的社会和技术起源的社会学分析可在巴布（Baab）2001中找到。


 [9]
 有关墨西哥就业与劳动收入趋势的综合的讨论，见萨拉斯（Salas）和塞佩达（Zepeda）2003a，2003b。


第十三章 阿拉伯世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区域体系中埃及、约旦与科威特经济

SSA分析在阿拉伯世界的应用

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是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长期交替出现的扩张和停滞现象的理论。美国主导的二战后的SSA，使美国军事力量扩张计划，对盟国和被保护国的对外援助的配置和美国剩余资本的海外投资成为必然。美国霸权主义为能源与原材料的供应提供了保障，也为资本主义生产全球性扩张提供了新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市场不断成长，西欧和日本的出口不断增长。由于阿拉伯地区的许多地方富产易开采的能源，并且这些资源分布在欧洲附近，因此，取代日益衰落的英法帝国主义，控制该地区便成为了美国经济、政治战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SSA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对理解阿拉伯世界经济具有双重作用。首先，由美国主导的“战后SSA”的建立和演进以及演进中的矛盾，构成了阿拉伯地区获得政治独立而成为新“国家”和进行“现代”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其次，SSA概念工具可以用来审视阿拉伯国家战后每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和内在矛盾以及促进或阻碍每一阶段积累的制度。

埃及、约旦和科威特的实例阐述了区域SSA中的内部经济特征与外部关系的变化范围
 
[1]

 。埃及代表了比其他集团人口更稠密，拥有更多农业，更高工业化程度，更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多内部经济连接的子集团。约旦代表了一个人口较少，农业较少，规模小但工业化显著，以及更依赖劳动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的第二种子集团。科威特代表了第三种子集团，即由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定义的“依赖”经济，其拥有较少的农业和制造业，人口较少，人均收入较高，这决定了该国对进口商品、劳务以及其他经济上可行的服务的依赖。

虽然SSA方法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拥有长期内部联结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情况下发展的，对SSA进行充分分析，要考虑到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内外两方面因素对于分析阿拉伯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但内外因素的平衡却被颠覆了。阿拉伯地区有自己的内部动态因素，但没有使其内部经济连接产生的长期资本主义发展史。此外，与欧洲的邻近和持久的联系，使得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冲突不断的阿拉伯国家，在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结构上比其他地区更迫切地需要改进（Lockman，2004：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存在一种总的地区SSA，核心制度的民族差异以及国家间的显著联系共同构建了整个区域。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包括音乐、食物、电影和现在的媒体（如半岛电视台电视网），继续为说阿拉伯语的人们带来民族认同感。直至20世纪早期，他们仍旧拥有共同意识，不分国界地共享共同历史和文明。到19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衰落，欧洲经济实力和直接政治干预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兴起了一种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思想意识——“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后半期，虽然阿拉伯人开始被看作独特民族国家的人民，但许多人仍然认为，这种界限要么是任意划分的，要么是欧洲强国和一部分自利的精英为分裂意图而故意划分的。一方面，英法关于阿拉伯自治权限自相矛盾的许诺，另一方面，1948年杰出的犹太国家的建立，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的故乡，被视为对这些权限及其后继者美国的最终背叛。随之不断的以色列冲突，西方强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调解与制度重构的失败以及西方强国例行的政治军事干预，使得政体不断失衡，而最具讽刺的是，这种干预恰恰加强了跨民族的阿拉伯身份意识。

镶嵌在这一文化—政治框架内的经济维度是基于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假设和结构基础之上的。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看来，阿拉伯共和国［法鲁克法鲁克（Farouk）国王退位后的埃及］与君主国如约旦和科威特之间存在重要的不同，但是上述三个国家都采用了正式的立宪制，建立了拥有选举代表的议会制，并规定了国家和公民间共同的义务。甚至世界银行在结构调整的希望几经破灭之后，也开始意识到该地区独特的特征无法轻易地用新自由主义制度来破解和替换。正如最近的成果所示的，自独立于“围绕社会契约的干预主义—再分配形式的汇集措施”以来，共和国“对激进平民主义的承诺”和君主国“对国家主义家长式的理论基础”之间的分歧已延续几十年（World Bank，2004）。这种契约需要偏重于“再分配和平等”，偏重于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上国家高于市场”，显示了“国家提供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角色及作为表现国家有机统一的竞技场，而非政治斗争场地”的远见（世界银行，2004：25）。世界银行号召一种尊重地区文化和感受的“新社会契约”，但它却利用这个概念促进了一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精确地以社会福利为目标（World Bank，2004：第七章）
 
[2]

 。

除了这些核心特征，区域内经济关系由于和欧洲在贸易、投资和制度结构方面相接近而受到限制，同时又受到作为能源输出国和向其输入劳动力的国家经济的循环驱动力的全球能源市场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迁移和其他的人事调动（旅游业、家庭联系、度假场所）实现了经济一体化，移民劳动力、跨国投资与援助以及较少程度的区域内贸易产生了汇款。区域经济学家对与各国国民产生共鸣的以区域为焦点的发展具有浓厚兴趣（如Galal，Hoekman，2003）。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阿拉伯联盟建议以色列承认并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完全和平协议，以换取按照联合国协议如“242”中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冲突的解决方案。这一建议得到了阿拉伯世界普遍的认可，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最终解决了令人疲惫不堪的巴勒斯坦问题，也意味着一体化区域整体上的和平与繁荣。甚至世界银行也开始认识到这一强大动力，并把它作为促进全球一体化的另一种工具（World Bank，2003：第1章和第7章，2008a）。

从这一点上看，具有代表性的埃及、约旦和科威特便进入了战后的SSA，当时英国的主导地位已然终结，三国获得了意义重大的政治独立（埃及1952年，约旦1948年，科威特1961年）。创建国家经济的紧迫性迫使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国家引导的发展”的变体模式，这就使得一些制度变迁如自然资源的国有化、经济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农业转变以及企业和劳动法方面的变化成为必要。当国家在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私人资本只起着合作伙伴的作用，参与却并不能主导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变的方向。这一发展模式也要求培养一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与技术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阶级，以填充扩张的“现代”经济产生的新职位，于是，这就要求它们以最小化阶级冲突的方式加入政治体系当中。

国家引导的增长模式暗含着两种尖锐的矛盾，即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随着SSA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极限，这些矛盾变得更加紧迫而明显。首先，我们案例中的每一种制度都对代表性政府进行了正式的承诺，但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和没有阶级对抗的神话造就了专制的政治倾向。随着“国家引导的发展”和对公民接受有限的政治自由相交换，社会契约便产生了。国家承诺公开保障公有和私有企业产生的债务，保证所有高中毕业生以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并普及福利项目，如教育、医疗、住房和必需消费品津贴。虽然人类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履行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长的社会契约，在80年代晚期变得日益艰难，导致了政治蛰伏期的侵蚀。

其次，繁荣时期产生的增长从内部来看比预期的要少。相反，这一增长更多地依赖外部环境，如世界市场上的高价石油和磷酸盐、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迁移以及现有的区域内或国际援助与信贷。在80年代变化不断的国际经济氛围下，这些条件大多是不可持续的。

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拉伯经济得到增长和发展时，西方正在酝酿着一场破坏地区繁荣的结构性危机。直至80年代早期，西方的衰退状况导致了世界市场上原材料的下降，同时货币主义者对英国和美国通胀的攻击致使国际信贷日益稀少且更加昂贵。到80年代晚期，阿拉伯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和在窘困的国际环境下履行社会契约义务的努力，转变为高涨的政府赤字、更多的高成本借款以及因出口收入不能弥补进口成本和债务服务而必然产生的国外汇兑危机。投资和生产力增长步伐蹒跚，总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在某些年份呈现负增长。

对碳氢化合物出口收入的依赖使得这一地区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不是如它们的领导人所承诺的那样更加独立，越是依赖石油输出收入的国家，危机的程度就越严重（1975—2005年实际人均GDP增长，见图13—1）。

[image: ]


图13—1 单位资本实际GDP增长率：埃及、约旦和科威特，1975—2005年

资料来源：Askari，2006：97，表6；世界银行，2008a：143，表A4。

由于经济增长期间，相对廉价的进口阻碍了生产性的国内投资，该地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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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本普遍很高。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停滞及就业机会的缓慢增长，恰恰在这个时候，人口统计学、教育、医疗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地改进，这将产生一种深刻的政治社会疾病，并在排队等候公有部门有限工作机会与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这二者之间制造隔阂。

正如对西方产品涌入该地区带来的文化入侵的不满那样，人们对国家引导的发展也产生了不满。但由于当权政府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压制，对这种不满的政治表达变得日益困难。于是，政治反对派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领导，采用“伊斯兰主义”形式，这样国家便更难质疑其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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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运动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明并无多大关系，在四百年的历史中，这一运动随着地点不同，时间不同，而发生高度的变化。伊斯兰主义的当代意义是作为一种宽泛、多样而清晰的当代政治运动，其大多数元素是尝试着和平而持久地推动政府向更加包容，更加满足人民需要的方向转变。我们的案例同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美国和欧盟的支持加强了该地区的统治体系对挑战权威的反动行动的压制。但这种压制进一步激起了众怒，并且正如历史上其他地方其他年代受到压制的反对运动一样，使得更多的极端组织开始采用暴力。

二战后期阿拉伯地区的“发展”经历不仅反映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停滞，并同随后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然而，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贸易扩张最初刺激了地缘增长，这一增长持续了约十年，随之而来的经合组织（OECD）经济尤其是美国的滞涨，通过国际商业化和官方借款机制，传入该地区。时间仍约为十年。移植据说可以解决滞涨问题，新自由思想意识和英国撒切尔计划和美国里根里根计划中包含的“供应方”政策的努力，通过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干预传到该地区。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协议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被提供给更贫穷的债务国，如埃及和约旦以及遭受危机的石油输出国，如科威特。被迫对国外资本开放，促进非传统制造品出口以及缩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加剧了内部矛盾，并进一步破坏了维持阿拉伯世界社会和平的关键契约。

考虑到总体计划，本章将研究战后SSA三个实例中每个国家采取的特殊的制度结构形式，包括增长和积累，国家/资本关系，劳资关系和区域一体化。然后本章将考察20世纪80年代对这些结构的侵蚀，这些实例在适应和抵制1990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历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分析该地区为建立可行且可持续的SSA斗争的实质。

埃及、约旦和科威特，直到20世纪在英国的指导下才被界定为“国家”，英国支持每一个受控于当地或更远的奥斯曼的地区的君主制。它们以民族国家的身份，直到二战后由英国和其他欧洲帝国控制的领域内的民主自由时代，才得以巩固。

英国支持的埃及君主制在1952年发生的没有流血的政变中被推翻，1952年到1954年间，纳瑟纳瑟（Gamal Abdul Nasser）担任总统，一种新的具有共和特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直到1956年，英国军队一直占领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运河地区，当纳瑟纳瑟响应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众要求，使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英国被迫完全撤离，“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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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约旦作为国家出现的种子植于一战后，当时英国扩展对约旦河东面的巴勒斯坦的管理，占领被其称为外约旦的地区，并在一片印第安纳面积大小的领域上建立一个王国，还任命了一位君主
 
[6]

 。游牧民族居住在东面沙漠地区，而安定的农业村落和放牧则主要集中在雨水充足的西北部山岭地区。由于强制性当局授予的垄断许可，商业活动和其他城市服务主要由巴勒斯坦人提供。在1948年的战争中，约旦军队占领了东耶路撒冷领域和巴勒斯坦西岸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约旦通过其对一百万巴勒斯坦人民的新建控制，使得一夜之间人口翻了三倍。一半巴勒斯坦人是来自新建的以色列国的难民，其经济通过融合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迅速扩张并充满活力（Piro，1988：第2章）。

至20世纪之交，科威特一直是一个城市国家，由位于阿拉伯/波斯湾的西北部死角的天然港湾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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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渔业、珍珠业和贸易中心起着独特的作用。但19世纪晚期，其贸易发生转向，以满足扩张的大英帝国的需要。1989年，占据主要地位的阿尔萨巴阿尔萨巴（Al–Sabahs）家族篡权并通过与英国签订一份秘密合约来保障其统治，这份合约给予科威特“保护地”的地位，即以英国对其国外事务的控制为交换，保卫它与奥斯曼“国家”边界，后来又取得了石油输出的第一批保留权，这时，科威特酋长国（领地）得以创立。

后独立时期的SSA下的增长和积累

埃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早期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一系列努力。当时统治精英首先提出发展工业以反抗欧洲侵略。但正是在五六十年代纳瑟纳瑟的统治下，才开始了一项更彻底的有计划的基础设施投资，农业转型以及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项目，包括基本的钢铁工业和消费品如加工食品、纺织品和汽车组装工业。与这一经济计划相互补，政府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这同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业就业与有组织的劳动的增长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平等一样，被认为是革命的必然阶段（Pfeifer，Posusney，2003）。

国家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巩固。正如图13—2所示，政府的开支几乎上升到了GDP的一半，而公共资本开支上升到了政府支出的20%（Askari，2006：124）。阿斯旺高坝的建筑是该计划的关键，为满足整个国家消费和生产提供了足够的电力。整个计划有助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提高经济作物的生产力，并借以增加农村收入和储蓄，因而在农业主导的良性循环的发展中，加大对资源的投资，并将劳动力从农业释放出来并转移到工业，为增长的国内产出建立起广阔的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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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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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埃及、约旦和科威特，1970—2004年

资料来源：Askari，2006：121，表7.2。

然而，独立于世界市场的愿景只是一种妄想。新行业要求增加进口资本设备、技术和其他的资金投入以迅速赶上当代生产体系。早些年间，这些进口物资主要由苏伊士运河的税金与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出口收入来偿还贷款。为了使棉花得以出口，提供充足的小麦和稻米以供养人民，大量经济作物被政府机构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征用。国内部分的转售有助于稳定城市的低工资，有利于工业增长，并且以世界市场价对出口部分的转售有助于引入足够的外汇以支付必需品的进口。然而，1967—1975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施加给农业部门更多的为出口提供盈余的压力（Pfeifer，Posusney，2003）。

1969年至1989年间，每年的投资都远远超过了储蓄，正如进口超过出口那样（世界银行，1991：229），但由于埃及在该地区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经济仍然十分繁荣。国内的“资源缺口”通过从几个源头流入的硬通货得以弥补。这些源头包括石油输出、阿拉伯援助和投资、美国于1979年和以色列缔结的和平协议（一半是军事援助）提供的相关援助、重开的运河通行费、重新恢复的国际旅游业、移民工人的汇款以及对国外借款人的债务的建立。随着这些资源的流入，埃及获得了1974—1985年平均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率8.4%的纪录，而投资达到了占GDP总额25%的历史高度，全要素生产率也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Handy，1998：5-8）。图13—3表明总资本经历了迅速增长。埃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也进展顺利，1981—1990年接受的总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四（世界银行，1991—1992，v.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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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总固定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埃及、约旦和科威特，1960—2006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c：世界发展指标。

1967年6月，约旦战败，使得以色列征服并占领了西岸及整个耶路撒冷。一方面，这对约旦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损失，首先是疯狂的破坏性。再有就是，30万来自被占领的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或逃离，或被迫东移到约旦地区。其中很多巴勒斯坦人及其后人成为了约旦公民，并占据了约旦人口构成的60%以上，这既是约旦经济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恩惠。这些人口中较贫穷且受教育较少的人，居住在难民院（2008年仍然存在），那里由专门的联合国机构（UNRWA）提供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约旦为他们提供如交通、电网、高等教育这些公共产品，并促进其与经济的融合（Piro，1998：第2章）。

另一方面，与东约旦人相比，多数巴勒斯坦人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职业技能。许多人可以作为技工或专业人员得到工作，或进入银行或政府服务部门，或者募集足够的资本以重新启动他们的经济活动。此外，巴勒斯坦组织了大量的劳动力迁往阿拉伯其他国家寻求工作。这种劳动力迁移成了约旦主要的出口内容，工人的汇款成了家庭收入的支柱，而且是海湾经济增长中外汇的关键来源（Pfeifer，2009）。

当约旦经济的命运与阿拉伯邻国更加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时，经济不仅得以恢复，而且繁荣发展。1975—1980年，年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达到15.8%，1980—1985年在受到地区性危机冲击之前，这种增长仍然高达5.2%，而总固定投资增加到超过GDP 的1/3，如图13—3所示。失业在1976年达到1.6%的低点。主要用于投资公共产品的国外补助金，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阿拉伯石油国家的补助金在1975—1988年间约为GDP的12%，债务金融为GDP的10%，位居第二 （Maciejewski，Mansur，1996：14，16-17，21）。

和埃及一样，约旦政府也将大量公共资本投入有形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中，如开采、加工及出口人们唯一所知道的几种自然资源，即磷酸盐、钾碱和其他矿产。它也把投资投入小规模制造业和商业化农业、正在发展的普遍公共教育体制以及最近普及的医疗中。由于使用温室和滴灌技术来培育非传统水果、蔬菜、花草以及乳品场和家禽养殖的发展，商业化农业迅速发展。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加工出口和当地市场需求的物资的工厂构成。旅游业成为建立于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之上的另一个发展中的“行业”（Piro，1998：第3章；Pfeifer，2000）。

科威特的比较优势是通过石油的发掘以及外国石油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开采石油转变而成的，使其以全新的方式进军全球经济。科威特以石油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茁壮成长。至50年代，它已经成为食利国，大量的政府收入和一半以上的GDP都是由石油公司为获得在该地区的石油开采权而支付的使用费（租金）构成的。1980年，71%的GDP来自石油业，其中68%来自原油（EFB，1983，5：6）。1983年，科威特公民人均GDP达到现值20300美元，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处于同一等级。甚至所有科威特居民（公民和流亡人员）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2646美元，处于世界经济的中等收入水平（EFB，1985，8：6；EIUc，1991-92：10）。

石油财富为国内和国际投资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基金。20世纪70年代，科威特是第一个完全控制自由石油工业的海湾国家，并支付320万美金来补偿海湾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Day et al.2007）。70年代，储蓄率升至GDP的50%，公共和私人投资和消费骤升。总固定资本构成的指数在1970—1993年上升了4.5%，超过了GDP的20%（Al-Yousuf，1990：72，又见图13—3）。正如埃及和约旦，科威特政府重点投资当代基础设施，用开采和精炼石油的技术来武装国有公司，并投资一般性教育、医疗和福利制度。经济繁荣时期，这些投资惠及大量的移民工人，如巴勒斯坦社区，也惠及家庭。此外，科威特政府设立了科威特阿拉伯发展基金（KFAED），并共同资助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给予阿拉伯世界、非洲和南非的贫困国家以借款和外国援助。

后独立SSA的国家—资本关系

纳瑟纳瑟在埃及执政的最初20年，私有资本归属国家，并局限于公共部门企业。然而，1967年和1973年两次对以色列的战争大大损害了经济，安瓦达·萨达特安瓦达·萨达特（Anwar Sadat）新体制开始采用对国际资本开放的方式来调整这一现实。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埃及，开辟了国家引导的发展模式，1974年新埃及“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对外资开放政策）的宣布，标志其第一次承认国家领导模式的矛盾。然而，讨好国外资本的努力是在没有放弃国家的核心作用，也没有改变埃及经济主体结构的情况下做出的。国有经济企业，与劳工的社会契约及纳瑟纳瑟的其他承诺丝毫未变，即使公共部门增长放慢，人们仍排队等候公共部门的工作（Richards，1991）。

虽然国内资产阶级仍处于国家的阴影之下，对外资开放的经济政策却有助于创建一个新的富有的买办阶级，作为进/出口公司的当地代理商和国外资本的代表和初级合伙人。美国成为埃及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投资资源和援助捐赠者。买办阶级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大量来自移民工汇款的迹象表明，以前没有记录的储蓄突然物质化，长期以来这些储蓄已经被储藏在国家调控的银行体系之外，以存款的形式存贮于这时期迅速涌起的新型而炙手可热的“伊斯兰”投资公司。基于这些数量惊人的储蓄，一位埃及经济学家做了一次估测，认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多达官方测定数据的两倍（Oweiss，1990：第1章）。

在约旦，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对直接生产的参与比埃及要少，这使得国家留出更多的空间资助并培养企业家阶级，并鼓励其进行扩张生产性投资。在英国的委托管理下，小规模外约旦经济一直通过商人阶级与和英国合作的巴勒斯坦经济相联系，从财政和政治上支持英国国王。1948年独立以后，这些精英大多移到安曼（Amman），并为东西岸经济的紧密联合服务。这个阶级和它所服务的市场的扩展与深入，源于1948年和1967年进入约旦的两拨巴勒斯坦难民，但仍保留对君主资助的依赖（Moore，2000：185）。

国家组织投资经济中心，并让私人资本主义体系围绕其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阶段，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它在最初的20年积极地指导经济中的资本流动，然而，却使银行独自成为“私人拥有，鲁莽运营和盈利”的机构（ERF和Femise Coordinations205：49）。社会保障公司得以建立并赋予消极的投资组合投资者以重要角色，以最大化私人雇员养老金的收益。70年代第二阶段，金融制度通过加入两种机构而得到深化：安曼金融市场（AFM），成为该地区最复杂的股票市场；约旦投资公司（JIC），此公司建立的宗旨是投资于增长性的财产以资助公务员的退休金。JIC 创立国有经济企业（SEEs）来发展核心行业如采矿业、电力、水、交通和通信以及航空、港口和公路，创立公共部门公司（PSCs）来加工商品如石油、磷酸盐和钾碱。PSCs然后就为私人购买AFM 分配份额（Kanaan，2001：190—192）。

私有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扩展时期出现繁荣，约旦的人均收入在1975—1980年间，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Askari，2006：97）。日益增加的货物和劳动力出口到繁荣的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带来了收入高潮，这些收入用于满足住房、服务及当地制造的消费品的国内需要，70年代和80年代黎巴嫩内战期间，贝鲁特衰落，安曼作为地区商业和银行中心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此外，石油盛产国实行了一个计划，慷慨帮助如约旦这些“前线国家”进行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石油时代出现之前，科威特的统治家族，阿尔萨巴阿尔萨巴曾被祖先定居该地区的精英商人认为是“同仁中的第一”，这种继承是合法公民的根本特征。然而，石油收入允许统治家族在财政上独立于商业精英，因而提升了其政治地位。为换取政治上的默许，统治者创设了一种资助体制，通过直接支持或为现在已削减的私有部门经济保留残余活力，来保证他们的委托人即商人的特权经济地位。例如，政府实质上放弃对即将建立的科威特很有价值的欠发达地区的权利，并在开办新型小规模私有经济如房地产、商业、进/出口，甚至农业部门给予慷慨的补贴（Pfeifer，2003）。

考虑到科威特相对小的吸收能力，政府利用盈余的石油收入为海外投资，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提供资金。1953年，科威特财政部设立一般储备基金（原来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经营，以产生食利者收入的另一个来源。另一个主要的国际投资组合创制于1976年，独特的为子孙后代的储备基金。这些基金购买了西方大公司的股份。正如1990年，两种基金估价达到1000亿美元，平均每年带来5%的利润（Day et al.，2007）。自1980年起，每年国民总收入比国内生产总值高15%到20%。

后独立时期SSA下的劳资关系

在后独立时期的发展中，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阶级结构的转变。在埃及、约旦和科威特，一部分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建立定期进行竞争性选举的议会制，就埃及而言，则是选举国家首脑。它也要求承认工人阶级对国家发展所作的贡献，并且至少是在大型生产机构（50名雇员以上）中，通过定期增长工资、抚恤金和医疗来补偿工人，就埃及而言，是分享利润。这些补偿由基本必需品和低成本住房的普遍补贴，及保证持有高中或大学文凭的人员在公有部门的就业来补充。工会形成是合法的，但工会受政府的密切督导，它“选举”的领导更多地为政府负责而不是为普通民众负责，就埃及而言，工会无权罢工（Posusney，1997）。

尽管穆巴拉克穆巴拉克（Mubarak）政体下，20世纪80年代危机之时警察镇压加剧，埃及在普通民众活动家领导下还是发生了罢工。这些行为在对管理和政府提出质疑时，有时是激进的具有政治性的（Posusney，1997）。这些运动，尤其是与政党或组织结成联盟的运动，对政府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并对资本家或地主在国家引导的进口替代体制和随后的对国外资本开放中随意忽视工人权利这一行为进行了约束。政治左翼（以各种形式）帮助领导或加入这些运动，但要么被压制（宣布该政党非法，封闭报纸），要么就和严密控制工会领导层的政府一起参与竞选，这便有效地阻止了持久反对结构的形成（Beinin，2002）。

有效的组织劳工也受到工人阶级结构断裂的损害。农村—城市迁移的结合，增加了失业和就业不足，非正式部门的增长，劳工迁移的机会，破坏了工人组织的内在统一性，并“削弱了工人在对追求国家主导的ISI的权威民粹主义政体联盟中的地位”（Beinin，2002：117）。约350万埃及人，包括专业人员、熟练和不熟练技工和农民，在1973—1985年的繁荣时期，迁往石油输出国尤其是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这就减缓了80年代潜在的失业危机的爆发，并提高了消费和储蓄水平。图13—4显示了大量的汇款。正如贝宁贝宁（Beinin）所说：

埃及的迁移工人的汇兑构成了唯一最大的外汇源，80年代中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至1988年，至少20%的劳动力（已经）在国外工作（某些时候），每年官方的迁移工人汇兑数量约为32亿，非官方汇兑估计在（额外）20亿到40亿之间（Beinin，2002：117）。

约旦因其通常允许其选举议会中代表的多样化，而一直被称为“自由君主制”。然而，君主可以任意解散议会，无视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并根据诏令制定政策。国王的确于1957—1992年取缔了所有政党，这便阻止了工会和其他平民社会组织取得明确的政治同盟或外部支持（Carroll，2003：2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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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汇款，埃及、约旦和科威特，1985—2005年

资料来源：UNCTAD，2009，http：//stats.unctad.org/Handbook/Table Viewer/Table View.aspx。

在国家引导发展的背景下，工会的组织是合法的，正如在埃及和约旦，工人被视为建立国家联盟的一部分，并在面临失业时受到法律保护。当临时工合约到期时，会自动更新为永久性合约。工人可以任意申诉解雇并长时间拖延，直至政府任命的劳工董事对这一申诉进行考虑。公司被要求提前警告可能的大规模裁员，无论公司的盈利或损失状况如何，政府都可能禁止这种大规模裁员。然而，作为对在这些正式部门中特权的交换，工会要接受政府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其高层领导也要与政体紧密联系，他们罢工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Posusney，2007）。

由于约旦既是劳务输出国又是输入国，因此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要界定工人阶级就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受过教育的约旦人都到海湾工作了，但经济的底层仍充满着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工人，这些工人来自更贫困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和日益贫困的地区，如南亚。这也使劳工很难形成长期统一的组织和政治团体以对抗国家和私人雇主。

科威特在石油被发掘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国家，这种历史产生了独特的后独立的政治结构。主张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其合法性与宗教无关，伊斯兰教教法对当代法律也不具什么影响。虽然埃米尔能够终止宪法，关闭国会，但仍然存在一种活跃的政治文化，被选举出的不同政治信仰的议员之间不断进行强有力的辩论，如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各地区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在议会或在政治显贵家中的晚会上进行自由的争论。新闻媒体也可能被埃米尔查封，但它是私有的，且具有竞争力，一直是政体的关键部分。对劳工而言，这些相对的自由意味着，科威特是海湾地区唯一的允许工会存在，容忍甚至支持巴勒斯坦人建立政治组织的君主制。例如，科威特教师联合会常常支持相对好战（大多数为女性）的巴勒斯坦教师联合会（Pfeifer，2009）。

虽然科威特/巴勒斯坦的团结得到容忍，但在不同背景下的工人中却几乎没有使组织长期成为社会和政治的融合。科威特社会严格地分为同族层，这种分层既存在于科威特人之间，个别地也存在于移居国外的社区。每种分层反过来由居住时间的长短及对建立现代科威特经济的贡献来划分的，其中巴勒斯坦地区是建立得最大、最完善的，并且在经济上是最重要的社区（Pfeif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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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在1975年到1990年间，人口从99.5万增至213万，翻了一倍还要多。在第一个10年，这一增长来自外籍居民，他们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从1974年的52.5%增至1985年的巅峰72.3%，其中50万是巴勒斯坦人。非科威特劳动力从1975年的70%增至1990年的巅峰85%。然而80年代中期，科威特采用民族主义政策，规定至少在专业和技术方面的职业应当“科威特化”，这使得外来工人更难长期留在科威特或更难让其家属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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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990年，伊拉克入侵的任何迹象显露之前，这种平衡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转移，以至于收入较高，政治易怒的阿拉伯人减少到不足外来劳动力的50%，大多数人由南亚人替代了（Pfeifer，2003）。

人类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

这三个国家，同阿拉伯地区这一整体一样，显示了自独立后到2005年整个时期在人类发展包括女性的发展方面的重大进步［见图13—5的人类发展指数（HDI），1975—2005］。例如在教育方面，埃及从1996年文盲率超过70%的低基础开始。其人类发展指数从1975年到2005年增长了27个百分点，成为这30年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最终文盲率只有27%。约旦的人类发展指数从1980年到2005年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最终值为77（排名86），约旦“发达而不富裕”，因为它的HDI排名超过2005年GDP的排名11位。约旦的教育系统是该地区最好的，2002年15—24岁女性的识字率为100%。科威特的HDI从1975年到2005年上升了13个百分点，最终为89（排名33），但仍然“富裕而不发达”，因为2005年它的人均GDP排名比HDI排名高出12位。科威特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提高了女子入学率，并超过了男子的入学率（联合国发展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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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人类发展指标，埃及、约旦和科威特，1975—2005年

资料来源：Askari，2006：63，表5.6；联合国发展计划，2007/2008。

阿拉伯地区比发展中国家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南亚及非洲的不平等水平都要低，赤贫率比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也更低。虽然国家收入税收体系发展欠缺，公有部门的出口收入、旅游等服务税及进口关税都是公共服务的公共资金的重要来源。消费的相对平等是由公共部门对商品的津贴、工资收益政策以及为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的资源充足的伊斯兰和其他私有慈善机构共同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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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危机时期，对埃及和约旦来说是收入贫困增长时期，科威特整体来讲是平均收入下降时期，但90年代晚期随着经济增长的恢复，这种情况得以改善（世界银行2006：表Al）。2000—2002年，约旦的消费基尼指数为0.39，埃及的为0.34（世界银行2006：表A2）。2005年，埃及与约旦的人类贫困指数（HIP-1）值分别为20和6.9，它们的排名（61和11）比它们的HDI和人均GDP排名明显好很多（联合国发展计划，2007/08）。

区域SSA中的经济关系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使得直接的预算转移、长期的低息发展贷款、私人投资、贸易以及劳动力迁移成为必需。


直接援助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对抗国”提供完全的预算支持，以维持和补偿这些国家同以色列冲突中的运作。1963年到1966年，埃及接受了23450万美金的政府间调动款，包括KFAED授予的用于扩宽和加深苏伊士运河的2700万美元。在1967年战争和1978年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 之间（之后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并受制于阿拉伯联合抵制同盟），埃及接受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高达17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967年到1970年间仅科威特就援助了16200万美元（Feiler，2003：40）。自1973年到1988年，约旦政府平均收入的43%来自外部援助和贷款，在石油繁荣顶峰的1980年这一比例高达53.4%（Brand，1994：表：44-45）。作为最慷慨的捐助者，科威特并非仅仅为利他主义所驱使，因为“…… 科威特对约旦的援助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加强安全并为其赢得其他军事组织的支持”（Brand，1994：123）。


发展援助、贷款和投资
 石油输出收入通过以地区为基础的石油美元再循环，用于石油输出国和较贫困的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图13—3展示了埃及和约旦从1960年到1975年，资本总构成变化的相似路径，以及1975年到1978年，埃及、约旦及科威特的资本总构成变化的相似路径。

整个1985年，阿拉伯对埃及的总投资为45.5亿美元，其中20亿直接存入中央银行用于公共部门投资，其余用于特殊项目发展援助和私人盈利企业（Feiler，2003：93）。1962年到1989年，后独立时期的SSA受到侵蚀，约旦接受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40100万美元的发展贷款以及21.54亿现金，用于各种项目（Brand，1994：149）。科威特在对约旦的总贷款中的贡献六七十年代一直上升，1983年达到巅峰，高达6%。这些资金大多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磷酸盐，钾碱和化肥工业，热能，拉马拉（Ramallah）的比尔宰特（BirZeit）大学，西岸市政服务，亚喀巴（Aqaba）港口，安曼供水系统，还有约旦河谷管理局（Jordan Valley Authority），包括农业灌溉（Brand，1994，表1和11：44-45和130）。

科威特对约旦的私人投资主要采取企业联合的形式，但只占科威特海外投资的几个百分点（Brand，1994：143，147）。这些企业集中于房地产，包括住房和农业土地开发、商业、旅游、公共交通服务和食品生产如奶业、家禽和渔业。制造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加工食品、饲料和化肥，主要出口到该区域。


贸易
 约旦与埃及的关系很疏远，直到共同经历的1967年战争的损失，两国的关系才走得稍近一些。1970年后，约旦试图将贸易扩展到埃及新兴的国内市场，以“克服阻碍约旦进行国内商业和工业扩展尝试的某些规模不经济”，并通过经济联系加强区域政治安全（Brand，1994：243）。然而，约旦从埃及的进口在70年代只占总进口的2%，而向埃及的出口平均占总出口的3%，因此约旦一直与埃及之间存在贸易赤字。虽然约旦从科威特的购买量不到总进口量的2%，如1973年的1.7%，但其对科威特的出口十分重要，如1973年，占出口总量的11%，而约旦70年代与科威特一直保持着贸易盈余（Brand，1994，表7和8：78-79）。

约旦是1983年第一个公开打破对埃及禁运的阿拉伯国家，以方便埃及物质援助伊朗—伊拉克战争中的伊拉克，并帮助约旦私有部门以埃及消费者来取代日益萎缩的伊拉克市场。虽然讨论了很多联合企业，但只有两个重要的项目得以实施，即1975年的苏伊士运河和约旦红海港之间海上运输的亚喀巴—纽维柏（Aquaba-Nuwaybi）航线，以及1984年开办的在两国都设有分支机构的联合发展银行（Brand，1994：243-44，248-49，255-56）。


迁移工人和汇款
 1982—1983年的顶峰时期，埃及约23%的劳动力，或者说290万工人被国外雇用。他们的汇款在1984年达到39.8亿美元，1974—1984年积累总数为220亿美元（Feiler，2003：100，111，116），约为同期科威特对埃及直接投资的十倍以上。埃及的劳动力在科威特具有重要作用，从1978年的15万工人增加到1982—1983年的20万，在长达八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牵涉到总数为125万埃及人，主要是农民和劳动者（Feiler，2003：101，244）。

约旦派出专业人员、教师和军事顾问到科威特，而科威特派出本国学生到约旦进行教师和军官职业培训。1985年科威特至少有35万约旦移民（多为巴勒斯坦血统）（Brand，1994：134）。在同期，虽然对埃及实行禁运，埃及劳工仍然继续在约旦工作，并主要从事农业和建筑业。1987年25万埃及人在约旦工作，这一数字随着1988—1989年经济危机而有所下降（Brand，1994：264-265）。如图13—4所示，在1986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约旦的汇款收入几乎达到12亿美元，而约旦对汇款的支付达到24700万美元。

国家领导的SSA的侵蚀和新自由主义的到来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价格和石油收入的下降，国家引导发展的内部矛盾和该地区对石油收入与劳工汇款的依赖，共同引发了一场危机。危机的主要症状是无法维持生产力的增长。一份增长核算报告表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整体上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最低贡献”，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在整个1960—1997年实际上是负的（Makdisi et al.，2007：48）。同样，埃及工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从1975—1984年这十年的6.49降为1985—1994年这十年的0.78，约旦从8.24%下降到-3.13%，科威特在整个1965—2004年都呈现负值（Esfahani，2007：63）。这些结果之间的主要差异似乎归因于对资本集中式石油开采的依赖程度和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海湾的就业情况。

以埃及为例，四种核心矛盾浮出水面。首先，取代基于农地改革和阿斯旺高坝可提升农民收入和储蓄的农业带动增长模式实施的承诺，相反地国家对征用农作物如棉花支付很低的控制性的价格，以在世界市场上用较高价格出售。农民转向生产未受控制的作物，最著名的是埃及三叶草（berseem），一种饲养牲畜的三叶草，响应城市对肉类需求的上升。当埃及成为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并且进口成本提升时，这一增加外汇的策略却成了自我挫败的因素。其次，该国的工业化战略依赖全盘进口西方大量资本集中投资的技术。这使得早期增长以额外的劳资为基础，而没有大量的技术革新和工业劳动力需求的长期扩展。两种因素的结合导致了农村—城市之间的迅速迁移及增长的非正式部门的出现。

此外，与东亚模式相对——埃及常常毫不掩饰地将其比作韩国—ISI对国内工业实施的长期保护，却似乎并不期待这些公司以创新“回报”其支持，而这些创新会使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并可拥有自己的外汇份额。最后，对所有毕业生在公共部门进行工作的承诺，及正式部门劳工所获得的作为国家领导的社会契约一部分的工作保护，导致了超编以及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同时因通胀超过名义工资增长而降低了实际工资。

因此，埃及的GDP增长、国民储蓄和公共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直线下降。实际的人均GDP增长从1980—1985年的每年的4.7%跌至1985—1990年的0.3%（Askari，2006：97）。国内储蓄似乎随着几家伪“伊斯兰”投资公司的破产一夜之间蒸发了，这几家公司设计了几个投资商购买股份的庞氏骗局，其行为损害了人们对私有部门的信心。同时，缺少外币来为进口工业输入品和食品提供资金，引燃了袭击埃及的债务危机，正如第三世界其他地方一样。1985年，外部债务上升到了高于100%GDP的程度。到1990年政府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制造业的实际工资降到了低于70年代的水平。甚至当政府削减对必需品如面包和燃料等的津贴时，失业和贫困上升（Beinin，2002：129-130）。

国内危机和石油收入以及汇款的下降这一新的现实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得埃及在1974年对外资开放政策下繁荣起来的进口商和金融家的重压下显得格外脆弱，而且更易于受布雷顿森林制度的影响。1990年之前，华盛顿共识由于有组织的劳工的抵制和迁移工人出逃的可能性，并未在埃及取得进展。然而，取消埃及550亿美元外汇债务中将近一半的债务来换取参与美国领导的抵制海湾战争（1991）中伊拉克的联盟，打开了一条与IMF成功缔结协议之路，并给予该政体足够的政治资本以开始拖延已久的公共部门企业私有化（Beinin，2002：116-117）。

同期，约旦经历了两次重大打击，使其经济处于混乱状态。首先，1983年和1986—1988年石油价格的下降使石油出口经济陷入衰退状态。这一衰退使它们减少了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抑制了对约旦产品的进口，并切断了外援。1988年失业率上升到10%，至1990年，埃及的制造业工资已经降到低于70年代早期水平（Beinin，2002：129-130）。1989年，当约旦政府削减津贴时，它经历了首次大规模的面包暴乱。1985年到1990年实际人均GDP年均下降3.9%，1990年债务上升到了GDP的200%还要多（Askari，2006：97，166）。随着外汇储备骤降，约旦达到了利用国际市场借款能力的极限，第纳尔不得不宣布贬值60%，这严重抑制了该国进口其无法生产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

第二次大冲击是伴随1990—1991年海湾危机而来的。约旦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伊拉克的贸易，随着战争及当时经济制裁的生效而减少了一半。此外，海湾国家停止了对约旦的援助和贸易，以报复约旦的中立及驱逐大量外来工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他们除了到约旦，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因此，国内突然增加了6万—7万工人，1991年其中的一半处于失业状态，而同期的汇款额也暴减。据各种估计，1991的失业率已经增至14.4%到25%之间。1990—1995年，每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不到1%（Askari，2006：97），而注册的私有企业1987年到1992年间从1990家增长到4349家（Kanaan，2001：192），资产阶级士气低落，并没有利用此次机会来更强烈要求国家维护其自身的利益（Moore，2000：185-191）。

如约旦一样，科威特在20世纪80年代也经历了几次急剧的逆转。1980—1982年世界范围内的萧条，石油消费国对替换燃料和保护的转变，以及更多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供应商加入石油市场，这些都促使对OPEC石油需求的下降以及价格下跌。科威特“实际”石油收入（进口价格指数使得名义收入贬值）1982年比1974年的价格低了13%。石油价格1986年和1988年再次下跌，科威特的石油收入再次暴跌到1974年的58%（Al-Yousuf，1990：6-8）。经济增长骤跌，1985—1990年实际人均GDP年均下降9.4%。正如图13—3所示，至1990年资本总构成已下滑到GDP的11%。国内总储蓄是微不足道的4%的GDP，相比之下，国民总储蓄是17%，说明资本被国外持有，而不是投资于国内（Askari，2006：97，100，110）。

科威特的低迷是由非石油商品部门没有迅速增长造成的。除了石油精炼公司和几个基本的欧洲“模范公司”，每个工人的实际附加值从1976年的2836 KD降为1984年的2312 KD（阿尔萨巴阿尔萨巴，1988：26）。这一糟糕表现部分是因为悬于石油繁荣时期的荷兰病的实际部门。同时它也归因于源自1982年基于苏格艾赫基地莫纳克（Souk al-Manakh）股票市场的破坏及随后的流动性危机的金融部门存在的问题，即使政府进一步以高出市场价格的价格购买股票和银行股份，这些危机仍然破坏了人们对国内经济中实际私人投资的信心（Looney，1992）。

计划者和经济顾问反复建议改革计划，来处理科威特的“结构问题”，并减少其对石油收入和外来工人的依赖。其核心观点是把资源用于支持国内外能“提高生产率”的高附加值的商业活动，如将由受过良好教育和高技能的科威特人来组织和管理金融服务业、工业规划和工程技术（Al–Sabahs，1988），鼓励私人企业活动，并把经济推向更加东亚化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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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科威特却加强了对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其带来财富和成功的原有的熟悉路线的追求。违反OPEC的配额，与其他OPEC成员竞争，同时寻找机会在协议中进行欺骗，科威特自1989年6月就增加了石油产品产量，直到1990年8月伊拉克进行的灾难性侵略（EIUc，1991-92：13），在1991年恢复之后，它用不太昂贵的劳动力替换了外来劳动力。（见图13—4），我们可以观察到1988—1991年约旦接受汇款和科威特支付的汇款的急剧下降。

1985—2000年区域经济关系的解体和重建

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危机时期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内经济关系结构。90年代这些关系得以重建，这一过程对埃及、约旦和科威特的影响各不相同。就埃及而言，海湾合作理事会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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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在联合抵制时期大大削弱，但在80年代后期得到恢复，并在90年代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对于约旦，尤其对科威特而言，GCC 关系在80年代晚期被削弱了，90年代几乎完全破裂。如图13—3所示，1988—1997年危机与停滞并存时期，埃及、约旦与科威特之间采取的资本总构成路径存在广泛分歧，这与之前存在且在这萧条十年之后即将存在的协调一致形成对比。


援助
 由于联合抵制，1981—1985年阿拉伯对埃及的援助呈负走向，但1986—1989年以小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规模得到了恢复，这四年的援助总数约为21050万美元（Feiler，2003，表6.1：233）。同时，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每年接受美国约20亿美元的援助。

作为参与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战争的回报，埃及在1990—1991年接受了48亿美元的援助，其中30亿来自海湾石油输出国，并取消其130亿的国际债务。之后，由于石油收入降低，1995—2001年阿拉伯的援助最高额减少为80亿，而美国继续每年约20亿的援助。尽管科威特持续处于穷困之中，但它仍负责对埃及援助的15%并取消了其债务，1999年，KFAED对埃及提高了发展贷款的数额，并达到5080万，用于涉及土壤改善、电力转换、造纸和印刷、排污系统和社会发展基金的项目（Feiler，2003：232-242）。

20世纪80年代，约旦接受外援和贷款占政府收入的份额日益下降，从1980年顶峰时期的53.4%降为1988年的28.8%，而科威特对约旦的国外贷款份额从1983年巅峰时期的6%降为1988年的1.3%（Brand，1994，表1：44-45）。此外，1990年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之后，约旦试图保持中立，因此科威特取消了对约旦的承认和支持，两国直到1999年才达成和解。


投资
 阿拉伯对埃及的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增长，1990年增至阿拉伯总投资的23%，占该年对埃及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量的12.5%（Feiler，2003：240）。阿拉伯私有资本在90年代晚期继续流入埃及，科威特每年约占20%，如1999年，阿拉伯国家间总投资的8820万美元中有1760万美元来自科威特。1999年，埃及拥有1799家阿拉伯公司，注册资本总量为162.8亿美元，其中包括科威特的哈拉菲投资公司，占72500万美元。这些公司参与各种活动，包括工业、农业、银行、交通服务、投资公司和自由区贸易（Feiler，2003：241）。

埃及的私人资本也在90年代晚期流入阿拉伯国家。1985—2000年埃及到阿拉伯的总资本流入量为40亿美元，仅科威特就流入11亿美元，这就增强了埃及与科威特之间的联系（Feiler，2003：243）。


贸易
 约旦与埃及的贸易在1979—1983年的核心联合抵制期间有所下降。来自埃及的进口物资降到所有进口物资的0.4%，对埃及的出口物资降到所有出口物资的1.2%。约旦放弃联合抵制后，进出口都再次得到提升（至1988年，总进口和总出口物资分别提升到1%和2.2%），实际上，1978年，约旦在对埃及的贸易中出现顺差。20世纪80年代，当约旦不再依赖伊拉克提供的燃料时，其从科威特的进口变得有些更为重要，占总进口的比例从1984年的0.5%上升到1988年的2.2%。然而，其对科威特出口的重要性却下降了，从1973年占总出口的11%降为1984年的4%，再降为1988年的3%。1987年和1988年，约旦遭受了与科威特的首次贸易赤字（Brand，1994，表7和8：78-79）。


旅游业
 旅游业是重要的区域内现象。世界银行指数显示，约旦和埃及2000年在所有贸易一体化（贸易与GDP的比率、出口对GDP的比率、生产多样化、区内贸易、非石油出口与FDI）的措施中，相对于其潜力而言，表现欠佳。但二者在旅游业方面的表现却超过了它们的潜力（世界银行2003：43，48，49，72-74，76-78）。1998—2000年，埃及旅游业进账平均为GDP的4%，约旦为9.3%（世界银行，2003，附表4：234）。1988—1989年，来自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包括游客，占了到约旦的所有参观者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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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来工人和汇款
 20世纪80年代危机时期，海湾地区尤其是对阿拉伯劳工的需求锐减，因为这些国家试图将它们的公民放置到较高等级职业中，并扩展非阿拉伯人在较低等级职业中的比例。正如图13—4所示，约旦1985—1990年接收的汇款降低了一半，而科威特的支付出现平稳状态，之后这些年同样骤降。

虽然1990—1991年伊拉克战争之后，70多万埃及人已从海湾国家返回，其数量得到恢复，但90时代晚期，大约有200万埃及人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工作。1999年，这些人中约有22.7万在约旦工作（Feiler，r2003：244-245）。正如从图13—4中所能看到的，1990—1991年，当埃及人被招募成新兵，作为临时基础来支持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进行努力时，汇款暴涨，之后1994—1999年汇款进入了每年32亿到36亿美元的范围。

1990年约旦多达1/3的劳动力在国外工作，但有6万到7万工人遭到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的驱逐，他们的家庭大多数是从战区逃离出来的，也不允许返回。因此，一方面，1991—1995年间的汇款并未增长，徘徊在每年10亿左右（见图13—4），但另一方面，资本总构成在1993—1995年间却暴涨，直到1998年返回者建立企业并投资于房地产之前，一直保持在超过1990年的水平（见图13—3）。基于劳动力规模的增长，日益增多的约旦人在90年代晚期到国外工作（但不在科威特），到约旦的汇款再次从10亿增至15亿美元。

从约旦和埃及来看，工人的汇款仍是国家收入的决定性来源。1998—2000年平均人均汇款分别为335美元和60美元，明显超过了人均FDI，即72美元和18美元，同期的人均援助分别为98美元和26美元（世界银行，2003，附表5：236）。

对新自由主义议程的适应和抵制

20世纪90年代，埃及、约旦和科威特反复鼓励从结构上调整制度来达到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即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来实现稳定，国有经济企业私有化，对外贸易自由化，使用外国投资和劳动法。由于没有完全适应，且对新自由主义的SSA没有产生一致的看法，便产生了一些奇怪的结果，这些结构与华盛顿共识的期待相矛盾。例如，约旦国内的资本家阶级通过游说政体来追求一种“发展的国家”模式，对几乎全部私有化做出反应（Carroll，2003：268）。


重新平衡国家/资本关系
 1985—2004年，埃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降低了一半，劳动力的公共就业从39%降到30%。314家国有企业中，政府清理掉189家，使该部门的就业减半，从108万（约为6%的劳动力）减到不到1/2（卡拉纳公司，2002：8-11）。股票市场资本化从GDP的35.6%升至105%，官方失业率从11.7%降到8.3%，正式私有部门的就业增长了6个百分点，达到27%。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正式私有部门在GDP的份额却在2000—2007年从70.7%降到62.3%，随着股票交易所列出和交易的公司数量下降了50%，私有制更加集中（埃及的美国商会，2008）。此外，至2006年，非正式部门得到扩充，吸收了75%的新劳动力，占实际就业的61%，创造了官方测定的GDP的1/3到1/2（Assaad，2007：1，12-13；Nasser，2008：6）。

科威特降低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85—1995年的超过50%降为2004年的不到40%。然而，它抵制“IFI”督促其抑制对必需品普遍津贴的这一“浪费”性开支以及减少公共部门高薪职员的薪水及退休金和其他收益（Chalk et al.，1997：1-2，6-7，14-15，24；EIUb，2000 4：16）。相反，政府把津贴和其他当前的转移支付从1990年的20%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即占政府总开支的24%，并把公共就业收益扩及在私有部门工作的科威特公民（Askari，2006：131）。

同样，科威特的碳氢化合物部门仍保留在公共领域，甚至在2005年只占GDP的6.4%的小型制造业，如石油化工业、建筑材料和铝仍受国有经济企业的支配（世界银行，2006：297）。2005年，仅银行业就占股票市场资本化的1/3，这时的私有资本在财政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NBK，2006）。私人投资控制着建筑业和房地产，但政府提供了一个框架，为土地和居民发展提供津贴，鼓励其向新项目扩张，如旅游、旅馆、度假村以及公共住房（Day et al.，2007）。


对外贸和国外投资的开放
 埃及和约旦都使贸易自由化了，但直到2000年的许多年以来都持续地存在占GDP大约20%的贸易赤字，外来汇款仍是填补这一空缺的关键因素（ERF和Femise Coordinatiors，2005：65-68；世界银行，2008b）。劳动力输出仍与货物出口一样重要。

世界银行“易于从商”指数中的181个国家中，科威特排名52，比埃及和约旦排名靠前很多。尽管封闭的碳氢化合物部门接受了大量共有资本的融入（戴等，2007），这一指数却是基于2008年对外商提供的慷慨的减税和在股票交易、银行业、航空和移动电话服务中为外资留出的空间构成的（EIUb，2008：9-10）。

相比之下，埃及和约旦几乎为所有部门提供了对外自由化机会，但对多样化的影响却很小。埃及2007年的FDI 量没有升到GDP的40%。然而，碳氢化合物工业的大量存在，以美国为基地的石油公司占了3/4（EIUa 2007：182，世界银行2008b）。同样，约旦的可贸易部门在自由交易性企业区（QIZ）涌现，该区主要的亚洲企业家大多雇用亚洲劳工，以生产免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纺织品和衣服。虽然与1997年的2500万美元相比，约旦2008年向美国的出口增长到15亿美元（Abdelkrim，2009：71-72），但因没有多少技术转让，与国内经济只有很小的联系，因而并未给约旦工人创造多少工作，也没给约旦的资本提供多少机会（ERF和Femise Coordinatiors，2005：66，69-70，85）。


重新平衡劳资关系
 多年的谈判之后，埃及和约旦2000年通过仅依靠经济基础就可以给予公司更加灵活的雇佣和解雇工人权力的自由劳动法。就埃及而言，法律消除了工人就业在原有社会契约中的强大保护，却给予劳工自由组织和罢工的“补偿”（Posusney，2007）。2006—2007年劳工以大规模罢工做出回应，包括锁定管理，要求生存工资以及对自己领导的选举权。2008年这种交战状态扩展到全体人民，随着更多的政治化的需求，抗议日益增长的食品价格以及肯定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一运动通过与互联网联合行动，似乎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左翼团体，从而赢得了数以万计的更多同情者的支持（Agbarieh Zahalka，2008：6-8；Beinin，2008：2-3）。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约旦的这种新编码保留了比埃及更多的原有工作保护，但工人却更难与解雇进行抗争，并且保留了对罢工活动的限制（Posusney，2007）。可能因为在国内外商业或专门职业中工作的约旦公民与集中在较低职业的非约旦移入劳工在劳工市场上有严格的分割，使得约旦劳工的力量可能因此遭到削弱，因此约旦的劳工并没有像埃及的那样乐于挑战。

科威特并没有使劳动法自由化，但在2008年却受到史无前例的劳工危机的挑战。由于南亚经济迅速增长，移民劳工的短缺增加了提升工资和相关报酬的压力。按照他们所讲的，通常安静的工人开始积极支持罢工和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社会事务和劳工部部长和国家领导首次聚集到一起，共同考虑对管辖科威特雇主和移民劳工关系的不平等制度进行合法的改革。

增长、积累及新自由主义危机

2000年的区域经济关系

由于2003—2007年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以及海湾石油输出国卓有成效地使用它们增长的生产性盈余的动力，2000年以来阿拉伯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得到了加强。GCC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石油繁荣和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的破产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并将在国内尽可能地采取多样化措施，并输出资本，包括更宽泛更深入规模地进行地区内的生产性对外直接投资。


援助
 津贴性贷款从石油输出国流入较贫困国家，用于特殊的大规模项目建设。例如，科威特KFAED于2008—2010年为埃及提供了26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来恢复禽流感瘟疫破坏的家禽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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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KFAED在2009年对约旦提供45000万美元帮助约旦巩固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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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贸易
 阿拉伯区内贸易对埃及和约旦来讲比对整个地区更重要。例如，按照世界标准来看，与ASEAN国家的23%相比，约占总贸易的8%的区内贸易这一水平是比较低的。2000—2001年，尽管埃及只从其他阿拉伯国家购买了总进口的5.8%，却对他们出口了13.6%（Feiler，2003：246-247）。1995—2003年，约旦对该地区的出口平均占总出口的45%，而进口占总进口量的24%（ERF和Femise Coordinatiors，2005：68）。


旅游和其他跨界旅行
 2004—2007年，来自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占游客的20%，25%的游客留宿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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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科威特游客中埃及人超过10%
 
[18]

 。除了旅游业，2007年约旦还招待了50万到70万伊拉克难民，美国侵占和战争期间，许多人逃到那里生活和工作，甚至建房并开办企业（Nanes，2007）。


外来工人和汇款
 2005—2006年230万埃及人就业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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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图13—4所示，汇款从2000—2003年的年均30亿增至2004年和2005年的年均50多亿美元，这一高金额在世界排名第十五。2003年，约有35万约旦人就业国外，而许多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QIZ以外部门的移民工人，构成了劳动力总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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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4表明，约旦所接收的汇款1985—2005年的波动范围是从1991年黑暗时期的44800万美元到2005年的15.4亿美元，几近精确地追踪到科威特支付款的外流。2004年约旦的汇款占GDP的比率高于20%，在世界上排名第六（世界银行，2006：90）。


对外直接投资
 2008年该地区整体的投资增加了20%，“在该年度

5.8%的增长率中占3.4个百分点”，对该地区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和约旦的投资量从2000年的47亿美元升至2006年的264亿美元及2007年的215亿美元（世界银行，2009：163），如图13—6所示
 
[21]

 。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这一投资量仍然很低，只有一部分用于新的投资，而且从长期来看，许多项目几乎不会创造就业（Henry，2008：18，22）。

尤其是在2003—2007年，GCC国家在对地中海国家（MEDA）
 
[22]

 的总FDI中占1/3，其中埃及接收了GCC40%的 FDI流入，约旦接收了11%。能源、重化工工业（如化肥）、水泥及冶金占GCC国家FDI的13%，而电信和银行业占15%。剩余的FDI 集中于交通、高端房地产开发、旅游和购物中心，只有一小部分用于为国内大众消费的轻工业产品和消费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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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外国直接投资：埃及、约旦和科威特，2007年

资料来源：UNCTAD，2008，国家事实表，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其中，一半的FDI用于收购现存的公司，包括购买私有化了的公共部门的企业，而不是用于新的设施。例如，2007年，UAE的一家公司接管了埃及化肥公司（Henry，2008：23，26-27，30）。同样，在2006年被列为发展中国家前100名非金融跨国公司（TNCs）之一的埃及奥拉斯卡姆建筑，于2007年由法国的拉法基收购（Henry，2008：22）。

在2003—2007年GCC对MEDA的FDI总量中，科威特负责其中的100个项目，价值110亿欧元，其中23个项目在埃及，18个项目在约旦（Henry，2008：30-31）。科威特对埃及的投资量，在2009年早期为250亿美元，并大多投资到房地产。科威特除了参与扩张国际机场的财团，2007年它在埃及的投资的主要收获，包括如奴尔电信公司持有的约旦电信的股份增长到22%以及购买公共公司20%的股份并被称为公共事业承包商（Henry，2008：34，67，117-120）。


投资组合
 以地区为基础的金融机构自2000年以来一直积极地追求着“金融化”。2007年科威特的两次最大的投资是，埃及最成功的私有银行之一的科威特（私有）国家银行阿尔·瓦特尼（Al Watany）银行和一家私有股权公司即全球投资公司（Global Investment House），收购了埃及一家私有经纪公司即资金信托 （Henry，2008：35，67）。

在安曼金融市场上，阿拉伯投资商在投资安全性方面表现突出。2007年第一季度，虽然阿拉伯商人只占“自然人”中的5.7%，这些自然人交易了约10.5%市场价值，但他们的投资公司占“法人”的 14%，这些公司的交易量占股票交易市场市值买入量的1/3以及卖出量22%
 
[23]

 。

结构性繁荣和新自由主义危机中的区域SSA

前述区域内投资是2000年以来一个大的全球范围内扩展的主权财富基金 （SWF）活动的一部分
 
[24]

 。SWF资本建立在政府对当前账盈余的积累基础之上，然后投资到各种投资组合来建立一种收入流，来补充或在商品价格下降时替代出口收入。依赖碳氢化合物出口的海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都非常清楚，石油价格和收入波动频繁，它们必须做好准备，以防将来有一天石油耗尽，或世界转向非碳基础的能源或可更新能源。这时，适当的战略是投资于非碳氢化合物项目，这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多元化及扩宽收入源。

2000年之前，总体来讲，海湾SWF一半的资产是以低风险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计价形式存在的，如债券或蓝筹股，这些资产可以长期提供持续的收入。另一半由投资组合或涉及更有风险的股权承诺对外直接投资，并自2000年以来，以国内非石油为基础的发展形式掀起。包括投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努力，如建造建筑为整座城市的新行业和服务业服务，以及太阳能和风能发展的复杂项目，“过去五年（即2002—2007） GCC中的六个国家的非石油部门获得了大约7%的年增长”（Teslik，2008）。这可以与阿拉伯地区的FDI和上述的其他地区的“新兴市场”相媲美。


繁荣
 投资项目太有限，不能适应2002年史无前例的石油收入的溢出。GCC 的SWF中除仍旧很保守的沙特阿拉伯的SAMA基金，之后便将投资组合转向拥有更多股权，更多的“替换物”，如衍生品以及增长更快的新兴市场，而不是传统的增长较慢的美国和欧盟资产（Sester，2009：23）
 
[25]

 。2002—2006年GCC的总流出量约为5600亿美元，其中60%流入美国，30%流入欧盟，5%流入亚洲，5%流入MENA地区（Sester，2007：12）。一部分用于收购美国资产，2000—2005年超过了26亿美金，用来进行多种经营如工艺品制造、咖啡分销、零售连锁以及购买曼哈顿房地产如克里斯特尔大厦（Bluestein，2006）。之后，基金进一步扩展到购买可替代风险资产的股票，如对冲基金和私有股权（Sester，2007）。

GCC的 SWF迅速成为新自由主义金融烟火最后的阵痛，2007年最终持有1兆多美元的资产（Sester，2007：1）。按照耶鲁大学的禀赋模式，科威特投资局（ KIA）美元主导的固定收入资产的份额及美国“传统”的股权减少到40%，将购买新兴市场的股权增长到10%，购买更具风险的替代品增长至15%（Sester，2007：7，10，12，14；Sester，2009：23）。KIA的资产从1999年底的550亿增加至2007年底的2750亿美元（Sester，2009：1，9），约相当于GDP的250%（Aizenman，2008：19，37）。当2007年早期替换性金融资产不再上涨，在市场开始下降之前，海湾投资人增持遭受麻烦的西方金融机构的股份，尤其是美国机构的份额，这些机构受到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及“替代品”如抵押债务工具的瓦解的威胁，很明显要深入了解［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银行专家对贸易金融和金融体系的意见（Olson，2007）。


破产
 一旦他们提出了更为冒险的战略，而2007—2008年市场开始下降，海湾SWFs和富有的私人投资商在完善的西方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美林、摩根史丹利、贝尔斯登、布法罗大学、瑞士信贷、巴克莱、卡普兴及伦敦股票交易所及其他机构中的购买股票，来帮助稳定自己的市场及体制
 
[26]

 。随着2008年后半期的危机的加深，招致了急剧的损失，深陷新自由主义让位的一种重要矛盾，即资产创造的金融化及没有充分投资来支持该体制的贸易。KIA的投资组合从2007底的2620亿美元缩小为2008年底的2280亿美元，净损失为36%。作为一个集团，GCC的 SWF的外部投资组合损失了27%的资本。2008年石油收入增加的当前账盈余基本上被这些损失抵消了（Sester，2009：102）。


对该地区的影响
 GCC的产量增长由于2008年国内经济进行的项目而仍保持为正。然而，随着信贷越来越少，代价越来越昂贵，以及为重要项目提供资金的债券和股权融资的减少，整个地区的其他金融资产值出现下降。从2008年春到11月的顶峰时刻起，GCC的股票市场下跌50%，埃及的股市指数下降了54%（世界银行，2009：161）。在科威特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大多数公司的利润在2009年第一季度与2008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94%，对投资公司及银行，尤其这些在MENA地区积极进行并购的投资公司和银行，如科威特国家银行，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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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没有陷入西方制度诡计中的金融实体也受到了冲击。例如，在2008—2009年对25家伊斯兰基金的清算中，只有89%的基金得以发行（与前一年同期的271家相比），2008年的平均盈利为-39%，而在2007年这一盈利为23%
 
[28]

 。

2009年地区整体的GDP增长的期望值保持为正，从2008年的5.8%降到2009年的3.9%，如图13—7所示。投资增长的期望值也保持为正，但由2008年的18.9%降到2009年的7%（世界银行，2009：163-165），尤其是埃及和约旦，由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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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进行中的承诺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房地产、商业和工业发展来维持。

MENA的经济处境没有地区整体那样糟糕，2008年吸收的FDI下降了35%，由GCC提供资金的项目数量减少了6%（Abdelkrim，2009：7）
 
[30]

 。埃及的GDP增长的期望值为2008年增长率的一半，在3.5%—4%之间徘徊（Abdelkrim，2009：66-67，见图13—7），自2008年起，由102个新项目来维持，这些项目中约1/3由GCC来赞助。预测到2009年，约旦的增长率将由2008年的5.5%减慢到4.2%，这种减慢由2008年实施的在能源、建筑、交通、通信及制造业领域的新FDI项目来支持，包括从科威特扩展到国际机场、铁路以及亚喀巴工业发展项目。因为约旦“在投资者眼中是稳定的天堂……即便是海湾国家的痴心投资商［在约旦具有房地产］也已受到了危机影响”（Abdelkrim，2009：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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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实际GDP增长规划：埃及、约旦和科威特*
 ，2007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8：表A.1；世界银行，2009：表A.7和A.8

注意：*“科威特”2008、2009、2010年的数据是针对“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进口团体”，这其中也包括巴林岛、阿曼和沙特阿拉伯。

对建立新SSA的预测

2009年，该地区仍受到石油价格波动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因此2008年GCC石油资本输出国一直在这两个竞技场中煎熬。考虑到它们当前的经济结构，石油价格必须定在至少每桶50美元（2007年的恒定价格），以便在不必废止某些资产情况下来恢复基本的进口（Sester，2007：2，2009：1-4）。如果2009年石油价格稳定在65美元到75美元（至少是2007年60美元的恒定价格），该地区将能够通过收入盈余来维持正的投资和增长（世界银行，2009：166），更高的价格将使GCC的 SWF能够开始再次增长
 
[31]

 。

也许2008—2009年的危机给人们上了更重要的一课，国内投资的多样化及区域内FDI的复杂化冲击这些经济体，也打击FDI接受国，如埃及和约旦的经济，二者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在2009年仍旧保持了正的增长。但新SSA的产生的迹象并不明显。2000年以来支配阿拉伯地区经济增长和资本投资的制度框架存在很多问题和局限因素。区域内FDI创造了财富，却没有通过分散这些财富来提高工农业工人的收入。相反，这些财富主要集中于污染性行业，如碳氢化合物能源及化肥、房地产、电信以及旅游项目，这些项目为已经富有的欧洲或海湾国家的客户服务，无视普通消费者、工作条件及人类的发展。它更多的关注表面上围着资金转——银行、股票及金融的地方变体——而对大众消费品生产和长期创造就业的投资的关注却不够。它几乎没有在当地经济中产生多重效果和联系，使较贫困国家不得不像以前一样，依靠汇款来填补关键的缺口。

如果新SSA在该地区开花，这些制度将必须涉及更多对资本进行具有国际水平且彻底的调控和组织，更深入更广阔的实际投资，对“更具可持续性和对社会更有用的项目”的承诺（Abdelkrim，2009：8），更多地关注消费者的需要，关注国内和外来劳工的合法要求。无论政府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如何，该地区都要求新的社会契约，为文化上合适且可持续的SSA提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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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Pfeifer和Posusney（2003）和Richards和Waterbury（2008）来解释这种归纳方法和变化维度。


 [2]
 作者在1992年由中东研究所（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主办的专题讨论会上作了一场题为“中东社会契约再思考”的讲座（全国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华盛顿，1992年10月16—17日）。对立的讲座由世界银行代表即当时的中东分区主管Caio Koch-Weiser，他坚持当时的狭隘新自由路线，激烈反对“社会契约”的观点。


 [3]
 首次意识到“荷兰病”时，荷兰经历着石油价格起落周期及伴有来自北海石油输出国的外汇收入的波动。国际石油交易由美元主导。石油价格较高时，石油收入的注入往往抬高当地的货币值。这使得进口相对廉价，并破坏非石油输出国的竞争力，有利于投资从农业及非石油行业向其他领域进行转变。当石油价格下跌，外币的涌入减缓，欠多样化的经济变化面临上升的相对进口价格及下降的国内生产和非石油产品出口的能力。


 [4]
 伊斯兰主义运动作为经济思想意识或计划的主要意义是通过“伊斯兰银行”，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使用与利息无关的工具。这些工具可被转换为传统的盈利公式，正如国际机构的“伊斯兰银行”部门如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所展示的那样。


 [5]
 与盟国法国和以色列一道，英国就这一问题对埃及开战（1956年苏伊士运河之战），但这一军事运动却因美国的否决而停止，因为美国宣布其在该地区的日益增强的霸权主义地位。


 [6]
 为了赋予君主制合法性，英国代理人从人们认为的先知后人的阿拉伯哈希姆家族中选出一位国王，并在其管理下创建的伊拉克任命了一位修士。


 [7]
 这一迷人的故事由（Ismael1993：1-4章）及（Crystal 1995：1-4章）讲述。


 [8]
 自下而上的发展大纲由Richards和 Waterbury（2008：28-29）提供。


 [9]
 巴勒斯坦人民在科威特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记载于巴布拉（Bhabra）1987，尤其是pp.39-52。


 [10]
 这一政策总体上针对阿拉伯社区，尤其针对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完善的社区中唯一与家人同住的群体。


 [11]
 我们没有科威特收入分配或贫困的数据。尽管如此，众所周知，就工作收入、投资和政府慷慨援助方面进行比较，一方面，科威特公民与永久性居民之间存在强烈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他们与外来工人之间存在强烈不平等。然而，消费分配却比较平等，因为任何居民都可以以补贴价格到“合作”杂货店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并在政府所有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其他石油衍生产品。


 [12]
 该项目涉及的其中两位研究员，兰斯·泰勒泰勒（Lance Taylor）和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因他们对IMF和世界银行方案的批评和对各种东亚发展战略的成功分析而广为人知。


 [13]
 海湾合作理事会在美国支持下创立于1980年，它作为一组阿拉伯海湾国家来反对伊朗共和国并支持伊朗—伊拉克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它由六国组成，即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稍后加入的阿曼，之后这个组织也是一个经济体，类似于欧洲经济共同体。


 [14]
 www.dos.gov.jo/ari_dep/ari_dep_e/20.html.


 [15]
 Medicins sans Frontieres，2/18/09，/www.flutrackers.com/forum/showthread.php？t=94742）.


 [16]
 www.kuwaittimes.net/read_news.php？newsid=ODQwNTc3MDA5.


 [17]
 www.sis.gov.eg/VR/egyptinnumber/egyptinfigures/englishtables/149.pdf.


 [18]
 www.Europaworld.com/entry/kw.ec.


 [19]
 www.msrintranet.capmas.gov.eg.


 [20]
 2006年拥有工作许可证的29万迁移工人中，95%以上的工人获得月薪150 JD或低于150 JD，约为225美元。其中的女工几乎全部来自南亚，在国内的不受多少法律保护的部门工作（阿鲁里2008：6-8，16；ERF2005：98-100），而1/4以上的移民 受雇于制造输出品的部门，该部门传出了大量的关于虐待的报道（Greenhouse和Barbaro2006）。


 [21]
 这些数字包括这些国家之间的FDI，如埃及到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从约旦到埃及，从黎巴嫩到约旦和埃及。


 [22]
 十三个“MEDA”国家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土耳其，及两个岛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等，两国2004年获得欧盟承认。


 [23]
 www.sdclcom.jo/english/images/stories/pdf/2007eng.pdf）； www.ase.som.jo/pages.php？menu_id=2&local_type_details=o.


 [24]
 主权财富基金（SWFs）是由政府所有但是通常像自治公司一样由职业经理人来运作的投资机构。它们不同于富裕的私人和家庭的私人持有，也不同于私有股权 公司，这些公司中富人们的合作关系往往比较密切，并公开交易共有基金或投资公司。同GCC的基金来自UAE、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及巴林一样，前20个SWF作为一个集团（有时不止一个集团），其资金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几个非中东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集团，这二十国2008年1月积累了2.5万亿美元的资产，比前八年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knowledge@Wharton，9/22/08）。可在Aizenman和Glick2008、哈利斯Harris2009，及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网站（knowledge.wharton.upenn.edu）及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网站（www.cfr.org）中找到有用关于SWFs的研究。有关信息，新闻文章及观点可在2007年6月—2009年3月的《伦敦卫报》（the Guardian of London）（www.guardian.co.uk/business）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


 [25]
 同样见Raphaeli和Gersten2008关于这一转向的内容，并附有他们的观点，即这一转变对投资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刺激了疲软的阿拉伯地区的企业精神。


 [26]
 见《伦敦卫报》2007年6月至2009年3月阐述这一作用的文章www.guardian.co.uk/business。


 [27]
 www.kuwaittimes.net/read_newsid=MzkxODIyMTI.


 [28]
 例如，见www.business24-7.ae/Article/2009/5/Pages/25052009/0526；corp.gulfinthermedia.com/gulf_media/view_article_en_print.php？action+print&id-472247。


 [29]
 新报告充满了政府对帮助缓冲这些打击的努力。科威特在股票交易中购买没有价值的股票（www.kuwaittimes.net/read_news.php？newsid=MzkxODIyMTI）。沙特阿拉伯和巴林宣布发行新的伊斯兰债券来支持更多样化的房地产，如房屋贷款和公积金（www.24-7.ae/Articles/2009/6/Pages/SaudieyesFrannie...；corp.guild-inthemedia.com/gulf_media/view_article_en_print_php？action=print&id=471595；corp.inthemedia.com/gulf_media/view_article_en_print_php？action=print&id=471503）。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宣布对埃及的制造业，农业及住房的52个新项目（www.business24-7.ae/Article/2009/5/Pages/25052009/0531）。科威特公司对阿斯尤特的制造业项目进行谈判，如埃及到科威特在房地产、能源、铁路、公路和港口领域招募100多亿美元，“用于投资者按时盈利”（corp.gulfinthermedia.com/gulf_media/view_article_en_print.php？action+print&id-472198；www.kuwaittimes.net/read_newsid=ODYwMzEONjAI）。


 [30]
 例如，见www.business24-7.ae/Article/2009/5/Pages/25052009/0528。


 [31]
 一位分析家预测，如果今后五年石油价格为75美元，GCC SWFs将增至1.7—1.8兆美元。就那一点而言，收入量将来自投资而不是石油，SWFs将由于利息、分红和增加了的资本本金的资本收益而增长。投资组合很可能以75美元/桶的价格得到再平衡，来增加更保守的份额，再次约为50%的债权（赛斯赛斯特2009：16）。如果石油价格升至100美元/桶，GCCSWFs将在2010年增至2.1或2.2兆美元（赛斯赛斯特2009：6，1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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